
序言＿＿王玉哲 

 

土地这种自然物自从与人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以后，才具备

了社会意义，土地变成提供给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料的源泉。人类

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最初是通过群体而不是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人

类在开发和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的时候，群体与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

人与人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它包括诸如对土

地的占有、使用、领有、私有、买卖、转让等等关系。概括之，这就

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主要内容。 

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疑难问题最多的是前一部分，尤以两周的土地

制度为最。所以，要想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必以此为突破口，难关

打通，其它就易于进行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

论》，是袁林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论文。书中对两周的土地制度，

比较全面、系统地作了剖析，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

同时吸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参照了我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

资料，对两周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诸如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公社问

题、对金文中出现的“田”、“贮田”的理解、对孟子“井田论”的源

流、“使黔首自实田”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新的、独到的分

析和研究。 

下面我们可以略举几个具体例证： 

第一：作者在论述西周土地制度时，以少数民族西双版纳傣族与

西周的土地剥削情况互相印证，而得出西周的剥削关系的特点是“集

团整体剥削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大家都承认的农民集

体进行的，这些直接劳动者的被剥削，自然也就以集团形式出现。把

集体被剥削作为西周土地制度的一个特点明确地提出来，好像是本书

作者为第一人。 

第二，在论述春秋晋的“爰田”与战国时秦的“辕田”的历史作

用时，把爰田（辕田）与开阡陌、牛耕、铁耕联系在一起去考虑，就

可以看出爰田（辕田）实是一种农业技术伟大的革命，这就更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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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其历史作用了。作者又把辕田的“辕”字联系到“车辕”、“犁辕”

等名称上，去看辕田（爰田）辕（爰）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第三，本书曾将《孟子》的“井田论”与战国时的“授田制”作

了比较研究，对孟子井田论的剖析很有启发性。他把孟子说的井田，

指出哪点是西周当时确实有的，哪点不是西周的而是依据战国的现实

情况附会到西周的，令读者一目了然。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确实

有不少是孟子的理想、虚构的部分。作者分析的有些地方有理有据，

完全可以信赖。 

除了上面所举的这三处之外，还有一些独到的提法和见解：如对

土地所有制的“所有”、“占有”、“使用”的理论分析，对公有制与私

有制互相对立与互相补充的分析，又如对战国时国家授田制的普遍的

论定，对“使黔首自实田”的新解等等，都有一些精彩、可取的见解，

读者读后自会领会，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并且，从全书写作总的思

路上看，作者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逐渐提高，自然就

使土地制度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

义的。因而我愿意向读者提出推荐。 

至于我所认为袁林的这些好的论点，与我自己的观点也未必完全

相合或一致，这点也有向读者说明的必要。比如本书作者把孟子所说

的西周的井田制几乎全部否定了，我就觉得是否说得有些过份？因为

作者并不否认西周存在有公田、私田之分，其实这也就是井田制的基

本内容。作者只强调战国授田制出现后，才有孟子的井田论，那么，

西周公田、私田中的“私田”不是授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否认西

周有“授田”的内容，那战国时的授田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恐怕也

难说得通。再有，就是作者对战国时实行的国家授田制看成是当时唯

一的田制，那就把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史给掩盖住了。于是，对汉代董

仲舒说的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之地”（《汉书·食货志》），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尤其在见到《云梦

秦简》、《青川秦牍》中，只有“授田”的记录，而没有土地买卖的明

确记载，于是便断言“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尚不存在”。对这种极端的看

法，我也难以同意。1995年我曾发表过一篇东西，就已明确地说过，

战国时期各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与地主私有制同时并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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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推移，土地私有制逐渐超过或压倒了国有制。我认为董仲舒说

的关于土地买卖的史实，夸大则有之，说他完全是撒谎则未必。这种

看法至今我仍未变。总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是当时经济史上重要

的一线，若视而不见，就无法说明：何以秦时还是土地国有制的天下，

一到西汉一下子土地私有便普遍于全国，太突然了，这是叫读者难以

理解的。 

袁林同志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把我的不同看法直接向他提出

过，不过我又几次明确地向他表示：在学术观点上我赞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只有在不同意见互相驳辩中，学术才能有发展，

才能有创造、发明，若只有师说传授，代代相因，学术哪会有发展的

前途呢？不同意见的提出，仅仅是作为对方参考而已，告诉他要敢于

坚持自己的看法，绝对不要轻易改变，而是要把自己的论点，更深入

地补充更多的证据，使自己的说法完善起来。当然若发现自己的论点

确实有硬伤，也应当及时的修改。这种指导思想我是一惯坚持的。 

最后，从总的方面看，袁林同志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确实

作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用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写成的。其中，凡所论列，

可以看出，他确实提出了新问题，探索到新领域，作出很大贡献。有

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发挥，使之更深化、更具备

说服力；有的则是自出机杼，体现自己的新创造，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构成一家之言。这些都可以反映本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就要出版了，作者希望我说几句话，因时间仓促，对古代土

地制度问题不暇详论，乃拉杂书此以为序可乎！ 

 

王玉哲 

于 1999年 3月 15日南开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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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ABSTRACTS 

Since the 1930s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scholars to China's land-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which is obviously a quite important 

question for discus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Pre-Qin History.In 

recent years the very question has been restudi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a series of 

new conclusions has been reached consequently.In the first 

place,the author approached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at question and,by analyzing concretely the 

essence and origin of the systems of ownership,pointed out that 

the systems of ownership sh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ut not the contrary.The author also pointed out 

that while the theory of five social formations,which bears 

considerable defects,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theory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t all,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cial formations should be multistratified and multilineal.The 

author held that the traditional problem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hould be restudied by way of new thinking.The author 

also believed that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pre-capitalist 

community is no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 with external society as a whole 

which has its own internal system and is self-adjustable.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theories,the author mad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land-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As a result of this analysis,it appears 

that the collective mode of exploitation prevail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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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Zhou times determined the then land-system dealing with 

only the part of cultivated land used to materialize the surplus 

labour,which was called 　 tian　(田，land),while the part of 

cultivated land used by the exploited to materialize their 

necessary labour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system but was 

self-controlled and self-adjusted within the exploited group 

belonging to the pre-capitalist community.It was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of economic reforms carried out in various 

stat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o abolish the intermediate link in the form of 

community of the exploited.By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he 

state to deliver land,the state extended its controlling power 

over the exploited direct to their basic unit that were 　 jia

　(家，household).The principal land-system of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was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which involved 

major matters of land planning,land relations and agricultural 

technique.On the basis of his study of the land-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the author reexamined variou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so-called 　 jing-tian 　 ( 井 田 ，

square-land-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by a comparative 

method.He believed that the square-land-system described in the 

book 　 Zhou-li(《周礼》，The Rites of Zhou)　 was nothing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and the square-land-system 

described in the book 　 Meng-zi(《孟子》,Mencius)　 was alike 

except a kind of servitude form of exploitation mixed in 

it.Generally speaking,both of the 　 Zhou-li　 system and the 

　 Meng-zi 　 system do not reflect the land-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type bega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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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ment ‘for the black heads(the common people) to own 

their own land’which was conducted in the 31st year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216 B.C.) and afterwards the 　 ming-tian

　  land-system( 名 田 制 ， land-occupation-system) was 

established.Though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had been 

developed fully since the Emperor Ai of the Han(6-1 B.C.),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didn't disappeared 

completely.Instead,it continued existing in a form of both 

delivering land to the peasants and restricting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lords'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simultaneously.It revived in the 　 jun-tian　 land-system(均

田制，land-equalization-system) which came into being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386-534 A.D.) and it wa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hen ‘no land-system was established’(“田制不立”) 

and ‘annexing land was not restrained’(“不抑兼并”) that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proclaimed its end f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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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周土地制度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3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

所十分关注，本文从新的角度，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系

列新的结论。文中首先探讨了与之有关的几个理论问题，指出应从生

产关系来解释所有制而不是相反，并具体分析了所有制的本质与其起

源；指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其有重大缺陷，

社会形态分类应是多层次和多线的，并提出应从新的思路研究亚细亚

生产方式问题；指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基本特征并非公有制，而是其

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作为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经济以及社会的

关系。然后以前述理论探讨为前提，具体分析了两周土地制度。认为，

西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整体的剥削方式，决定了当时土地制度只

涉及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耕地，即“田”，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必

要劳动的土地不在其管辖之下，由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被剥削者集

团内部自行控制和调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就

是取消将被剥削者公社作为剥削关系的中间环节，国家对被剥削者的

控制直接达于其最基本单位“家”，建立国家授田制度。战国时期的基

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度，它包含了土地规划、土地关系、农业技

术几方面内容。在战国田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

新考察了西周“井田”说，认为《周礼》系统的“井田制”不过是春

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所确立的国家授田制的反映，《孟子》系统的“井

田制”相同，只是糅合进了西周的劳役剥削形式，它们都不是西周土

地制度的反映。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的崩溃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使

黔首自实田”，此后名田制建立。土地私有制自汉哀帝时开始有了较充

分发展，但国家授田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授民以田和限制地

主土地私有制过份发展两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在北魏开始的均田制中

复活，直到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方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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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 研究缘起与基本逻辑 

两周土地制度是一个老问题，特别是自本世纪 30年代中国社会史

大论战以来，随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发展与深入，这一问题为

众多学者所关注，有关论著汗牛充栋，新异观点层出不穷，而且以这

些不同观点为基本依据之一，形成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不同学派。由于

上述原因，继续深化两周土地制度研究就显得尤为困难。笔者斗胆进

入这一领域，主要由于下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时至今日，依然可以说，两周土地制度是中国古代

史研究领域具有很高价值的重要课题。对于两周史研究来说，把握当

时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仍然是其首要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

同时把握当时的土地制度。另外，不管研究两周史的哪一领域，对该

领域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描述和解释，都必须以对两周社会结构、社会

性质的理解为基础和前提，而对土地制度的把握又是理解社会结构与

社会性质的重要基础。对于两周以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要使之

成为历史的研究，也必须以两周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基本的起点，由此

方能使以后的土地制度得到历史的解释。 

第二个原因，是近 20多年的考古新发现为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提供

了新的资料，有些资料直接推翻了成说，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进行一些

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描述和解释。这些资料中比较重要的有：出

土于陕西岐山的裘卫诸器，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出土于四

川青川的秦《为田律》木牍，出土于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简，出土于

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简等等。 

第三个原因，则是文革以后理论研究方面的解放与突破。由于两

周土地制度研究与诸多理论问题密切相关，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

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周土地制度的研究状况，因此，理论方面的突

破对两周土地制度研究至关重要，它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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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和新的方法，从而使之有可能得到新的突破性的成果。 

为便于读者了解本文的基本脉落，下面简略叙述一下笔者的思考

逻辑。 

土地制度自古就是史家的研究对象之一，一般来说，食货类史籍

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土地制度。但在古代，土地制度仅仅是作为典章制

度的一个门类而被研究，并不表现出特殊的意义，即使对史学家和经

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两周土地制度，也是这样。自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以来，土地制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成为重要研究领

域，特别是在持续了五六十年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由于按照

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描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与基础，

它决定了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品的分配形式。遵循历史唯

物主义一般原理，就总的历史过程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在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如果立足于一定的生产

力水平，或者说暂时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

性质，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居于第一重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由于生

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生产关系整体，也即决定了经济基础，并从

而决定了上层建筑，而在中国古代，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

土地制度是决定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第一重要因素。这样，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诸对象中，土地制度就像旧戏中的丞相角色一

样，他登台的第一句台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史学家们对被认为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井田制”予以极大关注，

首先肯定其存在，并依据自己的理解予以种种解释。在此基础之上，

方对其由来及发展、灭亡过程进行探讨，并据此对当时社会结构和社

会性质作出种种推论。这种思维定势固然是史学发展某个阶段成果的

汇总和标志，但同时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今天，我们有必

要也有条件对这种思维定势作出某种突破，从而推动史学、特别是两

周史研究的发展，使之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笔者的思考逻辑起始于两个点。理论上的起始点是所有制问题。

在笔者看来，斯大林对于生产关系的解释与马克思的理论并不一致，

不是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相反，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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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否及其具体存在形式，都必须从生产关系中找到依据和解释。

历史事实的起始点则是战国国家授田制度，随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这一事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承认。从理论上的

起点开始，笔者首先对战国国家授田制找到一个基本解释：当时的社

会基本剥削关系以国家和农民为两极，国家是剥削者，农民是被剥削

者，剥削阶级具体成员的剥削收入来源于国家剥削的二次分配，这种

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授田制这种具体的土地制度形式。从战国授田制

这一历史事实出发，笔者否定了西周基本土地制度为“井田制”的说

法。不论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何种看法，学者

们一般都承认，春秋战国是一个涉及社会结构的大变革时期，经济结

构当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然如此，那么被作为西周基本土地

制度的“井田制”理应与战国授田制有根本性的区别。然而，当笔者

把两汉及其以前所有论及“井田制”具体内容的资料汇总起来、与战

国国家授田制进行比较的时候，却发现二者除了劳役剥削与实物剥削

形式的差别而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由此便得到一个结论：《周礼》

系统的“井田制”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所确立的国家授田制

的反映，《孟子》系统的“井田制”相同，只是糅合进了西周的劳役剥

削形式。既然“井田制”不过春秋战国国家授田制的反映，那么西周

土地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当然仍须从生产关系入手进行观察。西

周时期的被剥削者主要以集团整体(往往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联结而

成)的形式出现，这些被剥削者集团就是早期的被剥削者公社，剥削者

的剥削仅只达于这个集团整体，并不深入于其中的具体劳动者个人，

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则由其自我调控。在这种状况下，土地

制度由两个层次所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

所涉及范围只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各种类型的“田”。

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止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相应，这一层次

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耕地，被剥削者集团自行控

制、调节的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

之下。第二个层次则是被剥削者内部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

围仅限于被剥削者集团所控制的土地。它一方面表现为被剥削者集团

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这是各被剥削者集团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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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表现为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这是被剥

削者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层次显然不能同等

而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内

容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到被剥削者集团

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们的主要对象。 

有了上述关于战国国家授田制、所谓“井田制”和西周土地制度

三个点的研究结论，便可以将逆向研究改为正向研究，历史地观察两

周土地制度的演变。在笔者看来，西周土地制度是承袭夏商而来，但

夏商土地制度并非像人们传统理解的那样，从原始社会的原始公有制

演化而来，而是从原始社会的没有所有制的状态演化而来，最早的所

有制与最早的剥削同时形成，二者融为一体。由于早期剥削主要是对

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由于早期对耕地的使用带有较强的变动性，

因此当土地开始成为这种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时候，成为中介的土地

并非所有耕地，而仅仅是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这就是土地制

度第一层次所涉及的范围。这种状况，便是西周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

前提。西周类型土地制度瓦解的明确标志是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

新类型土地制度形成的标志则是齐国管仲的变革。随着被剥削者集团

的逐渐瓦解，剥削者失去了控制被剥削者的一个最便利工具——公社，

作为社会剥削关系中剥削者一极的国家不得不将统治与剥削深入到被

剥削者个人和家庭，在土地管理方面，则不得不同时管理被剥削者实

现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两种土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区分，

这样便形成了国家授田制度。这种变革是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

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内容，从管仲一直到商鞅。管仲与后来变革者不

同的一点，是他还试图在新形式中将公社复活，按照一定户数为标准，

将被剥削者强制编制起来，组成“书社”，但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人力所

不能改变的，公社并不能复活，书社与公社性质迥异。春秋战国时期

国家授田制度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

个少有的活跃、繁荣时期，并最终导致了强盛秦汉帝国的形成。战国

类型国家授田制的瓦解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的“使黔首自实田”，自此

而后，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发展起来，但国家授田制作为一种制度，

却并没有自此死亡，而是以两种形式继续存在了下去。一是国家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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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办法保证农民与相应土地相结合，一是国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地主占

有土地的过份发展，两种形式最终又汇为一体，在北魏开始的均田制

中得到了复苏。只是从中唐两税法到宋代“不抑兼并”、“田制不立”

的变革过程中，国家授田制才最后消亡。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23～24页。）笔者先逆向

对两周土地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探讨，然后又正向对两周土地制

度演变过程作了研究，这种思考程序对于研究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但

对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却并不一定合适，因此，本文的叙述完全是正

向的，并不直接表现出逆向的研究过程，但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也

作一下逆向的考察，观察角度的变化往往会使观察者眼中的事物形象

有所变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 

梁启超说：“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

神，归著于此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6页。）笔

者不敢说真有什么创获，但是力争按照这一精神进行研究。由于本课

题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更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理论素养仍欠，知

识缺漏甚多，具体错误在所难免，立论能否成立，依然有推敲余地，

故若能得识者批评指正，实为笔者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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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制度研究的对象 

 

一个学科或学科的某一个领域要能够成立，明确研究对象是首要

基本条件，如果缺乏这一条，不仅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基本研究方

法无从谈起，连研究范围也不清楚。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虽然已经经

过多年研究，但在研究对象方面，还不够充分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

界定。 

所谓“制度”，是指一定时期社会要求其成员必须予以遵守的行为

准则或办事规程。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就狭义来说，它一般局

限于上层建筑范围以内，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等等，而就广义来说，

则涉及整个社会，即不仅涉及上层建筑，也涉及生产关系、生产力以

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往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虽然也

涉及了广义的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如关于耕作制度方面的三田制（这

属于生产力范畴）、地主与农民的具体关系（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等

等，但一般是狭义看待制度这一概念，研究对象大致局限于国家有关

土地的一些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这样就使

研究带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所研究的“制度”应当从广义上

来理解，即有关土地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耕作

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土地关系，即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通

过土地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一是属于上层建筑

的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其理由如下：一、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

规定是现实土地关系的折光反映，它只有从后者得到最终和根本的解

释；二、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土地关系并非完全一致，

其间必然存在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我们不能完全用有关土地的

法律规定来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土地关系；三、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力

发展水平关系密切，从根本上来说，前者为后者所决定，例如，在实

行撂荒制耕作方式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共同体色彩就浓厚得多，而

只有铁犁牛耕，才为广泛的个体小农家庭经营奠定了真正的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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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为封建式的农业租佃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 

对于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来说，笔者以为，如果能从这三方面入手

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就会深化，会发现一些未被注意过的问题，得

到一些新的结论。例如，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

水平的巨大发展，耕作制度的巨大变化，那么土地关系以及有关土地

法律制度的巨大变化就会很容易理解。自春秋中后期产生并逐渐推广

的铁犁牛耕、以铁犁牛耕为基础的我国第一种精耕细作耕作法垄作法

的推广实行，是导致共同体瓦解与小农广泛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共同

体瓦解、小农的广泛形成又成为国家授田制实行的根本依据，共同体

瓦解使国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只与共同体发生关系，而不需直接接触

其中个别成员，现在必须直接与小农发生关系，共同体的模式依然是

最便利的，将共同体原有的定期分配耕地的内部关系直接移植过来，

主体由共同体变为国家，国家授田制便成为必然。由于上述原因，笔

者将尽量从这三方面进行探讨，如果不尽人意，那么一方面是笔者功

力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就是资料缺乏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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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史实考证与理论研究 

 

史学研究中史实考证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一个旧话

题，见仁见智，也理所当然，因为人们的研究范围、课题以及研究兴

趣各不相同，不应当也不能强求一致。但是，对史学研究整体来说，

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正确而又恰当地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对于史学

整体的发展水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一门科学都由如下几

个不同的层次所构成。一是正确地描述对象，一是正确地解释对象，

一是指导人们去正确地行动而改造对象。对于后两个层次来说，理论

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对象的解释，最后结论只能是理论的语言，而

要解释，也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研究前提，真正能够正确地指导有目

的行动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理论。即使是描述对象，如果是个别的对象，

似乎可以采用文学的语言，进行形象思维，对其予以具体的描述，但

是对于较大范围的对象，例如描述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同样只能使

用理论的语言，借助理论的工具。如果脱离了理论，使用形象思维，

试想如何才能描述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呢？ 

当然，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是有一定针对性的。现在，我们

的史学界依然有一种忽视理论的倾向，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

史学的具体特点所决定，弄清一个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无论如

何总是史学的基本任务；另外则是由于多年来强制以某种错误理解了

的理论贯穿于史学，不允许多种理论的讨论和竞争，在相当大程度上

窒息了史学的活力，引起了史学家们一定的反感，从而逐渐远离了理

论。 

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抹杀史实考证的重要性，在史

学领域，主要的大量的工作依然是史实的考证，没有这个基本的工作，

史学就不存在，轻视或放松这个基本的工作，史学就会成为客里空，

变成为一种宣传的工具，像 20多年前那样。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只是想我们的史学界是否可以通过补充自己相对薄弱的一个方面——

理论方面，主动寻找或创建一定的理论作为工具和武器，同时又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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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研究成果——结论更加理论化，从而使史实的考证能跨上一个新

的水平，在理论研究和史实考证两方面的互相促进中，推动史学整体

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两周土地制度研究表面上看主要是一个史实考证过程，似乎是由

于史料的过于缺乏才导致了这一领域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史料的

缺乏对于历史学科许多研究对象来说都是如此，但它们都没有像两周

土地制度研究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种状况产生，主要

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当马克思主义尚未产生的时候，两周土地制度研

究仅仅限于通过现存史料考订当时法律意义上的土地制度，由于历史

久远，史料缺乏，因此历代解释包含了许多想当然的东西，自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则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错误理解，将所有制（实际上一般只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

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性的基础，由此产生了许多混乱。因此，在

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时，必须对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清理和研究，

将以前被错误理解了的理论纠正过来，以其成果作为基础和工具，重

新看待和研究历史事实，这样，才有希望得到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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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几个理论

问题 

自 30年代以来的两周土地制度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于史实本身的

研究讨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研究中的重大分歧，

可以说都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所以，两周土地制度研究

无法回避有关理论问题，必须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充分展

开对史实本身的研究。本章试图对有关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理论

问题进行分析，以作为研究的前提。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所有制问题，

社会形态问题，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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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所有制问题 

一 所有制与生产关系 

 

自我国史学界有意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开

始，就形成了一种先入为见的思维定势，学者们对所有制、特别是土

地所有制看的极为重要，把它视为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它决定了生产

关系总体，即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形态与社

会结构。然而，什么是所有制？却被视为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从未

有历史学家仔细探讨一下这个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概

念，当然，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探讨也是近年的事。学者们只是含混

地使用这一概念，把它理解为人对生产资料的一种控制，理解为国家

关于一定的人对一定的生产资料的控制的法律规定。在这种思想的指

导之下，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问题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

究，虽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上，却

始终停留于原地，不能前进。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也仍然发挥着巨大作

用，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究其根源，在于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等同

于斯大林的理解和阐述，因此，分析必须先从斯大林的定义开始。 

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著中

谈到生产关系时说：“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

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开始将所有制解释为生产关

系的基础和核心。在谈到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生产关系时，就更为明确：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奴

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

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

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

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

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６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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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以后的１９５２年，斯大林更明确地对生产关系下了一个

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

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

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

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

出版社 1964年版，第５８页。）。这里更明确地将所有制确定为生产关系的核

心和基础，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互相之间的关系、交换、

产品分配形式等等都是以所有制为基础和前提。解放以后，这个定义

充斥于各种哲学、经济学、史学著作与教材之中，可以说是一统天下，

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定义是不是正确呢？是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呢？

答案却是否定的。 

斯大林这个定义的错误，核心就在于他将所有制脱离于生产、交

换（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之外，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以此

来把握、理解、解释整个生产关系，而不是通过生产关系去把握、理

解、解释所有制，因果、主次完全被颠倒了。这个思想与蒲鲁东类同，

早已为马克思所批驳。马克思说：“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

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

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

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３２４～３２

５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

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

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

一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１４

４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土地所有权为例分析了各种所有权

存在的理由，他说：“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

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

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

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

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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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02 页。）任何

所有权存在的理由，都必须以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存在的生产方式，

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加以说明，当条件发生一

定变化时，它就可能失去存在依据。具体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总合的表现，只能在后者之中得到解释和把握，

如果反过来，那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蒲鲁东类型的这

个错误必然导致一种误解，即所有制首先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是人对一定生产资料的占有，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形成了生产、

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恩格斯的定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

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

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和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

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

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９页。）显然，恩格斯所

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即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三个方面，其

中并不包含一个独立的所有制范畴。 

是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表面看似乎

不是特别重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与迟缓，斯大林定义是主要

理论原因。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艰难，这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理论偏差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研究的长期混乱与停滞，史学

家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便在情理之中。孙冶方先生辛辣但不无道理地

说：“历史学家往往对古董研究得很仔细，但在理论上则欠缺。”他将

郭沫若先生的古史分期观点作为类似于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

幻想”的一个例证，说：郭沫若同志认为，如果从生产关系角度着眼，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容易混淆，如果从所有制角度着眼，问题就容易

弄清楚，“初税亩”是合法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土地私有制正式

确立，地主制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的证据。孙冶

方先生说：“不在于有没有土地私有权，而在于有没有剥削关系”，“斯

拉夫公社、印度公社、俄国的村社等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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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下，既可以是奴隶制社会，也可以是封建制社会。”（孙冶方：《社会主

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３９０、４０２页。） 

斯大林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所下定义的根本性区别，早已为经

济学家们所发现并阐述，如成书于本世纪 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

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一著，据作者说，他对此问题的思

考和撰写应追溯于１９５６年，即东欧社会开始发生变动的时期。又

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发表于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许多论文。

但经济学方面的这些进展，似乎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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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个概念——“使用”与“所有” 

 

人是一个两重性的存在。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这表现了人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人要从事生产，又必须和其

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实体，这表现了人与

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同样带有这种两重性。

一方面，社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活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

另一方面，社会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即一定的社会关系。有

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社会才能存在。一定的生产资料，由于它是与人、

与社会发生着确定关系的物，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带有两重性。 

一定的生产资料，首先是人“使用”的对象。人们通过对它的“使

用”，进行物质生产，提供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在这里，

它作为一定的物，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具体体现者。其次，在一定条

件下，它又是人“所有”的对象。人们通过对它的“所有”，以其作为

中介，相互间发生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从而把人们联结成社会整体，

去从事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在这里，它又成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体现

者。 

这样，一定的人对一定的生产资料就有着两重关系，一是“使用”，

一是“所有”。使用，是指人们实际地利用着某些生产资料进行物质生

产，由此从自然界得到相应的物质生产品。它并不涉及是否通过相关

的生产资料及生产品与他人发生了社会关系。因此，所谓“使用”，实

际上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同义语。“所有”，则是指相关的人们相对

于一定的生产资料存在着某种社会差别，由此在物上存在和表现出一

定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所有”是指一定的生产资料成为一定的

个人、家庭、集体或群体的意志专有领域，排斥未经所有者同意的他

人的“使用”。它包含着针对一定的生产资料而与他人发生矛盾，需要

从法律上（有形的或无形的、成文的或习惯的等等）加以确定的内容。

至于所有者是否实际地“使用”了这些生产资料，在这里没有意义。

马克思曾严格地区别了生产资料的这种两重性，他说：“劳动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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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这个简单的规定性而言，不是同具有社会形

式规定性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而是同作为物质实体、作为劳动材料

和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

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９３２页。） 

一定的生产资料要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就必然是

这种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物，它使与其发生关系的人们之间产生

某种差别，也就是一定的排他性。如果没有这种差别，一切人对这个

物地位相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现就不需要以这个物作为中介，它

不可能体现社会关系，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所有”的对象。例如在一

般情况下，空气不可能成为“所有”的对象，尽管对于人类生活和物

质生产来说，空气都是必需的自然物，是极其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

资料，但由于它的特殊性质，人在它面前不可能产生差别，即不可能

产生排他性，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表现实体。

当然，这种排他性是相对的，在一定的生产资料上既能表现某些人之

间的差别，也可以表现某些人之间的无差别。被一个社会集团“所有”

的一定生产资料，通过对他人的排斥，一方面表现了该集团与他人的

不同社会位置，实现了其间的一定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所有制；

一方面又相对于集团外的他人，表现了该集团内部不同个人的相同社

会位置，从而也实现了其间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所有制。如果

没有排他性，物不仅不可能表现集团与他人之间有差别的社会关系，

也无法表现集团内部个人之间无差别的社会关系，某个集团内部人与

人之间相对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呈现的相同社会位置，必须以对外的

排斥、即与外人社会位置不同为条件，否则便无法存在，就像没有“上”

作为参照系，便不可能有“下”一样。 

显然，排他性是“所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分析土地所有

权问题时说：“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

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在这段话的脚

注中，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认为私有权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

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的观点，指出，这种私有权只是“一

种确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６９５页。）。马克思在谈到最早产生的所有权时也说：“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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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

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

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

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０页。） 

与“所有”类似的一个较重要概念是“占有”。罗马法这样规定了

“占有”与“所有”的不同：“占有”是对于物的事实上的管领，是一

种事实关系，而不是权利；“所有”则是个权利问题、法律问题，是所

有者依据法律而对一定物的绝对支配和处分。就反映对于一定物的排

他性社会关系来说，罗马法中的“占有”与“所有”并没有什么差别，

它们反映的是同一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反映了同一社会现

象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法律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在成形

法律还未顾及的某些范围，或在法律尚未明确、完整确立起来的远古

时代，暴力、强制就是实际的法律。马克思说过：“强权也是一种法权，

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７３８页。）

如果说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差别的话，“占有”更多注意了其现实存在状

况，而“所有”则更多注意了社会法律观念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

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

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

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３８２页。） 

“使用”和“所有”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一

个会成为另一个存在的前提，考察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可以加深我

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但是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于“使

用”的理解，可以从考察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中得到，对于“所有”

的理解，则可以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只要有人存在，

就有“使用”存在，这毋需说明。而“所有”，只有在人们针对一定的

生产资料产生了一定的排他性活动之后，才能存在。显然，从原始的

状态说，“使用”是“所有”的前提，如果人们还没有“使用”一定的

生产资料，针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排他性活动则无从产生。在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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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有”又成为“使用”的前提，任何一个“使用”事实的存在，

或者“使用”者同时就是“所有”者，他的“使用”必须在现实的排

他性活动条件下方能实现，或者“使用”者没有所有权，他必须为其

“使用”付出某些代价，如交纳地租，作为对所有者权利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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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期社会不存在所有制 

 

早期社会是否存在所有制，这个问题向来为人们所忽视，似乎不

言自明，只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人一经产生就存在着所有制。通过

前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所有制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物质

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

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

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

出版社 1962年版，第５３３页。）因此，所有制有两个必需的要素：一、它必

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它的实现必须以生产资料这种物作

为中介或表现实体。当然，自人产生伊始，就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但它是否一开始就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以物作为中介或

表现实体呢？自人产生伊始，人就必须与一定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

但是这个物是否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实现中介或表现实体呢？让我

们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论述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最早的社会关系是婚姻、血族的关

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并非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的实现不需要以生产资料作为中介。因此，这个时期不可

能存在所有制。 

 

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和人

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

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

规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１

１９页。）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最早的社会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也

即婚姻与血族关系，它同时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的自然规定。

一年以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个思想进一

步明确化：“家庭（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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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注）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来，当需

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

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３２页。）这里是说，最初使社会得以构成的社会关

系只有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它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其他社会关系如经

济关系等等是后来才产生的。十多年以后，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黄金

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５４６页。）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

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

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３９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

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又说：“部

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

是其前提。”“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

然的或神授的前提。”作为劳动前提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家

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部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所加］，或部落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２页。）最早的社会

有机体部落共同体由婚姻血族关系联结而成，它是占有土地的前提，

经济关系例如部落共同体成员共同占有土地的这种关系，则是后来才

产生的，此时它并非是使社会得以构成的因素。既然以生产资料为中

介的社会关系尚未产生，所有制当然无从谈起。又过了二十多年，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以

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概念，他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

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

血族关系的支配”，“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着重号系引

者所加)，“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３０页。）由上述可见，马

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在阶级冲突产生之前，作为社会构成基础的

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不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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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当然无法存在所有制。 

 

那么，这个时期人与作为生产物质条件的自然界之间究竟有着怎

样的关系呢？马克思对此作过许多论述。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他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

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９５页。）他把此时的自然界直接规

定为人的组成部分，人的无机的身体，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直接的统一

体。他又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夺走了

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

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９７页。）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产生之前，人与生产

条件之间只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等到异化劳动开始剥夺了一部分人

的无机身体的时候，在生产物质条件上才开始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社会

关系的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又作了阐述：“正像劳动的主体是

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

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７

页。）这时的生产条件只是人的组成部分，还不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因而还不可能具有所有制的内容。 

由于以上原因，马克思曾明确提出早期社会不存在所有制的观点。

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所有权问题上的错

误观点，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

初的所有权依据”，于是，他们就导致出一个奇怪的结果，“所有权的

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６４页。）这就是说，人

的劳动并非导致所有权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历史上也曾有过还不存在

所有权的时代。可见，马克思认为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所有制。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谈到了将来社会中所有制的消亡问题，他说：“从

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

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

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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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８７５页。）土地失去了所有者，便不再反映出

所有制关系，不再是所有制的实现物。土地是这样，土地以外的生产

资料也可以这样。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还有一个旁证。１８

９５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献给恩格斯的《财产及其起源》一书

中，也多次谈到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并不存在所有制，他说：至今还

有野蛮部落“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所有制（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

的）”；“关于建立猎场的公有制——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态，他们连

想都没有想过”；“‘谁有土地，谁就要打仗’这句封建时代的谚语还在

野蛮时代和公有制产生时代就被证实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拉法

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３５、５１、５２页。）恩格斯读过这部

著作后，虽对其中个别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对上述观点并无异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４３４～４

３６页。）。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最早的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婚

姻与血族的关系，所有制等经济关系是后来才产生的，而生产的物质

条件自然界起初直接就是人的组成部分，是人的无机体，在它上面并

不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

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直接存在形式，一个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

中与相应的自然界直接统一为一体，这样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由于

这时人的存在由两部分即作为有机体的人本身和作为无机体的相应自

然界而组成，因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只是人自身的运动形式之一，

它并不成为当时具体的社会的构成依据。早期社会的形成首先在于人

在自身生产中所必然结成的关系，即婚姻与血族的关系，这种关系将

个人联结起来构成具体的社会，而这种社会的存在又将作为个人存在

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联结成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这个联结过程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它不需要以任何

生产资料为中介，因而社会的经济关系还不存在，使个人的物质生产

活动转化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职能由人自身生产关系来执

行，因此，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就成为早期社会唯一的社会关系，成为

社会结构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所有制当然还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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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有制的产生过程 

 

那么，所有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在《手稿》中有详细

阐述，他说：“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

—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

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

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

以获得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４９０页。）以人自身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在不与他共

同体发生针对生产自然条件的排他性关系之前，并不存在所有制，只

有当一个原始共同体排斥其他共同体使用一定的生产自然条件时，所

有制才得以产生，它形成于部落共同体之间现实的互相排斥的战争之

中。在这种现实的排他性关系中，以前作为某一部落共同体成员“无

机体”的生产自然条件，开始反映出一部落和他部落之间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从而使之具有了所有制的性质。 

通过战争等现实的排他性活动所产生的第一种所有制形态是部落

共同体所有制。“建立在部落制度（集体的结构最初归结为部落制度）

上的财产的基本条件，——是作为部落的一个成员，——使得被一部

落所征服和服从的那个别的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这个部落本身沦落

于集体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来对待的那些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列。”（马克

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日知译本，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２９页。这段话前半

部分另两种译文为：“以部落制（这是社会最初的表现形态）为基础的所有制，其最基本的条

件是作部落底成员，这就使得那被本部落所侵占所征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３分册，刘潇然译本，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１１１页。）“以

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一个成员。

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２页。）从

文意看，个人作为部落成员和使他部落丧失财产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不能由前者导出后者，

作为部落共同体所有制的基本条件，当是使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不是个人作为部落成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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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知的译文似更妥当。）这种最早产生的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部落

共同体为单位排斥他部落使用一定的自然物，并夺取作为他部落“无

机体”的自然物，甚至更进一步统治和奴役其他部落共同体。正是由

于这种现实的排他性活动，所有制在产生时便必然带有掠夺、统治的

性质，并迅速向一定的剥削关系过渡。《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了战

争是原始共同体的最原始工作之一后紧接着说：“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

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

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

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

为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０～４９１页。）在占有他部落“无机体”的同时占有了“有

机体”人本身，将其作为物质生产的条件，就会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

它们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原始形式，从而形成了种种既保存着部落共

同体，又包容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所有制形态。马克思在论述了部落

共同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之后也说：“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

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

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２页。） 

因为所有制在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必然带有的剥夺他部落的“无机

体”自然物、并必将发展到统治和奴役他部落的独特性质，马克思和

恩格斯把剥削和压迫视为所有制、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的

必然内容。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说：“所有制⋯⋯的萌

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

家庭中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

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３７页。）在《手

稿》中马克思又说：“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

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８８页。参见〔苏〕В．П．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

统性原则》(三联书店 1980年版)第１２４页所引依据俄文的译文：“以前的一切所有制形态

都为大部分的人类带来苦难，使他们成为奴隶或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说：“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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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

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

版社 1972年版，第２４４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也说：“‘社会’本身⋯⋯

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产生的奴隶

制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１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３６８页。）“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

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１册，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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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同时产生的 

 

从上述分析出发进行推论，马上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公有制

和私有制不仅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和一切对立统一体一样。这里

说它们是统一的，不仅指它们像“上”与“下”、“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一样，互为存在条件，互为参照系，互为补充，而且也是说

它们在历史上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这个说法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公有制与私有制互为存在的依据。由于所有制必须含有

的排他性因素，任何公有制都只能是有限制的公有，它以排斥一个集

团之外的其他人占有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并非该集团内外人们的公有。

一定的物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在“我们”这一集团内部相

对于集团以外的他人来说是公有的，但如果超越这种集团的界限来看，

却不过是扩大化的私有而已。当然，“我们的”、“你们的”生产资料一

经产生，随着社会本身的扩大以及其中社会关系的多样化，随着个人

的生产活动从可能逐渐变为现实，其中必然会逐渐产生“我的”、“你

的”生产资料，原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混沌为一体的所有制形态，必

然分裂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极，并以这种对立的形态持续至今。公有

制与私有制的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只是在近现代社会才达到顶

点，发展成为极端对立的形态。 

另一方面，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它们对立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是互相

补充的。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私有制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

如拉法格所说：“个人财产是在原始公有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不仅不

与原始公有制相矛盾，像经济学家所说那样，而且是它的必要的补充。”

（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４１页。）而在私有制占主导地

位的时代，公有制又成为它的必需补充。例如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

会之中，不仅有拉法格称为“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拉法格：《财产及其起

源》，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２９页。）的国有财产等等存在，而且还广泛存在

过各种形式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内部土地公有，

它的公有制从爪哇、印度到俄国，“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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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

版，第１１２页。）又例如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产

和企业，拉法格称此为“现代起源的公有财产”（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

三联书店 1962年版，第２９页。），这种公有财产在当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

本世纪 70年代，英国国有经济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已占一半以上，国

营企业投资已占全国投资总额的４０％以上；法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总

产值中已占４２％，国营企业投资额已占全国投资额的３８％；联邦

德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已占４７.２％，在投资总额中占３１％；

美国国家资产价值已占全国国民财富的３０％以上；日本国有经济在

国民收入中已占２５.３％，国有固定资本已占全国总固定资本的１９.

９％（转引自〔苏〕迈博罗达：《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１１２～１２５页。）。国有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基础设施

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以及社会发展起着极

其重要的组织和调节作用。这种以国家所有制表现出来的公有制是资

本主义私有制的必需补充，缺少了它们，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运转，资

本主义私有制也难以维持。 

上面我们集中说明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统一的一面，这并不是要抹

杀或冲淡它们的对立，而只是想全面说明它们是对立统一体。公有制

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它们互为存在的条件和依据，哪一方

也不可能单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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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一种所有制带来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 

 

前面已经作过叙述，第一种所有制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必然

带有剥夺他部落的“无机体”自然物、并必将发展到统治和奴役他部

落的性质，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其必然的发展，因此，剥削是其必然包

含的内容。由于剥削产生的具体过程不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

不同类型的剥削形式。 

一种剥削形式，是征服者不改变被征服者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结构，

将其整体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对象，要求其服从统治，按规定缴纳贡赋，

有时或委派贡赋征集人和监督人。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如果他们

占领了这座城市(实即居民点——引者注)，他们就征收沉重的实物贡

赋，并留下赋税征集人来监督支付，但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法律和政

府。”（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年版，第２４

２页。）这种剥削形式使被征服共同体逐渐演变，其中许多共同体变化

为曾广泛存在过的作为专制主义政权基础的农村公社。 

 

另一种剥削方式，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完全从其原属共同体中脱

离出来，将其个人人身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变为奴隶。这些奴隶开

始并不像在古典奴隶制社会中那样命运悲惨，如早期日耳曼人的奴隶，

“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

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从属关系仅此而已。⋯⋯笞打奴

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塔西佗：《阿古利可拉

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６７页。）类似的情况在我国西南少

数民族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似乎带有浓厚的氏族收留养子的色彩。这

些奴隶，随剥削者内部所有制发展状况的不同，主人也不同。开始，

由于统治者内部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奴隶便归集体公有，这种状况

后来也存在，如亚里士多德时期，在克里特岛各城市所占领的一些岛

屿上就有成群的奴隶，他们耕种供养全体公民的国有土地（拉法格：《财

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５８页。）。以后，随着共同体内私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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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奴隶也逐渐成为家庭或个人的私产。 

部落共同体所有制时期及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各种所

有制时期，这两种剥削形式都是并存的，它们同样是以被剥削者人身

被控制为前提，只是控制的形式不同而已。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历

史条件等等的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剥削形

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例如以古

代社会而言，在中国的西周，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种剥削形式，即对

“殷民六族”、“怀姓九宗”之类的整体剥削，周王不必“料民”、干预

被剥削者共同体内部的事务，与此同时，也有少量奴隶，从事家务、

仆役劳动及少量的农业生产。在古罗马，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二种剥削

形式，大批奴隶的劳动维持着罗马的繁荣，但同时在东部一些行省第

一种剥削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正是东西罗马最终分裂并走上不同

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剥削形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不仅可

以看到农村公社成员被变为奴隶，也可以看到奴隶被变为农村公社成

员，像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阿蒙神庙便将大批奴隶移入农村公社，变

为公社成员（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

６１页。）。一般来说，由于第一种形式对被剥削者状况的改变最小，因

而不仅使剥削者易于管理，被剥削者也较易接受。第二种形式剥削的

确立，不仅在统治者内部必须有使用奴隶劳动的现实需要和条件，而

且要有一系列管理手段的建立。由于它对被剥削者状况变动很大，不

仅被剥削者极难接受，剥削者也很难管理。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剥

削者就尽量使用第一种剥削形式，而不用第二种剥削形式。这样，就

世界范围来说，使得大部分地区以第一种剥削形式作为主要形式。 

在第一种所有制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形成之日起，这两种剥削形式

便同时存在和发展着，在不同的地区，它们各自占据了主导地位，这

种状况，对后来的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不同的社会

历史发展道路。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对于理

解两周土地制度的特有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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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以及剥削、阶级产生说试析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开始产生剩余产品，氏族首领等人物逐渐将其据为己有，由此产生私

有财产，剩余产品的产生也使剥削有了可能并转变为现实，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最早的阶级对立——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笔者以为，这种

说法似是而非，其关键在于对剩余产品的理解。为了更好把握所有制

概念，必须对这种说法也作一些分析。 

对于“剩余产品”这一概念，同样可以从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人与物这一自然关系角度看，人类物质生产品不可能有剩余。 

首先，人类消费水平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仅就必需

消费品来说，今天的必需消费品，若干年前可能是奢侈品，而今天的

奢侈品，以后可能变为必需消费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改

变消费方式消费掉它所可能创造的一切生产品。 

其次，不仅生产决定了消费，消费也决定了生产，二者互为前提。

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生产

的动力”，“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２８～

２９页。）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人们有一定的消费需要，反过来，一

定的消费需要又确定了一定的生产。如果没有社会因素的作用，人们

不会在自己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再去主动地生产什么东西。例如在北

美的达科他印弟安人那里，男子夏季平均每天劳动不过 1小时，冬季

约 6小时，妇女夏季劳动约 6小时，冬季约 10小时（普列汉诺夫：《论艺术》，

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８１页。）。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时间也是相当丰裕

的，他们完全可以用多余时间生产“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财产储存

下来，但他们并没有这样作。类似的现象在原始民族中比比皆是，例

如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阿兰达人，从不知道珍惜时间，“男人和女人会因

观看孩子们嬉戏而耽误数小时之久”，只有在急需食物时，他们才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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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们一般也不储蓄食物，如果食物充裕，客人们便会聚拢来，每

个人尽量吃饱，只有在节日的前几天才储蓄一些食物。又如塔斯马尼

亚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当食物充裕时，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大吃大喝，

并不留点储蓄；如遇寒冷的冬天，就要感到饥饿的痛苦，有时被迫去

啃袋鼠皮。”（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年版，

第２０、２２、１６页。）这种很少变化的消费方式，不能为生产提供新的

需求，因而剩余产品无从产生。 

从人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剩余产品的产生只有在所有制这种排

他性关系确立之后才有可能。对尚未产生所有制的原始共同体来说，

它能够通过变换消费方式消费掉自己所可能生产的一切，也不会生产

自己消费需要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当所有制产生之后，第一种所有制

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便以剥夺他部落生产品为基本条件，如马克思

所说：“建立在部落制度（集体的结构最初归结为部落制度）上的财产

的基本条件，——是作为部落的一个成员，——使得被一部落所征服

和服从的那个别的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这个部落本身沦落于集体把

它们当作自己的来对待的那些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列。”（马克思：《资本主

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２９页。）被掠夺或被剥削的生产品，

便成为被征服和服从部落的剩余产品，交付与征服者。因此，不是剩

余产品导致所有制产生，而是所有制产生导致剩余产品形成。部落间

的交换是派生的社会现象，因为原始的部落（甚至也可以包括后来的

农村公社）是历史形成的自给自足共同体，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

例如部落之间的战争、英国殖民者对付印度农村公社的洋货和枪炮，

交换是无从产生并发展的。 

所有制、剩余产品必然包含掠夺与剥削，而实现掠夺与剥削，就

必须有强制。马克思谈到亚洲群岛东部的一些岛屿上，居民们可以从

西米树上轻易地得到面包，闲暇时间很多时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

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

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他还指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始

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

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５６２页。）马克思在谈到地租时也说：直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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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不会创造地租，只

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强制，才创造地租。”（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８９２～８９３页。）这也就是说，

当自然条件优越，人们存在大量闲暇时间时，他们不会在满足消费需

要之后再去生产什么东西。要他们把闲暇时间通过生产为自己所利用，

必须同时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把闲暇时间用来从事剩

余劳动，即用来生产无偿交给他人的生产品，基本条件是外部的强制。

因此，从人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不过是

被他人掠夺或剥削的劳动产品的代名词。 

有人会说，由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在某些人手里，某些产

品是剩余的，这些剩余产品必然要导致交换，从而导致私有财产和阶

级的产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分工只有发生在不同的所有权之

间，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剩余的产品并互相发生交换。在共同体内部，

只有当私有权已经产生并有相当发展的时候，分工才能使某些人手中

的某些产品成为剩余的产品，进而产生不同所有权之间的交换。如果

共同体内私有权还没有产生，不论内部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生产品

都是属于共同体的，不存在个人手中剩余的产品，也不会有他们之间

的交换。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斯拉夫与印度农村公社中也可以看到，

由于公社内部的私有权还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相当的分工并没

有导致广泛的交换，而只是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马

克思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

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５５页。） 

概括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私有财产以至于阶级，不是剩余产品

产生的结果，而是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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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形态问题 

 

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两周社会性质问题，而谈社会性质只

能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这里，我们直接面对的就是长期

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以及与此相关且引起过广泛而

又长期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即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归结为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

次更替的学说。它最后确立于斯大林，今天仍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框架。它比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学者关

于人类社会历史所设计的宏观框架都要高明，但随着社会历史理论研

究的进展，特别是马克思大批手稿的公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

的深入，其违背马克思原意的严重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笔者以

为其主要缺陷有三，下面试予叙述，另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社会

形态分期系列问题略述笔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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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种社会形态说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一些规则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一个缺陷是违背了形式逻辑有关概念划分的

一些基本规则。 

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区分问题，也就

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着将社会形态这一属概念（上位概念），

根据某个标准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的种概念（下位概念），或者说，意

味着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

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个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

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

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

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

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

或过渡时期的存在。 

先看其逻辑缺陷之一。五种社会形态说把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关

系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核心标志，由此，五种社会形态概念内涵的基

本规定可用下表表示。 

 

社会形态 
生产资料所

有制形式 

有无剥削

与阶级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

的关系 

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

的形式 

原始社会 公有制 无 平等的互助关系  

奴隶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奴隶人身被奴隶主占有，

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 

封建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农奴人身依附于封建主,

封建主逼迫农奴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工人人身自由，资本家迫

使工人劳动 

共产主义社会 公有制 无 平等的互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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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相对

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

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

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

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对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

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

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之并列，成为等位概念。

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

念同等并列，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

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

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

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 

纠正这个缺陷，如果不改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基

本描述，社会形态的划分至少应改造为两个层次的划分系列。首先根

据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无剥削，有无阶级，社会成员在

生产中的关系是否平等的标准，划分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

义社会，然后再按剥削压迫形式的不同，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应当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相

类划分处于同一层位，例如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共产主义低级阶

段和高级阶段等等处于同一层位。对研究对象按层次进行连续分类，

每一层次遵从同一标准，由此形成若干层次的概念系列，这是全面把

握对象唯一正确合理的方法。试想，如果没有界、门、纲、目、科、

属、种的分类系列，生物学能否存在？如果没有分子、原子、基本粒

子的分类系列，微观物理学将陷入怎样的混乱之中？要从宏观上把握

人类社会历史，也需要建立包含若干层次的社会形态分类系列。 

再看其逻辑缺陷之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各种社会形态概念，两

两之间都是全异（平行）关系，其外延边界清晰，互相间断，例如不

 42



能说封建社会同时又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事物发展过程中必

然存在中间形态，辩证法对此极为重视，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

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

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

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

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５５４～５５５页。）

各种社会形态之间同样存在中间形态或过渡时期，例如按照五种社会

形态说的社会形态定义，从其核心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公

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中间形态，以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二

重性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公社曾长期存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确立者斯

大林也明确谈到过中间形态和过渡时期的存在，他将生产关系分为三

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

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

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版，第６４６页。）那么，这些“过渡关系”应当归入哪一种社会形态之内

呢？斯大林并未予以考虑。显然，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过渡关系”

是“亦此亦彼”的，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不能归入

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因而，五种社会形态概念的总和并不能满足

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外延。这就将各种社会形态概念间的对立关系误

当成矛盾关系，从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 

忽视中间形态的存在，不仅妨碍对事物运动变化的把握，而且进

一步增加了分类的人为性，易于造成混乱。例如，早期生物分类采用

林奈的动物、植物二界分类法，这种方法在中间物种上碰了壁。有一

种低级生物眼虫，它有叶绿体，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是植物特征，它

有鞭毛，能游泳，有眼点，能感光，能通过细胞膜吸取环境中的有机

养分，这是动物特征。因而植物学家将它看为植物，归入鞭毛藻一类，

动物学家将它看为动物，归入鞭毛虫一类，使分类陷入混乱。后来海

克尔在动物、植物两界之间添加了原生生物界，才开始使这些中间形

态有了较合理的归宿。 

纠正这个缺陷，社会形态的划分至少应当声明：各种社会形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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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被相应的中间形态分隔开，它们并不是连续的，这些中间形态在社

会形态分类系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再进一步，对这些中间形态

的内涵规定性作更深一层的确定，然后排列于相应的社会形态分类层

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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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种社会形态说误以社会经济形态概括社会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二个缺陷是以社会经济形态囊括所有的社会

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形态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例如斯大林就

是根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一

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同，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

形态。这种学说把生产关系即经济的关系作为社会唯一的基础性关系，

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而生产关系的核

心内容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

谁支配”（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６４８页。）。这种理

解已经深深渗入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维之中，其实，社会

形态并不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斯大林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的本意。 

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作过叙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人类最早的社会关系是婚姻、血族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并

非经济的关系。所有制是较晚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曾经有过并不存

在所有制的历史时期。“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

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

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２２０页。）。既然人类早期社会唯一的或主要

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斯大林作为经济关系核心内容的所

有制又是在较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的，那么，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斯

大林所定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看来，存在着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分。在所有制

产生之前，社会结构是以婚姻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所有制产生之后，

才开始有了经济形态的社会结构，而经济形态的社会又必然与经济上

的排他、掠夺、奴役以至剥削联系在一起。因此，试图以社会经济形

态囊括所有的社会形态，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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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70年代接触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马克思对“原始社会”

所知甚少。且不说五种社会形态说对“原始社会”所下定义的科学与

否，仅就阶级产生之前存在过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上述

看法并不全面。固然，在摩尔根之前，马克思对这一阶段的具体社会

结构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但这并不妨碍从逻辑上对它进行推想和把

握，如我们在第一节所列举的许多论述所表明的。正确的思维可以大

大超前、跨越于已经掌握资料的局限。这一时期婚姻血族关系是社会

唯一或主要的关系，它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逻

辑推导的结论，这个结论为摩尔根等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证明、所

充实，因此１８８４年恩格斯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声明：“摩尔根在

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

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

２９页。）这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贯的，俄

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攻击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与历史唯物主

义强行联系在一起，则仅仅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

形态之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思想就为理解马克思、恩格

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言论提供了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态：“部落所

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既然是所有制，是经济形态的社会，那么阶级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对

应于这三种所有制形态的分别是“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奴

隶制”、“农奴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２５～２８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说：“古代社

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

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４８７页。）

既然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涉当然是阶

级已经产生后的社会历史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

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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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９页。）既然是社会经济形态，

就必然包含阶级关系的内容。后几种生产方式不用说，关于亚细亚生

产方式，马克思在与此同时撰写的《手稿》中明确描述说：“在大多数

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

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剩余产品⋯⋯不言而喻

地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

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

产，即奴隶”，是“普遍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３、４９３、４９６页。）。显然，亚细亚生产

方式应当归入阶级社会的范畴之内。 

以上理解是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呢？笔者认为，这样才真正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直反对把他们的

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对此作过许多阐述，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

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

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

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４６０页。）现实生活的生

产与再生产包括什么内容呢？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

恩格斯就提出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

生”、人自身生产三个因素，统称其为“生命的生产”，并指出其“立

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３１～３３页。）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提到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

生产，一种是“与消费同一的生产”，即“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

人生产自己的身体”，“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

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

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２８页。）两种生产缺一不可。在《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予以更清晰的解说：“生产本

身又有两种”，一是物质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

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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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

约”，当劳动不够发展、社会财富较少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

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当阶级的产生炸毁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

社会结构”，“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的时候，“家庭制度完全

受所有制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３０页。）。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人自身的生产置于重

要地位，与物质生产同等看待，认为在阶级产生之前人自身生产关系

是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恩格斯多次讲过：“经济条件归根到

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但他又作注解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

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１９９

页。），显然，他这里所谈的经济条件仅仅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条件而言，

包含了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方面。恩格斯坚持的两种生产的理

论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第二国际的理论

家们激烈攻击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库

诺就说，恩格斯“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摩尔根的思想，恩格斯的

有关论述“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推导研究的有机的结果，而是人

工地嫁接出来的”，“完全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德〕亨利希·库诺夫：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 2卷，商务出版社 1988年版，第 508、485、522页。）。

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家们也指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苏〕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

版社 1955年版，第４０２页。）。一方面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俄国民粹

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说，摩尔根的理论“是一个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

理论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是借助于非经济因

素找到的”，恩格斯将“经济唯物主义”“附合”于摩尔根的理论（转引

自《列宁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１３０、１２８页。）。他们的共同

失足之处，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列宁对此批驳

说：“你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看到他们确实谈到经济唯

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怎

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吗？”

（列宁：《列宁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１３１页。）因此，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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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充分考虑人自身生产及其生产

关系。当然，如何科学地描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今天仍是我们面前

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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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种社会形态说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历史过

程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三个缺陷是以“单线”的历史观描述“多线”

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五种社会形态说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一般进程，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

他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十分重视历史发展

的多样性，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只有单一的发展模式。 

二者差别首先表现在对奴隶制与农奴制之间关系的看法上。五种

社会形态说认为，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历史上前后产生的两种剥削形式，

其间有承继关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它们是可以同时产生、同

时并存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所有制的产生后说：“假如把

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

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

农奴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第４９０～４９１页。）所有制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排他，是占有作为他部落

无机体的生产自然条件，如果同时占有了土地上的人，并使之成为生

产的一个条件，即形成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便必然产生

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的产生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它们都

“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

然的和当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

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６页。）之所以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与被剥

削者从事的具体劳动有关。马克思论及现代个体家庭的产生时说；“现

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

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７０页。）恩格斯说得更清楚：“农奴制

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迫使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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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１３１页。）迫

使被剥削者从事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与条件导致了农奴制的产生，而

这种需要和条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上古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在马

克思看来，奴隶制和农奴制不仅可能同时产生，也可以同样作为资本

主义生产产生的直接历史前提。《手稿》中，马克思论及相对于资本的

劳动的产生时，将奴隶制和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即“劳动者本身”作

为“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被人占有”关系的解体，同看为

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第４９９页。）。在《巴师夏与凯里》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说：“在现实的

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解体中产生的，⋯⋯”（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１４页。）这就是

说，奴隶制和农奴制可以同时并存于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

产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 

基于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前后承继的两种剥削形式的看法，五种社

会形态说建立了以它们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社会形态概

念，认为这两种社会形态是历史上前后承继的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

而马克思明确认为，在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之后，社会历史沿着不同的

道路发展。他认为，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必然导致奴隶制和农奴制，“而

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

成为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

社 1979 年版，第４９１页。）由此便形成了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日耳曼

的等等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又保存着共同体的所有制形态。在

《手稿》中，马克思同等并列分析了这种种形态，统称其为“以公社

成员身份为媒介的所有制”。其区别在于：亚细亚形态“表现为公有制”，

“单个人只是占有者，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古典古代形态“表现

为国家（也即公社——引者注）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

“后者被前者所制约”；而在日耳曼形态中，“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

所有制的基础”，“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４８４页。）。这

些形态包容着奴隶制和农奴制，其区别在于：亚细亚形态中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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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共同体中的个人实质上“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

个人的财产，即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

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５９６、４９３页。）；古典古代的形态是“劳动奴隶制”（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１７８页。）；日

耳曼形态下“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３５页。），它在其故乡时就实行了这

种“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

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页。）这种种

形态也都保存着共同体，但保存程度差别很大：亚细亚形态所采取的

普遍奴隶制“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对原始共

同体“所能改变的最少”，“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９３、４９２、４８

４页。）；古典古代形态的共同体“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

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

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４７４页。）；日耳曼共同体则更少保存原始部落的特

征，除了“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而外，“事实上只存在于公

社为着公共目的举行的实际集会上”（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４８２页。）。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些不

同形态的原因并非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

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

资格对待土地，⋯⋯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

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

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４页。）由于部落共同体本身结构

的差异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社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形成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出于其“单线”的历史观，还把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看为仅仅是从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诞生出来的。马克思则

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多样化的历史前提之下，他说；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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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

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

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

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１４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既可以产生于后期的欧洲类型封建社会，也可以产生于奴隶制和农奴

制瓦解之中，可以产生于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公有制的崩溃之中，不

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也从未按照某种

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五种社会

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

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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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130多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公

开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

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

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版，第３８页。）在此前后的手稿和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过大

量论述。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既牵扯到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怎样正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又涉及如何正确研究并解决我国及其他东方国

家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问题，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它为学

者们普遍注意，不断进行探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讨论高潮。这里，

笔者不可能对这个繁杂庞大的问题详细进行讨论，但两周土地制度研

究又不能回避它，因此只能简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多年的讨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都被作为牵扯面很多的一个

问题来研究，笔者则认为应由两个问题群取而代之。一个问题群完全

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即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怎样的

历史背景之下，怎样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又对它进行了怎

样的论述，而暂时不必考虑它与历史事实本身的对应程度如何。一个

问题群则局限于历史事实范围之内，即我们如何对历史上出现的形形

色色各不相同的社会有机体进行恰当的横向与纵向分类、也即恰当地

予以分型和分期，怎样把握其社会结构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而暂时不

必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具体论述。这两方面的研究达到一定程

度后，再将其有机地综合起来，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工作，似乎更有

可能最终解决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群是很难彻底分开的，但在具

体研究中至少可以有所侧重。有意识地区分两者，可以使问题的提法

更为合理，减少盲区，也减少无谓争论，从而使研究取得切实的进展。 

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可以作如下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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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前所述，最早的社会形态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是建立

在婚姻、血族等人自身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它不是最早的社会形态。 

２、如前所述，最早的所有制形态是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以这种

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最早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

从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不是最早的社会经济形态。 

３、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

斯拉夫的所有制形态是同时并存的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经

济形态，它们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在《手稿》

中，马克思一直将其并列起来加以论述，从来不把其中一些形态看作

是从另一些形态发展而来的。 

４、如前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并列生产方式

的基本特点可归纳如下：一、所有制形式“表现为公有制”，“决不存

在土地的私有制”；二、剥削和统治的形式是“普遍奴隶制”，处于共

同体内的个人实质上“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

即奴隶”；三、由于其所采取的普遍奴隶制的形式，因而对原始共同体

“所能作的改变最少”，“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 

５、概括上述，以《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为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演化观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其中的位置，

可用下述简图表示： 

动物界→非经济形态的社会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 

┏━━━━━━━━━━━━━━━━━━━━━━┛ 

┃（包含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各种所有制形式：） 

┃ ┌→亚细亚形态的所有制───────┐ 

┗→├→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 

   ├→日耳曼形态的所有制─┬─封建社会┘ ┃ 

  └→古典古代形态的所有制┘       ┃ 

┏━━━━━━━━━━━━━━━━━━━━━┛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社会 

 

从现实社会历史这一问题群着眼，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实际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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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解于社会形态问题之中，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决，

有待于我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社会形态进行正确的分期和分型。

 56



 

五 社会形态历史演变是多层次和多线索的 

 

历史分期与分型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形态的分类问题，它与生物

分类完全相同，当然，这里的生物分类包含了古生物分类。拉马克和

达尔文都认为，生物分类工作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任何分类工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随意性。这是由于，事物都是复

杂的综合体，而人们的研究目的和着眼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对同一

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就会产生根据不同标准而划分的不同分类系列。

社会形态分类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工具划分为石器时代、青

铜时代、铁器时代；可以根据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划分为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可以根据社会组织形式划分为血缘组织社会和

地域组织社会；等等。但是，要使这种分类能够真正把握住社会总体，

就必须抓住决定了它存在的最基本和最一般的内容。要作到这一点，

就需要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为此，首先需要分析组成社会的人

是什么。 

人，是一个两重性的存在。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一方面，人要存在，就要通过人类

自身生产把自己生产出来，同时又通过这种生产把自己延续下去。另

一方面，人要存在，就要通过物质资料生产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和生

产资料，保证作为人类自身生产前提和结果的人能够生存。再一方面，

人要存在，还需要通过精神生产来把握人以外的世界和人自身，把人

在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获得的战胜自然的能力，以信息的方

式，保存和传递下去，从而使一定的人自身生产方式和物质资料生产

方式能继续延存，并且当这两种生产产生变革的条件和要求时，精神

生产便作为一个中介，根据这些条件和要求生产出相应的精神生产品，

指导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从而使这些变革逐渐完成。人的自身生产、

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产三者构成了人的自然存在，它表现了人与自

然界的关系。通过这些生产，人和自然界联系了起来，并在人与自然

界的对立统一中推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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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人要存在，必须处于一个确定的社会

之中，脱离了社会，人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人要进行自身的生产，

就必须结成一定方式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人自身

生产关系。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就必须以社会整体同自然界斗争，

不论是上古狭小的原始人群社会、还是现代世界规模的社会，在物质

资料生产活动中，使个人构成社会整体的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人

要进行精神生产就必须和他人发生精神的交往，并对现有的精神生产

产品和精神生产条件进行分配和交换，从而结成人们之间一定的精神

生产关系。一方面，人只有在这三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相应

的生产，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任何自然存在的个人，

又必然要表现着一定的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和精神生产关

系，成为这些相应社会关系的交汇与总和。这三种关系构成为人的社

会存在，它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从自然界

异化出来的人自身又产生了异化，对立于个人的社会整体使个人的自

然存在得以实现，这种对立统一同时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发展。 

人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人的两重性存在，使由人构

成的社会也成为一个两重性的存在。 

社会要存在，首先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区别于自然界并与

自然界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的人自身生

产、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这是社会的外部存在，它表现了社会

同自然界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首先是对立于外部自然界而存在的。 

社会要存在，还必须具有内部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把个人联结成

社会整体的各种社会关系，它们可以还原和最终归结为人自身生产关

系、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三种。社会的本质就由这种内部结

构所决定。这是社会的内部存在，它说明社会是可分析的，表现了社

会与其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还是对立于自己内部的个

人而存在的。 

社会是其外部存在和内部存在的统一体。 

我们要考察一个具体社会存在、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就必须研

究社会外部存在和内部存在两个方面以及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

随着考察侧重点的改变，对象各部分间的相对位置也发生变化。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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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考察社会发展的原因，进行动态的研究时，需要着重研究它的外部

存在、即各种生产的发展状况。当我们将一个个社会发展阶段排列起

来加以分类，进行静态的考察时，研究对象实际上局限于社会的内部

存在，即比较分析各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和同一，一般并不牵涉社

会整体与其他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在连续的社会发展过

程中，只有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各间断阶段

的界限和异同，并在纵向的分类中，排除由于地理、历史等各种因素

所造成的属于分型方面的差异对这种考察的影响。所以，在这种考察

面前，社会的外部存在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社会形态

分类的研究时，对象是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生产活动被当

作外部因素而暂不加以考虑。 

就社会的内部结构来说，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精神

生产关系三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派生出了各种

各样的其他关系，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复杂体系，已经在或者将要在一

定的历史时期内充分表现自己。因此，我们在静态地考察社会内部结

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由于派生而形成的复杂体系，把它们最终

归结和还原到三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上去，然后再反回来考察这种复杂

体系的内部联系与结构。 

这三种基本社会关系，虽然同是社会内部基础性的关系，可以同

时并存，但它们并不是始终都处于相同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可能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

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和精神

生产关系从属于前者，甚至被包容于前者，而不以独立的形态表现出

来。又比如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关系，其

他两种关系从属于这种关系。因此，我们在考察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

一个具体社会时，必须首先抓住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社会生产关系，然

后再分析从属于它的其他社会生产关系。 

由于以上理由，我们对于社会的分类，就可以按照下述几个层次

的问题来进行考察：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什么？

二、这种关系演进为什么样的形态或类型？三、这种关系的一定形态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或一定类型中存在怎样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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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分型问题，以欧洲的古典古代形态的整个发

展过程为对象，则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形成下表所示之多层次

分类系列。 

 

第一分

类层次 
第二分类层次 第三分类层次 

原始群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血缘家庭部落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血缘婚

姻关系

的社会 

母系氏族部落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到经济形态的社会之

间的过渡时期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奴隶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封建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经济形

态的社

会 

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经济形态的社会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之

间的过渡时期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 ⋯⋯⋯⋯⋯⋯⋯⋯ 

人

类

社

会 

个人全

面发展

的社会 

⋯⋯⋯⋯⋯⋯⋯⋯ ⋯⋯⋯⋯⋯⋯⋯⋯ 

 

基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便形成了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一个层次，

即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这

三个名称很不确切，还有待修正。这三个社会形态分类与马克思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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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所作的论述统一。马克思说：“人

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

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

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

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１０４页。） 

在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人自身生产关

系。它表现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家庭关系。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派生出了相应的越来越复杂的亲属关系。在家

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组织领导机构，

和类似阶级社会法律的、以道德与习惯为表现形式的行为准则及奖惩

办法等等相应的上层建筑，以辅助和保证人自身生产关系的实现。家

庭关系、亲属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形成了人自身生产关系的一个

体系，它把个人联结成原始群、血缘家庭部落、母系氏族部落等具体

的社会。这个体系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

产关系则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或者被包容于前者。 

在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关系。

物质生产关系把个人组成不同的集团、阶层、阶级，从而联结成社会

整体。经济形态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不同

的社会集团，由于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和地位，从而形成为

不同的阶级，因此必然存在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剥削。经济形态

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派生出了相应的政治关系。

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又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机构、法

律及其实行机关等等的上层建筑，以辅助和保证相应的物质生产关系

的实现。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形成了物质生产关

系的一个体系，它是经济形态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基本内部结构。这

个体系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人自身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则

处于被支配的从属的地位。 

至于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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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现在还缺乏作出肯定回答的条件。不过，根据今天的社会发展，

可以作出大致的分析和预测：由于人类已经科学地把握了自身的生产，

人自身生产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的意义减小，人自身生产关系在社会中

的地位必然随之进一步下降；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极大满足，物质资料生产对于人的自然存在

的意义也同样减小，从而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逐渐降低。

这样，就要由其他的社会关系——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看，大概就是

精神生产关系——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形成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二个层次，它当然包

括分期和分型两个方面。如果仍不考虑分型，以欧洲的经济形态的社

会为例，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第二层

次的社会形态。如果从分型角度予以考虑，则可以划分为亚细亚的、

古典古代的、日耳曼的等等第二层次的社会形态。对第三个问题的回

答则可形成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三个层次，例如以资本主义社会来说，

从分期角度看，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之

类不同的社会形态，从分型角度看，则至少可以划分为欧美式、日本

式、新加坡等较先进发展中国家式、发展中国家式等等。 

为了使分类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相统一，不致割裂历史，这个分类

系列中给了过渡时期以应有的位置。这些过渡时期在分类系列中的位

置比较特殊，它们既不能分割归属于与其相连的社会形态之中，又不

能与这些社会形态处于同一个分类层次。下面试以血缘婚姻关系的社

会到经济形态的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为例作些讨论。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不是单一的某种社会生产

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社会范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原始共同

体内部，人自身生产关系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这时群婚已逐渐

为个体婚所取代，世系逐渐改由父系来计算，但氏族与部落的结构依

然存在，而使这个结构存在的基础仍然是婚姻、血缘、亲属等关系，

即人自身生产关系。在原始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往互不接触的状

态已被打破，物质生产关系把不同的原始共同体联系了起来，在这个

范围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其表现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为不同的部落所

争夺，所有权问题已经产生，在一定的生产资料上已经表现出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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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已经形成，一

部落对他部落偶然的掠夺与常年的贡赋剥削，是其基本特征。这个时

期大致相当于父系氏族部落社会。 

由于这个过渡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某种确定的社会生产关

系，本身带有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

特征，它无法归入这两种社会形态之中，又不能以同等的身份与这两

种社会形态并列处于第一层次的社会形态之中，因此只能作为中间过

渡形态去充填第一层次社会形态之间的间隙。但是，如果从第二层次

来看，它就有了相对确定的内部结构。它的部落内部的婚姻、血缘、

亲属等关系，可以看作人自身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部落之

间的物质生产关系，也可以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

因此，在第二层次社会形态之中，无论相对于母系氏族社会等血缘婚

姻关系的社会，还是相对于奴隶社会等经济形态的社会，它都有资格

作为一种同等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存在。 

至于其他各层次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其性质与特征与此类

似，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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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 

 

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中，

公社是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概念。前资本主义的公社究竟是什么？这似

乎不成问题，通常人们把土地公有制作为其基本特征，将它看为原始

社会的组织形式，或这种组织形式在阶级社会的遗存。然而，这种理

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直接矛盾。例如，马克思说，在日耳

曼的公社中，“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４页。）；恩格斯

说，马尔克可以通过移民在地主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土地所有权归地

主，公社成员必须缴纳代役租（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３６３页。）。他们认为，公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

直存在着，恩格斯说，公社“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

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１９７页。）。看来，他们并不认为土地公有

制是公社必需基本特征，也不认为公社仅仅是原始社会的特征性存在。

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公社问题，因此，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

有必要廓清公社概念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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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到了许多公社名称，

例如“原始公社”、“最古的自发的公社”、“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氏

族公社”、“家庭公社”、“亚细亚的公社”、“古代的公社”、“古代的城

市公社”、“日耳曼的公社”、“印度公社”、“亚洲村社”、“农村公社”、

“农业公社”、“马尔克公社”、“斯拉夫公社”、“小规模的经济公社”、

“以奴隶生产为基础的公社”、“小农组成的带有一定自发性质的公

社”，等等。有时候，他们还用“共同体”、“古代的共同体”、“公社共

同体”等词称呼公社。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公社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呢？笔者打算选取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的公社形态，罗列其主要

特点，寻找其共同的规定性。为使分析简明，我们只探寻与公社概念

内涵有关的内容，而不考虑这些具体公社概念外延的互相包容之处，

也不考虑公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形态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较多论述的公社有如下一些。 

（一）印度公社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这

种公社。它有如下特征： 

１．“土地公有”。“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

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荒地作

为公共牧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版，第３９５页，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２７２页。） 

２．公社的经济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

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因而各个公社是孤立的、分

散的、互不联系的，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

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３９

５页、３９７页；第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１４７页。） 

３．公社必须向专制国家缴纳赋税，“为了获得纳税的钱，必须卖

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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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74年版，第８１８页。） 

４．“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２７２页。） 

５．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

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１４

８页。） 

（二）亚细亚的公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中，

与古典古代的公社、日耳曼的公社同等并列论述过这种公社。它有下

面的特征： 

１．“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通过血族关系联结而成的共同体，

是公社占有土地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

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２页。） 

２．就公社内部来说，土地公有，个人只是占有者，这种占有必

须以“公社成员的身份为媒介”。各个家庭“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

上从事劳动”。个人对公社来说是不独立的，“只表现为偶然因素”。（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４、４

７３、４８２页。） 

３．公社经济是自然经济，“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

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４、４７３页。） 

４．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是“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他不

仅是公社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是“公社财产的真正前提”，也是公社成

员人身的所有者。他把公社成员作为自己的财产，即奴隶，“普遍奴隶

制”下的奴隶。公社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３、４

９３、４９６页。） 

（三）古典古代的公社 

这种公社的基本特征有： 

１．“土地为公社所占领”，“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成

为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成为每一个公社成员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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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成员的身份是他占有土地的前提。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和

私有财产是分开的。“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

形式”，但“后者被前者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

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８、４７５、４８４页。） 

２．个人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

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７页。） 

３．这种公社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城市“是以土地财产

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

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４、４８０页。） 

（四）日耳曼的公社 

这种公社基本特点有： 

１．公社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联合，它只“存

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公共目的的联合中”。同时，公社本身

又“作为语言、血统等等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０、４８４、

４８２页。） 

２．土地基本为个人所有，“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

础”。公有土地作为猎场、牧场、采樵地等，“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

的补充”，只是个人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并且只有在必须把它

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使之免遭敌对部落侵犯的情况下，

它才表现出是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

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４、４８２、４８１页。） 

３．“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

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公社及其财产

的存在只表现为这些独立主体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１页。） 

（五）较古类型的原始公社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比分析了较

古类型的原始公社和农村公社（农业公社）。较古类型的原始公社有以

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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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

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４３

４页。） 

２．“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公社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４４９页。） 

３．耕地是公共财产，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

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４４９页。） 

（六）农村公社（农业公社） 

农村公社基本特征如下： 

１．这种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４４９页。） 

２．公社的“耕地是不准买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

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

把产品留为己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４４９页。） 

３．“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４４９页。） 

４．“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

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

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

社的上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

第４４５页。） 

５．公社以外还有大量的非公社所有的土地。以俄国而言，“除国

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

公社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版，第４３７页。） 

（七）马尔克公社 

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等著作中，恩格斯对这种公社作了

较多的论述。其基本特征如下： 

１．早期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或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各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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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期分配和更换。后来，“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

地，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但公社对这些土地仍具有最高统治权，

必要时加以“监督和调整”。森林、牧场、荒地、犁头所不能及的地下

埋藏的财富，都归公社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５４１、３５８～３５９页。） 

２．在公社内占有份地的个人，必须对公社负担一定的赋役。（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５４１页。） 

３．“每个马尔克都是自给自足的”。“邻近的各个马尔克的产品，

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便几乎不可能了。”各个

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５４０页。） 

４．当地主得到了马尔克的土地、使马尔克服从自己的统治时，

“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马尔克也通过移民在地主的土

地上定居下来，“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世代代向地主付

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３６３页。） 

５．在开始数百年间，马尔克“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

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在整个

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５３９、３５３页。） 

（八）“最古的自发的公社”或“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多次提到上述公社名称，不过，他这

里说的可能是多种公社形态的总称，在有些地方，他使用氏族公社或

农村公社的称呼，有些地方还以印度的、斯拉夫的、俄国的公社作为

实例。其主要特征为： 

１．在“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

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交换时，它

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

版社 1971年版，第１７６页。） 

２．“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

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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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１１３页。） 

３．“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

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１９７页。） 

（九）家长制家庭公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著中，分析了这种公

社。其主要特征如下： 

１．公社由“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组成。（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７０页。） 

２．“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土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

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

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７０～７１页。） 

３．公社内包括有一定数量的“非自由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６９页。） 

４．“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

他是选举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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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公社的基本共同特征 

 

上面，我们罗列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的九种具体公社形态

的特点，其间差异明显是多方面的。 

从土地所有制方面看，形态各异，有的是公社所有制，有的是公

社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相并列的双重形式，有的是个人所有制为主、

公社所有制为辅，有的则公社及其成员均无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归于

“最高的统一体”，或归于公社之外的地主。 

就生产的形式来看，有的以公社为单位集体劳动，有的则以家庭

为单位进行生产。 

就公社成员之间的血族关系来看，有的公社以成员间的血族关系

为前提，有的则完全是没有血族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就个人与公社的关系来看，在有的公社中，个人对公社只是一个

不独立的存在，他对土地的占有必须以公社成员的身份为媒介，而在

有的公社中，公社只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独立个人的联合。 

就公社所涉及的阶级关系来看，有的公社内部包含有奴隶等等的

非自由人，有的则不包含非自由人，有的公社，其成员是完全的自由

人，而有的公社，其成员只是对公社具有所有权的最高所有者的财产，

是“普遍奴隶制”下的奴隶。 

就公社对外部的关系来说，虽然大部分公社是孤立、分散、互不

联系、闭关自守的，但并非所有的公社都是这样。在整个社会中，有

的时候公社是唯一的社会基层组织，有的时期它只是社会中一部分地

区的基层组织。 

就公社之上的上层建筑来看，有的公社之上尚无国家等政治机构，

有的公社之上则矗立着集权的专制制度。 

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找不到它们的共同规定性。就以前学者所

特别看重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来说，公社所有制也并非其必然内涵，因

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前资本主义公社质的规定。固然，在上述的罗

列中，可以看出一项共同特征，即它们的经济形式都是农业和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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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或在内部有固定分工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但这并不能作

为公社概念的特征性内涵，因为在各种形态的封建社会中，当公社已

经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是社会基本的经济形式。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公社这一概念呢？

笔者以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中，公社首先是一个自成系统的

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整体而存在。马

克思曾称公社是一个“自治制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２４９页。），“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

成为一个小天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２７１页。）它的内部关系由公社自我调节，有着自己确定的内部

规则，不论它与外界的关系怎样，在其内部都按自己的规则办事。例

如，当马尔克公社完全丧失了土地所有权，移居在地主的土地上接受

地主剥削时，它内部的活动仍然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

尔克法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３６３页。）对于外部社会，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发生关系的，

例如国家向公社征收赋役、地主或领主向公社征收地租、徭役，都是

以公社为单位，外部社会与公社中具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公

社这个中介。因此，我们说，公社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 

其次，公社也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它意味着公社内部有自己相对

独立于外部社会的经济关系，这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不管公社

对土地是否具有或具有何种程度的所有权，不管公社对外来说参予了

怎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公社成员总有对于某些土地的平等使用权。例

如在土地基本上为个人所有的日耳曼公社中，仍然有公共的猎场、牧

场、采樵地供公社成员平等使用。在土地所有权实际归于“唯一的所

有者”的亚细亚公社中，公社成员可以平等地得到份地的使用权。就

是移居于地主土地的马尔克公社，在其内部各个成员间也具有平等的

使用权，“每个人都分到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

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

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３６３页。）二、不论公社形态有何种差

别，其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例如，在亚细亚公社等公社中，

 72



个人只有作为公社成员才能占有土地，他必须“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

对土地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４８４页。）。在日耳曼的公社中，“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

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

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７６页。）。三、公社“经济的目的

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４８３

页。）。因此，它排斥商品经济，尽管在印度公社等形态中，公社为了缴

纳国家赋税，必须出卖一部分产品，但这并不影响公社内部的经济活

动和经济关系。四、在经济方面，公社对于外部社会当然也是作为一

个整体发生关系的，公社成员个人与外部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必

须通过公社这个中介方能实现。 

总括上述，如果要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前资本主义公社概

念内涵作出某些确定的话，那么可以说，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

作为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这是它的基本特征。

这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我们判定是否公社以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

作用的依据。 

在以前的古史社会性质及土地制度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喜欢使用

“公社残余”一词来解释历史现象。依据上述对于前资本主义公社的

理解，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妥当。这种说法以斯大林的理论为根据，将

公社的公有制看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基本规定性，同时又将公有制看

作与阶级社会截然对立的东西，因此，面对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公社无

法自圆其说，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只好用“残余”来搪塞。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公社自有它存在的理由

和依据，它作为该社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该社会质的规定性之一。

正像人身体里的阑尾，它比起食草动物要短得多，而且失去了消化功

能，于是人们将其视为“残余”，甚至在有的国家曾经实行婴儿一出生

就割去阑尾的作法，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阑尾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赘物，当然也不能视其为“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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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周土地制度研究 

如果抛开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核心与基础的旧观点，从生产关

系的整体状况去观察所有制，那么我们对西周土地制度就会产生一些

新的看法。由于直接反映西周土地制度的史料过少，而春秋又与西周

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尽管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但它毕竟保留了

许多西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资料来源。

因此，当西周资料比较充分时，笔者尽量将所凭借以讨论的资料局限

于西周，而当资料缺乏不得已之时，只好将使用资料的范围扩展及春

秋。下面，我们先从西周史料中大量出现的“田”入手，探讨一下当

时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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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析“田” 

 

研究西周经济制度者，无不对含有“田”字的金文史料予以很大

注意，但“田”的准确概念内涵究竟为何，却多被忽视，多依现代解

释。仅仅看作“耕地”。当然，在金文和文献中，有一些“田”字确实

仅只在“耕地”、甚至仅只在“土地”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局限于此，

未必能了解“田”字真实、全面的本义，由此也影响到对一些重要经

济史实的准确把握。笔者试图探寻“田”所包含的超出“耕地”的其

他含义，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西周的

土地制度。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出于克服反映西周社会有关资料

极度匮乏障碍之目的，本节讨论暂将西周与春秋时期作为一个单元，

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关系和土地制度视为同样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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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邑”比较研究 

 

仅仅局限于反映西周社会状况的金文和文献中有关“田”字的资

料，很难对其予以准确把握，如果能找到相关联而又性质相类的其他

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较易了解其本义。西周时期，可以带来

剥削收益的对象有许多种，如“族”（如《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

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宗”（如《左传·定公四

年》：“分唐叔以⋯⋯怀性九宗，职官五正。”）、“人”（如《●簋》（又称《周公簋》）：“易（锡）

臣三品，州人、●人、●人。”）、“尸（夷）”（如《师酉簋》：“王⋯⋯册命师酉：‘司乃且

（祖）⋯⋯西门尸（夷）、●尸（夷）、●尸（夷）、京尸（夷）、●身尸（夷）。”）、“生（姓）”

（如《宜侯●簋》：“易（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伯”、“夫”（如《大盂鼎》：

“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锡）尸（夷）

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邑”（如《宜侯●簋》：“易（锡）⋯⋯厥□

邑卅又五。”）、“室”（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田”等等

（能够带来剥削收益的有“族”、“宗”、“姓”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反过来说，凡称为“族”、

“宗”、“姓”的都可以带来剥削收益，剥削者也使用着这一类名称。）。春秋时期有同时

并列这几种对象的记载，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曰：“楚子之为令尹

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又夺成然邑⋯⋯”

这几种对象均可以带来收益而为人们所争夺。笔者以为，相对“田”

来说，“邑”是一种相关联进行研究的比较恰当的对象。下面，我们就

通过分析“田”、“邑”之异同及其联系，对“田”的真正内涵试作考

察。 

1．“田”、“邑”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 

“邑”，甲骨文、金文皆从“□”从“人”，“□”当表示一定的地

区范围，故“邑”用以表示居民点（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曰：“●像

人跪形，邑为人所居，故从□从人。”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

报》１９５５年第２期)曰：“邑，甲骨文作●，从□，像地面上筑城或堤防之形，从●在□

下，像人在城或堤下穴居席地而坐之形。”）。它必然包含土地、住房等内容，但

核心内容是居住于其中的人，故字从“人”，因此《左传》中大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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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邑”、“以邑奔”、“邑叛”之类记载（如《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

鄑、郚。”杜注曰：“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如《左传·昭公元年》：“莒务娄、

瞀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

伐京，京叛大叔段。”），对“邑”的大小度量也着眼于人，如称曰：“十室

之邑”、“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千室之邑”（《论语·公冶长》。）。

这是自然形成的人数不确定的“邑”，后来又产生了人为的有确定户数

的“邑”，《国语·齐语》记管仲“制鄙三十家为邑”即此类。但不论

人口或室户是否有定数，“邑”仍然以人作为着眼点，其度量标准是户。

而“田”的基本内容是作为物的耕地，故对“田”的度量着眼于土地

面积，金文中赏赐或交割时多讲明“田几田”，后一“田”即为量词，

对此，金文及文献中有许多证据。《五祀卫鼎》有：“廼(乃)令参(三)

有●(司)⋯⋯帅履裘卫厉田四田。廼（乃）舍●(宇)于●(厥)邑：●(厥)

逆(朔)疆●(逮)厉田，●(厥)东疆●(逮)散田，●(厥)南疆●(逮)散

田●(暨)政父田，●(厥)西疆●(逮)厉田。”上文记述裘卫从厉那里得

到了四“田”，其四界被严格划定，显然四“田”非四块田，而是一块

田，但其地积为四个度量单位“田”。《敔簋》述“赐田于●五十田，

于早五十田”，于一邑有五十田，如果理解为在同一邑设五十块田，则

管理殊为麻烦，缺乏可操作性，且没有必要，因此以理解为五十个度

量单位“田”的耕地为妥。另外，以“田”为耕地度量单位并非仅存

在于西周，战国时亦有，如《管子·乘马》曰：“五制为一田，二田为

一夫”，猪饲彦博注云：“制，十亩；田，五十亩。”学者亦早有解金文

中“田几田”之后一“田”字为量词者，如唐兰先生释“田十田”曰：

“上一‘田’字是名词，指农田。下一‘田’字，是田亩的量词。”（唐

兰：《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 年第 5 期。）

当然，这时对量词意义上的“田”之大小度量，大概多采用间接度量

的方法，而并非像后世那样一般采用直接度量方法，对此后文有详细

讨论。“田”、“邑”性质与着眼点各不相同，因此文献中常可见到将此

二者区别对待的记载，如《左传·僖公元年》记曰：“公赐季友汶阳之

田及费。”所赐之物，前一为“田”，后一为“邑”。 

“田”、“邑”虽形态迥异，但都被作为赏赐的对象。金文赐“田”

记载颇多，如《敔簋》“赐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不●簋》“赐

 77



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等等。赐“邑”记载也不少，如《宜

侯●簋》“赐土，⋯⋯厥邑卅又五”，《●镈》“赐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

此外亦有赏赐或交割“里”的记载，如《大簋》“赐大乃里”，《九年卫

鼎》“舍裘卫林●里”。《尔雅·释名》曰：“里，邑也。”《周礼·里宰》

郑注：“邑，犹里也。”上述金文中的“里”也即“邑”。至于反映西周

及春秋时期的《左传》等文献中，赐“田”、“邑”的记载更是比比皆

是。既然“田”、“邑”均被作为赏赐对象，则显然它们都可以带来一

定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可以借此剥削他人而获得剩余劳动或剩余产

品。 

“田”、“邑”的这种共性使二者间的交换得以存在。《●从●》记

章、●二人以十数“邑”与●从交换“田”。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

《左传》隐公八年至桓公元年就叙述了鲁以“许田”与郑之“祊邑”

交换的复杂经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共性，文献中可以见到混称“田”、

“邑”的现象，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王取邬、刘、蔿、邘之

田，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隤、怀。”此中温、原等

皆为“邑”。又如，《春秋·宣公元年》曰：“齐人取济西田。”《公羊传·宣

公元年》解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直接以“邑”

称“田”。 

当然，这里须说明一点，本文所讨论的“邑”并非笼统地指所有

的“邑”，而是仅指成为被剥削对象的“邑”。有一些“邑”并非被剥

削对象，仅有居民点含义，如统治者所居住的“邑”，其大者即为国都，

如商之“天邑商”、“大邑商”，周东都之称“新邑”、“新大邑”，等等。 

２．“田”必与一定的“邑”相联系。 

金文中记述赏赐或交割“田”者，多指明其处于某“邑”，如《卯

簋》“赐于乍一田，赐于●一田，赐于队一田，赐于●一田”，《大克鼎》

“赐汝田于埜，赐汝田于渒”。有的虽未列举邑名，但指明属于“厥邑”，

如《五祀卫鼎》“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于厥邑”，《曶鼎》“必尚卑

处厥邑，田厥田”。文献中也同样，如《左传·昭公三年》记曰：“（晋

侯对郑公孙段曰）‘赐女州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表明了

“州田”与“州县（邑）”之关系。又如《左传·成公三年》曰：“叔

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公羊传·成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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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解释曰：“棘者何？汶阳之不服邑也。”表明了棘（邑）与“汶阳之

田”的关系。这种记述形式除了用以指明某“田”的地理位置而外，

还指明了某“田”与某“邑”的确定联系，因为土地必须有人耕种，

才能产生剩余产品。在人少地多的上古社会，要实现剥削，获得剩余

产品或剩余劳动，首先需要以各种方式控制劳动者人身，从而建立起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确定社会关系，土地所有权往往处于次要的

地位，仅仅占有土地并不足以形成这种关系，像后来较为发展的阶级

社会中那样。因此《周易·系辞下》在谈到财富概念时说：“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根本没有提到土地，能带来财富的是人，是劳

动力。对于“田”、“邑”之间的这种联系，金文和文献中有资料更清

楚地表现了出来。《散氏盘》记●、散双方交割“田”时，交付方有十

五人参预，除●官员“有司”之类外，还有“豆人”、“小门人”、“原

人”、“●人”之类有关“邑”的代表。《五祀卫鼎》记厉与裘卫交割“田”

时，交付方除了邦君厉的代表“厉叔子夙、厉有司●季”等而外，也

有“荆人”、“井人”之类有关“邑”的代表。他们的参预，当然表明

交付的“田”与他们所代表的“邑”利益相关，“田”的耕作当然是由

这些“邑”来承担。《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一条记载更为生动。晋文

公定周襄王有功，被赐予“阳樊、温、原、欑茅之田”，但“阳樊不服”，

晋军围之。阳樊人“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

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作为德政，晋文公“乃出其

民”。这条史料表明两点：一、“田”并不只是指一定量的耕地，还反

映出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了控制阳樊之“田”的权力，

也就有权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控制阳樊之人，晋文公出于某种考虑，

放弃了这种人身控制权，“乃出其民”，成为一件德政，并被史籍特意

记载了下来，正说明这种人身控制是正常的普遍现象，而这种人身控

制首先应当与有关“田”的耕作联系在一起；二、据苍葛所说，阳樊

之民人与周王室有一定姻亲关系，因而至少应当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和独立性，并不能简单地将阳樊之民人等同于奴隶或农奴。上述这种

“田”与“邑”的联系表明，“田”并不简单的只是“耕地”，更重要

地，它包含着一定的人身控制关系，或者说，这种“田”只是一定社

会剥削关系的表现物。由于“田”只是对某些“邑”之类集团整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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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剥削的表现物，因此其必然靠近被剥削者集团居住地“邑”，而不一

定靠近剥削者居住地。朱凤翰先生研究周原遗址出土各器群，如盂鼎

诸器、克氏器群、散氏器群、井氏器群等，得出结论：“周原遗址地区

只是这些贵族家族居址所在，是其亲族成员生活区，而其主要封土（土

田、私邑）及属民并不在这里。”（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

社 1990 年版，第３８９页。）这个结论完全符合西周实际，也与近代西双版

纳傣族社会中召片领、召勐之类占有的“宣慰田”、“土司田”地理分

布相一致。 

３．“田”的全部收获归其所有者。 

如果我们把“田”仅仅在一般意义上看作耕地，那么，作为实现

剥削关系的生产资料，其收获物应当包含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个部

分，也就是说，占有“田”的贵族只能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剥削

关系状况，从其收获物中取得一定部分。但是，这种理解会在两个方

面遇到矛盾。 

首先从收益量来看。金文所见赐“田”最多者为《敔簋》，于两地

共百田，其余一般为数田或数十田。量词意义上的“田”究竟多大，

金文中不见记载，文献则说法不一，《考工记·匠人》：“田首倍之。”

郑注曰：“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地。”《国语·鲁语下》：“季康

子欲以田赋。”韦注引贾逵曰：“田，一井也。”有百亩和九百亩两说，

目前学者多取一田百亩之说，如唐兰先生释“田十田”曰：“上一‘田’

字是名词，指农田。下一‘田’字，是田亩的量词。《考工记·匠人》

说：‘田首倍之。’注：‘田，一夫之所佃百亩。’那末，田十田是田一

千亩。”（唐兰：《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

年第 5 期。）。在计量手段有限的上古社会，对土地的度量往往不是直接

的，一般采取间接的方式，类似情况在民族学资料中常常可以看到的。

有的以种子来度量，如云南景颇族以箩种度量土地，一箩种水田约４

亩、旱谷约２.５亩（马曜：《关于潞西县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

《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藏族也是这样，其类似于

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２５～２８斤），同时也是计算耕地面积

的单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

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27页。）。有的以牛耕来度量，如云南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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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架”度量土地，所谓一“架”，就是正常情况下一条牛一天能够犁

耕的土地面积，约折合两市亩（《碧江县一区九村怒族社会调查》，《怒族社会历史

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可以想象，在尚未产生牛耕的西周时期，

大概是以人力作为耕地度量标准，即所谓一“田”，大概就是一个成年

男劳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其更细划分的地积单位“亩”可能后来才产

生。“亩”作为田间之垄，西周早已有之，《诗经》多见“南东其亩”

的诗句。当需要对“田”作更细致划分的时候，作为垄之“亩”已经

将“田”区分为若干小块，而且一般是均等的，这样，“亩”就自然成

为“田”下更细致划分的单位。随着这样划分，一“田”便逐渐演化

为后来的“一夫”耕作之“百亩”。西周时是否有作为地积单位之“亩”，

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有，如《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当

然，文献中此类记载多不可靠，很可能是由春秋战国推想西周。金文

中有《贤簋》一器，其曰：“公命事，畮贤百畮□（粮）。”郭沫若先生

释曰：“畮，古亩字”，前一畮假借为贿，后一畮即地积之亩（郭沫若：《两

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簋》，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如果郭沫若先生的考释确当，

那么西周时已经产生作为地积单位之“亩”，百亩正合一“田”之数，

当然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根据以上讨论，作为量词的“田”，

即一夫所能耕之土地，它后来演化为春秋战国的一夫所治田“百亩”，

这种观点笔者以为是合理而可信的。 

李悝曾计算过战国时期农民收支情况，“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平年亩收一石半，除上缴什一之税十五石而外，所获养活全家尚缺四

百五十钱，而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还不计在内，只有丰

年才略有盈余（《汉书·食货志》。战国秦汉亩有大小亩之分，石有大小石之别，故农民

收支帐之类颇难计算。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０年

第 3期）研究认为：一家一百小亩大约是秦汉时每户垦田实际平均数字，依汉代一般农田平

年亩产水平，每小亩大石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每人平均月口粮

１.２到１.５４大石之间。根据这些数字，李悝的计算应当说是可信的。）。这就是说，

百亩耕地平年总收入除去十一之税而外，最多只能养活农民之家五口，

按此比例，什一之税只能养活剥削者０.５人。依此计之，《卯簋》所

说被赐四田可养活剥削者二人，《敔簋》所记被赐百田只可养活剥削者

五十人，其收益量实在太小。据《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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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

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

禄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

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

君十卿禄。”依此则《卯簋》所赐尚不足以维持下农夫生活，而金文中

赐“田”数额最高之《敔簋》所赐仅稍高于上士之入。上述推算尚略

去以下方面：一、剥削者生活水平应大大高于被剥削者；二、战国生

产水平应高出西周不少；三、战国亩积大出西周亩积一倍左右，周制

“步百为亩”，而三家分晋前之魏即“制田以二百步为畛”，亩积已扩

大为二百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

《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不过若仅只局限于李悝所言，其所谓亩当为

小亩，因其前曰：“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

为田六百万亩。”）；四、战国时连作制已有相当程度的推广，而西周时

由于水利、施肥、管理等技术的低下，大多采用轮休制，得到相同收

获物必须有更多的土地。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因素，则“田”的收益更

少，显然极不合理。 

其次，从占有耕地面积来看。金文所见赐“田”最多百田，一般

仅数田，即最多周制万亩，一般为数百亩，这与赐“邑”、赐“人”以

及战国时期的赐田形成鲜明对比。先看赐“邑”。金文所见赐“邑”有

数十邑者，《宜侯●簋》曰：“易（锡）⋯⋯厥□邑卅又五。”有数百邑

者，《●镈》曰：“侯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文献所记春

秋时赐“邑”一般也是数邑、数十邑，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

“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襄公二十七年》记鲁

公“与免余邑六十”。亦有涉及数百邑之资料，《论语·宪问》曰：“（管

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一“邑”最小十室，“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长》。）多则百室，“（鲁）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左传·成公十七年》。）。一家人口，战国时如李悝、孟子等所讲，多

为“五口之家”，但因时期及地区之不同，亦不乏“十口之家”、“百口

之家”（《管子·海王》。）。每家主要男劳动力当不止“一夫”，特别是家庭

人口较多时，《周礼·小司徒》曰每家可负担徭役之强壮劳力（“可任

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之别，《周礼·遂人》讲授田亦有“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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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一夫治田百亩，首要条件是连作制，若轮休则还需增加耕地。

魏授田一夫百亩，但邺因“田恶”需二百亩（《吕氏春秋·乐成》。）。《周礼》

叙述授田规模，在都鄙，“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

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在野，一夫授田百亩，另据肥瘠

分上中下地，分别加授莱田五十、一百、二百亩（《周礼·地官·遂人》。）。

以上述数据推算，假定中等之“邑”一邑三十家，每家二夫，每夫受

田一百五十亩（含轮休田），则一邑至少应占耕地九千亩，即九十田，

这已接近金文所见赐“田”最大数额，更何况赐“邑”有数十数百之

多者。再看赐“人”，金文所见动辄数百上千，《大盂鼎》记赐人鬲一

千七百余人，《宜侯●簋》记赐庶人等一千六百余人，《令簋》记赐鬲

百人，《麦尊》记赐臣二百家，若按一劳动力须结合耕地一百五十亩计，

就剥削收入而言，则相当于赐予耕地数百田至数千田，大大超出金文

所见赐“田”数额。再比较战国时之赐田，《史记·赵世家》记赵烈侯

赏赐郑歌者枪、石二人田各“万亩”，《战国策·魏策一》记魏王赐公

叔痤田“百万”，赐吴起之后田“二十万”，赐巴宁、爨襄各田“十万”

（此处“百万”、“二十万”、“十万”，以前一般解其单位为“亩”，本文此处暂依成说。张政

烺《“士田十万”新解》(《文史》第２９辑，１９８８年。)认为，《魏策一》所述之地积单

位为步，此说对于解释西周以及春秋前期之“田”颇有启迪，但战国时期已普遍采用实物剥

削形式，如果以步为计量单位，仍将“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耕地”，则依然存在收益量

过低的障碍。以公孙痤被赐田百万步计之，魏制二百步为亩，合五千亩，依李悝之计算，其

所提供剩余产品仅可养活剥削者二十五人，仅合《礼记·王制》所述上士之入。吴起之后受

田二十万步，合一千亩，可养活剥削者五人，相当于《王制》下士之入。巴宁、爨襄受田十

万步，合五百亩，可养活剥削者二人半，连《王制》下士之入也达不到。以上收益对于国家

大官僚均显过低，即便以百步之亩计之，收益量予以加倍，也仅相当于《王制》所述下大夫、

中士、下士之入，亦嫌偏少，且与《史记》所记赵侯赐郑歌者枪、石田各万亩很不协调。关

于“士田十万”一条史料，其所反映时代稍前，本节后面另予讨论。），此时赵亩积已为

二百四十步，魏亩积已为二百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

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以此计之，则赐田分别

相当于周时二百四十田、二万田、四千田、二千田，即使以周制百步

亩计算，亦相当于周时百田、万田、二千田、千田，远远超过周金所

见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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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除上述两大矛盾，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田”上的收获物全部

归其所有者，即，“田”是专门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

地。只有这样理解，受赐“田”者的经济收益才比较合理，受“田”

数额也不显其小。如果郭沫若先生的考释妥当，那么１９７２年出土

的《●鼎》似可显示出“田”的这一特征。其铭曰：“唯八月初吉，王

姜赐●田三于（与）待●。”郭沫若先生释曰：“‘于’是与字义，古文

多如此用法。‘●’殆是刈字，像田中有禾穗被刈之意。‘锡●田三于

（与）待刈’，是说将三个田和田中有待收获的禾稻一并授予。”（郭沫

若：《关于眉县大鼎铭辞考释》，《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７期。同期《文物》载史言《眉县杨家

村大鼎》认为：“于”为介词，“待●”为地名，即赐三田在待●之地，与《敔簋》之“赐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相类。）依郭释，“田”之所有者对其上收获物具有全

权。以一定土地上的收获物全部赏赐予某人，在金文中也有类似实例，

如《贤簋》曰：“公命事，畮贤百畮□（●）。”郭沫若先生释曰：“畮，

古亩字，‘畮贤百畮●’者，上畮字是动词，盖假为贿，犹赐也、予也。⋯⋯

下畮字则如字。⋯⋯●本铭当读为粮。⋯⋯本器之贤则因公叔贿之以

百亩之粮，故亦作为祭器以纪念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簋》，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眉县大鼎》与此相类，在赐予定量土地的同时，

又赐予了该土地上有待收获的庄稼，因此可以讲通。 

４．“田”、“邑”剥削方式之异同。 

既然“田”与“邑”都可以带来一定的剥削收入，但其又被作为

两类不同的事物，则显然其间在剥削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了解“田”

的剥削方式，下面先来看看“邑”。 

“邑”以“室”、也即人身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其着眼点在人，也

就是说，其剥削的基本依据是对被剥削者人身某种方式的控制，因此

直接的劳役剥削便成为必然。关于西周时期对“邑”的剥削形式，尚

未见明确描述之系统资料，但笔者以为，《诗经·豳风·七月》应当说

是对这种剥削方式的一个形象描述。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猗彼女桑。⋯⋯

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八月其获，⋯⋯一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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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枣，十月获稻；⋯⋯八月断壶，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

纳禾稼。⋯⋯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

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

阴。⋯⋯ 

这里的劳役剥削形形色色，除了农业方面的耕、种、收、藏、修

农具、筑场圃而外，还有修桑、采桑、养蚕、纺织、染色、缝纫，以

及打猎、练武、藏冰、修建等等，应有尽有。而要实现这种包罗万象

式的劳役剥削，人身的控制显然是首要条件。 

“田”作为特定的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为了实现其剥削，就必

须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使被剥削者不得不在

“田”上生产剩余产品。这种关系不可能是纯经济的，诸如后来的租

佃关系或雇佣关系，因为如此则没有必要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时

间和空间上明确区别开来，直接的产品分割即可达到剥削目的。这种

关系也不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全面的人身控制，如奴隶制那样，因为如

此也没有必要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明确区分开来，

剥削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最终产品上实现这种分割。较合理

的推想，就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有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

除了在“田”上实现剩余劳动而外，剥削者无权干预被剥削者群体内

部的结构和生活，被剥削者有着相当大的人身自由，甚至可能与剥削

者有某种姻亲血统关系。这个推测可从文献中找到说明。鲁僖公二十

五年，周襄王赐晋文公阳樊等邑之“田”，“阳樊不服”，晋军围之，阳

樊人仓葛述其理由曰：“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并曰：“阳人

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韦注：宣王臣仲山甫）之官

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大

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国语·周语中》、《国语·晋语四》。）。

由此可见，阳樊人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内部结构，有宗庙（“宗

祊”），有自己独立的传统（“有夏、商之嗣典”），参预周之政治，与周

室有姻亲关系，但同时又须受周王或晋文公的控制，在阳樊之“田”

上生产剩余产品，付出剩余劳动。类似事件在“汶阳之田”上也发生

过，“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左传·成公三年》。）

另外，相似的关系在《散氏盘》所记参与田土交割的人员身上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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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参加踏勘与划界的人员之中，除了散与●两方有关人员外，

还有豆人、小门人、原人、●人的代表，这些人即与阳樊之人相类，

虽然被剥削但有着相当的自由权。 

至此，我们可以对西周及春秋前期的“田”下一个初步的定义：

“田”是仅仅用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其

列，剥削者只关心“田”，通过“田”从被剥削者那里获取剩余劳动或

剩余产品，至于其他的耕地，剥削者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剥削者与

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直接发生的部分而外，间接部分基本

上是通过“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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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关“田”字史料的一些辨析 

 

根据以上对“田”的讨论，西周和春秋经济史研究中一些涉及“田”

字、而且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似乎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下

面试分别予以探讨。 

１.“贮（●）田”。 

目前所见含“贮田”字样的金文资料仅有三器，为便于讨论，先

摘抄有关内容如下。 

《倗生簋》： 

格伯受良马乘于倗生，厥●卅田，则析。⋯⋯铸宝簋，用典格伯

田。 

《卫盉》： 

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其舍田十田。矩或取

赤虎两、●●两、●韐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五祀卫鼎》： 

卫以邦君厉告于井（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曰：

厉曰，余执共王恤工，于昭太室东逆●二川，曰，余舍汝田五田。正

乃讯厉曰：汝●田不？厉乃许曰：余审●田五田。井(邢)伯、伯邑父、

定伯、●伯、伯俗父乃顜，使厉誓。乃令参有●⋯⋯帅履裘卫厉田四

田，乃舍●于厥邑。 

这些资料引起学者浓厚兴趣，展开了热烈讨论，解说大致如下：

一、贮即租，贮田即贵族间的土地租典（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格伯

簋》(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１９７６年第

６期），等等。）；二、贮即贾，贮田即贵族出卖土地产权（杨树达：《积微居金

文说·格伯簋跋》(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 1981年版)第１８２～１８３页，等等。）；三、贮即予，贮田即赐予土地，

“有理由把它看成和称作是周王对土地的改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

册附《观堂别集·颂壶跋》(中华书局 1959年版)；周望森：《西周的“贮田”与土地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等等。）。上述意见着眼点都在对“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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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释上，而对“田”含义究竟为何则未予注意，因此歧见迭出。就

《倗生簋》等三器而言，不管如何解释“贮”字，“贮田”毫无疑问是

一种交换行为，一方付出了财物，获得了“田”，一方获得了财物，付

出了“田”。《倗生簋》中，倗生付出“良马乘”，格伯付出“卅田”，

两相交换。《卫盉》中，裘卫两次共付出价值百朋的瑾璋等物，矩伯获

得财物，“舍”（给予）裘卫“田”十三田。《五祀卫鼎》虽未记述裘卫

付给邦君厉哪些财物，但讲明是厉在为周王办事、“逆●二川”时两人

达成协议的，因此可以推想，这时的厉由于急需，类如《卫盉》中之

矩伯，从裘卫处获得某些财物，因而答应给其“田”五田。问题不在

于是否有交换，而在于付出或获得“田”意味着什么。依本文前述讨

论，“田”是被剥削者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因此，付

出或获得“田”，只是付出或获得对于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

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因而谈不

上“卖出土地产权”，与后世土地买卖迥然相异，当然也就谈不上土地

市场以及所谓土地的市场价格。它不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因而也无

法理解为土地租典，与后世的土地租赁和典当毫无共同之处。它也不

是“改封”，因为分封必须具有“授土”、“授民”两方面内容，《宜侯

●簋》是典型实例，“改封”当然不能例外，而“贮田”不包含“授民”

的内容。另外，分封、改封须有周王命令，但“贮田”三器不见周王

踪影。不仅如此，周金所见“田”、“邑”之交割，凡双方和平达成协

议者，参预者为双方有关人员，如《散氏盘》、《倗生簋》、《九年卫鼎》

等，只有当双方间出现纠纷、产生诉讼时，才会出现有关执政大臣，

予以评断处置，如《●攸从鼎》、《曶鼎》、《五祀卫鼎》等，《卫盉》虽

未记载发生何种纠纷，但说明是裘卫“彘告”于伯邑父等执政大臣，

并由他们命令“参有司”到场交割“田”，因此仍可推断裘卫与矩伯之

间发生了某种纠纷。 

根据上述，具有交换性质的“贮田”仅仅发生于贵族之间，实质

上仅仅是剥削收益权的某种转移，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社会

关系并无改变，也未改变剩余产品在剥削者内部分配的基本方式，因

此，它是西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固有内容，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

标志土地私有化历史进程已经发生的新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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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赐晋文公阳樊之田中包含了阳樊人之人身，齐、鲁间交付汶阳之田

必然涉及棘邑一样，上述三铭也有类似情况，其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就

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如《倗生簋》中的●●、●人等，《五祀卫鼎》的

荆人敢、井（邢）人倡屖等，他们不属于交换双方的任何一方，独立

于其外，当是耕种这些“田”的被剥削者“邑”之代表。 

２.“公田”、“私田”。 

《诗经·大田》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曾据此句对西周剥削形式作了一番推测。此句“私”为“私田”

之省略，已无异议，但“公田”、“私田”究竟指什么，则因人们对古

史分期、西周土地所有制形态和剥削形态、井田制有无等问题观点的

不同，解释各异。理解不论如何分歧，着眼点都在于对“公”、“私”

两字的解释上，同样未注意到“田”的具体含义，都仅仅在现代意义

上理解为耕地。如果依本文的讨论，把“田”看作被剥削者实现剩余

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则“公田”、“私田”的区别就很清楚，

是归属于不同等级贵族的“田”，同属于“田”的范畴以内，被剥削者

用以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不在其列。本级贵族占有的“田”即“私田”，

而上一级贵族所占有的“田”即为“公田”，大概下一级贵族要为上一

级贵族代为管理这些“田”，因此才有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

句。《吕氏春秋·务本》曰：“《诗》云：‘有晻淒淒，兴云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可见，在《吕览》

的作者看来，《大田》所说的“私”依然是贵族，“三王之佐”。笔者以

为，《大田》的歌唱者很可能就是田畯自己。前面，他说各项农事活动

的组织和安排都达到了曾孙的要求（“既备乃事，⋯⋯播厥百谷，既庭

且硕，曾孙是若。”），接着是希望“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最后则说

自己很高兴，因为曾孙携带妇子光临耕作现场，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享

和祭祀，禋祀四方神灵（“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来方禋祀，⋯⋯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看来，歌唱者为曾孙进行具

体的劳动管理，有如西双版纳傣族的“陇达”，而这正是“田畯”的职

责。“公田”，是他为曾孙管理的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土，“我私”，

则是他自己的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土，也即其“职俸田”(当然与战

国以后之职俸田并不相同)，类如西双版纳傣族的“陇达田”。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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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田”还是“私田”，都属于“田”，与农民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

地毫无干系。 

其实，本文对“田”的理解在《诗经》中也可以得到形象的说明，

《甫田》一篇详细描述了对“田”的管理。首先，“我”的“田”（或

由“我”所负责管理的“田”）是由农夫耕作的，只有种好“我田”，

农夫才能得到一些赏赐（“我田既臧，农夫三庆”）。其次，“田”的耕

作是在监督下进行的，监督者有“我”（“今适南亩”）、有“曾孙”（“曾

孙来止，以其妇子”，“曾孙不怒，农夫克敏”），还有田畯（“田畯至喜”，

这个田畯或许即“我”本人）。最后，收获物是归于曾孙的（“曾孙之

稼，如茨如梁”），而且产量有着某种最低的限度（“倬彼甫田，岁取十

千”）。 

由此来看，孟子虽然引用了《大田》此句，但实际上并不了解西

周“田”的真正含义，他是在一般耕地的意义上来看待“田”，而将“公”

解释为统治者，“私”解释为受田农民，由此推测西周实行“彻”法劳

役剥削形式，并将《大田》诗句与他“方里而井”的设想统一起来。 

３．《散氏盘》。 

对于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来说，《散氏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详细

叙述了一块“田”的交付情况。下面先抄录有关文字如下： 

用●●散邑，廼（乃）即散用田。履自●涉，以南，至于大沽，

一封。⋯⋯（以下叙述勘界立封具体情况——摘抄者。）●人有●(司)

履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录、贞，师氏右眚，小

门人●，原人虞●、淮、●(司)工（空）虎、孝●、丰父，●有●(司)

荆●，凡十又五夫。正履，●舍散田，●(司)土(徒)●●、●(司)马

●●人、●(司)工(空)●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

父、襄之有●(司)橐、州●、倏从●，凡散有●(司)十夫。⋯⋯（以

下为●人有司起誓记录——摘抄者。）厥受图，●王于豆新宫东廷。厥

左执●史正中农。 

关于《散氏盘》，有多家考释，大意可通。文中“履”字，以前均

释为“眉”，因此或解释为水湄，或解释为堳埒，或解释为田名，铭文

内容或被看为关于“眉”和“井邑”两块“田”的交付（如郭沫若：《两周

金文辞大系考释·散氏盘》，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裘卫诸器出土后，李学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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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据《五祀卫鼎》“帅履裘卫厉田四田”中之“履”字形，认为《散氏

盘》中此字为“履”（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光明日报》1983 年 11 月

30日；《古文字学十二讲》第十讲《方法与成绩》，《文史知识》1985年第 8期。），从而为

《散氏盘》铭的正确解读奠定了重要基础。曲英杰先生《散盘图说》（《人

文杂志》丛刊第 2期《西周史研究》，1984年 8月。）则对其中所交付田块描绘出示

意图，使之更为易读。本文借用前人研究成果，不再考释铭文本身，

只想从土地制度方面讨论一下有关内容。 

铭文描述了●与散之间交付一块“田”的情况，叙述相当细致，

是了解西周土地制度的珍贵资料。铭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所

交付“田”面积不大。据曲英杰先生研究结果，该“田”为●形，有

些边以“周道”、“原道”、“●道”等为界，其余几边则立“封”为界，

共立二十封。其“封”，有解释为“封树”的（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散

氏盘跋》，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有解释为“封土”的（如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

述·●人盘》。），从秦《为田律》看，农田中之“封”当为土封，而且从

“履田”当时实际情况推测，临时栽树总不如封土方便可靠。秦《为

田律》曰：“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固然，《散氏盘》“封”之大小未

必与其相同，但作为田界之“封”，当不会太大，比如说，1米多高的

土封已经可以说是很大的了。“封”间距离究竟多大，文献中不见记载，

从秦《为田律》看，“封”间以“埒”相连，方能形成完整田界，因此，

“封”之设置必须以修筑“埒”方便为基本前提，至少应当是两“封”

间可以清楚看到，例如其间距离在 50米上下，当土地上杂草丛生时，

距离可能还会更短，至多也不过百米上下，文中记述在同一条直线上

有多个“封”，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即使以十“封”作为其

某一边之边长，“封”间距离以百米计，最多当不过 1公里，合周里两

里多，整个“田”不过为数十“夫”所能耕之数十个百亩、即数十“田”，

与金文所见赐“田”数额相统一。二、参与“田”交割的人员中有一

些并非交予方和接受方人员。除“●人有司”数人、“散有司十夫”而

外，尚有“豆人”、“小门人”、“原人”、“●人”之代表，从“履田”

实际过程可见，“原”有“原道”，“●”有“●莫(墓)”，都在这块“田”

近旁，“小门”大约类似，“豆”则是●王最后“授图”之地点，亦当

在此附近。曲英杰先生认为：●付田地予散，同时包括生活于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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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豆、小门、原、●等地之人即聚族生活劳作于此田地，“他们受

治于族长和当地的首领(有司之类)，同时又要受到其上属的统治者(如

●王等)的管辖”，上属统治者可以改变其归属，但不能随意拆散或破

坏其内部组织（曲英杰：《散盘图说》，《人文杂志》丛刊第 2期《西周史研究》，1984年

8月。）。此说颇开拓思路，但如果仅仅在一般田地意义上来看待交付的

这一块“田”，仍存在一些障碍，豆等被理解为“族”之类也好，理解

为“邑”也好，一个最少当有十数家至数十家，一家劳动力也当不止

于一夫，一夫耕百亩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考虑轮休则当多于百亩，

相对于此，这一块田地还是过于小了。如果按照本文对“田”所作讨

论，则铭文理解更为通畅，“田”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因此数

十夫所能耕数十“田”之收益对剥削者不能说是一个小数，故值得特

意铸器铭记，而对于豆等四“族”或“邑”来说，在剩余劳动率为十

分之一左右的水平下，在这样一块田地上专门从事剩余劳动，也确实

不算少。正因为他们必须在这块田上付出剩余劳动，勘定“田”界时

他们的代表参予全过程便更是情理中事。 

４．“士食田”及其他。 

《国语·晋语四》有一条史料，谈到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向来为

人们所注意，其中也涉及“田”，这段文字是：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官宰食加。 

这段话中其他内容都比较好解，“士食田”三字，以前多理解为士

凭借其占有的土地剥削他人，获取剥削收益。根据斯大林式的生产关

系理论，根据人们对汉以后社会的了解，这种理解可以说完全在情理

之中，但是，在西周及春秋那样一个以人身控制为实现剥削首要前提

的社会中，依据土地进行剥削，劳动力来源于何，却是一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这段话中，“士食田”与“庶人食力”之间存在一个界限，前

一部分均属于剥削者，“公食贡”，剥削的实现需要对被剥削者的直接

人身控制，“大夫食邑”直接就控制着一定数量的人，“士食田”按照

本文的解释，对“田”的控制本身就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对一定数量人

身的控制，则这三种方式的剥削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形式和程度

有差别而已，这样解释似乎更为通顺。韦昭注“士食田”曰：“受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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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他这里的“公田”概念显然来自孟子，依照孟子的定义，“公田”

是专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在这个意义上，韦昭的理解应当说

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也还可以推想，大概士还不具有剥削一个整邑

的资格，通过“食田”则可以实现对一个邑剥削的分割，即几个士通

过这种方式实现对一个邑的联合剥削。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大夫可以

“食邑”，而士只能“食田”。 

用这样的思路，类似的一些史料也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

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 

此为赵简子誓众之辞。士显然是个分界线，前面是剥削者，后面

是被剥削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与《晋语四》“大夫食邑”

相同，其剥削的实现当然也是以人身控制为首要前提。“士田十万”，

以前解释将“田”理解为一般耕地，“十万”的单位则被视为亩，杜预

注“十万”曰：“十万亩也。”张政烺先生《“士田十万”新解》（《文史》

第２９辑，中华书局 1988年版。）首先提出，这里“十万”之地积单位当为步，

“十万”即周制千亩。若仅用以解释春秋时期史料，笔者以为这种说

法是正确的，但将其中“田”仍理解为一般耕地，则收入仍嫌太少。

《礼记·王制》曰“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庶

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

十万步依周制为千亩，若据《吴问》所述三家分晋前之赵制，240 步

为亩，则仅为 417亩。千亩为十夫能耕之田，即使其均为上农夫，所

能提供剥削收入依李悝所计为十一之税，则其收仅相当于下士，若以

赵制亩积，则距离下士亦远，且此等收益与仅高于士一级之下大夫差

距甚大，下大夫所受为郡。如果按本文对“田”之理解，士所受田仅

为实现剩余劳动之耕地，则“十万”之单位为步可以得到更顺畅的解

释。依千亩计，其全部收益稍高于《王制》所述之下大夫，按赵 240

步亩积计，稍高于上士，比较合于情理。 

（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

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元年》。） 

此处所问为国人，其身份地位较高。《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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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王出，“国人纳之”；《僖公二十八年》，“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

出其君”；《文公十八年》，莒纪公之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昭公

十三年》，右尹子革谓楚灵王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

怒不可犯也”；《成公十三年》，郑“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等等。国

人可以纳君、出君、弑君、干预国家大政，连国君也怕众怒难犯。国

人肯定有不同层次，时代不同，国人的组成及地位也有变化，但至少

在一定时期，国人中包含了大臣。《国语·晋语三》记吕甥教郤乞“令

国人于朝”，“且赏以悦众”，面对国人，吕甥却说：“吾君惭焉其亡之

不恤，而群臣是忧，不亦惠乎？⋯⋯”他称国人为“群臣”，而“群臣”

又能“征缮以辅孺子”。显然，国人当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自食其力，

而是靠剥削生活。关于《哀公元年》这段话，杜预注曰：“都邑之人无

田者随党而立，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田在西者居右，田在东者居

左。”杨伯峻先生注将此明确化，曰：“陈侯南面，其右为楚，其左为

吴，田在西者邻楚，田在东者邻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

局 1981年版，第１０６７页。）此种解释未尝不通，但在一般耕地意义上理解

“田”，仍有勉强之处。国人有无田、有田之分，那么无田之人如何生

活？或曰，管仲制国为二十一乡，有工商之乡六，此即无田之国人。

但是，管仲“制国”之国人，与陈怀公所问之国人似乎有某些差别。

管仲制国二十一乡，仅士乡十五，即可提供军士三万人，且不说二十

一乡成员之身份地位是否高到须“问之”的地步，如此之多的人聚于

朝而问国之大政至少也是很难实际操作的事。因此，陈怀公所问国人

当不是依靠自己劳动生活，其中较高级者大概有“邑”之类为食，较

低者则以“田”为食或以职为食，后面一部分人中间所存在的有田与

无田之区别，大概就是“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所指。 

范文子⋯⋯曰：“⋯⋯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

教而重敛，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

语·晋语六》。） 

此为鄢之役后，晋范文子对栾武子所言。“益妇人田”而必须“夺

大夫田”，这在后世不大好理解，因为就一般耕地而言，除了大夫之类

贵族所控制的土地而外，应当还有大量国有土地（特别是大量未垦荒

地），有小农个体家庭所控制的土地，在先秦地多人少的情况下，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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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就更多，“益妇人田”首先需“夺大夫田”，而无须分割赏赐国有

土地或“夺”个体小农土地，似乎不好理解。但是，如果依照本文对

“田”字的新理解，则解释上述资料似乎更为通顺：这里的“田”不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耕地，它是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它不仅包含土地

这一物的内容，还包含一定的劳动力这一人的内容，社会劳动力总数

确定，其所能提供剩余劳动也是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尽管有大量待开

垦土地，但被劳动力数量所决定的“田”的数量却是一定的，因此，

“益妇人田”就必须“夺大夫田”。 

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公羊传·桓公元年》。） 

桓公元年，鲁、郑之间以“许田”和“祊邑”的交换完成，《公羊

传》在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时，特意对“许田”作了详细解说，曰：“许

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

之邑焉。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

则何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

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何休疏释此曰：“田多邑少称田

者，谓邑外之田多，邑内家数少，如此之时，则称田，⋯⋯言邑多田

少称邑者，谓邑内家数多，而邑外之田顷亩少，如此之时，则称邑，⋯⋯”

后来学者对此条材料似乎多未予以注意，都沿从何休之解。何休将“田”

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其解释基点是邑内户数与邑外土地数量的对

应。就后世眼光看，这种解释非常正常，但仔细推敲，便存在问题，

先秦人少地多，邑外土地除现实耕种者外，一般当有相当数量的荒地，

如果将何休所解释的“田”只理解为土地，那么且不说怎样的土地数

量对应于一户才算合适，仅只因为荒地的存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田

多邑少”。如果认为何休的解释只是指现实的耕地，那么耕种多余耕地

劳动力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如果以本文对西周“田”字含义的解释

来看待这条材料，则非常通顺。“田”也好，“邑”也好，都是可以给

剥削者带来剥削收益的对象，但二者在形态上存在重大差异。对于一

个具体的剥削者来说，他所得到的一批剥削对象，其中可能既有“邑”，

又有“田”，如果其中来自“邑”的收益多，则简称其为“邑”，如果

来自“田”的收益大，则简称为“田”。 

５．关于“土”与“田”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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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先秦土地制度者对有关土地买卖的资料极感兴趣，而春秋时

期确有一条资料谈到“土”的买卖，该文见于《左传·襄公四年》：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 

这里的“土”与“田”并不一样，当为疆土之意。《大盂鼎》曰：

“●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曰：“聃季授土，

陶叔授民。”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疆土是一个大的区划，通常作为国与

国之间界限，而且一般都是大致的，并非后世那样精确，如《左传·定

公四年》所述：“少皞之虚”、“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殷虚”等

等，其意只在于对统治者之间划定界限，并不包含实现剥削关系的内

容。而且就《襄公四年》所说戎狄之“土”而言，其显非耕地，由“荐

居”可见，孔颖达疏曰：“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

无常处。”与此相对，“田”，则具有比较精确的界限，设立有“封”或

“疆”，如我们在《散氏盘》和《五祀卫鼎》中所看到的那样，其面积

一般较小，不仅明确是耕地，而且是仅仅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

它所体现的主要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次要的意

义上，它也反映剥削者之间如何分割剥削收入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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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个比照范例——近代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剖析 

 

根据上节对“田”字的分析，西周耕地依据其所用以实现的社会

关系之不同，在空间上被严格区分开来，一部分耕地专门用于实现剩

余劳动，一部分耕地则专门用于实现必要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

成了西周特有的土地制度。所有制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某种表现，那么，

这种土地制度究竟是以何种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和前提呢？鉴于有关史

料仍然十分缺乏，本文试图先从民族学资料中寻找一种类似而且较为

系统的土地制度，将其作为研究范例或比较参照对象，对之进行较充

分地把握，然后在比较中探索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

识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在笔者看来，近代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是最为

理想的参照对象和研究范例，经过许多学者的辛勤劳动，人们关于这

一对象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本节资料主要来源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

版纳之二”至“西双版纳之六”(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1984年版)、《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

合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

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6年版)、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等著作，为避冗赘，非直

接引文和个别具体事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97



 

一 耕地的划分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的耕地根据其占有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基

本类型：召片领、召勐之类剥削者控制土地、农民集体占有土地、个

体农民占有土地，其中前两种是主要类型。下面试分别予以叙述。 

１．剥削者控制的土地。 

剥削者控制土地又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纳●召”、“纳召片领”（宣慰田）和“纳召勐”（土司

田），前者为召片领（西双版纳最高统治者）直接占有的土地，后者为

各勐召勐（土司）直接占有的土地，均为世袭土地。第二种称为“纳

波郎”（波郎田），为召片领和召勐分赐给其属官或家臣波朗在职期间

的薪俸田，此种土地不可世袭，卸职须交回。第三种有“纳道昆”（头

人田）和“纳陇达”（陇达田），前者为召片领或召勐划分给各农民村

寨“头人”作为薪俸的土地，卸职必须交出，后者为领主选派对“宣

慰田”、“土司田”及“波郎田”等等之耕作、收获进行监督的“陇达”

（直译“下面的眼睛”）之薪俸田，亦不可世袭，卸职须交回。剥削者

控制的这些土地少数集中于召片领、召勐等人的城堡周围，如勐海，

多数分散于各农民村寨。它们最早都是由农民村寨无偿代耕的，后来

有少数发生变化。据西双版纳全区统计，这一部分土地占全部耕地面

积的１４％（此处及下述村寨农民和个体农民占有土地比例数据均来自曹成章《傣族农

奴制和宗教婚姻》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据马曜提供的数据，这一

部分土地占全部耕地的１３％，农民占有的份地为８６％。见《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

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 

２．村寨农民占有的土地。 

村寨农民占有的土地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为村寨集体占有的土地，称为“纳曼”（寨公田），由村寨

成员分配使用，这部分土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５８％。第二种称为“纳

哈滚”（家族田），是一个村寨中某些家族集体占有的土地，只有该家

族成员才可分配使用，这部分土地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１９％，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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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中比例较高，如勐混、勐笼部分地区达到３０％～４０％。以上

两类土地，即村寨农民占有的“寨公田”和“家族田”，总计占西双版

纳全区耕地面积的７７％。 

３．个体农民占有的土地。 

个体农民直接占有的土地，称为“纳辛”（私田），占全区总耕地

面积的９％。其中一部分土地具有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性质，可以自

由承袭转让，被称为“纳召庄”（召庄田），属于由贵族中分化出来的

“自由农民”召庄所有。一部分由“傣勐”、“滚很召”等级的被剥削

者所占有，这些土地往往是在沟渠附近、房前屋后以及荒地上开垦出

来的零星土地，只能暂时占有。此外还有一些是某些村寨头人开垦出

来的私田，他们可以利用其特权，较长时期的占有。后两种“私田”

未被纳入“负担”系统，如果离开村寨则不能继续占有，也不允许典

当买卖（近代已偶有买卖现象发生，但只能“活卖”，相当于抵押典当，

不能卖死），而且依据习惯，往往在数年后被并入“寨公田”，因此，

这部分土地严格来说不属私有财产，而是寨公田的一种变化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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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剥削的实现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１．主要的剥削形式及其基本类型。 

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剥削基本上采取劳役剥削的形式，它有两种

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在剥削者所占有土地上的无偿代耕，一种是为剥

削者生活及社会公共事务无偿付出的各种劳役。 

宣慰田和土司田或集中于其城堡周围，如在勐海，多数则分散于

某些农民村寨，波朗田、陇达田、头人田则分散于各村寨。虽然解放

前夕已有相当一部分改为分成实物剥削，这当然与内地影响有密切关

系，但在数十年前，这些土地都是由农民携带自己的耕牛农具无偿代

耕，剥削者坐享全部收获物。代耕承担者以村寨为基本单位，被代耕

的土地按面积大小和离村寨的远近，分别划给一个或数个村寨负责。

例如宣慰街附近有召片领的一块土地“纳永”，由曼纽、曼莫、曼侬坎、

曼景兰、曼火勐各寨代耕，其中曼纽寨子代耕二份，其余寨子代耕一

份，由曼景兰寨子头人担任“陇达”，收获量按曼莫寨子农民自种土地

收获量为标准，每份至少交纳谷子８０挑，产量不足８０挑则须补足

（确定最低限额是由于村寨农民的反抗，曾发生农民将稻秧倒插于该

田的事件），若有超产仍须全部上交（刀国栋等：《勐景洪的土地情况调查》，《傣

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四）》，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或以村寨为单位，

实行劳动编组，每个村寨承担不同的农业生产任务，某寨犁田、某寨

插秧。例如景洪曼景兰附近有召片领的 250亩宣慰田，由曼纽、曼喝

勐、曼莫龙、曼东老、曼德、曼浓坎等六个傣勐村寨分工代耕，曼景

兰滚很召村寨负责围篱笆、管田水（《傣族社会调查材料》之五，第３１页，转引

自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９９页。）。关于

召片领占有的宣慰田及其代耕村寨的分布情况，马曜先生和缪鸾和先

生曾绘制出了“勐景洪坝纳●召（宣慰田）分布示意图”（马曜、缪鸾和：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３５页。），可

作为参考实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宣慰田相对集中，很多承担代耕

的村寨附近并无宣慰田。每年到农作时节，召片领议事庭即发布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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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代耕村寨，代耕村寨则每一户（负担户）派出一个劳动力，自

带农具、耕牛到“宣慰田”之类土地上去耕作，如因某种原因不能出

工，则须雇人代替，否则要受处罚。耕种和收获期间，召片领、召勐

等则派“陇达”（意为“下面的眼睛”）到田间督耕，有时召片领、召

勐等人在官员和侍从的陪同下亲自到田间视察，还送去酒肉，待耕作

完毕后给代耕农民食用，以示“犒劳”（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１００页有一张村寨农民代耕完官田后，共同坐于田间食用被

犒劳酒肉的照片，生动反映出代耕农民集体耕作的场面，十分珍贵，可供参考。）。在被代

耕的“官田”附近，召片领、召勐之类修建有谷仓，用以收藏“官田”

所获全部谷物。波朗田和头人田则分布于各个村寨，绝大部分村寨都

有这两类土地，这些土地由其所在村寨农民代耕。 

除了代耕土地而外，村寨农民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其中有各种公

共劳役，也有从召片领、召勐到村寨头人的各种家内劳役。承担的内

容因村寨类型而有不同。傣勐村寨多承担公共劳役，如修路、造桥、

修水渠、修建宫室、服兵役以及“灵披勐”（召片领祭祀部落神活动）

中的各种劳役等等。滚很召村寨则承担“召”生活方面的各种劳役，

每个村寨都负担有一项或数项劳役，仅据景洪地区统计，各种专业劳

役达一百多种，有挑水、烧茶、煮饭、炒菜、摆饭、掌灯、端洗脸水

等日常生活劳役，有养马、养象、榨糖、熬盐、织布、纺纱、染布、

制作金银陶瓦器皿和金属兵器等生产性劳役，有送信、听差、当脚夫、

为召片领巡行拉大旗、摇孔雀尾、放炮、击鼓、吹号等带有公务性质

的劳役，甚至还有专门守灵、哭丧、提绣鞋、牵统裙、削大便时所用

揩屎棍等各种劳役。 

据１９５４年调查资料，全西双版纳１９４８年各等级农民共１

９１４５户，该年向剥削者提供包括代耕在内的各种劳役共２７７０

００个劳动日，平均每户 15个劳动日。据勐遮地区调查统计，傣勐和

滚很召每年每户平均为召勐、波朗和村寨头人无偿代耕十天左右，各

种家内劳役十天左右。有的多于此数，最高总计可达 30天，有的少于

此数，低者总计达 12天（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１０４页。）。农民每年有效劳动日肯定少于自然日数，如果以

三分之二计，有效劳动日为２４０天，再考虑到代耕时间均为农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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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间，质量高于一般劳动日，因此，最高３０天、最低１２天、平

均１５天的劳役剥削姑且按３０％系数加值，平均为１９.５天，另外

再加上各种实物剥削，剥削率大致可以说在１０％左右，与西周所谓

“十一之税”类似。 

除各种劳役剥削而外，还有实物贡纳，在各种节日，在“召”有

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建屋出差、祭祀赕佛、“升和尚”等事项时，农

民都要向“召”奉献银钱、米、鸡蛋、蜡条以及土产、水果等各种实

物。 

近代以来，西双版纳呈现出劳役剥削向实物剥削过渡的现象，不

仅代耕劳役有被实物稻谷代替的现象，家内劳役也有用每年交纳一定

数量稻谷或银币实物来取代者。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西双版纳傣族主要类型的剥削有两个基本

特点，一是以村寨为基本单位，一是以劳役剥削为主要剥削形式。在

这种剥削形态中，剥削的实现以对村寨农民集体的人身控制为首要条

件，因为农民村寨都有自己的土地，农民个人可以通过村寨内的定期

分地而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如果召片领、召勐之类仅仅依

据其所占有的土地（仅占西双版纳全地区耕地的１４％），采用类似于

后世租佃制等剥削方式，是根本无法实现其剥削的。这种人身控制关

系在社会观念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在西双版纳，凡是‘召片领’领

地以内的‘人民’，都是‘火丁给马兵卡闷松板卡召，烹总喝先信兵瓦

兔召纳信’，意即每个人‘头脚落地是召的奴隶，亿万根头发都是召的

财产’”。“提供负担是每个人的天职和作为‘人’的条件，所以凡是１

５岁以下未达负担年龄的少年，被视为没有取得‘人’的条件，他们

死后‘也没有灵魂’，不能用棺装殓，村上也不帮助抬埋。”（马曜：《西双

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 

但是，这种直接的人身控制关系一般情况下却并非是直接对于农

民个人的人身控制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整体控制关系，西双

版纳傣族民谚说：“增加户口，头人欢喜，增加寨子，召勐（土司）欢

喜”（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８０页），就

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关系。召勐之类的剥削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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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有相对确定的“负担”，其中包括有最低产量要求的代耕“负担”、

各种确定的劳役“负担”和实物贡纳“负担”，这些“负担”的分派以

村寨为最小单位，其下如何继续分派，召勐之类一般并不进行干预，

实际上也无法干预，他们实际上把村寨作为一种管理其中农民、以其

所具有的类似后世联保制的机制来保证对其中农民剥削的实现。因此，

他们的着眼点最终止于村寨，“增加寨子，召勐欢喜”，增加村寨即增

加了土司剥削的基本单位，他们当然高兴。不仅如此，召勐之类还经

常将自己的家奴释放出去或再加上外来投靠人口，组成新的滚很召村

寨（这很有点像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被转入村社作为农民是很平常的事，如土特摩斯三

世送给阿蒙神庙的奴隶就被转入村社。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

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６１页。），解放前近百年时间以内，这类人口及其村

寨增长速度都是相当可观的。至于上面分派下来的“负担”在村寨内

部又如何进行二次分派，则不属于召片领、召勐与被剥削者村寨之间

经济关系以内，这是由村寨通过自己的内部结构与机制自行调节与处

理的。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终止于召

勐之类与村寨之间，并不包含向下更基层的内容，这种关系集中表现

在专门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宣慰田”、“土司田”、“波朗田”、“陇达

田”、“头人田”以及各种其他劳役和贡纳上面。当然，最初召片领、

召勐之类确定某一村寨总“负担”额时，似乎是以户口为基本依据，

因此有所谓“负担户”之说，而并非以土地为依据。村寨内部为了减

轻共同负担，最常见的方法是集体隐瞒负担户数目，实际承担平均“负

担”的自然户数目往往多于名义上的负担户数目。对于此种现象，召

勐之类也颇伤脑筋，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设立了所谓“火西”制度，

但这种制度在实际施行中仍然无法干预到村寨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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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剥削者村寨内部的经济关系 

 

召勐之类进行剥削的直接对象一般情况下终止于村寨，而作为提

供剩余劳动最基层单位的村寨，本身内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调节

系统，有一套足以独立自存的组织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

内部分工。村寨内，有被村寨成员称为“寨父”、“寨母”，又被召勐之

类加封为“叭”、“鲊”、“●”的当权头人，他们有管理居民迁徙、代

表村寨接受新成员、管理村寨土地、征收并上缴各种劳役贡赋、管理

宗教事务、管理婚姻及调解争端等职权。在他们下面，有管理武装的

“昆悍”，有向下传达、向上反映、类似“乡老”的“陶格”，有通讯

跑腿的“波板”，有职掌文书的“昆欠”，有管水利的“板门”，有管“社

神”的“波摩”，有管佛寺的“波沾”，有男女青年的领头人“乃髦”

和“乃少”等等。此外，还有处理日常事务的“贯”、即“村寨议事会”，

处理涉及全村寨重大问题的“村寨民众会”。 

村寨内部还有处理公共事务“甘曼”（寨内负担）的一套制度，据

解放初期调查，有如下几类。协作：包括开水渠、建堤坝、挖鱼塘、

围鱼塘边、围村寨竹篱、修村内外道路等诸项事务，规定视具体情况，

或由受益户出工，或全村寨每户出一人，直到作完。互助：新立户和

外来户免出一至三年的寨内负担并给予补助，遇建屋或丧葬，全村寨

出工出力帮助。宗教：每个村寨成员都必须参加斋僧、赕佛、祭社神、

养波摩、修佛寺等宗教活动。 

一些村寨还设有银工、金工、铁工、木工、猎手、屠夫、酒师、

商人、理发师、医生、“章哈”（诗人兼歌手）、马医、阴阳家等等，虽

然不一定每寨都设全，但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村寨的需要。他们

都不脱离农业生产，一般可以免除部分负担，但须为召勐之类无偿服

各种专业劳役。 

各个村寨占有的土地也是完全确定的，有着严格的地域界限，这

不仅是其占有土地的界限，也是承担“负担”的界限，由村寨成员共

同把守。由于村寨是由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发展而来，因此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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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占有的土地多寡不一，表现出较大的差别。 

村寨内的土地以份地的形式交给寨内农民使用。分配形式形形色

色，有的由各户按劳动力多寡自由占用耕地，有的采用打乱原有土地

占用状况、重新按户平均分配的办法，但这两种形式都较为少见，大

多数村寨经常采用的是在原耕地占用基础上定期抽补调整的办法。村

寨内部的土地分配不受外界干预，它并不是以自然的人口数或户数来

作为标准，而是按“负担”来分配，凡是可以承担一份“负担”者就

可以得到一份份地，如果只能承担半份“负担”，就只能分得半份份地。

每一份田地面积多大亦无规定，由村寨自行掌握。这大概是由于召勐

之类最初是以户数而非以土地面积确定了一村寨的总“负担”额，村

寨是最基本的“负担”单位，以后人口发生了变化，村寨便自行调整，

按照能够承担“负担”的农户平均分配“负担”，同时使之得到相应的

份地。份地与“负担”密切相关，耕种一份份地，就要相应承担一份

“负担”，这份“负担”实际就是村寨总体“负担”按照其中接受份地

的农民户数均分的。 

在召勐之类为一极、村寨整体为一极的这种确定的剥削关系之中，

村寨的存在以提供确定的剩余劳动为必须条件，因此无论对于村寨整

体来说，还是对于其中的每一户农民来说，如何完成“负担”都是极

为重要的事。在各村寨内部，为完成各种“负担”，都形成了一套自上

而下的“黑召”制度。这种制度首先表现为负担户的形成，每一负担

户在承担一定负担的同时，便享有了村寨内部包括得到份地在内的各

种权利。村寨内村民，15岁至结婚前即为所谓“学负担”时期，分给

成年人应得份地的四分之一，承担成年人“负担”的四分之一或二分

之一。五十岁方可申请退田，退田要先经过村寨头人同意，然后逐级

上报火西叭龙、波朗、叭龙诰直至召勐等各级统治者。在村寨里，“负

担”的概念深入人心，解放初，村寨甚至把出民工、选组长、送民族

学院学习都视为“负担”，由各“负担户”轮流承担，在其所用工日超

过应承担的“负担”额时，村寨内部还以各种方式予以补偿。在这个

基础上，各个村寨内部都有一套轮流平分“负担”的具体办法，既能

使“负担”顺利完成，又使村民感觉到公平合理。 

因为各种剥削的最终对象是村寨整体，其数量和项目又是相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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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村寨户口多少便直接关系到每户所实际承受的“负担”额，所

以，村寨内部都力图通过增加实际“负担户”来减少各户“负担”，无

力承担一份“负担”者必须两三户合为一个“负担户”，“遇有分家户

或外来户，大家都乐意分给他一份，如果没有机动田，还不惜抽补调

整，甚至打乱重分”。各村寨还以各种办法吸引外来者成为其“负担户”，

合伙凑钱给外来户作安家费，大家出劳力、材料为其盖房子，一定期

间内免除或减少其“负担”。例如，勐海曼回宫寨人少地多，全寨置备

“安家费”以吸引外来户，路远者给７０挑谷子，路近者给５０挑或

３０挑；景洪曼列寨人多地少，就集体租进土地给外来者，租子由全

寨人员分摊，曼海寨人多地少，则由集体出钱买进几块土地（活买，

定期几年），分给外来户耕种（马曜等：《勐海封建领主经济概况》，《傣族社会历史

调查（西双版纳之五）》，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对于因婚姻关系而去外村

寨上门者，原村寨有严格限制，若未得头人同意，原村寨“负担”仍

由其出，而对于上门者，女方村寨则尽量设法使之能留下来。对于因

其他原因脱离村寨者，也要受到严格限制，一方面本村寨对之有强烈

的舆论压力，一方面村寨头人则用种种方法予以刁难。傣族民谚说：

“多了一户，飘起一点，少了一户，沉下一点。”“增加户口，头人欢

喜”（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８０页。），

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实际情况。 

也因为召勐之类的剥削和统治以村寨为最基本的单位，一般情况

下并不干预村寨内部事务，因此村寨经济活动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它

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各种经济行为，诸如吸收人口、阻止人口外流、

租出或租进土地等。例如，解放前夕，和其他数寨共同代耕召片领在

宣慰街附近一块土地“纳永”的曼纽寨子，将应由自己代耕的两份田

地租给曼景兰寨子耕种，后者每份田地交租２５挑，然后由曼纽寨子

补足为８０挑再予上交。与此同时，曼列、曼沙、曼令三寨都租曼纽

寨子的田种（刀国栋等：《勐景洪的土地情况调查》，《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四）》，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参照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讨论，依据马克思、

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公社概念内涵所作的论述，内部自成系统、自我

调节、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是公社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上述

西双版纳被剥削者村寨明显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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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的形成条件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大致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作出描

述：去除各种次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

生产关系表现为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召片领、召勐、波朗等等以至

部分头人，一方面则是村寨整体，前者获得剩余劳动，村寨提供剩余

劳动；剥削实现的基本依据是召片领等人对村寨整体的人身控制，因

此，劳役剥削成为基本的剥削形态，与此相应，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

则表现为村寨对大部分耕地的占有，如前所述，达到西双版纳全区耕

地面积的７７％；召片领之类直接占有土地仅只有１４％，然而这些

土地却是被剥削村寨实现剩余劳动的所在；召片领之类除了向村寨索

取“负担”而外，一般并不干预村寨内部事务，村寨本身表现为一个

自我调节内部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面对社会并与之发生

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社会的土地制度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

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范围只是用于实现剩余

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宣慰田”、“土司田”、“波朗田”、“头人田”

之类，一般具有法定(成文或不成文)的形态。这一层次土地制度所涉

及的土地，是土司之类剥削村寨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

因而表现出鲜明的所有制色彩。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止于村寨，

相应，这一层次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的耕地，村

寨土地则由村寨自行控制、调节，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之下。

第二个层次则是被剥削者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围则限

于村寨所控制的土地，一般不具有国家法定的形态，而以习惯的形式

存在。它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村寨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它是各村

寨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一是村寨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它

是村寨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层次显然不能同等而

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内容

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即涉及“宣慰田”、“土司田”之类土地的

制度，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到被剥削者村寨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

 107



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们的主要对象。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

一国与他国存在着国际性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所

有制，该国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以至各地区各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也表现为确定的所有制，但是，我

们不能把一国内部的经济关系归入国际关系之内，不能把一国内部的

所有制形态归入到国际的所有制关系中去，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那么，近代西双版纳这种生产关系以及土地制度究竟是在怎样的

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形成的呢？为了更深入地予以解释，有必要再进

行一些讨论。 

从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它是在外来居民

对本地居民的不断征服中形成的。它的形成以及存在有两个基本的条

件，一是外来人对本地人的统治，一是人少地多。 

关于第一个条件，民族调查已经了解清楚，在这里表现出一种多

层的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据说西双版纳地区定居最

早的民族是补角、布朗，其次是爱尼，傣族是最后来的，当时平坝里

已经住着布朗族和爱尼族。傣族征服了他们，所以傣族称他们为“卡”

（奴隶），他们称傣族的上层为“波朗”，称一般傣族的成年男女为“依

波”（我父）或“依咩”（我母）。在布朗族与爱尼族杂居的地方，爱尼

族受布朗族管辖，爱尼族称布朗族头人为“波藤”或“召藤”，即山主

之意。他们都要向傣族交纳贡赋，但爱尼族要交两份，傣族波朗和布

朗族波藤各得一份。而在傣族中，相对来说，傣勐是土著，本地人，

召片领、波朗等等则是以后来到此地的统治者，据《泐史》，距今约８

００年前，叭真“入主勐泐”，建立政权，形成了此后直到解放时西双

版纳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基本格局。因此，傣勐说：

“先有傣勐，才有田，召片领是后来的。”“若无我们先来开荒，召片

领及波朗什么也吃不上。”“宣慰田、波朗田都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办事，

可怜而给他们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概况》，转引自赵卫邦《解放

前西双版纳的社会结构》，《西南民族研究》第 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 

关于对傣勐村寨的以村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的建立，马曜先生研

究傣族史后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勐“召勐”（土司）统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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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该勐被征服以后，由召片领把自己的宗室亲信直接派到各勐作

“召勐”，建立起来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与

此同时，对于山区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诺等其他民族，仍以各自

原有的土地封赐给这些民族的头人，征收一定的贡赋。（马曜：《西双版纳

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对于一般的农业社会来说，由征服而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剥

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往往并不改动被征服者的内部结构。例如中美洲

的阿兹特克人，“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实即一个居民点——引

者)，他们就征收沉重的实物贡赋，并留下赋税征集人来监督支付，但

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法律和政府。”（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

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年版，第２４２页。）西双版纳傣族以及哈尼、布朗、基诺

等也是这样，征服者或仅派出统治人员“召勐”之类，或干脆仍利用

原有的头人。 

征服是很艰难的事，单纯的武力并不能使一个民族、部落或村寨

彻底屈服，在西双版纳傣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在被统治

和被剥削的傣勐寨子中，最隆重的仪节是“灵披勐”，即祭祀“勐”神

（部落神），各勐主持祭祀的都是“傣勐”老寨的头人，而并非统治者

土司之类。在勐海，土司参加这项仪节，但是任由“傣勐”把他禁闭

在一间空房里，杀牛祭献“勐”神时，不许土司说话，也不许他动，

否则“傣勐”头人可以打他耳光（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

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１９６页。）。 

另一个条件便是人少地多。土地的使用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受到人与自然界之间关

系的影响与制约，农耕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比例作为人与自然界关系

的一种表现，当然不能不对生产关系以至土地制度发生重大影响。这

种情况在民族学资料中可以大量看到。例如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中，

人少地多是普遍现象，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存

在，而人少地多和刀耕火种，又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和控制方式

采取了极为松散的、在后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解的方式，西南少数民

族中大量存在的“号地制”（号地制是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的村社内部农民占有、使

用土地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实行于原始的村社之内，也可以实行于山官、土司统治下的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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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一般形态是：村社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村社土地范围内，选择一块或几块土地，

标明边界记号，多见的是折断树梢并在树上留某种记号，然后就可使用（有时需报告山官之

类），几年后抛荒，土地又重归村社。），就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在人少地多

条件的制约下，若与此同时，土地私有制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形态，

类如我国自宋代以后的形态、或类如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的形态，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便很难以土地作为基本的或主要的依据，

因为生产者可以通过开荒等等方式实现自己与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

合，而剥削者对土地的严密控制也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在这种条件

之下，剥削只能以对人身的控制为基本或主要的依据。如果这种因素

再加入历史地存在下来的人们的共同体村社，而统治与被统治、剥削

与被剥削关系的形成又与征服联系在一起，那么西双版纳傣族式生产

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土地所有制便成为必然。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西双版纳地区应当说是农业生产相对发展的

地区，但即使在这里，人少地多的现象仍很突出。西双版纳气候温暖，

水稻一年可二三熟，但人们仅种一季，多为晚稻，其主要原因就是地

广人稀，拥有丰富的水田。“即使如此，仍有未被利用的大量荒田存在，

例如景洪盆地拥有水田 11万亩，但每年仅栽种 55000亩，仅占水田面

积之一半，勐遮盆地拥有 181500亩地，其中休耕的荒田荒地为 67000

余亩，占田地总面积的３６.９％。”（宋恩常：《西双版纳自然概况》，《西双版纳

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 

人少地多不仅对整个地区的生产关系具体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对

村寨内部的土地分配方式也发生着巨大影响。例如，“曼卖●傣勐村寨

在五十年以前还是人少地多，村民按劳动力多寡自由占用土地，后来

人口激增，开始因占用不平均而发生争执，便打乱原有占用土地界限，

重新平分了一次。”（马曜：《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

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人口的增多，农业人口与可

耕地资源之间关系的变动，不仅必然影响到耕作方式，也必然最终影

响到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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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生产关系与土地制度 

 

作了关于“田”性质的讨论，又有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产关系

作为参照对象，西周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依据和基础的土地制度便

比较容易讨论了。讨论自然要从剥削与被剥削这个生产关系中人与人

之间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关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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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剥削者的存在类型 

 

谈到剥削关系，自然必须首先了解其两极：剥削者与被剥削者。

西周时期，剥削者比较清楚，这就是周王、诸侯、大夫、士等各级贵

族。至于被剥削者，以前的分析多较粗略，故本文拟稍多讨论。被剥

削者称呼多种多样，目前所见有如下一些： 

1.族。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

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使之职事于鲁。分之

土田陪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

年》。）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

氏、终葵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左传·定公四年》。） 

这里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被周统治者以“族”为单位整

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条”、“徐”、“陶”、“施”之类即其族名。“陪

敦”、“商奄之民”也是这样的集团。“土田陪敦”即《诗经·閟宫》的

“土田附庸”、《召伯虎簋》的“仆墉土田”，孙贻让、王国维早有论述。

《礼记·王制》曰：“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郑玄注曰：“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孟子·万

章下》也有同样的说法。这种附庸既然被周成王与殷民六族一起同等

地分予鲁公，可见也是一些小的被剥削者集团，或是“族”，或是“族”

的集合体。“因商奄之民”，即沿袭原被商统治者整体统治的奄地之民，

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曰：“奄本殷诸侯，故曰‘商奄’。”《班簋》

有：“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戎”。郭沫若先生释曰：

“●戎当即奄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班簋》，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

可见，奄民也是被周统治者整体征服和统治的，大概也属于“族”或

“族”的集合体，成为一集体的被剥削对象。 

2.宗。 

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左传·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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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分予唐叔的“怀姓九宗”，当与分予鲁公的殷民六族、康叔的

殷民七族相类，都是以“族”为单位而被整体剥削的。这里的“职官

五正”，当是“怀姓九宗”的首领人物，虽然他们同时是被赐予对象，

但在社会上仍具有贵族身份，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左传·隐公六年》

记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春秋时期，“职官五正”

仍然参预重要政治活动而被史籍记载了下来。 

3.人。 

易（锡）臣三品，州人、●人、●人。（《●簋》，又称《周公簋》。） 

郭沫若先生释曰：“此所赐之‘州人、●人、●人’，殆渭水沿岸

之部落氏族。”（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周公簋》，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 

易（锡）女（汝）井、●、●人●，易（锡）女（汝）井人奔于

●。（《大克鼎》。） 

郭沫若先生释此曰：“井、●、●均国族名，●字在此说为耤亦可

通，盖用为奴籍之籍。”（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大克鼎》，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班簋》中被命以出兵征伐之“●人”，郭沫若先生疑为冶铁工

人（郭沫若：《〈班●〉的再发现》，《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７２页。），

但若将此与“州人”、“井人”看为一类，似更为恰当。这些“人”被

作为赐予对象，显然是被剥削者无疑，前面又冠以“州”、“井”等字

样，当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为国族之名，“●”当与“州”、“井”相同，

亦是国族之名，与《左传》所说之“条氏”、“肖氏”等类似。因此，

这些“人”也是以“族”为单位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4.尸（夷）。 

王⋯⋯册命师酉：“●（司）乃且（祖）⋯⋯西门尸（夷）、●尸

（夷）、●尸（夷）、京尸（夷）、●身尸（夷）。”（《师酉簋》。） 

今余令女（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夷、

京夷、●夷、师笭侧薪、□华夷、由□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

降人、服夷。⋯⋯（《訇簋》，见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文物》１９６

０年第２期。） 

此处之“夷”乃非华夏族之其他民族，其前所冠“西门”等字样

当系其国族之名，是类似于“殷民六族”之类的集团，它们又是被“官

司”之对象，同时被“官司”者又有“●人”、“戍秦人”、“降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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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故其亦当属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5.生（姓）。 

易（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宜侯●簋》。） 

对此，郭沫若先生考释曰：“生假为姓。一姓代表一族，则‘王人’

下所缺一字当为十，为数不能过多。‘王人’之在宜者当即殷王之人，

原为贵族，故有姓，今亦转化为奴，而成赐与之物。”（郭沫若：《●●铭考

释》，《考古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１期。）唐兰先生释“王人”为“王国的人”，“就

是王臣”（唐兰：《宜侯●●考释》，《考古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２期。），韩连琪先生则

认为：“王人即作为公社的井田中的农民”（韩连琪：《西周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

态》，《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７９年第１辑。）。这里且不讨论哪种说法更为恰当，

既以“姓”为标志和单位，可见也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的某种集团，

和“殷民六族”同类，既为被赐予之人，身份为被剥削者无疑，因此

也是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6.邑。 

易（锡）⋯⋯厥□邑卅又五。（《宜侯●簋》。） 

金文和文献中涉及春秋时期的邑的资料数不胜数，这里不再列举。

关于邑，本章第一节已经作过一些讨论，它也是以劳动者人身为基本

依据、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当然，如第一节所述，本文讨论

的“邑”并非笼统指所有的“邑”，而只是成为被剥削对象的“邑”。 

以上这些，都是集团整体的被剥削对象。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被

剥削者虽然不是以集团整体的形式出现，但似乎还保留着集团的痕迹。 

7.伯、夫。 

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

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

盂鼎》。） 

锡奠七伯，厥甿□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宜侯

●簋》。） 

虽然这里的“人鬲”、甿、庶人均以夫为单位计算，不表现出任何

集团的形式，但在此前又赐有以“伯”计数的“邦司”、“夷司王臣”

等人物，他们当是类如“职官五正”那样的被剥削者集团的首领人物，

将以“伯”计数者和以“夫”计数者同时赐予，其间似乎应当有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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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或许仍然以集团整体而存在，但当时统治者暂

不将其作集团整体看待，或许曾经是集团整体，现在刚被拆散，但其

中人员身份差别尚未消失。 

当然，也有一些被剥削者不再保留集团整体的痕迹，但其数量都

较小。如： 

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簋》。） 

王易（锡）叔德臣●十人、贝十朋、羊百。（《叔德簋》。） 

“侯休于耳，易（锡）臣十家。”（《耳尊》。） 

“●王才●，巳夕，侯易（锡）者●臣二百家。”（《麦尊》。） 

“王曰：令●奋，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卅家。”（《令鼎》。“卅”

一释为“十”。） 

“王曰：●，⋯⋯易（锡）女（汝）尸臣十家，用事。“（《●簋》。） 

“白（伯）大师易（锡）白（伯）克仆卅夫。”（《伯克壶》。） 

“易（锡）女（汝）⋯⋯尸（夷）允三百人。”（《师询簋》。） 

“白（伯）氏曰：⋯⋯易（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

田十田。”（《不●簋》。） 

“易（赐）几父⋯⋯仆四家、金十钧。”（《几父壶》。） 

这些被剥削者或以个人身份出现，或以家庭形式出现，不带有集

团的色彩，一般不过数十人或数十家，最多者也只有“夷允三百人”，

因此可以估计，这些人大概主要被用为家务劳动，身份可能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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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剥削关系与剥削的实现 

 

前述列举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初步印象，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的

主要存在形式是“族”、“宗”等等集团整体。与此相应，剥削者对被

剥削者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对其进行集团整体的剥削，而并不触动其内

部结构，就像召勐之类对待傣勐村寨一样。西周后期，发生过一个重

大事件，这就是周宣王“料民太原”，对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存在形

式以及剥削者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形式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

很好的说明。《国语·周语上》记述这一事件说：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

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

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

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

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

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

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

及幽王乃废灭。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许多问题。首先，在周宣王以前，以王室为代

表的国家并不清点被剥削者人口数量，可见，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是以

集团整体形式进行剥削的，有如西双版纳召片领、召勐之类对村寨的

剥削，他们并不具体深入村寨把握其中人口数量。其次，周宣王之前，

是“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显然，这种“知”只能是基于剥削收入的“知”，

也就是说，是依据所得收入而对被剥削者人口的把握，类如西双版纳

村寨中的“负担户”，但这与被剥削者实际人口数量一般情况下并不一

致，而且往往是自然人口多于“负担”人口，因此周宣王方能产生“料

民”的念头，因此仲山父才称宣王之“料民”为“示少而恶事也”。再

次，周王室对被剥削者控制和剥削的实现通过一个中间层次，这就是

“司民”、“司商”、“司徒”等，这些人看来并非周王室或地方政府直

接统辖下的国家官吏（对于这些人物，韦昭注均依《周礼》解为中央职官。从金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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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看，西周中央职官中确实有“司徒”之类，而且地位相当高，但在地方以至被剥削者集团

内部，似乎也有类似名称的人物，他们的职责大概与中央相应职官有类似之处。《散氏盘》中，

●一方有“司工(空)虎”，如果更准确一些说，此人名前冠以“原人”，当为原人集团的代表，

亦当为原人内部的首领人物，但无论如何理解，其显然并非中央职官。“散有司十夫”之中，

明确记有“司徒”、“司马”、“司工(空)”各一人，此为散之属员，亦非中央职官。《卫盉》、

《五祀卫鼎》中之“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空)”，似乎也是如此，他们为“伯邑

父”等人所“令”，去具体实施“履田”职责，身份地位似乎并不很高，当亦为“伯邑父”等

官员的下属。以此来看，《周语》所述之“司民”“司徒”等人当系被剥削者集团内部之有职

责者，这样对理解《国语》上述史料似乎也更为恰当。），像后世的国家官员那样，

因为如此，周宣王的“料民”之举完全可以通过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

这样一个系统进行，而不必另外举行。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呢？类比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他们当如头人及其以下的“昆悍”、“陶

格”、“波板”、“昆欠”等等，周王室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和剥削通过他

们具体实现。最后，仲山父说，无故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

于后嗣”，并将周至幽王而灭的原因归之于此。这些言论则显示出，在

双方力量的对比上，统治者、剥削者并非占有绝对优势，被剥削者亦

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作用。就像在西双

版纳，尽管是召勐，也必须对村寨的传统表示相当的敬畏，而傣勐也

可以说，因为“可怜”召勐之类才给他们种田，让他们吃饭。 

西周社会主要的剥削对象是“族”、“邑”等集团整体，但同是对

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因条件各有差别，剥削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于较边远的“族”、“国”等被征服者，由

于其间的人身控制关系相对比较薄弱，剥削便大多采取贡纳的形式，

有如西双版纳统治者对山区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诺等民族的剥削。

西周金文中有此类记载。 

淮尸（夷）旧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其●、其进人、其●⋯⋯

（《兮甲盘》。） 

淮尸（夷）●我●畮臣⋯⋯（《师●簋》。） 

淮夷作为被征服者，是周的确定贡纳人，其贡纳物除各种物品●、

●、●而外，还有人。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楚对于周便

有贡纳义务。齐桓公伐楚时，管仲陈述南征理由曰：“尔贡苞茅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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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这种贡纳义务当

是从西周时期的贡纳演化而来。这类剥削对被剥削集团内部结构无所

触动，对于其中的直接劳动者来说是间接的，即该“族”或“国”的

统治者首先从劳动者身上取得剩余劳动，然后再分出一部分交纳予周

室。 

第二类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有着全面而牢固的人身控制

关系，因而，剥削便采取了较全面的劳役剥削形式，就像西双版纳傣

族社会的滚很召村寨，由于其成员是从家奴转化而来，对召勐之类有

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除了承担“宣慰田”、“土司田”等等的耕

种而外，还要承担从炒菜做饭到削揩屎棍子的各种各样的劳役。西周

时期也同样存在这种较全面的劳役剥削类型，本章第一节所引述的《诗

经·豳风·七月》，笔者以为就是这种剥削类型的形象描述，其劳役既

有农业方面的耕、种、收、藏、修农具、筑场圃，又有修桑、采桑、

养蚕、纺织、染色、缝纫，还有打猎、练武、藏冰、修建等等，应有

尽有。 

第三类则是被剥削者集团整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类如春秋时之

阳樊人、棘人，他们所接受的剥削大概主要是在“田”上的耕作，提

供剩余劳动，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劳役和实物的“负担”，类如西双版纳

傣族社会中之傣勐村寨。《国语·周语上》所记仲山父谈到的被剥削者

集团大概就是这样。在这种剥削类型下，出于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劳

动一般比较集中，往往是许多劳动者同时共在一块田地上耕作，因而

场面宏大。就像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当傣勐村寨农民在“宣慰田”、

“土司田”上耕作时，人数众多而且集中，曹成章先生《傣族农奴制

和宗教婚姻》第１００页有一幅珍贵的照片，许多农民在代耕完官田

后，集中坐于田间，共同食用召勐之类“犒劳”的酒肉。这类场景，

我们在西周时期同样可以看到：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

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噫嘻》。） 

这里的场面相当大，“终三十里”，有三十里之阔（或说“里”为居民

组织单位，亦可通。［苏］Л．С．瓦西里耶夫《公元前第一千纪初中国的土地关系》在谈到

《噫嘻》诗篇时说：“‘里’字在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是表示乡里和住地，而不像后世那样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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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测量的单位。”见郝镇华主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5 页。）。“十千维耦”，耕作者达到两万。诗人的描述难免

夸张，但场面的宏大也是事实。 

《诗经·周颂·载芟》记述了类似的情形。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

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 

这里有两千农夫同时集中劳动，规模也相当大。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出现，他们当即“千耦”

所耕耘的“田”的主人、剩余劳动的攫取者，耕作之时几乎倾巢而出，

大概既是监督，又是安抚。 

“田”主人亲临耕作现场，这在《诗经·周颂·甫田》中也可以

看到：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曾孙不怒，

农夫克敏。⋯⋯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 

 

“曾孙”，《毛诗郑笺》云：“谓成王也。”不论是否成王，但可以

肯定，他是“田”的主人，带着老婆孩子，亲临耕耘现场。“馌”，《说

文》曰：“饷田也”，《尔雅》曰：“馈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杜

注曰：“野馈曰馌”。“田畯至喜”，杜注曰：“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

喜读为饎，饎，酒食也。”曾孙将酒食送予田间耕作的农夫，有如西双

版纳傣族中之实例，类似西双版纳“陇达”的田畯也同来享用。农夫

勤奋劳作，则曾孙不予责罚。最终目的，是求得“千斯仓”、“万斯箱”，

获得巨额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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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团整体被剥削者的内部关系及各类型被剥削者间的差

别 

 

如本节第一小节所述，西周时期被剥削者主要是以集团整体形式

出现的，这些集团有“族”、“宗”、“人”、“夷”、“姓”、“邑”等等，

此外，还有如《大盂鼎》、《宜侯●簋》所述，以“邦司”、“夷司王臣”

数“伯”和“人鬲”、“甿”、“庶人”数百千人同时被赐予的被剥削者，

其中至少保存着一定的集团整体的痕迹。与此相对，则有以“家”、“夫”、

“人”等单个人或个体家庭为计量单位的非集团整体的被剥削者。关

于后者，情况一般比较清晰，本文不再讨论，这里，仅就被剥削者集

团的内部结构作一些探讨。有关这些集团内部关系的资料非常少，我

们只能比照于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根据蛛丝马迹般的资料作一些讨论。 

可以看到，被剥削者集团内部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依

照笔者的理解，《国语·周语上》所述之“司民”、“司商”、“司徒”、

“司寇”、“牧”、“工”、“场”、“廪”之类，就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

首领和管理人员，他们类如西双版纳傣勐村寨的头人及其以下的“昆

悍”、“陶格”、“波板”、“昆欠”等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组织管理系

统，自我控制调节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各种事务。《左传·定公四年》

所说“职官五正”，也属于这个系列。类似的情况在金文也可以看到。

《散氏盘》在叙述参予履田人员时，列举了●方参予“履田”的人员，

以前断句多将所列十五人归入“●人有司”之内，理解为●王下属。

从文句来看，在“●人有司履田”之下，先列出了鲜且、微等四人，

此即●人有司，其下依次列出“豆人”四人，其中有“师氏”一人，

“小门人”一人，“原人”五人，其中有“司空”一人，“●人有司”

一人，此与“●人有司”相对应，足见不属“●人有司”之内，总共

“十又五夫”。除去“●人有司”四人而外，其余人员当即居住于此“田”

附近，“豆”、“原”、“●”地名见于同铭文，他们当是承担该“田”耕

作劳役的被剥削者集团的代表人物。《国语·周语上》所述仲山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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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周王不可料民，亦从另一方面证明，被剥削者集团内部有着自己

独立的自我调节和管理系统。根据本文第一章第三节对马克思、恩格

斯有关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讨论，本章第二节对西双版纳农民村寨性质

的讨论，这种被剥削者集团应当归入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范畴之内。 

西周被剥削者集团被整体地进行剥削，在社会总体的剥削关系中

处于被剥削者一极，但这并不排斥这些集团内部存在多种结构的可能

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在本质上都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但其内部

关系可能有多种类型。有些集团内部大概仍然保持较为原始的形态，

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些集团内部则已经存在着剥削与被剥

削的关系。这方面虽然资料甚少，但亦有迹象。周初大分封时，曾分

予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职官五正”当是“怀姓九宗”的

首领人物。他们似乎已经贵族化，《左传·隐公六年》记曰：“翼九宗

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后来的“职官五正”参预着社会的重

要政治活动，由此可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怀姓九宗”内部的剥削

者与统治者。当然，被剥削者集团内部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存在，

并不妨碍其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上，在社会总体关系中

处于被剥削者一极。 

具有各种不同称呼的被剥削者集团之间，肯定存在有一些差别，

这可以从资料本身看出来。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周王分鲁公、

康叔以“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而分唐叔以“怀姓九宗”，其间肯

定有差别，这里的“族”与“宗”似乎表示着地域性的差别。又例如，

《宜侯●簋》中既有赐“王人□又七生（姓）”，又有赐“□邑卅又五”，

二者同时存在，则其间当然也存在差别，这似乎可以推测为内部结构

方面的差别。“族”、“宗”、“人”、“夷”、“姓”从名称似乎就可以推断，

其整体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血族关系使其中有了相当

稳定的内部结构，使之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邑”有可能仍以

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但也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已发生变化，“邑”中成

员不再具有血族关系，就像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

稿》中所提到的农村公社，它们“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

社会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

第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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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以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的集团，在被周统治之前，或是

独立的，或统治别人，或被别人整体统治，在变为周之统治对象时，

“族”等较多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内部结构，有较强的血族关系纽带，

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了被统治者，因此其称呼带着血族关系印记。与此

相对，另有一些被征服的集团，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似乎在征服

中被不同程度地打破，故以个人计数，称之为“伯”、“甿”、“庶人”

等等，如《宜侯●簋》所述，但被剥削者中的首领人物与一般人员分

别计数，又至少带有集团整体的痕迹。这种差别形成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他们在变为周的统治对象时方式或过程不同。《逸周书·世俘解》

记载说，武王攻克商都之后，向武王臣服者有 652国，而被用武力灭

国的仅有 99国。“族”等集团可能经历了较温和的过程，因而仍保留

了其内部结构，而《宜侯●簋》所见以个人计数的被剥削者，则可能

是被武力征服后的产物，其原有的组织与结构至少暂时或形式上被打

破了。至于作为被剥削者集团的“邑”，则大概是从较早就变为被统治、

被剥削者的“族”之类演化而来，它既有“族”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特

征，但又有了自己新的独特的内容。 

首先，“邑”中的被剥削者已经被相对稳定地束缚于一定的地区内

或一定的土地上，这从“邑”字带有地域性的“□”组成部分可以看

出。因此，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不像对“族”之类那样，只是作为人

的集合体予以整体统治，而且也可以表述为对某地的统治，因为“邑”

名是地名。当然，对“邑”的统治虽然可以看作对某地的统治，但其

核心内容仍然是作为劳动者的人本身。一，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对“邑”

的度量依据并非土地，而是“室”，这是对劳动者人身的计量单位。二，

“邑”没有很明确的土地界限，一般记载只是指明其中心居住区而已。 

其次，统治者对“邑”这一被剥削者集团内部情况似乎已有相当

程度的把握，而不像《国语·周语上》所记那样不甚了了，这集中表

现在对“邑”中户口的掌握上。文献中可见如下记载：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长》。） 

 

（鲁）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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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统治者对“邑”中户口的了解已相当详细，

与此相应，当然就有统治者派出的直接监督和控制“邑”的官员，即

“邑宰”，如《论语·雍也》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由春秋上

推西周，作为被剥削者集团的“邑”大概也被统治者、剥削者实行着

类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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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集团整体剥削关系形成的条件 

 

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西周时期集团整体剥削关系也是

一定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条件可以简述如下。 

１．人口稀少。 

西周及其以前，人口稀少，这种状况似乎到战国才有较大改变。

李亚农先生曾作过推测，周灭殷牧野之战时有戎车 300乘，一乘战车

须配备步卒和甲士 72人，若此为动员全国成年男子，则全部人口不过

六七万人。《左传·闵公二年》关于卫国的记载似可作为旁证，鲁闵公

二年，卫为狄人所败，复国之时，“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卫在康叔受封建国时是头等大国，又经过三

四百年生育繁衍，而一旦败绩，就只剩下男女 734人，25年后才恢复

到革车 300乘，此时人口大约也只有 5万人（李亚农：《西周与东周》，《李亚

农史论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６６８～６７１页。）。而被周所征服

的国族似乎人口也很少。《逸周书·世俘解》记述曰：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

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许倬云先生在屈万里先生研究基础上，据此作了推测：《世俘解》

之“亿”为十万，“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中之“十万”为“七

万”之误，武王伐国九十九，馘磨和俘人共４８７８０９人，平均每

国不到 5000 人（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稀少的人口，导致剥削的基本依据只能是劳动者人身，因此，剥削与

被剥削关系的确立首先取决于对被剥削者人身控制关系的确立。 

２．土地广阔。 

 

相对过于稀少的人口来说，土地则十分广阔，有着大片的荒地，

人们往往舍弃旧耕地，迁徙它处另辟新耕地。西周时是这样，春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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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样，文献记载十分多： 

 

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

斩之蓬蒿藜藋，⋯⋯（《左传·昭公十六年》。） 

 

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

传·昭公十二年》。） 

 

（姜戎驹支）对曰：昔⋯⋯惠公⋯⋯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左传·襄公十四年》。） 

 

楚三意［四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墨子·耕柱》。） 

 

宋郑之间有隙地（杜注：“隙地，闲田。”）焉⋯⋯（《左传·哀公十二

年》。） 

 

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左传·昭公十八年》。）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冬，多麋”（《春秋·庄公十七年》。）的记载，杜预

注曰：“周之冬，夏之秋也，麋多则害五稼，故以灾书。”麋既然多到

可以害稼的地步，灾重到使《春秋》都记上一笔的地步，可见离耕地

不很远就有麋借以生存的大片荒地。 

人少地多，荒地比比皆是，再加上统治者政权的分散，控制了土

地并不足以控制被剥削劳动者，而控制不了被剥削者，则无法实现剥

削，因此，土地并不足以成为实现剥削的主要依据。 

３．武力征服。 

周以小灭大，从偏西一隅而统治广大地域，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实

现的，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康昭南伐，大概可以说是周武力征服的

三个主要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两种基本的统治与剥削方式。

一是不变动被统治者的任何原有组织结构，只征收劳役或实物的剥削

即可。另一种方式就是采取武装殖民的方式，将周族人员分散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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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建立一些新的国家，直接统治一部分被剥削者集团，同时对前一

种类型的被剥削者集团予以威摄。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再加上“褒封

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封尚父于营丘”（《史记·周本纪》。）

之类对异姓的分封，便形成了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在两种基本的统治

与剥削形式之中，前者占多数。《逸周书·世俘解》述武王战功曰：“服

国六百五十有二”，《史记·陈杞世家》记曰：“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

人”，《吕氏春秋·观世》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可见，

周初被征服之“国”大约接近千国，而实际分封诸侯国则较少。《左传·昭

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姬姓独占五十三人。”相对于“服国”近千，封国仅七十一，其中异姓

诸侯则仅十八国，足见绝大部分异姓国族集体地变成了被统治、被剥

削者。 

不仅如此，周由于本身人口不多，派出殖民人员也并不多，在各

殖民点，周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保持着距离，即使同居住于一城之内，

依然各成系统。例如鲁，朱凤翰先生研究了曲阜鲁国故城之三处西周

墓地，指出，鲁故城内周人与土著聚族而葬，墓制、葬俗及随葬物等

方面的差异表现出周人与土著都还各自保存着自己一些独特的生活习

俗，同时说明，周人家族的主要成员是贵族武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

位，而土著居民社会地位远低于周人，是封土内的二等公民（朱凤翰：《商

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５页。）。在各诸侯国内，

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同化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得以完成的，它大

致可以说完成于战国。 

真正全面的征服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才能完成的事，周人的武力

征服，急切之中无法在实际上改变被征服者的文化，也无法改变其原

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聪明而实际的做法，就是承认这种现实，因此，

在人身控制为实现剥削首要前提的条件下，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

削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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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周土地制度 

 

搞清楚了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水到渠成，土地制度便一目了然了。 

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舍弃各种次要的经济关系，就主

要的基本的生产关系而言，其表现为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周王、诸

侯、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一方面则是集团整体承受剥削的“族”、“宗”

等被剥削集团，前者获得剩余劳动，后者提供剩余劳动。剥削实现的

基本或主要依据是周王等贵族对“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

人身控制，劳役剥削成为基本的剥削形态。当然，周王等剥削者对“族”、

“宗”等被剥削者集团的控制和剥削并非千篇一律，而是表现出一定

的层次差别。《诗经·豳风·七月》表现的是一个层次，剥削者对被剥

削者集团的控制似乎比较严密，被剥削者所承受的劳役剥削是多方面、

多种类的，从各种农作劳役到各种家内劳役，应有尽有，类如近代西

双版纳傣族社会的“滚很召”村寨。《左传》所述之阳樊人、棘人，《散

氏盘》所述之豆人、小门人、原人，《五祀卫鼎》所述之荆人、井(邢)

人，表现的似乎是另一个层次，周王等剥削者对这些集团的控制似乎

稍弱，它们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大概类如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

傣勐村寨。他们所承受的劳役剥削大概比较单纯，除了公共事务性质

的劳役而外，主要就是在各级贵族的“田”上进行农作，为剥削者创

造剩余产品。不管这些被剥削者集团承受怎样的控制与剥削，他们保

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自我调控机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

公社。 

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土地的

实际占有分为两个部分。贵族直接占有、控制的土地即“田”是少数，

这从金文资料中赏赐、交割“田”数量不多、面积不大可以看出，然

而，这些土地却是“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实现剩余劳动的所在。

大部分土地则为被剥削者集团直接占有，由于耕作方式仍然以不同周

期的撂荒制为基本形态，被剥削者集团所占有的耕地与荒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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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田”以外的所有土地都是被剥削者集团可以开发利用的

对象，用以实现其必要劳动。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制度也由两个层次

所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范围只是

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各种类型的“田”，它们的存在一

般为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所规定。这一层次土地制度所涉及的土地，

是贵族剥削“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得以实现

的中介，因而具有较鲜明的所有制色彩。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

止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相应，这一层次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

并不涉及全部的耕地，“族”、“宗”等自行控制、调节的用以实现必要

劳动的土地，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之下。第二个层次则是被

剥削者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被剥削者集团所

控制的土地，一般不具有法定形态，而以习惯的形式存在。它有两方

面内容，一是被剥削者集团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它是各被剥削者

集团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一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

用方式，它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

层次显然不能同等而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

那么，其基本内容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

到被剥削者集团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

们的主要对象。而且，在西周时期，由于人少地多，由于荒地的大量

存在，与近代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一样，被剥削者可以用来实现必要劳

动的土地几乎处于无限制状态之中，因而被剥削者之间在土地上的排

他性相对较弱，与此相应，需要以土地作为实现中介的社会经济关系

也相对较弱，这就导致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以相对弱化的形态

存在。在性质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公社成员间的

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直接方式实现的，即直接的经济交往，以耕地为

中介而发生的间接经济关系相对较弱。就主要方面而言，是公社成员

在公社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决定了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类型的平等

分配和使用土地的方式，也即一定的土地制度，而并非是由土地的这

种特定分配、使用方式，也即土地制度，决定了公社成员之间特定的

社会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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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周耕作制度 

 

在土地制度研究中，耕作制度是必须研究的一项内容，其理由有

二。一、所谓土地制度是关于土地的各方面制度，其中必须包含属于

社会关系的内容，这是以前研究中被人们较多关注过的部分，但也必

须包括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这部分属于生产力范畴，就中国古

代农耕社会来说，其基本内容就是耕作制度。二、尽管生产关系可以

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可能发展的上下

限被生产力发展水平严格限定，因此，研究耕作制度，也有助于研究

属于社会关系方面的土地制度。 

研究西周耕作制度，除了其内容为土地制度研究所必须包含而外，

比较准确地把握耕作技术水平，也有利于把握西周的土地使用方式，

从而可以较好地了解这个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具体形态。有关西周耕作

制度方面的资料极为有限，主要集中于《诗经》（《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篇

章成于春秋时期，鉴于春秋与西周相连，且耕作制度方面二者距离不会太大，为使讨论简明，

本节暂将其中有关耕作制度的内容统统看为西周时期的反映，不再一一辨析讨论。），本节

除了利用《诗经》等文献而外，还必须再借助于民族学方面的资料，

以此作为参照对象（本节研究参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

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

稿》(农业出版社 1989年版)，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

社 1987年版)，非直接引用部分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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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所见西周耕作制度 

 

《诗经》所见与耕作制度有关内容似乎可以归纳为如下一些。 

１．菑、新、畬。 

在《诗经》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菑、新、畬的叙述：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诗经·周颂·臣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经·小雅·采芑》。） 

 

不耕获，不菑畬。（《周易·无妄》。） 

 

《毛传》注《臣工》曰：“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畬。”《尔雅·释

地》相同，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与此相异，

《礼记·坊记》引上述《周易》文句，郑玄注曰：“田，一岁曰菑，二

岁曰畬，三岁曰新田。” 

菑、新、畬如何解释，这也是先秦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如下一些： 

（１）清人黄以周认为：菑、新、畬为“再易之田”上的三个耕

作过程，第一年除去树根杂草为菑，第二年翻地使土壤解散为新，第

三年下种收获为畬（黄以周：《儆季杂著·群经说·释菑》。）。 

（２）刘师培曰：“一岁曰菑，即三岁之中仅有一岁可耕也。”“二

岁曰新，即言三岁之中仅有二岁可耕也。”“三岁曰畬，即言三岁之中

每岁皆可耕也。”（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卷五《田制原始论》。） 

（３）徐中舒先生说：“根据欧洲村公社的三田制，我们假定西周

村公社全部可耕之地也是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其田菑为休耕的田，

新为休耕后新耕的田，畬为休耕后连续耕种的田，⋯⋯第一年如此，

第二年仍耕这三部分田，不过其中菑、新、畬已转为新、畬、菑。同

例，第三年又转为畬、菑、新。”（徐中舒：《试论周代的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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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 2期。） 

（４）杨宽先生认为：“菑田、新田、畬田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三种

垦种不同年数的农田。”“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叫菑田，第二年已能种

植的田叫新田，第三年耕种的田叫畬田。”（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１２、２１页） 

（５）张政烺先生认为：殷周“开荒，大约分三个阶段，须三年

完成，即周人所谓菑、畬、新田，菑才耕，畬火耕，最后作疆畎，聚

埒亩，成为新田。”（转引自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14页。） 

（６）郭文韬先生说：“菑是垦耕第一年的田；新田是垦耕后第二

年的田；畬是垦后第三年的田。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对土地的利用，

一般不超过三年，在连续耕种三、二年之后，就弃耕撂荒，而易地耕

种。当时的撂荒是长期的和不定期的。”（郭文韬：《中国古代农作制之史的考察》，

《中国农报》１９６３年第９期。） 

（７）石声汉先生主张：菑、新、畬是三类不同的撩荒地：“一类

是刚收过一料，旧茬还在地里，称为菑（茬的古写法）；一类旧茬已被

卷土重来的天然植被吞没了，正在复壮过程中，称为畬（意为肥力在

蓄积中）；还有一类，是现在已经长出小灌木（以‘亲’——即榛作为

代表）来，需要用斧子（斤）来砍掉，作为垦辟对象的新田（新字的

构成，就是用斤伐亲‘榛’，也就是新鲜，未经用过等意义）。”（见马宗

申《略论“菑新畬”和它所代表的农作制》，《中国农史》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８）陈振中先生认为：菑、新、畬“是西周开荒治田过程中分

三年进行的三个工序：第一年砍伐林木，放火烧荒，或翻草入土，进

行初耕，这叫菑田。垦荒后第二年的田，可以试播一些作物，一般是

撒播缦种，粗放耕作，这叫新田。经过两年的垦种，土质‘舒缓’，到

第三年做成疆畎，有沟有垄，能排能灌，这叫畬田。”（陈振中：《青铜生产

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３１６页。） 

以上诸解归纳起来有三类。一、轮耕。如黄以周、徐中舒。二、

性质不同的三类土地。如刘师培、石声汉。三、开垦时间不同的三种

荒地。如杨宽、张政烺、郭文韬、陈振中。笔者倾向于将菑、新、畬

与荒地联系起来的看法。为使讨论比较集中，这里不想过份纠缠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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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畬三种田具体含义的讨论，只想说明，这三种田与垦荒、抛荒密

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三种土地类型是撂荒耕作制的反映。菑，《说文》

曰：“不耕田也。”徐锴注曰：“田不耕则艸塞之。”孙炎注《尔雅》云：

“菑，始灾杀其草木也。”《诗经·大雅·皇矣》孔疏引《韩诗》曰：

“反草也。”郭璞注《尔雅》曰：“反草曰菑。”清人黄以周说：“菑字

从艸●田会意，●者灾也，以烧薙杀草为本义，⋯⋯以耕田反草为后

义，郑笺《良耜》，读俶载为炽菑，云‘农以利善之耜炽菑南亩’，是

也。”（黄以周：《儆季杂著·群经说·释菑》。）以上解释互有差别，但统一之处

在于，菑与荒地有关，作为名词，是指一种荒地，或生荒地，或抛荒

地，作为动词，则是指开荒除草垦田。新，虽然以后有许多衍申意思，

但其本义如《说文》所曰：“新，取木也，从斤，新声。”《段注》曰：

“取木者，新之本义，引申之为凡始基之称。”取木与田相连，则为开

荒无疑，即使按引申义，作开始讲，也是新开垦土地。畬，《说文》曰：

“畬，三岁治田也。⋯⋯从田，余声。”孙炎曰：“畬，和也，田舒缓

也。”（郝懿行：《尔雅义疏》引。）郝懿行又予以详细解释：“畬，田和柔也。⋯⋯

盖治田三岁，则陈根悉拔，土脉膏肥。”（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解释

将其视为开垦已三年之耕地。但另外还有一些解释，直接将其看作刀

耕火种（动词）或使用刀耕火种方法的土地（名词）。《广韵·麻韵》

曰：“畬，烧榛种田。”《集韵·麻韵》曰：“畬，火种也。”宋范成大《劳

畬耕诗序》曰：“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

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不管采取哪一种

解释，都与荒地有关，或为生荒地，或为抛荒地（某种意义上也可包

含休耕地），只是开垦时间长短稍有差别而已。可见，菑、新、畬所反

映的耕作制度，是某种类型的撂荒制。这个结论，还可以得到其他方

面的一些旁证，后面讨论中还将谈到。 

２．火耕。 

《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火耕的痕迹。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诗经·大雅·棫朴》。）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诗经·大雅·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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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诗经·小雅·正月》。） 

 

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诗经·小

雅·大田》。） 

 

茂密的树林，人们砍下来焚烧，以开垦耕地，就连去除虫害的工

作，也委之以烈火。周人砍伐的对象多是棫、柞之类，这些小灌木便

于砍伐，在铁器尚未使用之前，这点十分重要。同时，这种土地又属

林地，开垦之后一般草荒较轻，对于农作十分有利，而且火烧灰对于

增加土壤肥力也具有重要意义。火耕与开荒密切相关，它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３．除草。 

《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除草的叙述： 

 

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诗经·小雅·大田》。）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毛

传》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郑玄注曰：“将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气烝达而和耕之，

则泽泽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这里的除草既可看作休闲地的耕作，也可以理解为抛荒地

或生荒地的开垦，因为其所除者不仅有草，还有木。）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诗经·周颂·良耜》。

薅，《说文》曰：“拔去田草也。”） 

 

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诗经·周颂·载芟》。《毛传》曰：“麃，耘也。”郭璞

注曰：“芸不息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麃，芸也。《说文》作穮，音同，云：‘穮，耨

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间也。’”）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诗经·小雅·甫田》。《毛传》：“耘，除草也；耔，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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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 

 

若农之服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飨

之，人而获饥，云谁哀之。（《逸周书·大开》。） 

 

除草成为耕作的重要一环，除草工作的繁重，也从另一角度说明

现耕地与荒地（生荒地、抛荒地或休耕荒地）有一定联系。即使人们

在想方设法除草，但草患依然严重。因为，在由荒地转化为耕地时，

草害是必然遗留的问题，而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解决草害问题，又

有很大局限性，“火耕水耨”只能解决杂草的地面部分，地下根株并未

清除，适当时机又会萌发，必须以耒耜“耕田反草”，但其效率又非常

低下，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在耕田基本工具为耒耜，施肥、灌

溉等耕作技术尚未系统形成时，撂荒制、草荒、火耕等等都是必然相

伴的现象，只有在经过战国铁犁牛耕的普及之后，一次深耕便可完成

耕田和反草两道工序，草荒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加上其他技术

进步，连作制方才得以形成。 

４．耦耕。 

先秦“耦耕”曾是人们相当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诗经》等文献中

有许多记述。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噫嘻》。）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 

 

兴弹相庸，耦耕俱耘。（《逸周书·大聚》。） 

 

 

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

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左传·昭公十六年》。） 

 

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国语·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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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沮、桀溺耦而耕，⋯⋯耰而不辍。（《论语·微子》。） 

 

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吕氏春秋·季冬纪》。） 

 

关于耦耕，以前也曾众说纷纭，有各种解释。或曰为两人并肩，

各执一耜，同时插入土中，同时用力发土；或曰耒耜即犁，耦耕为一

人扶犁，一人在前拉犁；或曰为耜上系绳，两人相向而立，一人推耜

入土，一人用力拉绳发土；等等。通过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搞清

楚了耦耕具体内容。原始农业最早使用的掘土工具是尖头木棒，安装

脚踏小横木之后，便演化为耒耜形工具，这种工具的困难不在入土，

而在发土，特别是草根缠绕的荒地。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并耕，数

人并排踏耒入土，同时发土，就可以将较大土块翻起来。“如门巴族人

使用青杠杈翻地时，通常就是各持一杈，同时刺地发土，对面两个帮

忙的妇女手执木锄将土块打碎、磨平。”“十九世纪仍然使用‘乌迪亚’

翻地的巴布亚人，也是两三个或更多的男子站在一排，把削尖的‘乌

迪亚’深深地插在地里，大伙同时用力，一下子便能翻起一大块来。”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 1987年版，第３４～３５

页。）耦耕是开荒的有利武器，因而《左传·昭公十六年》、《国语·吴

语》谈到耦耕时，都指出其为开荒所用。战国以后，铁犁牛耕逐渐普

及，耒耜耦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５．灌溉。 

 

《诗经》中涉及农田灌溉的记载也有一些。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风·泽陂》。）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诗经·小雅·白华》。）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诗经·大雅·泂酌》。《毛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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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清也。”孔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则溉亦是洗名。下《传》云：‘溉，清

也。’谓洗之使清洁，皆是洗器之名也。”这些均将濯溉同解，以为清洗。但“溉”亦有另解，

即灌溉之义，如《说文》曰：“溉⋯⋯一曰灌注也。”笔者以为后解亦通，姑列于此。） 

 

但是，在战国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之前，我国的水利事业基本上

是防止水患，《诗经》中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述：“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诗经·周南·汝坟》。《毛传》：“汝，水名也；坟，大防也。”）“防有鹊巢，邛有旨

苕。”（《诗经·陈风·鹊巢》。）坟、防，都是防御水患的简单堤防工程。与

此同时，绝大部分农田依然须靠天吃饭，这同样在《诗经》中有反映，

如《小雅·甫田》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曹风·下泉》曰：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兴雨祈祈，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等等，人们对雨水的祈求和依赖仍然很强，中

国灌溉水利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战国。 

６．施肥。 

《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萌芽状态的施肥知识：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诗经·周颂·良耜》。）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腐烂的荼蓼等杂草可以使黍稷生长得更茂盛，

这可以说是绿肥的起源，但显然，明确的施肥知识当时人们还不具备，

有关农田施肥的明确记载，应当说出现于战国时期，而这是与连种制

联系在一起的。 

７．亩。 

《诗经》中有关“亩”的记载相当多：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载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良耜》。）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诗经·小雅·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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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诗经·小雅·大田》。）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小雅·信南山》。） 

 

如本章第一节所讨论，西周时亩大概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训

为垄，如《国语·周语下》韦注曰：“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

《庄子·让王》司马彪注曰：“垄上曰亩。”这是表示某种农田结构形

式，偏于农业技术。一表示确定地积，偏于农业经济，如《贤簋》所

述之“百亩粮”。当然，西周时是否已经产生作为地积单位的亩，还需

要继续推敲。一般来说，作为垄的亩远早于作为地积的亩，其内容主

要是选择耕地后在作物布局方面的考虑与建设，并以亩的形式确定下

来，包括诸如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等。这在《诗经·大

雅·公刘》就有表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

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左传·成公二年》则有

更清楚的描述，该年晋败齐，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齐臣宾媚

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

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

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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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周耕作水平评估 

 

根据上述讨论，结合民族学资料，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西周时

期的耕作水平作出一个大致的评估，这对于我们研究土地使用方式、

生产关系在土地上的反映以及土地制度均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耕作方式从早期农业到成熟农业大概经历了从撂荒制

到连作制的演化。撂荒制又有两个基本类型。一是生荒耕作制（本小节

所使用“生荒耕作制”、“熟荒耕作制”、“刀耕农业”、“锄耕农业”等概念及解释均依据李根

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一章第二节，农业出版社 1987年版。），即

在一块新垦地上耕种一年后抛荒若干年，抛荒期长短取决于林木重新

长成的年限、人地比例等因素，有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等不同时间。

这种耕作类型下的工具主要是刀斧和用于点种的竹、木棒，技术重点

在林木的砍伐，人们过着较频繁的迁徙生活，它可以称之为“刀耕农

业”。一是熟荒耕作制，即在一新垦地上连续耕作若干年后抛荒若干年，

然后再进行开垦。这种耕作类型中已经使用耒、耜、锄等翻土工具和

除草工具，技术重点是土地的加工，人们也已相对定居，它可以称之

为“锄耕农业”。连作制则是在同一块田地上连年耕作，这是自铁犁牛

耕及施肥技术形成以后直至今天普遍被采用的耕作方式。处于这两种

耕作制之间的是休闲制，它是在熟荒耕作制的基础上，为了恢复地力

而实行的周期更短、更有次序的轮种轮休，某种意义上仍可归入熟荒

耕作制之中，其典型如欧洲中世纪的三田制。 

那么，西周的耕作方式究竟在这个演化序列中处于何种位置呢？

从火耕的存在和菑、新、畬制度的实行，首先可以从大的方面作出推

断，撂荒制始终是西周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 

火耕在我国历史久远，史料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左传·昭

公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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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礼记·祭法》。） 

 

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穑，树艺

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 

 

“烈山氏”名称本身，就表现出了火耕。在卜辞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许多“卜焚”、“贞烧”的记载。在此后的《周礼》中，也有关于

火耕的记载：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

如之。（《周礼·夏官·司爟》。） 

 

直至汉代，在一些地方仍采用火耕：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 

 

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盐铁论·通有》。） 

 

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汉书·武帝纪》。） 

 

凡是在需要对付繁茂林木杂草时，特别是在开荒等情况下，火是

首选武器之一，唐宋以后南方山区“畬田”即用火耕法，蒲松龄也说：

“垦荒，先纵火烧草，然后深耕。”（蒲松龄：《农蚕经》。）笔者本人在５０

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也曾跟随父亲进行过火耕，深知其对付林木杂草之

方便有效，火耕后土地肥力也大大超过一般田地。既然常用火耕，则

开荒是经常性的工作，而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则抛荒也是经常性的

了，菑、新、畬等与荒地相联系的不同类型土地之存在正好是一个旁

注，而《诗经》所见有关耕作制度的其他内容也就很好理解了。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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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除草当然是农田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新开荒地岂有杂

草不多之理。耦耕就更显得必要，因为对于树根草根缠绕盘结的荒地

来说，以类如尖头木棒的耒耜翻土，只有协力发土，方能成功，商之

“●田”，周之“耦耕”，都是这种耕作制度下的必然产物。灌溉还很

少，施肥仅处于萌芽状态，也与此相适应，且互为因果。 

在撂荒制这个大范围之中，西周主要的耕作方式又处于哪个阶段

呢？这可以从当时广泛使用的工具进行推断。 

《诗经》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与土地加工有关的工具是耜。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诗经·豳风·七月》。）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诗经·小雅·大田》。）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载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良耜》。） 

 

 

耜属掘土工具。另外还有钱、镈。 

 

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诗经·周颂·臣工》。）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诗经·周颂·良耜》。） 

 

一般认为，钱为铲或锹类工具。这样的工具似乎既可用以掘土，

又可用以除草，只看操作方式，直插起土，则可掘土，类似耜，贴平

地面前推，则可铲土或除草。镈，《毛传》曰：“镈，耨。”属于锄草类

工具。这些工具的广泛使用，说明西周时期对土地的加工已相当普遍，

田间除草亦是经常性农业生产工作，因此，这时就大多数情况而言，

当已经脱离了生荒耕作阶段，实行熟荒耕作制与休闲制。当然，这并

不是完全排除生荒耕作制，因为根据民族学资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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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砍烧当年产量而言，刀砍火耕的火山地产量高于牛犁地，牛犁

地又高于手挖地，且所花劳力较少，因此至今仍有不少人留恋火山地，

只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林地资源的被破坏，这种方式才不得不向熟荒

耕作制、休闲制以至连作制过渡。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一个方面，显然还有超出撂荒制耕作方式的

另一个方面。《诗经·小雅·白华》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

《毛传》解为“流貌”，但似解为水名更好。《水经注·渭水》曰：“鄗

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滮池水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太平

寰宇记·关西道一·雍州》曰：“滮池水，亦谓圣女泉，又曰高都水。”

其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在黄土高原地区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并进行

农田灌溉，则标志着连作制可能已经产生，因为此地属半干旱地区，

水源较缺，水利设施建设亦不易，人们不可能将已建好灌溉系统的农

田再轻易抛荒。而萌芽状态的施肥技术，可能也已经为连作制创造了

一定条件。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

即：西周时期的耕作方式是多类型的，有属于撂荒制的，也有属于连

作制的，但主要方面是属于撂荒制。在撂荒制之中，由于人口、迁徙、

地区差异等因素，在有条件的地区，生荒耕作制大概一定会存在，因

为它费力少而收获多。但主导的方面，是处于生荒耕作制与连作制之

间的熟荒耕作制和休闲制。随着春秋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与发展，再

加上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较为普遍的连作制便成为必然。 

对于耕作方式不同的土地，由于人们的使用方式不同，占有方式

也就不同，在土地上所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强度和形态也就不同，

这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实例。例如在哈尼族、景颇族等民

族那里，耕作方式为撂荒制的旱地归村社共有，村社成员可根据自己

生产的需要，采用“号地”等方式占用土地，然后报告山官，得到同

意即可开始耕种，休耕抛荒之后土地复归公有，但实行连作制的水田

则归私人，可以长期占有，并世代承袭，或可买卖或不能买卖（宋恩常

等：《金平县一区马鹿塘哈尼族社会调查》，《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１６７页。）。如本文第一章第

一节所述，占有以使用为前提，当一定的物不被使用时，人对其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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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在私有制观念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一定的物

如果不被使用、或至少不具有潜在的被使用之可能性，对该物的占有

至多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哈尼等民族中两类土地占有方式的不同由

耕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得到直接的说明，采用撂荒制的土地，耕作方式

本身就决定了对它的使用只能是间歇的，其间隔可能数年，也可能数

十年，因而，人们对这些土地的占有只能是以比较弱化的、不稳定的

形式出现，而采用连作制的土地，耕作方式决定了对这些土地的使用

是连续的，从而占有也是连续的、相对强化和稳定的。 

类比于此，关于西周社会的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土地制度，从耕作

方式方面似也可作出一些推测，即：由被剥削者集团、也即公社所控

制的土地较多采用撂荒制及休闲制，公社通过自己的自我调控机制，

在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实际使用中，对土地占有方式进行控制和调节；

而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之类，大概较多采用连作制，

这些土地使用连续，因而可以实现较稳定、强化的占有，剥削者可以

通过这些土地，比较稳定、持续地实现剥削。剥削者只能以人身控制

作为实现剥削的首要和主要的前提，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实行撂荒

制的土地来说，剥削者对其之占有、所有以至据此来进行剥削，在实

际操作方面具有很大困难，不如对被剥削者人身的直接控制方便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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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西周后期，由于被剥削者集团本身的逐渐瓦解，以周宣王“料民

太原”为标志，旧的剥削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旧的土地制度已经不

能维持下去了，新的剥削方式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新土地制度之形成便

成为必然，而新关系与新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

发生的经济方面的变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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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仲、《周礼》与书社 

 

宋代学者魏了翁说：“井田一变于宣王之料民，再变于齐桓之内政，

大坏于渠梁、商鞅之决裂阡陌，周人以厉、宣、幽、平并称，其有以

夫！”（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如果我们将其所谓“井田”一

词换成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那么他的叙述可以说相当准确，宣

王料民、管仲改革、商鞅变法标志了两周社会经济变革的三个重要阶

段，是两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三大事件。研究春秋时期的经济变革，

管仲改革是首先应当谈到的内容。另外，在笔者看来，先秦文献中的

重要典籍《周礼》、先秦重要社会组织“书社”，都与管仲改革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下面，试分别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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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仲经济变革内容 

 

对于管仲的经济变革，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仅有《国语·齐语》和

《管子》。《管子》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叶适《水心集》曰：“《管子》

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话。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

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有《王兵》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

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２期。），其文字错见于《管子》

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诸篇，相比之下，《王兵》是一

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出经过割裂拼凑的痕

迹。该墓竹简的书写年代，有人考证至少在汉文帝即位（公元前１７

９年）之前（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１９７４年第

２期。），因而，《王兵》与同墓出土之《田法》、《库法》、《市法》等十

三篇，当是战国时齐人作品，而《管子》则可能与这类文章有关。由

此，亦可见《管子》成书之复杂。笔者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尽

管包含不少春秋时代的史实，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

战国社会实际，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据。《国语·齐语》的

记载学者多以为比较可靠，本文试图仅仅依据《齐语》来分析管仲经

济变革的具体内容。 

管仲的经济变革，据《齐语》，其主要内容为“参其国而伍其鄙，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山泽各致其时，⋯⋯陆阜

陵墐，井田畴均”。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社会基层劳动者靠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 

管仲依国、鄙分别予以编制：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

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

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

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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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

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国语·齐语》。）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对鄙民的编制是历史上的一种新

现象；其次，对国人的编制是随国人地位下降而实行的一种改革措施。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多以“族”（包括“族”、“宗”、“人”、

“夷”、“姓”等）为单位整体施以剥削，对其内部活动一般不加干预，

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也是不甚了了。到周宣王时，由于王师败绩于姜戎，

需要扩大财源和兵源，才有所谓“料民”之举（《国语·周语上》。）。随着

劳动者对土地附着程度的提高，被统治者又多以“邑”（包括“里”、

“采”等）为单位被整体剥削。“邑”被相对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

统治者对其内部情况有了较多了解，也开始实际干预其内部活动，但

这种邑毕竟是自然产生的，并非统治者强力编制而成，故其中户数不

定，它与管仲变革时编制三十家而成的“邑”名同而实质迥异。随着

自然形成的“族”、“邑”的逐渐瓦解，随着旧有的对“族”、“邑”的

剥削难以为继，针对此现实，才有了管仲对鄙民的强制编制，这是一

种全新的统治措施。如果说西周时期的“族”、“邑”之类属于前资本

主义公社，那么管仲以行政手段将三十家编制成的“邑”只能是一种

基层行政组织，其经济职能只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本身并不具有自

我调控机制，因而不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之内。 

关于国人，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

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叙，此不赘述。到春秋时期，国人地位逐渐下降，

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齐国国人地位的这

种变化，与其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如果依据李亚农先生的

分析，周灭殷时周族总人口大概不过六七万，分到一国，像鲁这样的

重要国家，顶多不过二三千人。由此可见，周初各诸侯国国人数量并

不多，即使考虑到齐国非姬姓，其国人数量大大多于姬姓封国，将这

个数字再扩大几倍，其总数也不过万人上下。而到管仲变革时，制国

为二十一乡，一乡二千家，以战国时一家五口计之，则共有国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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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人，何况当时一家并不止五人，有“十口之家”、“百口之家”，其

总数必定超过二十一万，这比开国之初至少增加了数十倍。国人中除

少数事工商者可以自给外，士之十五乡皆“使就闲燕”，不事生产，他

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的

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其经济状况必然下降，而国家

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必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因此必须有严密的

强制编制，“勿使杂处”，以使其“安心”、“不见异物而迁”，并“令勿

使迁徙”（《国语·齐语》。），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变革。自此而后，各国

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到战国时，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

灭。 

２．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齐语》记管仲治鄙政策之一为： 

 

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国语·齐语》。） 

 

对这条政策，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字面上看。“陆阜陵墐”，韦昭注曰：“高平曰陆；大陆曰

阜；大阜曰陵；墐，沟上之道也。”《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

“高平谓土地丰正，名为陆；土地高大名为阜；最大名为陵”。此处陆、

阜、陵显然指三种土地类型，陆既然指土地丰正者，可见为良田，阜、

陵虽较差，当也是可耕地。墐为道路，与陆、阜、陵非同类词，此处

当作动词讲，即布道路于陆、阜、陵之上。这种广泛布置的道路，显

然与田界有关，即为一种界道合一的新设施。商鞅变法时所设阡陌系

统即系界道合一，“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

顷，一阡道，道广三步。”（秦《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出

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本文第

四章将对此进行讨论，阡道、陌道既为田界，又是道路，商鞅设置的

这种界道合一体，是为实行授田制服务的。而管仲的广布道路，显然

也与授田制的推行有密切关系。“井田畴均”，韦昭注曰：“九夫为井，

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均，平也。”此注不甚允当。“田”，

《说文》曰“树谷曰田”，《释名·释地》曰“已耕者曰田”，《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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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地也”，《广雅·释地》曰“土也”。“畴”，《说文》曰“耕治之田

也”，《一切经音义》曰“耕地也”，《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曰“美

田曰畴”。此处田畴实为同义语，均为耕地或土地之意。“井”字，一

般以《孟子》或《周礼》来套解，释为九小块组成一大块的土地。对

此种看法，笔者以为是不正确的。（关于《孟子》、《周礼》“井田”言论之剖析，

“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真正含义，本文第五章将有详细讨论，请参照。）以井

述田，实际上仅取其一定方块的田土形似井状之意，并不包含九小块

的内容在内。“井田畴均”之井当作动词讲，即平均划分田畴如井状的

小方块。先秦文献中许多包含“井”字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来

解都显得更为妥当，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周礼·小

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野”，《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均为动

宾结构。综括上述，管仲这条政策从字面上看，即在各类田地里广布

道路，平均地划分为一定的小方块，从而使民“不憾”，这显然是对被

剥削者“民”实行授田制度。 

其次，从历史背景上看。关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本文第二章

已经作了讨论，它由两个层次组成。社会主要的剥削形式是对被剥削

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剥削关系终止于“族”、“邑”之类集团，其间作

为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土地仅只是“田”，这些土地用以实现“族”、

“邑”集团的剩余劳动，剥削者仅只关心这一部分土地。至于被剥削

者实现必要劳动的田土，则由“族”、“邑”内部自行调节与组织，剥

削者并不干预。管仲经济变革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

用的土地，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不憾”，显然，国家对一

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不再经过具有自调节功能的

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公社调节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

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这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再次，从同时实行的其他变革来看。根据《齐语》，与此有关的变

革还有两项，一为“相地而衰征”，一为“山泽各致其时”、“泽立三虞，

山立三衡”。前一项基本内容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并根据土地肥

瘠决定剥削量，这里，剥削的依据已经开始显示出从人身向土地过渡

的痕迹，即将一定量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人身联系、等同起来，这

种剥削显然要以国家授田作为基本前提。关于后一项，既然称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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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三虞、三衡以前还没有，为管仲变革时所新设立。这里的山泽实

际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对这些土地，以前剥削者并不加以

管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由于主

要的耕作方式是间隔时间不等的撂荒制，大量荒地为农耕所必需，故

这些荒地实际上为各被剥削村社实际使用并占有。管仲变革时特意设

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定时开放，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将被剥

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上。 

 

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管仲的“陆阜陵墐，井田畴均”，

实即国家对被剥削者实行授田制度。 

３．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 

《齐语》记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为： 

 

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 

 

韦昭注曰：“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

征赋之轻重也。”很明显，这是实行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这

条政策在《管子·乘马数》中又称之为“相壤定籍”，其含义是清晰的。 

西周时期，剥削者通过对“族”“邑”这样一些自调节系统的掌握，

对被剥削者人身集团地予以牢固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剥削主要采取

了劳役剥削的形式，《诗·豳风·七月》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述，这时

具有特殊意义的“田”的存在，也说明了剥削形式主要是劳役剥削。

管仲实行的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显然与以前不同，也是一

种变革。 

由上述三条看，管仲对齐国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变

革。这些变革不仅使齐国迅速强大，“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

晏列传》。），而且也为贯穿于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肇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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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礼》起源的一个推测 

 

在先秦文献中，《周礼》是一部极为重要但又面目模糊的典籍。一

些学者视其为刘歆所造伪书，完全否定了它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价

值，这种怀疑态度是盲目的。又有一些学者，把《周礼》中所记制度

统统视为西周时的制度，并据此来描述西周的社会状况，这种完全肯

定的态度也带有盲目性。要消除这类盲目性，就必须对《周礼》一书

产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作一个正确的估计。杨向奎先生对此作了大

量工作，他认为《周礼》至迟出于战国，是齐国人的作品（杨向奎：《周

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１９５４年第４期；《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

想研究》上册乙编第四“儒家与经学”（五）“古文经学中的《左传》和《周礼》”，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62年版。）。关于《周礼》并非刘歆伪造，而是战国齐人作品，杨

向奎先生论述很多，这里不再叙述，本文只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将

《周礼》与《国语·齐语》对读，试图探索一下它产生的背景，从而

对它的起源作一个推测。 

 

前面，我们已经根据《齐语》探讨了管仲经济变革的内容，这些

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在《周礼》中都可以见到类似或更加

详细的规定。下面试分别作一些比较。 

相对于管仲对基层劳动者的强制编制，《周礼》有“令五家为

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周

礼·地官·大司徒》。），“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

鄙为县，五县为遂”（《周礼·地官·遂人》。）。 

相对于管仲的军队组织，《周礼》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

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族师》。） 

相对于“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周礼》有“乃均土地”（《周礼·地

官·小司徒》。），“以颁田里”（《周礼·地官·遂人》、《周礼·地官·县正》。）。有以

家授田者，一家受田依不易、一易、再易之不同分别为一百亩、二百

亩、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以夫授田者，一夫田百亩，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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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分别予以五十亩、一百亩、二百亩（《周礼·地官·遂人》。）。 

相对于“相地而衰征”，《周礼》有“均地政（征）”（《周礼·地官·均

人》、《周礼·地官·土均》。）。征有“财征”、“役事”，须“经牧其田野”而

为之（《周礼·地官·遂师》。）。财征，“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

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周礼·地官·载师》。）役事，“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礼·地官·小司徒》、《周礼·夏

官·大司马》。） 

相对于“伍鄙”之制，《周礼》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

师、酂长、里长、邻长、旅师、稍人、委人等一整套职掌，控制被剥

削者，管理农事及赋敛。 

相对于“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周礼》有山虞、林衡、川衡、

●（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

场人等一整套职掌，管理耕地外土地及其赋敛。 

相对于“市立三乡”，《周礼》有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

司虣、司稽、胥、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等一整套职掌，管理市场

和贸易。 

 

相对于“令夫农⋯⋯尽其四支之敏”，《周礼》规定“凡宅不毛者

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地官·载

师》。） 

相对于“令勿使迁徙”，《周礼》规定：“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

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周

礼·地官·比长》。） 

相对于“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周礼》有“以圜土聚教罢民”（《周

礼·秋官·大司寇》。）。 

相对于管仲之三军建制，《周礼》有“王六军，大国三军”之制（《周

礼·夏官序》。）。 

相对于军队“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周礼》有“中春教振

旅，⋯⋯遂以蒐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如蒐田之法。”（《周

礼·夏官·大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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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管仲之都鄙不同编制，《周礼》规定国野征役年龄不同，“国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周礼·地官·乡大夫》。） 

相对于其年终计吏功过，“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

贤者而复用之”，《周礼》规定“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

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周礼·天官·大宰》。），“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

（《周礼·天官·宰夫》。），“岁终，则考六乡之治”（《周礼·地官·乡师》。）。 

相对于令下属“修德进贤”，《周礼》规定“三年则大比，考其德

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周礼·地官·乡大夫》。） 

相对于“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周礼》规定“以

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周礼·秋官·大司寇》。） 

管仲作为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制度和措施，显然，这些制度和措施

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说主导的、主要的内容是以前所没有的，然而，

这些内容在《周礼》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叙述，其间联系决非偶然。

特别是管仲变革中有关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在《周礼》中都有更为

详细具体的制度和措施，尤其是其三项重要变革：对民编制、国家授

田、实物剥削。西周时期对被剥削者实施集团整体的控制与剥削，甚

至对其内部人数亦不清楚，“宣王料民”方开始尝试清点人口，在先秦

文献中，人口户籍管理较明确也叙述较多的是《齐语》、《商君书》、《管

子》，《左传》中仅于《成公二年》可见楚共王时“乃大户”，杜预注曰

“阅民户口”，而《周礼》之中，统计、清理、核准户籍，则是上关天

子，下及闾里之吏的重要工作，年年时时都要进行，总称之为“比法”，

涉及职官数十，显然，《周礼》这部分内容只能来源于管仲变革及其以

后的改革或制度。西周时期，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与实现必要劳动的

土地一般在空间上是严格区分的，社会第一层次的土地制度集中表现

于“田”上，剥削者一般并不干预被剥削者如何使用实现必要劳动的

土地，这部分职能由公社执行，而《周礼》中有关国家授田的制度系

统而完整，是许多职官的重要职责，其源头只能追溯于最早实施国家

授田制度的管仲改革。西周时期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劳役剥削，实物剥

削处于次要地位，春秋时期逐渐转变为以实物剥削为主，这种转变源

于管仲变革，而《周礼》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实物剥削已经占

据相当比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周礼》与管仲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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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礼》、《齐语》的这些雷同和类似之处，再考虑到管仲变革

发生于齐国，而《周礼》亦成书于齐国，我们可以推断，《周礼》的产

生与管仲变革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管仲变革是《周礼》的真正发

源之处。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推测，管仲变革之时，统治者中的改革

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有的被采纳施行了，有的未被采纳实

行，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为后人整理加工，再加上其他一些内容，遂

成《周礼》一书。《周礼》中所记社会组织及职官设置过于规整且繁杂，

这本身就是它成书于一些改革方案的证据。从《周礼》与《齐语》对

应之处甚多来看，《周礼》所保存的这类改革方案中有许多是已经实行

了的，特别是有关经济变革的部分。当然，《周礼》中也会存在一些管

仲变革之前社会的遗迹，这是由于，管仲变革打着沿袭昔“圣王治天

下”之法、“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的招牌，他给

许多变革披上了旧的外衣，特别是在对被剥削者的统治手法上，另外，

其复杂的成书过程也使许多管仲以前的东西汇总了进去，但是，《周礼》

的主流、特别是其中社会经济部分反映了管仲所推行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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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社”的内容及实质 

 

春秋至战国初期，“书社”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有时也简称为

“社”，它被作为贵族间赐与的对象。 

 

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齐与卫地，⋯⋯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景公与鲁君地上阴数百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晏子春秋·内

篇杂下》。） 

 

景公禄晏子⋯⋯十一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齐桓公⋯⋯与之（管仲）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荀子·仲

尼》。） 

 

 

秦王使公子他之赵谓赵王曰：⋯⋯赐之二社之地。（《战国策·秦策二》。） 

 

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管子·小称》。） 

 

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 

 

越王⋯⋯请以故吴之地，⋯⋯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吕氏春秋·离

俗览·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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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将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冉有）对曰：⋯⋯虽累千社，

夫子不利也。（《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曰：“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

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虽累千社

夫子不利’，是也。”崔述曰：“《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于七百之文下耳。”（转

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两说可并存，因为不论是以若干家为里，然后再立

社，还是以若干家为书社，实际都是由国家以行政手段将一定数量的农民编制为一种基层的

社会组织，以用来控制被剥削者人身。） 

 

引用这样许多材料，只是试图证明书社在当时是普遍的存在。从

上述也可看到两点：首先，它是一种被剥削单位，可以带来经济收益，

因而贵族间互相赐赠；其次，有关齐国“书社”的记载尤多。当然，

文献中也有将书社存在时间提早到周武王时期的，如： 

 

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士卒坐阵者，里有书社。（《商君书·赏

刑》。） 

 

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管子·版法解》。） 

 

武王胜殷，⋯⋯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吕氏春秋·慎

大览》。） 

 

但这些文献均出现较晚，且西周及春秋时期史料中不见类似记载，

因而并不可信。其实，如后所述，书社是管仲变革之后的产物。 

书社是什么？我们首先从字面分析起。先看社字。甲骨文、金文

中不见社字。《说文》曰： 

 

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

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古文社。 

 

由此可见，社字最早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许慎解社为土地神。

王充解社为土，曰：“社，土也。”（《论衡·顺鼓》。）《汉书·郊祀志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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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语亦曰：“社者，土也。”王国维研究卜辞，得出结论，土即社，

曰： 

 

按●即●，即今隶土字，卜辞借为社字。《诗·大雅》“乃立冢土”，

《传》云：“冢土，大社也”。《商颂》“宅殷土茫茫”，《史记·三代世

表》引作“宅殷社茫茫”。《公羊僖公三十一年传》“诸侯祭土”，何注：

“土谓社也”。是古固以土为社也。（《殷社征文》，《王忠悫公遗书》第二集。） 

 

可见，土、社本一字，社原意即土地，又指土地神。将社与二十

五家联系在一起，则社不仅指土地，还包括了土地上的劳动者。因此，

当社被作为社会组织时，实际上是一种人地合一的属于行政编制的基

层组织，人在其中占首要位置，因此必须记为一社为若干家，土地则

相对处于较次要地位。当然，当社特指土地神时，则它不仅存在于这

种基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更大或更上层的社会组织之中。 

现在再讨论一下书社。《荀子·仲尼》杨倞注：“书社，谓以社之

户口，书于版图。”《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书社者，书

其社之人名于籍。”《左传·哀公十五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一社，

籍书而致之。”《管子·小称》尹知章注：“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

谓以社数书于策。”其中尹知章注不甚允当。所谓书社之书，当如杨倞、

司马贞、杜预之说，为书写社中户籍，而非书写社之数目。关于杨倞

注中所言“版图”，《周礼·天官·小宰》郑众注曰：“版，户籍；图，

地图也。”《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曰：“版，户籍也；图，土地形

象，田地广狭。”《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曰：“版，名籍也，以版

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可见，在书社之中，人口和土地都有着

明确的统计和登记，国家对书社内部情况了如指掌。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书社的一些基本线索：一、为被剥

削者的社会基层组织单位；二、为被剥削者的人、地统一体；三、一

社户数有定制，为二十五家；四、国家对书社中情况了如指掌。本文

第二章已经讨论过，西周时期被剥削者多以“族”、“邑”为单位被整

体剥削，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故其中户数、人数无定制。到管仲

变革之时，方将被剥削者依一定规格强制编制起来，可见，书社这种

 156



社会基层组织不会存在于西周。管仲变革时对被剥削者鄙民强制编制

为三十家一邑，作为管理被剥削者的最基层单位，同时实行授田制度，

这与上述书社线索完全一致，而且据文献的记载，早期书社多见于齐

国，因此，关于书社起源的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管仲变革中由统

治者强制编制而形成起来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春秋时期有确

定户口数目、由国家以行政手段编制的被剥削单位“邑”，与西周时期

自然形成而无确定户口数目的“邑”具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实即书社。

因此，文献所见有确定户口数目之“邑”均属此类，如《国语·齐语》

“制鄙三十家为邑”，《管子·小匡》“制五家为轨，⋯⋯六轨为邑⋯⋯”

《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另外，春秋中叶齐

国铜器《●镈》“侯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之邑，当然也属

书社类型，与西周类型之邑截然不同，因此其数目方大大超过金文及

文献所见一般赐邑，而与赏赐书社数目相类。 

关于书社的内部结构，除了其户数有定制、户口土地明确登记于

版图而外，我们尚不能找到更直接清晰的记载。但是，根据前面所讨

论的管仲变革与《周礼》之间、管仲变革与书社之间的联系，我们可

以将《周礼》作为基本依据，对书社内部结构予以比较详细的揭示。 

根据《周礼》及其他文献，书社有如下特征。 

１．统治者对书社人口和土地的严密控制。 

这表现为各级国家机构对“版”与“图”的严密控制。如地官之

首大司徒之职为“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

徒》。），天官之首大宰也有“听闾里以版图”的职责（《周礼·天官·大宰》。）。

有专门的官吏掌管版图： 

 

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

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周

礼·天官·司书》。）。 

 

有人专掌民数：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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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周礼·秋官·司民》。） 

 

管理书社的各级官吏，都有一个重要任务，管理其中的人口与土

地。这种管理自然与对书社的剥削密切结合了起来。 

 

遂师，⋯⋯以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施舍与其可

任者；经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数而任之。（《周礼·地官·遂师》。）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

与其可施舍者。（《周礼·地官·遂大夫》。） 

 

酂长，⋯⋯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周礼·地官·酂长》。） 

 

鄙师，⋯⋯以时数其众庶。（《周礼·地官·鄙师》。）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周礼·地官·里宰》。） 

 

这里，统治者仍把对劳动者人身的控制列为首位，比控制田土更

重要。另外，在统治者眼中，被剥削者与六畜、兵器、车辇属于同一

类，作为同一统计和管理的对象。 

２．统治者对书社成员的严密编制。 

统治者为控制书社成员，按照某种人为的规格（这种规格可能随

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对其强制进行编制，编制中较低的某一级即为书

社。这种编制与土地分授、征收贡赋、征发力役、实行联保等联系了

起来。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

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

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地官·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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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

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周礼·地官·大司徒》。） 

 

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

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

葬埋。（《周礼·地官·族师》。） 

 

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民人之什伍，使之

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周礼·秋官·士师》。） 

 

《族师》与《士师》所叙述的这种严密控制，在《汉书》中有更

形象的描述：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

乡。⋯⋯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

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

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汉书·食货志上》。） 

 

 

《管子》亦有类似的描述：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

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管键，管藏于里尉。

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

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管子·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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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密控制，显然比欧洲中世纪对农奴的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３．统治者直接干预和组织书社内部的各种活动。 

《地官·遂人》较全面地叙述了国家干预和组织书社内部活动的

内容： 

 

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

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周礼·地官·遂

人》。） 

 

 

其一为授田。西周时期，被统治者“族”、“邑”成员对于实现必

要劳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由“族”、“邑”内部自行组织调节。

而在书社，被统治者使用的土地则由国家通过各级官吏层层授与。 

 

凡造都鄙，⋯⋯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

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 

 

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

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周礼·地官·遂人》。） 

 

既然是以岁时稽其人民数，而后根据人数（或家数）授田，可见

这种授田是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因此，各级官吏都有类似职责，

遂师要“经牧其野”，遂大夫要“稽其”“田野”，县正要“以颁田里”，

酂长、里宰要“趋其耕耨”，等等，最后，才授田于农民手中。 

其二为催征。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以

“族”、“邑”为单位而整体付出的，统治者依时接收即可，顶多再派

以邑宰、小臣、田畯之类去监督支付，至于“族”、“邑”内部如何组

织和分配这种支付，则由它们自行安排和调整。而对于书社，则有各

级官吏层层催征，一直落实到“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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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

以令师田，以起政役。（《周礼·地官·遂人》。）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以稽功事。

（《周礼·地官·遂大夫》。） 

 

酂长，⋯⋯以时校登其夫家⋯⋯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官·酂

长》。）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趋其耕耨，⋯⋯而征敛其财赋。

（《周礼·地官·里宰》。） 

 

 

旅师，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周礼·地官·旅师》。） 

 

委人，掌聚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蓄积之物。（《周礼·地

官·委人》。） 

 

另外，还有官吏专门掌握征、赋、役之类剥削在各书社组织间或

其他被剥削者间的平衡，如：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

（《周礼·地官·均人》。）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周礼·地

官·土均》。） 

 

郑玄注此曰：“政读为征。地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地守，衡虞

之属；地职，农圃之属；力政，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

车辇则转委积之属。”“地事，农圃之职；地贡，诸侯之九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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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完整的催征系统，除征以各种生产品外，还有力役。要实现

这些剥削，就必须督促农民生产，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以圜土聚教罢民。（《周礼·秋

官·大司寇》。郑玄注：“功，农；力，勤力。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

也。民不愍作劳有似于罢。”） 

 

其三为干预生产。西周时期，统治者除了通过藉田礼表示重农，

以达到“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国语·周语上》。）具体的生产组织，

则由公社自行管理。而在书社时期，各级官吏从各方面对书社生产活

动予以全面干预。其大致有如下一些。组织生产，包括了田间规划、

水利设施建设、提供农具、一直到种植、施肥等等：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

礼·地官·遂人》。） 

 

以土宜教甿稼穑，⋯⋯以时器劝甿。（《周礼·地官·遂人》。）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

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澙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

彊壏用蕡，轻●用犬。（《周礼·地官·草人》。） 

 

督促生产，以行政手段促使农民努力生产： 

 

遂大夫，⋯⋯以教稼穑，以稽功事。（《周礼·地官·遂大夫》。） 

 

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官·酂长》。） 

 

 

里宰，⋯⋯趋其耕耨。（《周礼·地官·里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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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产，主要有提供保险和平抑物价： 

 

以兴耡利甿。（《周礼·地官·遂人》。郑注曰：“郑大夫读耡为藉，杜子春读耡为助，

谓起民人令相佐助。”）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周礼·地官·司市》。） 

 

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周礼·地官·贾师》。） 

 

其四为干预民之婚嫁。国家官吏用行政命令使民婚嫁，这一方面

是促使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使民不易迁徒逃亡，以利统治

者的控制和剥削。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

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日，令

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

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媒氏》。郑玄注：“判，半也，得耦为合。”） 

 

其五为施民教化。这个“教化”是对被剥削者的精神影响与控制，

包括刑法、道德、礼节等等方面的观念。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

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

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

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大司徒》。） 

 

４．国家严密控制授民农田以外的各种土地。 

这种限制是国家授田的一个必须条件，因为有了这种限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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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书社成员束缚于被授与的土地上，保证授田成为控制书社成员人身

的一种有力手段。这种限制囊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凡窃木者有刑罚。（《周礼·地官·山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周礼·地官·林衡》。） 

 

川衡，掌巡山泽之禁令，犯禁者执而诛罚之。（《周礼·地官·川衡》。）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周礼·地官·迹人》。郑玄注：

“田之地，若今苑也。”） 

 

●（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周礼·地官·●

人》。） 

 

囿人，掌囿游之兽禁。（《周礼·地官·囿人》。） 

 

场人，掌国之场圃。（《周礼·地官·场人》。） 

 

５．剥削主要取地税形式。 

西周时期，剥削形式主要是对“族”、“邑”整体的劳役剥削。而

对于书社，统治者基于将劳动者较稳定地束缚于耕地上的授田制这一

条件，将主要剥削形式变为地税。 

 

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十二而三，

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

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地

官·载师》。） 

 

这是实物剥削，不管田地是否耕种，都要征收。此外还有力役，

力役的计算与征派也是基于授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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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

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礼·地官·小司徒》。） 

 

 

上述，我们大致讨论了书社的基本特征。那么，书社的实质究竟

是什么呢？以前许多学者称其为公社，这种说法对公社概念的理解是

有错误的。什么是公社？本文第一章第三节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

论述过的前资本主义公社，其基本特征就是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

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以此衡量，书社显然不是公社，因为书社

内部的各种经济活动、各种事务、以至被剥削者个人和家庭，都为统

治者所直接干预，牢牢控制，它自己内部没有什么独立的活动，不能

自我调节，也不是自成系统，一切以统治者的需要、组织和干预为转

移。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剥削者的统治一般仅仅达于“族”、“邑”整

体，被剥削者个人的活动由“族”、“邑”自行调节和组织，而对于书

社来说，剥削者的统治则达到了社会最小组织单位——“夫”与“家”。

书社实质上只不过是社会整个统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的一种

基层行政组织。如果说书社与公社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与其

说书社保留了公社的残余，还不如说书社作为剥削者人为的一种社会

基层组织，竭力去模仿公社，套用公社的形式，以利于自己的剥削与

统治。 

观察中外古代社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

社会基层组织瓦解之后，并非马上形成完全以地域为依据的社会基层

组织，这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以人身为基础、按照一定数量的个人或家

庭为编制而形成社会基层组织。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完颜阿骨打建立

金国之后，即在“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之下，推行了“猛安

（千、千夫长）谋克（百、百夫长）”制度，对女真本部和归附部族进

行编制，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铁木真在统一蒙古

高原后，即取消原氏族组织，而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制牧民，

同时设置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

部过程中，取消原氏族制度，建立了八旗，以三百人为牛录，五牛录

 165



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春秋时期管仲变革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

与此类似。这一类的社会基层组织显然与公社风马牛不相及。 

另外，由于这类社会基层组织便于控制，其对居民的组织又比较

有效，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并有机会，统治者马上就会利用这一形式。

例如元代初年，民间曾自发产生出一种互助组织“锄社”，他们在生产

中进行互助活动，“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

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

岁皆丰熟。”（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元政府则在此基础

上规定：“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

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

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

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元史·食货志一》。）其职能为督促耕作、

奖勤罚懒、组织互助、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灭蝗害、栽

桑枣、建立义仓和学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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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各国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 

 

管仲改革，使齐国一跃而成为春秋第一强国、五霸之首，“九合诸

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如上节所述，他在经济上的政策，

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通过人为编制来控制被剥削者

人身的同时，也开始控制生产所用的全部土地，以此作为辅助手段，

通过国家授田制度，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同时达到控

制劳动者的目的，一是将劳役剥削为主改为实物剥削为主，将被剥削

者用以实现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上合而为一。管仲经济

方面变革的意义在于，原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剥削的实

现，必须经过公社这一个中间环节，统治与剥削均不能直接达到公社

农民身上，经过管仲变革，关系变得简单了，作为剥削关系集中表现

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变为直接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各级国家

行政机构得到实现。社会总剥削收入无论在剥削者之间以何种形式及

比例进行分割和再分割，都不会影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这

个基本格局。自此而后直至商鞅，各国经济变革项目或多或少，程度

或高或低，但大体都不脱出其窠臼，故韩非子同称管仲与商鞅，并指

出其影响之大：“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韩非子·五蠹》。） 

下面，我们就以管仲变革为基本比照对象，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之

中，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方面的一些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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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国有关土地制度的变革 

 

１．晋国变革。 

管仲变革若以他任齐相算起，开始于公元前６８５年。40年后，

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发生“作爰田”、“作州兵”的变革。 

 

（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

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

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

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及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

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吕甥致众

而告之曰：“吾君惭焉其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不亦惠乎？君犹在外，

若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以韩之病，兵甲尽矣。若征缮

以辅孺子，以为君援，虽四邻之闻之也，丧君有君，群臣辑睦，兵甲

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皆说，焉作州兵。（《国语·晋

语三》。） 

 

此项变革保留下来的史料过少，故对其解释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

关于“爰田”，本文第四章第三节将就商鞅变法“制辕田”进行讨论，

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推行以铁犁牛耕为核心的耕作技术变革，“辕田”

也即“爰田”。因此，从秦的“制辕田”可以推测晋的“作爰田”。由

于“爰田”概念的相同，由于秦、晋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之类似，我

们有理由推断，晋“作爰田”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以铁犁牛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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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核心、以垄甽耕作方法为表现形式的农业技术革命。当然，晋“作

爰田”中是否包含了类似商鞅“开阡陌”、即实现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变

革的内容，现存资料没有明确记载，不敢臆断，但推测必定有类似内

容，因为重大的技术革命必须与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结合起来，方有

可能真正实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

都必须包含生产技术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两个方面，二者结伴而生，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同时实施的“作州兵”之兵制改革也必

须以一定的经济关系变革为基础。或许正如史籍所记载的广义的“开

阡陌”囊括了商鞅变法生产关系与生产技术两方面变革内容一样，“作

爰田”也是以包涵这两方面内容的广义简称而留于史籍。 

关于“作州兵”，韦昭注曰：“二千五百家为州，使州长各帅其属

缮甲兵。”杜预注曰：“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

各缮甲兵。”均解“兵”为兵器，“作州兵”为扩大兵器制作。惠栋《春

秋左传补注》曰：“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洪亮吉《左传诂》曰：“作

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云‘甲兵益多’，

非仅修缮兵甲而已。”蒙文通先生《孔子和今文学》根据《周礼》遂不

出兵之叙述认为：“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

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李亚农先生在《西周与

东周》中称“作州兵”为“晋国在开始建立地方兵团。”杨伯峻先生《春

秋左传注》也认为，“作州兵”即改革兵制，“兵制改革，势必扩充军

器之制造”，因此改革兵制说实际上包含了扩大兵器制造说。后一类解

释显然比较合理。 

晋国在军队大败、国君被俘的特定条件下，吕甥精心导演，郤乞

具体实施，以国败君辱感动国人，又假借君名赏赐以取悦国人，在争

取到国人支持之后，晋开始“作爰田”和“作州兵”的变革。比照于

管仲变革以及此后的鲁国变革、郑国变革等等，我们可以推断，晋之

变革与其他各国变革类似。《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令五家为比，⋯⋯

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

为乡，⋯⋯”若依此，“州”显然已不是西周“族”、“邑”类型的社会

基层组织，而是一种人为编制的地方行政组织，其基础当是与书社类

似之社会基层组织。而州之成员显然又不属于国人，因此“作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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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层含义就是将原来不参加战争的鄙民也拖入战争之中，服兵役。

既然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直接深入至“家”，并通过各种人为编

制的行政机构实施这种控制，那么显然社会剥削关系已经跨越了以劳

役剥削为主的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通过这个变革，晋国的

剥削应当是以实物剥削为主，而土地制度则应当转变为国家授田制度。 

２．鲁国变革。 

而后再过五十一年，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开始经济变革，前后

持续百余年，其中内容，《春秋》仅记有“初税亩”、“作丘甲”、“用田

赋”九字。《左传》记叙也非常简单：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为齐难故，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此三事记载都非常简单，故自古以来异说纷纭，这里试图将此三

事与管仲改革相对照而进行解释。 

“初税亩”发生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初”，意味着这是一种新实

施的制度，是一种改革。“税亩”，即以土地数量为标准或依据，进行

实物剥削，这与管仲之“相地而衰征”类同。以土地为依据进行实物

剥削，则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不再进行集团整体的剥削，而直接

控制到被剥削者个体。因此，在这件事的背后，当隐藏着两个事实：

一、国家对被剥削者个体进行重新编制和严密控制，类如管仲之“三

其国而伍其鄙”，后来实行的“作丘甲”可作为旁证，因为不如此，在

依然人少地多的条件下，仅仅依据土地就会使剥削落空；二、国家对

全部土地的全面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被剥削者个体进行授田，因

为在剥削者与国家合而为一的条件下，不设法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

全面而有效的结合，仅仅依据土地也会使剥削落空。 

四年以后，即公元前５９０年，鲁“作丘甲”。这是给被剥削者增

加了一种新的负担军赋，其中即有实物又有劳役，是一种新形式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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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当兵作战是国人的特权，这不仅见诸文献，

也见于考古资料，如曲阜鲁国故城西周墓地所反映的，“周人家族中主

要成员是贵族武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土著居民的社会地位远

低于诸周人家族成员，作为周人之‘庸’(傭)，是封土内的二等公民。”

（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２７３～２７５页。）直到

管仲改革之时，国人仍维持这种特权。随着国人与土著的逐渐融合，

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一直没有当兵权利的鄙民也被拉上了战场，

既要缴纳军需物资，又要当兵打仗，这就是“作州兵”、“作丘甲”的

真正内涵，《春秋》其他两传也揭示了这一点。《公羊传·成公元年》

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何休注曰：“讥始使丘民作

铠也。”《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

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

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正也。”当然，这并不标志鄙民地位的提高，

而是战争的需要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以此种方式增强军事实力，晋“作

州兵”在被秦大败之后，鲁“作丘甲”则是“为齐难故”。因此，《孙

子兵法》说：“财竭则急于丘役。”（《孙子兵法·作战》。） 

“作丘甲”之“丘”，表明了被剥削者的组织形式已经与西周时期

完全不同。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之“丘”，见于先秦文献者还有：《左传·昭

公四年》有“丘赋”，《庄子·则阳》有“丘里”，《孟子·尽心下》有

“丘民”。这里的“丘”，即“邑”，也即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左传·僖

公十五年》“败于宗丘”杜预注曰：“丘，犹邑也。”《广雅·释诂二》

曰：“丘，居也。”但作为“丘”之“邑”，已与西周时期无一定户口数

量之“邑”截然不同，杜注“作丘甲”引《周礼·小司徒》曰：“九夫

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孔颖达疏又引《司马法》

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

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若据此，则可看到两点，一、作为社

会基层组织之“丘”有确定户口，与西周不同；二、虽是以人身为单

位的社会基层组织，其度量人户的标准却是定量土地。由定量土地与

一定人户的确定联系可以看出，这时国家授田制已经实施。由“丘”

之具有确定户口可以看出，社会基层组织已经是由国家强制编制的由

并不一定具有血族关系的人户所组成，这与管仲改革完全类同，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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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属于书社。 

约 100年后，公元前４８３年，鲁又实行改革，“用田赋”。《左传·哀

公十一年》交待“用田赋”之背景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

尼。”孔子私下表示了反对，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

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

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由此可见，“用田赋”从“作丘甲”演化而

来，“作丘甲”虽以定量土地作为度量人户之标准，但军赋征收的直接

依据仍然是人身，通过书社来实施，而“用田赋”则将军赋征收依据

完全转移至土地。 

鲁国的这三件事表明了一个连续的变革过程。西周时期，剥削的

实现以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直接控制为基本前提，在这一历史背景

之下，“初税亩”先将租税征收转移至土地，这标志着国家（统治者、

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人身控制已达及人户，同时标志着国家授田制

的实施；“作丘甲”将军赋扩大至鄙民，虽然直接的征收依据是被剥削

者人身，但对人户的度量标准还是土地；而“用田赋”则将军赋征收

也转移至土地。国家各方面的租税征收都以土地为基本依据，则说明

国家授田制度已趋成熟且全面实施，与战国授田制下秦魏之“勿令为

户，勿予田宇”，“顷入刍二石、稿三石”之类相同。 

３．楚国变革。 

鲁开始变革后 46年，公元前５４８年，楚国开始经济变革。 

 

楚蔿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

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

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石经、宋本、岳本、监本“卒”作“兵”，

其他各本均作“卒”。杨伯峻先生认为当为“兵”，指出，此处“兵”为兵器，车兵、徒兵分

别为车上战士与车下徒卒所用兵器。见《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１１０７页。笔者以为此处

作“卒”较妥，因为随战争的扩大，需要扩大兵器制造，但更重要的是需扩大兵源。）、甲

楯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楚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项。一、全面调查并控制所有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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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类型，采取不同制度和方式予以规划与管理，在“衍沃”之地，则

以整齐的规划将其划分为均等的小块。控制所有土地，并将宜于农耕

的土地划分为均等小块，与管仲之“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井田畴

均”相类，标志着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已达于最基层的人户，当然

也就意味着严密的户口编制，同时实行国家授田制度。二、赋税制度

改为实物剥削形式，根据土地上的收获决定军赋征收数额，这与管仲

的“相地而衰征”类同。三、“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

似已将兵役扩大至国人以外，因为全部土地皆在国家控制之下，而征

收军赋的直接依据是土地所入，则所有被剥削者均在军赋征收范围之

内，大概非国人也已经被作为兵卒来源。鄙民不但要承担军赋，而且

要服兵役，相当于鲁之“作丘甲”。 

４．郑国变革。 

又过五年，公元前５４３年，郑国子产举行变革。子产变革在春

秋战国影响似乎很大，当时就很有名气，孔子曾多次提到他，诸子诸

多涉及，太史公也评论说，“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史记·循吏列传》。）。

他是先秦大改革家，可以说与管仲、商鞅并列。在此之前，公元前５

６３年，子驷曾尝试变革： 

 

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左传·襄

公十年》。） 

 

同年，子驷被杀，变革中止。二十年之后，子产再次变革，其内

容有：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

十年》。） 

 

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 

 

以管仲变革类比，“都鄙有章”与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相同，

即在国与野采取不同的编制体系。“庐井有伍”则与管仲“伍其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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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即对非国人之鄙民按一定格式编制起来。表述上则有所不同，不

只是对“庐”即鄙民人身的编制，也含有对“井”，即一块块均等的小

方块田的编制。其实，这只是表明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国家授予农

民以定量的土地，故一定的劳动者人身必定与一定的小方块田相联系，

指明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也就等于指明了一定数量的小方块田，同样，

指明一定数量的小方块田，也等于指明了一定的劳动者人身，因此，

这里的“庐”与“井”实际是同义反复。子驷的“为田洫”和子产的

“田有封洫”性质相同，都是在田地里普遍建立田界。《周礼·地官·大

司徒》有“制其畿疆而沟封之”，郑玄注曰：“沟，穿地为阻，固也；

封，起土界也。”贾公彦疏曰：“沟封之者，谓于疆界之上设沟，沟为

封树以为阻固也。”《地官·封人》曰：“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

树之。”郑玄注曰：“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贾公彦疏曰：“为畿封

而树之者，谓王之国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为沟堑，其土在

外而为封，又树木而为阻固。”先秦作为疆界之封，似乎由两部分组成，

如贾公彦所说，疆界掘土为沟，沟土外置而为土封，然后再于此上树

木。掘土立封，必然同时留下沟堑，故二者实同时形成，意义相同。

子驷、子产改革，于田中设洫，显然并非只是水沟，否则不会引起如

此大之反抗，当与封相类，共同起田界作用，实际是在立封同时所掘

之沟堑。另外，若将洫看作水沟，则排水之沟至少早至龙山文化时期

就有，春秋当不稀奇，子驷、子产不至将田中设水沟作为重大改革内

容。田界的普遍设立，意味着国家对所有土地的全面控制与管理，这

与管仲的“井田畴均”类似，实际标志着国家授田制实施。子驷“为

田洫”而能使许多贵族“丧田”，子产“田有封洫”，开始也使贵族（或

许也包括一些中层国人）痛恨咒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

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这大概也意味着剥削

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物剥削取代了劳役剥削，从而原来被剥削者用

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和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合而为一，全部在

国家的控制与管理之下，剥削者用以进行劳役剥削的“田”失去存在

意义，它们和其他田土一起被规划成均等的小方块而授与被剥削者，

这就是贵族的“丧田”。但是，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从而

使剥削者得到了更多的剥削收入，三年之后，他们又歌颂道：“我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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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

公三十年》。） 

 

在此变革基础上，五年之后，子产又“作丘赋”，这与鲁之“作丘

甲”相类，实际上也是把国人以外的其他人拉上战场，既要他们提供

军需物资，又要他们充当炮灰。杜预注将此与鲁之“用田赋”视为一

类，曰：“子产别赋其田”，在《哀公十一年》注中，杜预更明确地解

释曰：“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

各为一赋，故言田赋。”此说不甚合理，《左传·昭公四年》记述曰：

“郑子产作田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

国将若之何？”如果“作田赋”仅仅是对丘民增加了军赋剥削量，郑

国国人没有理由如此恶毒地咒骂子产，显然，这种改革剥夺了国人的

一种特权，以丘民为兵源，自然也就降低了国人的地位，在国人看来，

正如《谷梁传·成公元年》所曰：“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

正也。” 

子产经济变革的基本内容是改变剥削方式，而设立田界系统以推

行国家授田制度又是其中的核心措施，因此晋叔向在致子产函中责备

曰：“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杜预注：“作丘赋，在四年。”），制参

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左传·昭公六年》。）将“作封洫”

列为其错误之首条。《史记·循吏列传》也说：“（子产）为相一年，⋯⋯

僮子不犁畔”，亦可见其田界系统之慎密和严格。子产的田界系统，应

当说与商鞅之“开阡陌”十分类似。 

５．魏国变革。 

魏文王时期（公元前４４５～公元前３９６年），在李悝的主持之

下，魏国进行了变革。有关这场变革的经济方面记载很少，我们仅只

知道如下一些内容。一是推行“尽地力之教”，将“一夫挟五口，治田

百亩”（《汉书·食货志》。）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这与春秋战国

时期各国变革类同，即建立国家授田制度，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达

及其最基本单位——家。《荀子·议兵》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

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授田制，应当就是

李悝变革的结果。一是全面干预农民的生产活动，要求“理田勤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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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益三斗”，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

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通典·食货二·水利田》。）三

是推行“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现象的发生，以保护农民生产顺利进行（《汉书·食货志》。）。 

６．秦国变革。 

秦国的变革则晚得多。秦简公七年（公元前４０８年）“初租禾”

（《史记·六国年表》。），这与管仲“相地而衰征”类似。秦献公十年（公元

前３７５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与管仲“参其国

而伍其鄙”相似。秦孝公时，“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汉书·地

理志》。），则类似于管仲之“井田畴均”。关于商鞅变法，本文第四章将

进行较集中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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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变革的意义与特征 

 

通过上述一系列变革活动，社会剥削关系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上之

土地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剥削关系变化最根本的一点，便

是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无论在任何社会，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是剥削得以实现的基础，

其差别仅仅在于控制方式的不同。西周时期，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是

通过“族”、“邑”之类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公社

的自控制、自调节机制，使公社成员很难随意脱离公社，因而，剥削

者的控制只要达于公社即可，其下的控制则由公社去执行。公社的瓦

解，公社反抗剥削的斗争，使剥削者逐渐失去公社这一实现剥削的得

力工具，他们不得不变换控制被剥削者的形式，把控制深入下去，最

后直达其个人或家庭，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关系变革最基本或最

核心的内容。变革伊始，无论对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公社依然发生

着巨大影响。被剥削者熟悉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并希望通过它的自调

节和互助机制来解决自己的各种实际问题，而剥削者则迷恋作为实现

剥削最好工具的公社，竭力重新使用或模仿公社的种种形式，通过国

家行政干预，强制将被剥削者“家”或“夫”按某种人为的规格编制

起来，试图以这种行政的组织起到公社那种中间环节的作用，其典型

形态就是书社。然而，剥削方式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社的自

我调节控制机制已不复存在，新的对被剥削者的控制直达于“家”，内

容决定形式，这就决定了书社只能是一种过渡的、中间的形态，新内

容最终必然要求抛弃旧形式，这也就决定它必然为新形式所取代。这

种新形式完全抛弃了以被剥削者人身为基础模仿公社的行政编制形

式，而直接采取地域性的行政组织形式，诸如县、乡、亭、里等等。

由此，新的剥削关系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建立了起来。战国时期完成了

这一变革，并由此确立了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

系、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上之土地制度的基本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的变

革，滥觞于管仲，集成于商鞅，其间一脉相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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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春秋战国时期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剥削关系有如下一些基本特

征。 

１．“家”被作为基本的被剥削对象。 

西周时期，“族”、“邑”等主要以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而组成的集

团，是被剥削的最基本单位，而这时“家”变为最基本的被剥削单位。

其典型形态如在战国所见： 

 

⋯⋯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

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商君书·境内》。） 

 

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荀子·议兵》。） 

 

 

当有书社存在时，尽管赐予的被剥削者以书社或“邑”为度量单

位，但如管仲变革时“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国语·齐语》。），其

中所包含的“家”有确定数目，一定数目的书社或“邑”即等于一定

数目的“家”。另外，由“邑有司”亦可知，国家在书社或“邑”中设

有最基层的行政人员，用以控制其中的“家”。 

２．严密控制或编制“家”。 

在实行对“族”、“邑”予以集团整体剥削的西周时期，国家对劳

动者人身并不施以直接控制，“宣王料民”事件即是证据。这个时期，

则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例如《周礼》所见：“以时登其夫家之

众寡。”（《周礼·地官·遂师》。）“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

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

（《周礼·秋官·司民》。）商鞅变法后秦国同样：“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

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同时采用什伍联保制控制

劳动者，如《周礼》所见之“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

之相受⋯⋯”（《周礼·地官·大司徒》。）商鞅变法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

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禁民随意迁徙，如《周礼》“徙于国中及郊，

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

内之。”（《周礼·地官·比长》。）《商君书》所见之“废逆旅”、“使民无得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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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商君书·垦令》。）等等。 

３．以“家”或“夫”为单位由国家授田。 

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由公社自行分配和

调节，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则在此外，剥削者只关心并干预后一部分

土地。这个时期，实现必要劳动与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上已合

并为一，通过实施国家授田制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得以充分结

合。这种授田制度如我们前面已讨论过那样，自春秋开始实施，至战

国则全面普及。 

４．国家直接干预各项生产活动。 

“族”、“邑”时期，各项生产活动主要由公社内部自行安排、调

节，只是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上，方有剥削者对生产活动的

直接干预，而且主要是监督耕种收获。这个时期，剥削者对生产活动

的干预则呈现为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

组织生产，如《周礼》：“以土宜教甿稼穑”，“以时器劝甿”（《周礼·地官·遂

人》。），如云梦秦简所见国家为农民提供籽种、铁制农具和耕牛。二、

保护生产，如《周礼》：“以兴耡利甿。”（《周礼·地官·遂人》。）“以政令禁

物靡而均市”（《周礼·地官·司市》。），如李悝之行“平籴法”，商鞅之控制

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欲农富其国者，

境内之食必贵”（《商君书·外内》。）。三、督促生产，如《周礼·地官·酂

长》、《里宰》之职责就有“趋其耕耨”，如银雀山竹书《田法》所见，

对产量少于一般水平者予以严厉处罚，以至处以刑罚，如商鞅变法规

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

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５．剥削变为以实物剥削为主，依据授田额决定剥削量。 

西周时期，剥削形式主要是对“族”、“邑”整体的劳役剥削。这

一时期，由于剥削者已采用国家授田这一形式将被剥削者较稳定地束

缚于耕地之上，因而主要的剥削形式成为实物剥削，由于实现剩余劳

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不再分开，因此一般剥削数额是依据授田

额而采用分成或定额方式予以确定的。如《周礼·地官·载师》所见

依据土地产量征收的由二十而五到二十而一的剥削，如晋之韩、魏依

据土地而“伍税之”（《孙子兵法》佚篇《吴问》。），如云梦秦简所见，一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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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取刍、●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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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国土地制度研究 

在近数十年的先秦土地制度研究中，变动最大、成果也最大的领

域就是战国时期。引起这一变革的导火线，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发现

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前此后发现的山东临沂银雀山《田法》

等竹书、四川青川郝家坪秦《为田律》木牍，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变革。

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史学工

作者所接受，成为研究战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立足点（最早提出战国授田制这

一概念并加以系统阐述的是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见《南开大学学

报》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研究战国土地制度，首先必须认真研究的便是商

鞅变法所确立的一整套新的土地制度。 

商鞅变法是先秦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一，历来

为人们所非常重视。“为田开阡陌封疆”，“开阡陌，制辕田”，这是对

商鞅变法确立新土地制度的概括，也是商鞅变法的基本经济内容。但

是，长期以来，其内涵被误解为刬削阡陌、废除井田，全面推行土地

私有制，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已经推翻了这种观点。其实，商鞅田制

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包括了

农田规划、社会关系、生产技术三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就从商鞅

田制入手，对战国土地制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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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商鞅变法中确立的土地规划制度 

 

１９７９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之秦《为田律》对商鞅农田规划

制度有十分详细的叙述，故先录其释文如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更修《为田

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

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埒）高尺，下

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

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

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

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此律名为《为田律》，李学勤先生已有论述（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

研究》，《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为”义为作、治，“为田”即制田之

意，《为田律》是关于农田规划的法律，与云梦秦简《田律》不同，后

者是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更修”二字，学者多解为改订，

黄盛璋先生认为是重申旧律之意，与云梦秦简《语书》“修法律令、田

令”意思相同（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９

期。），此解较妥。重新颁布的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３０９年）。

据上述，青川《为田律》是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四十一年后重申

的有关农田规划的旧律，可以认为它基本反映了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农

田规划制度的内容。下面试通过剖析律文中的有关基本概念，来探讨

商鞅农田规划制度的具体内容。 

律文中有关农田规划的基本概念有如下几项。 

１．亩。 

先看亩积。秦亩为二百四十平方步，文献早有明确记载。《说文》

小徐本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慧琳音义》

引《风俗通》佚文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为田律》证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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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积，曰：“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胡平生先生据阜阳

汉简“卅步为则”的记载，首先指出此处之“则”为量词，“八则”即

二百四十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１９辑，

１９８３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中有一条与上述秦律基本相

同，“袤八则”处正作“袤二百卌步”（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

汉简概述》，《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成为确证。因此，秦亩亩积为二百四

十平方步，合公制４６１平方米，约相当于今市亩三分之二。此亩积

在商鞅时期当为大亩，《商君书·算地》所称小亩则与之相对，其曰，

方土百里，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共“出

战卒万人”，可见小亩即旧有的百步之亩。 

胡平生先生认为，《为田律》中之“畛”既可作为田界，也可作为

田区，作为田区之一畛为二百四十平方步，“亩二畛”，即一亩为四百

八十平方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１９辑，

１９８３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接受，其薄弱之处有三。一、此种

亩积于文献不见任何踪迹。二、“畛”既可指田界，也可指田区，此毫

无疑问，但含义不同时所指范围亦不同，田区含义当由田界含义衍生

而来。“畛”指田界时，它是一条田间的界限，改换含义用以指称田区

时，则只能是两条畛之间所挟持的一块田地。因此，秦《为田律》与

《孙子兵法·吴问》所述之“畛”并不矛盾，前者在田界含义上使用，

田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则作畛，“亩二畛”即亩之两边各作一条畛，

后者在田区意义上使用，“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

二百卌步为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

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这里的畛就是亩，即两条田界之畛所夹

田区。两种情况下的亩积都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三、与商鞅重农政策

相矛盾。务尽地力是战国经济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李悝“作尽地力之

教”（《汉书·食货志》。），《管子》学派认为“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管子·霸

言》。），商鞅学派也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

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定，战国时期以

一夫为核心的个体家庭所能耕作的土地为百步之亩百亩，即李悝所说：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至汉代，赵过行代田法，

“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此处所言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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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四十步之亩，换算百步之亩一千二百亩，亦为一夫百亩。若据唐兰

先生实测，秦尺长２３.１厘米，按旧市亩一亩为６１４.４平方米折

算，百步之亩百亩为旧市亩３１.２亩，亦合于解放前北方“三十亩地

一头牛”的生产力水平。如果将秦亩亩积定为四百八十平方步，则秦

亩百亩相当于旧市亩一百五十亩，相当于百步之亩四百八十亩，“一夫

挟五口”耕种这些田地，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商鞅学派也

明确说：“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商君书·算地》。），而

改变这种“地不任”状况正是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 

再看形制。由《为田律》可明确得知，秦亩为长条状，宽一步，

长二百四十步，以公制计，宽１.４米，长３３２.６米。《说文》曰：

“南北曰袤，东西曰广”，据此则《为田律》律文所说秦亩为南北向。 

２．畛。 

前节已述，秦《为田律》中之“畛”为亩间界限。律文曰：“亩二

畛，一陌道”，可知一亩田地为两畛和一陌道所包围。畛的形制和位置

律文未言，下面试予以探讨。 

文献中一般解畛为起地界作用的田间道路，如《小尔雅·广诂》：

“畛，界也”，《诗·载芟》郑笺：“畛，谓旧田有径路者”，《楚辞·大

招》王逸注：“畛，田上道也”，《尔雅·释言》陆德明释文曰：“畛，

田间道”，《广韵·轸韵》：“畛，田界”，等等，但关于其宽窄大小，多

未谈及，仅《周礼·遂人》郑注曰：“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

车徒于国都也，⋯⋯畛容大车”，据《考工记·车人》，车“彻广六尺”，

则畛至少宽六尺，即一步，但这种解释很难用于秦《为田律》。若认为

畛宽一步，那么以畛位于亩之长边，则每耕种一步宽田地就须隔以一

步宽道路，以畛位于亩之短边，则陌道位于亩之长边。即每耕种两步

宽田地就须隔以三步宽的道路。这种设计浪费土地，滋生野草，既无

必要，也难以耕作。由于《为田律》已明言陌道“道广三步”，显然比

畛要宽，因而较为合理的位置是陌道位于亩之短边，畛位于亩之长边。

从合理使用土地的角度看，畛的宽度也必定小于一步。 

畛的宽度可由律文中封埒之设置予以推定。据律文，封埒相连，

构成田界。亩之四边中除一步宽的短边之一外，其余三边皆有界限，

顷之四界则只有相邻两边为陌道、阡道（说详下），因此封埒当作为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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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界限。云梦秦简所言“顷畔封”可为旁证。封为高四尺之土堆，埒

为“高尺、下厚二尺”之土埂，在遍地是畛的田地里用埒可以标出顷

界，则畛之宽度必然窄于二尺，例如可推定为一尺。这样的土埂既不

浪费土地，又便于耕作者往来其中，在耧车尚未发明之前又可作为播

种中耕的一种标志，因而是比较合理的。至于畛之宽度是否包含于亩

之宽度以内，律文未言，无法作出判断。 

３．顷。 

律文曰：“百亩为顷”，其地积甚明。后世之顷与亩同作地积单位，

无固定形制，但秦亩有固定形制，秦顷亦当有固定形制。“百亩为顷，

一阡道”，由此可推测顷为百亩并排而成的长方形田块，一边设有阡道。

若将畛宽含于亩宽之内，则顷长二百四十步，宽百步，合公制长３３

２.６４米、宽１３８.６米，计４６１０４平方米，约相当旧市亩７

５亩。 

４．陌道、阡道。 

据律文，亩短边之一为陌道，则百亩之陌道相连，成为顷短边之

一的陌道，相应，顷长边之一则为阡道。因此，就一顷田地而言，其

四边中有相邻两边为陌道、阡道，阡道与亩方向相同，南北向，陌道

为东西向。 

阡道宽三步，诸家解释无异，陌道宽度为何，有一步、二步、三

步诸说（一步说见杨宽《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７期；二步说见

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三步说见胡平生

《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１９期，１９８３年。）。笔者

认为，陌道与阡道宽度应相同，均为三步，理由如下。首先从律文看，

其曰：“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道广三步”

之“道”显然统指陌道、阡道两类，若仅指阡道，则行文“一阡道，

广三步”更简明合理，不必特别指明“道广三步”。其次从实用角度看，

陌道与阡道纵横交叉，形成可行车之道路网，纵横道路宽窄相同，方

能有利通行，较为合理。再次从文献来看，《周礼·遂人》郑注曰：“道

容二轨”，《考工记·匠人》郑注曰：“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

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由此则道宽一丈六尺，与律文“道广三步”

相近，陌道既然称之为“道”，亦当有此宽度。因此，阡道、陌道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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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合公制４.２米。 

陌道、阡道与陌、阡是否一事？诸家考释皆持肯定态度，其实二

者并不相同。首先，由《为田律》中即可看到二者差别。陌道、阡道

统称之为道，律文中关于道和阡陌所规定的维修任务、维修时间皆不

相同，对阡陌是“癹”其“大草”，在“秋八月”，而对阡道、陌道，

则是“大除道”，在“九月”，并规定“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

辄为之”。阡陌之上既然长有“大草”，需“癹”之，则可能有部分阡

陌并不作为道路使用，只用为田界。而作为“道”之阡道、陌道必然

位于顷边，即每一夫所耕种的一顷地边都有一条陌道、一条阡道，青

川木牍背面文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二田，□一田，章一田，⋯⋯”

（从李学勤先生释文，见《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 年第 10 期。）正反映了

陌道、阡道的状况，以“田”计道，此处之“田”当即百亩之顷，此

处之“道”，则为顷边之阡道、陌道。其次，从汉代文献中亦可见二者

差别。《汉书·晁错传》记晁错上书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足见田作之道与阡陌并不相同。《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言：秦“用

商鞅之法”，“富者田连阡陌”，可见阡陌并非秦《为田律》所言阡道、

陌道，若二者同一，则“田连阡陌”毫不足奇。《汉书·匡衡传》记载，

匡衡之田仅因一陌之差便“多四百顷”，足见陌间距离不近。另外，汉

代资料谈及具体阡、陌时，皆有具体名称，如桓阡、京兆阡、原氏阡，

什三陌、闽陌、平陵陌等，若一顷田边之阡道、陌道即阡陌，则阡陌

数量极大，对其命名不胜其繁。有些阡、陌后来演化为较重要的地名，

《续汉书·郡国志》某些县名下特注出有某陌，如弘农郡陕县“有陕

陌”，常山国高邑有“五成陌”（刘昭注曰“县南七里”），这些现象也

说明阡陌数量并非很多。最后，阡道、陌道因顷而设，故笔直规整，

而阡、陌则不一定规整，它们大概依自然地势而设，所以在阡、陌与

顷之间会形成一些畸零之地，为管理这些土地，如云梦秦简所见，需

特设“阡畔封”、“陌畔封”、“顷畔封”。由上述可见，阡道、陌道并非

阡、陌。 

５．阡、陌。 

关于阡陌，资料不多，《为田律》仅曰：“以秋八月，⋯⋯癹阡陌

之大草”。《说文》曰：“路东西为陌，南北为阡”，《史记·秦本纪》“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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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引《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

为陌”。由此可知，秦地陌为东西向，阡为南北向，正与《为田律》所

述陌道、阡道方向相同，或许“道”而命名为陌道、阡道，即由此而

来。阡陌数量较少，皆有具体名称，其间距离较远，所包围田地数量

庞大，这些前已叙述。阡陌可能多用为道路，《汉书·游侠传》记载曰：

“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仟”；原涉“买地开道，

立表署曰南阳仟，人不肯从，谓之原氏仟”。这种作为专门开辟之大道

的阡陌，自然应当比《为田律》所述阡道、陌道为宽。阡陌似乎亦有

不用为道路者，因此《为田律》方曰“癹其大草”。 

关于阡陌之得名，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阡陌考》曰：“阡陌之

名，从《遂人》百亩千亩、百夫千夫生义”。阡陌数少而距远，不可能

作为百亩、千亩之界，大约是百夫、千夫所受田百顷、千顷的界限，

阡陌之名产生于战国时期或许正由于此。银雀山竹书《田法》可作为

旁证，其曰：“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

第４期。）。战国秦汉文献记阡陌时多作“仟佰”，字从人，亦说明阡陌与

受田人数间有一定关系。 

６．封、埒。 

律文曰：“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封为高四

尺、大小与高相称的土堆，埒是高一尺、底宽二尺的土埂，以公制计，

封高９２厘米，埒高２３厘米、底宽４６厘米。封埒相连，成为田界，

孙诒让《周礼正义》引崔豹《古今注》有很好说明：“封疆画界者，封

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壝埒，以划分界域

也。” 

封埒在商鞅农田规划制度中的实际作用，可由《为田律》予以推

断。据律文，百亩之顷四界中阡道、陌道各占一边，其余两边标志为

何，律文未谈，却又明确指出作为田界的封埒的具体形制，因此，这

两条边正是封埒作为田界的处所。由于每一顷田边都有一条阡道，一

条陌道，所以相邻的两条陌道和两条阡道之间所包围的土地只能是四

顷，封埒相连便成为这四顷田之间界限，顷间之封即云梦秦简所谓之

“顷畔封”。由于封高不足１米，而顷之边界长者３３２米，短者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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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米，为观察其间联线及修筑壝埒的方便，以封埒为田界的顷边上，

封应当有数个或十数个。 

这里有必要对云梦秦简所提及的“封”作一些辨析。《法律答问》

有一条曰：“‘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

佰（陌）、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

学者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句读：“‘封’即田千佰。顷畔‘封’

也，且非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版，第 178页。）认为阡陌就是封，百亩田之田界顷畔也是封。这种理解

显然不妥。首先，《为田律》中封既非阡陌、亦非阡道陌道甚明。其次，

无论将阡陌或阡道陌道看作封，“盗徙之”工程量都十分浩大，不易为

之。笔者认为，秦时封当有两类，一类为非田界之封，类如《周礼·封

人》所述之封：“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

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一类即《为田律》所见

田界之封，这类封有阡畔封、陌畔封、顷畔封几种，因此《法律答问》

特意解释：“‘封’即田千、佰、顷畔封也。”此处之“畔”当训边侧之

意，类如《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之“畔”。

就是说，“盗徙之”而处以“赎耐”的封是位于田地中阡边、陌边、顷

边的封。这些封在商鞅农田规划制度中究竟起何作用，无资料可借说

明，笔者推测与顷和阡陌之间不足划分为顷的畸零之地有关。阡陌作

为距离较远的大的田界，必然依自然地势而为之，不一定笔直规整，

这样，在邻近阡陌的顷与阡陌之间便会有一些畸零之地，为充分利用

这些土地，需要将其划归一定的生产者经营，这里大概只用封埒作田

界，由此产生阡畔、陌畔、顷畔之封。在这些土地上私自移动封埒、

占用国有荒地即“盗徙封”之罪。阡道、陌道所包围四顷田之间的封

当然也应属于“顷畔封”，但“盗徙之”很容易被发现，因此《法律答

问》“盗徙封”条大概只用于畸零之地，故其连称“田阡、陌、顷畔封”。

另外，对比封、埒与阡、陌、阡道、陌道，可以看出二者在性质上有

一定差别。封、埒是小的非固定的田界，因此每年须进行“修”和“正”，

即重新确定和修建，其规模尺寸较小，也适应此“修”“正”。而阡、

陌、阡道、陌道则是大的固定的田界，每年只须“癹大草”和“除”，

即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维修，其规模巨大，变动极为不易。固定田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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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固定田界相结合，一方面保证了田界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小

的变动、调整以及对畸零之地的处理更加方便，从而有利于授田的进

行。 

根据上述讨论，《为田律》所反映的商鞅田制农田规划制度内容可

图示如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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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鞅变法中的土地关系变革 

 

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进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这点早已

为史家所重视，但是，由于拘泥于董仲舒的一段言论：秦“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

地”（《汉书·食货志》。），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场改革就是变土地国有制为

土地私有制。董仲舒的这段言论实则是以汉述秦，云梦秦简和青川秦

牍已经推翻了他的说法，并揭示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土地制度是

国家授田制，这种观点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就其在法律、制

度上的表现而言，该制度包含有如下一些具体方面。 

１．土地国有。 

商鞅变法后土地属国家所有，在法权上，这是秦国土地制度的基

础。 

秦国实行土地国有制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从正面看，首先，国

家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制度的实施（详见后述），证明国家控制着土地，

否则无法实行这种制度。其次，如前节对秦《为田律》讨论所揭示的

那样，国家通过制定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田界，将土地割

裂为以百亩顷为单位的整齐田块，并且每年定时维修这些田界，这只

有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土地私有，则田块无法规整划

一，也很难定时统一维修田界。从反面看，首先，商鞅变法以后直至

秦亡，提到这一时期存在土地买卖的史料，仅有上引董仲舒言论。笔

者以为，董仲舒说商鞅变法后土地“民得买卖”，这是以汉述秦，不足

为据(关于董仲舒这段言论，本章第五节将予讨论)。查云梦睡虎地秦

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特别是《日书》，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公私商业仍

然以相当的规模存在着，商品种类形形色色，也包括“臣妾”的买卖，

但唯独没有土地买卖的痕迹，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放马滩秦简中有某

日“可受田宅”的记载（乙种《日书》３１５简，见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

《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这说明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尚不存在。其次，

由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可见，土地并未成为私人财产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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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简文作为查封财产文书的程式范例，记述了对“某里士伍甲”之

家的查封情况，甲有房产、蓄臣妾，并非赤贫之家，查封帐目亦细致

全面，连“门桑十木”、“牡犬一”都未遗漏，唯独没有土地。这也说

明，土地归国家所有。 

 

当然，由于资料仍十分稀缺，上述史料虽然可以说明问题，但还

不足以构成充分证据。正由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商鞅变法实行了“允

许农民土地私有的任耕制”（杨作龙：《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有的学者基于“赐田”即私有土地的观点，认为“秦

在商鞅变法后是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并存”（施伟青：《也论秦自商鞅变

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

难以成立，下面试作简单讨论。 

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讨论过的，无论从法的角度、还是从

经济现实的角度来看，私有制或私有权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并非一

定的人对于一定的物的关系，而是一定的人通过一定的物与他人所发

生的社会关系。对于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个人可以排斥他人的处置而

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这种社会关系是土地私有权核心的和基础

性的内容。近现代民法均肯定这一内容，如１８０４年《拿破仑法典》

第５４４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

的权利”；１９００年《德国民法典》第９０３条规定：“物之所有人，

在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之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

人对物之一切干涉”（转引自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年

版，第２３１、２５７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７１条也规定：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在所有权诸权能中，处分权最重要，因为处分的结果将

使权利主体丧失对具体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法律意义上的处分即以买

卖、赠予、互易等方式将财产转移于他人，其中买卖最具代表性。马

克思、恩格斯在论及私有财产时，曾以自己的大礼服为例说：“只有当

我还能处理、抵押或出卖它时，只有当它还是买卖的物品时，才是我

的私有财产”，当它失去这一特性后就不再成为我的私有财产，“因为

它不能使我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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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２５３页。）。 

根据上述观点分析秦国土地制度，则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

的说法不能成立。至今为止，除董仲舒言论而外，尚无一条史料证实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土地占有者可以买卖土地。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云

梦睡虎地秦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其中涉及商品交换的记述很多，商

品种类林林总总,唯独不见有关土地买卖的文字，如果说简书法律部分

反映出国家从未从法的角度肯定过土地买卖，那么作为人们日常生活

用书的《日书》则证实民间尚不存在土地买卖的事实。在一个土地不

能而且也并未进行买卖的社会中，真正的土地私有权不可能存在。当

然，秦国的农民通过受田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经过劳动从土地

上获得一定的收益，但他们并无权利处分这些土地，不能由此支配他

人劳动，从而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另外，商鞅奖励耕战政策等等

使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并因而占有较多土地。《史记·商君列

传》曰：“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君

书·境内》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

除庶子一人”，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土地是否私有土地呢？也

不是。它们同样不能买卖，占有者对之不具有随意处分的权利，这便

丧失了作为私有土地的基本条件。 

２．授田予民。 

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秦政府普遍实行授田予民的制度，这与战

国诸国相同。对此事实，云梦秦简已有充分证据，《田律》曰：“入顷

刍●，以其受田之数”，摘抄《魏户律》曰：“假门逆旅，赘婿后父，

勿令为户，勿予田宇”。《商君书·徕民》谈及招诱三晋之民时也说“今

利其田宅”，即在一般授田的前提下，予以晋徙民以良田。青川出土《为

田律》使用了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一整套田界系统，其所

用以维护的，是以百亩为单位的田块顷，这恰恰就是用以授田的基本

单位，因此其维护田界就是维护授田制。另外，“顷”字本身亦可作为

旁证。就目前所见，“顷”字用为田块之称始于青川秦《为田律》，它

有固定形状和地积，含秦大亩百亩。凡与田土有关之字，多从“田”

从“土”，但顷字从“页”，即从人首之首，显然，秦以“顷”称百亩

之田是与将该田授予一夫联系在一起的，故以称人之字用来称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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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授田数额，虽无明确史料，但可推定为一夫授田秦大亩百亩。《为田

律》规定将土地分割为以顷为单位的地块，当与授田数额有关。该木

牍背面记曰“□二田”、“□六田”，此处之田即顷，一家可有数顷田地，

亦说明按夫授田。上述推断由文献也可得到说明，《商君书·徕民》称

以小亩百亩“食作夫”一夫为“先王制土分民之律”，《算地》则曰：

“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商鞅主张“不必法古”，亦主

张“务尽地力”，故上述均非商鞅田制的规定。小亩百亩相当于秦大亩

百亩二分之一弱，小亩五百则为大亩百亩二倍强，其中数为秦大亩百

亩，当即标准授田额。 

３．严密户籍。 

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必须以对全国人口的全面了解和严密控制为

前提，一方面据此授田予民，另一方面又据此征收租赋徭役，因此，

商鞅严密户籍的政策及其辅助措施也是商鞅田制的一个社会关系内

容。商鞅设立了极为严密的户籍制度，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

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同时禁止人口随意迁徙

流动，《商君书·垦令》曰：“使民无得擅徙”，“废逆旅”，云梦秦简《游

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

城旦”。另外还采取联保制度以控制人口，“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

坐”（《史记·商君列传》。）。 

４．国家剥削及其分割。 

国家推行授田制度，以这种方式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其目的是从受田者那里取得剩余产品和剩余

劳动，并在统治阶级中进行再分配，因此，租赋徭役制度也是商鞅田

制的社会关系内容之一。由于土地国有，受田者缴纳的剩余产品和剩

余劳动中包含了后来意义上的地租与国家赋税两部分，正如马克思所

说，如果“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

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８９１页。）。为叙述方便，我们以国

家剥削称呼这种租税合一体。商鞅变法后的国家剥削包含租、赋、役

三部分。田租有两种形式，一为定额租，《田律》所述以顷征“刍三石、

●二石”即是；一为分成租，《商君书·垦令》所述“訾粟而税”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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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有户赋，秦简《法律答问》解释“匿户”时明确提到户赋。是否有

口赋，未见确凿证据。役则依口征发，在一定年龄范围之内，须服更

役、戍卒、卫卒等徭役。 

国家剥削这种租税合一体在统治阶级中又进行了二次分配。除王

室的消费而外，据《商君书·境内》，还有如下一些分割。官俸：有“千

石之令”、“八百之令”等，其薪俸来源很大一部分当属后来意义上的

国家赋税，但至少有小部分为后来意义上的地租。租赋徭役的赏赐：

文中述及战功赏赐时曰，“税邑三百家”，“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

赐邑即将有关人户本应上缴国家的租赋徭役全部赐予私人，赐税与税

邑同，是把有关人户本应上缴国家的租赋赐予私人。赏爵益田赐人：

文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

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

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对有战功者，国家一方面增

授土地，另一方面又以不同形式赐予其劳动力。《史记·商君列传》曰：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君书·境内》曰：“爵吏而为县尉，则

赐虏六”，随爵秩升高可以从国家得到一定数量的臣妾。另外还可以不

完全占有一定数量的庶子人身，剥削其全部劳动的百分之二十。这些

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本来归国家所

有，国家又以赏爵益田赐人的方式赐予私人，因此它在本质上仍是国

家剥削的分割，当然，在这种形式的分割中，后来意义上的地租色彩

便要浓厚得多了。 

 

５．干预生产。 

国家授田制的最终目的在于取得国家剥削，而生产状况好坏直接

决定着国家剥削能否实现，因此，国家对生产的干预成为商鞅田制社

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商鞅变法推行了一种近乎偏激的重农政策，其中

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全面干预，大致可分为督促生产、组织生产、保

护生产三方面。商鞅主张以强有力的行政奖励和惩罚来督促农民生产，

其变法重要措施之一即“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政府组织生产大致表

现在三方面。一是推广以铁犁牛耕为基础的新的耕作方法垄作法（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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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节讨论）。二是主持兴修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郑

国渠的建设。三是给农民借贷籽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云梦秦

简《仓律》记曰，县仓库专门存放作物籽种，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各种

作物的亩用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版，第４３页：“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

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可能类如江

陵凤凰山西汉前期墓出土贷谷帐，反映出国家借贷籽种予贫苦农民（参

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７期。）。《厩苑

律》所见定期评比耕牛并行赏罚的律文，借铁制农具因破旧而损坏者

准予报销的律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版，第３０页：“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胪）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

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

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

治（笞）卅。”32页：“●（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似说明国

家假借耕牛、铁制农具予农民，《封诊式·封守》之家产查封帐中不仅

无田，亦无耕牛、铁制农具，可为旁证。商鞅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主

要有三：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

内》。）；二是管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

将粮食买卖全部控制于国家手中；三是相对降低农业租税，对农业是

“征不烦，民不劳”（《商君书·垦令》。），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

重”（《商君书·外内》。）。 

６．田界系统。 

商鞅变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田界系统，它表现着授田制下社

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商鞅田制社会关系内容的组

成部分。就西周金文所见，当时田界仅有封、疆（也即埒）两种。《●

人盘》记●付予散的田土，以树、河、道路等物为基础标志，然后再

立封以为田界。《九年卫鼎》记裘卫得到一块土地，设立四封以为田界，

《五祀卫鼎》记厉付与裘卫的四田土地，四边设疆以为田界。永盂也

提到作为田界之疆（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１期。）。商鞅变

法大大完善了田界系统，除继续沿用封、埒而外，设立了阡、陌、阡

道、陌道等田界标志，又创立了顷这一田块概念，从而使随意改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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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极为不易。这样做，既切实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使私人很难

非法占有国家土地，又切实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贪官污吏无

法“慢其经界”，贵族豪强无法侵田夺土。 

以上，我们就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家授田制的外观表现作了讨论，

那么，这种制度的社会依据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以法律和制

度形式确定下来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究竟附属于、表现了怎样的生产关

系呢？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之下，社会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国家，农

民。将国家和农民联系起来的，是剩余劳动，农民生产剩余劳动，国

家攫取剩余劳动。表面看来，实现这种联系的基本依据是土地使用权

的转移。国家授予直接生产者以适应其生产力水平的充分土地，使之

可以实现其必要劳动，相应作为地租，从农民身上获得剩余劳动，农

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也相应作为地租，向国家上缴剩余劳动。这种

剥削关系似乎与近世的土地租佃关系并无不同，剥削关系的实现取决

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形态成为整个剥削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

如果这样理解，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秦国国家授田制

度。然而，仔细考察，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杜佑早就指出，秦自商鞅变法后“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四》。），

仅就“税人”而言，这个看法相当准确，可谓一语中的，国家从农民

身上获取租、赋、役等剩余劳动，基本的或主要的依据是人身，而非

耕地。赋、役自不待言，秦以及其后很长时期，依据都是人和户。由

于秦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的政策，

以国家权力强制将大家庭划分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因

此，赋、役无论以户还是以人征收，可以说基本等价，都是以劳动者

人身为依据。学者一般认为，秦国赋重于租，而徭役又远远重于租赋

（参见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因此，

国家剥削中主要部分的依据是人头，即直接来源于劳动者人身。即便

就田租而言，表面上按田亩征收，然而在国家授田制度下，每一个成

年劳动力都可以通过受田得到足够其耕种的土地，通常是百亩，而国

家征收田租则是依据其受田额，不论其是否耕种，如云梦秦简《田律》

所见：“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

 196



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版，第２７页。）授田依据人户，田租征收依据授田额，因此其依据仍然

是劳动者人身。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攫取农民剩余劳动的经济

关系，主要的是通过国家与农民之间直接的人身控制关系来实现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以土地等物来作为中介，也就是说，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实现剥削的依据。因此，在这

种经济关系中，国家极为重视户口的控制，国家还以各种方式直接干

预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以行政奖励与惩罚的手段来督促生产。当然，

以被授受的田土作为中介，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间接经济

关系，因而在这些土地上表现出所有制的性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而

非农民，但是，在国家与农民的整个经济关系中，土地所有制只是处

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因为国家是主动、积极地授田予农民，目的只

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结合，得以进行生产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必要劳动，从而能够为国家提供剩余劳动，并非是

以这些土地作为要挟性的条件，迫使农民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我们

在秦国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现象。例如，云梦秦律论及“匿田”罪时

规定，基层官吏隐匿“民田”，当其已收取田租而未上缴，则为“匿田”

罪，若未收取田租，则不论为“匿田”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

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１８页：“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

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

不论○○为匿田。”）。可见，国家在这里最为关心的并非土地所有权、使用

权之类，而是田租的征收，即农民剩余劳动的获取。又例如，秦国农

民斗争的主要目的与宋以后截然不同，并非夺取土地，而是逃离国家

授予的土地，同时，逃离国家控制，因此逃亡是主要斗争方式，董仲

舒谈到秦代社会问题时说“民愁亡聊，亡逃山林”（《汉书·食货志》。），作

为民间日常用书的云梦秦简《日书》中，专有为逃亡者趋吉避凶而设

计的“亡者”、“亡日”两章，亦说明民间逃亡的盛行。 

处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中的国家，当然也像现代国家一样，其重要

职能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但另外更加鲜明、着重地表现出了其阶级

性，在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中，它实际上是作为剥削阶级的总代表而存

在的，它从农民身上攫取的租、赋、役等剩余劳动，以各种形式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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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于剥削阶级各成员，成为剥削阶级成员获取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

而不像宋代以后那样，地主在与农民的土地租佃关系中获取的剥削是

其剥削收入的基本来源，国家则更多地以公共事务为其职能，特别是

以各种手段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关系，以“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

灭。”（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１６６

页。）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简要地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其生产关系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的基本实

现条件是国家对于农民人身的直接控制，而国家授田制度表现出来的

土地所有制形态只不过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从属内容，它的任务和作用

是辅助国家对农民剥削关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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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商鞅变法中的农业技术变革——“爰田（辕田）”新

解 

 

一场卓有成效的大的经济变革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往

往也包含生产技术方面的变革，商鞅变法正是这样。农业生产技术方

面的变革为商鞅变法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是秦国迅速强盛的极重要

原因。那么，商鞅变法的农业技术变革究竟是什么呢？《汉书·地理

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这里将商鞅变

法的基本内容、也即秦国强盛的基本原因并举为“制辕田，开阡陌”

两项。笔者以为，文中所说“开阡陌”即“开阡陌封疆”，如本章第一

节所述，是通过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的设置，确定百亩田块

顷，为授田制服务，因此“开阡陌”可以作为推行国家授田制的代称，

而文中所说“制辕田”，则属于农业技术改革。先秦史上曾有晋、秦两

次作“爰田（辕田）”，为使分析比较清晰，本节在一些问题上对二者

合并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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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爰田”诸说驳议 

 

先秦史上的“爰田”究竟为何？后汉以降，众说纷纭，观点之多，

古史研究中实属罕见，至今未获令人信服之结论，成为聚讼不决的悬

案。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历史之谜，除寄希望于新资料的发现而外，

方法也需适当调整。一是严格从现有史料出发，避免“增字解经”，并

结合历史环境整体进行研究；二是尽量从汉魏人的注解中超脱出来，

避免由此产生的纷乱；三是解字应本其初义，运用声训须十分审慎，

力戒牵强附会。笔者试图由此出发作些新的探讨。 

目前所见先秦“爰田”史料仅三条： 

 

（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乃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

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焉作

州兵。（《国语·晋语三》。） 

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 

 

“辕田”即“爰田”，历来学者并无异议，其理由王毓铨先生已作

阐述（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此不赘言。 

以上史料记述了两件事，一是春秋中叶晋“作爰田”，一是战国中

叶秦“制辕田”，这就在时空上对“爰田”制度作了限定。就空间说，

它实行于秦晋之地，即黄土高原农业地区；就时间言，它存在于春秋

中叶至战国时期，在没有发现新资料之前，我们不能说其他地区或其

他时期也推行过“爰田”制。 

晋“作爰田”有关历史事件如下。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６４５

年），晋背秦约，又拒秦籴，秦穆公出兵伐晋，生俘晋惠公，后准备释

 200



放惠公并与晋缔结和约。晋惠公知此消息后，命郤乞告知吕甥，后者

给郤乞出主意，让他召集国人，假借晋惠公名义赏赐国人，“以悦众”，

同时假传惠公之言：“孤虽归，辱社稷矣”，众人听是言皆哭，通过赏

赐“悦众”和以国耻感人，争得国人支持，“于是乎作爰田”。接着，

吕甥说：由于兵败于秦，“兵甲尽矣”，提议“征缮以辅孺子”，众人同

意，“于是乎作州兵”。这里可清楚看到三点：一、晋“作爰田”直接

导因是兵败后的国贫兵弱，故其目的在富国强兵；二、“作爰田”与“作

州兵”有一定联系，一属经济改革，一属兵制改革，前者当是为后者

提供经济条件；三、既称为“作”，则“爰田”制度乃新推行之制度。 

《汉书》所记秦“制辕田”在孝公期间，由此史料亦可看到三点：

一、“制辕田”为商鞅变法重要内容，既称“制”，则亦属新创设的制

度；二、“制辕田”与“开阡陌”密切联系，因《史记》等述商鞅变法

只记“开阡陌”而不记“制辕田”，可推测广义的“开阡陌”大概也包

含了“制辕田”；三、“制辕田”与“开阡陌”一起是秦国强盛、“东雄

诸侯”的基本经济原因。 

为便于展开讨论，先联系上述史实，对诸种“爰田”解说略作驳

议。 

赏赐说。贾逵、服虔、孔晁等持赏田说，曰“爰田”即“赏众以

田”（《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近人亦多持此

说者，如王毓铨先生认为，“爰田”即“赏赐在朝群臣的车马田或官府

田而已”（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杜预则持

赏税说，曰“爰田”为“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左

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此类说法疏漏有三：一、文献中无训爰为赏者；

二、若为赏赐则无须用“作”字，无须当作一种新制度予以确定并记

录在案。三、按晋之史实，郤乞依吕甥设计，对国人既以国耻感之，

又以赏赐悦之，通过这两手，争取国人支持，然后方推行爰田，“以君

命赏”在“作爰田”之前。 

以田出车赋说。韦注引或云：“辕田，以田出车赋”（《国语·晋语三》

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此说解“辕”为车，或可通，但

疏漏有二：一、就晋“作爰田”而言，兵败之后，国内危机严重，以

田出车赋势必加重国人负担，不利政治稳定，吕甥不会取此下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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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秦“制辕田”而言，商鞅时车战已非主要作战形式，以田出车赋不

合当时实际需要。 

换田说。张晏、孟康认为：“爰田”有周制与秦制两种，周制“爰

田”即换田，以使受田者通过定期换田而均享良田与瘠田。张晏曰：

“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汉

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年王恩田先生亦持此说，认为“爰田制是为了

财均力平而采取的定期交换耕地和住宅的制度”（王恩田：《临沂竹书〈田法〉

与爰田制》，《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只要有农村公社存在，为公平

分配土地使用权而采取的定期换田制度就会存在，甚至在实行国家授

田制度的战国时期，为使授田公平也采用此种制度，如银雀山出土《田

法》所见，但中国古代农村公社不始于春秋，至少西周即已存在，因

而定期换田制度不必由晋来“作”，这是换田说的最大障碍。其实，古

代学者谈到换田制度，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

田之高下善恶，⋯⋯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

居，财均力平”，《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徙，谓爰土易居平肥硗

也”，均指西周，并不认为始于春秋。 

固定授田说。张晏释秦之“爰田”曰：“商鞅始割列（裂）田地，

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人亦多有持此

说者，如罗镇岳先生曰：商鞅“制辕田”即“废除了三年一换土易居

的旧制，每个男子一生只一次受田，一次还田”（罗镇岳：《秦国授田制的几

点辨析》，《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战国时期普遍实行国家授田制度，这

是事实，但此解不仅在训诂上没有根据，而且将同一概念“爰田”同

时理解为晋制、秦制两种对立的实体，在逻辑上也有相当大的障碍。 

轮耕说。孟康释秦之“爰田”曰：“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

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汉书·地理志》

颜师古注。）。近人亦多采此说，如徐中舒先生认为，爰田制自西周即实

行，包括耕百亩（含新田、畬田各五十亩）休五十亩（菑田）的菑、

新、畬三田制，耕百亩休百亩的二田制，耕百亩休二百亩的复田制，

总括起来即岁休轮耕制（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

１９５５年第２期。）。这种解释与史实亦难吻合。首先，岁休轮耕制既然

西周时已存在，那么由晋首创的“作”字便无法解释，建国于西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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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秦在数百年后又作为变革措施重建这一制度，似乎并无必要。其

次，若商鞅变法“制辕田”为推行岁休轮耕制，则授田额须超出百亩

许多方可，但翻检战国文献，谈及授田额均为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

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战国思想家多重农，主张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商鞅认为“为国之数务

在垦草”，反对浪费土地的“地不任”现象（《商君书·算地》。），因此，这

种解释与战国社会思想背景亦相抵牾。 

 

此外还有一些解释，但多从音训“爰”字出发推测，牵强附会意

味更浓，与史实距离更大，为避冗赘，这里不再罗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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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爰田”即牛耕之田 

 

直接谈及“爰田”的资料过少，纠缠于此难获结论，而研究相关

史实则有可能找到新的更有效的突破点。在目前所见有关史实中，关

系密切而人们了解也较多的是“开阡陌”。《汉书·地理志》称商鞅“制

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足见二者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是商鞅变

法的重要内容，皆为秦国强盛的基本依据。因此，由“开阡陌”入手，

或可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开阡陌”又称“开阡陌封疆”，是新创立的一整套农田规划制度，

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秦《为田律》对其具体内容有详细记述，根据本章

第一节的讨论，笔者认为律文有关田土规划的内容可简述如下：南北

向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土地为一亩，百亩土地并列为一顷，亩

间以畛相隔；四顷土地成一大地块，东西两边围以阡道，南北两边围

以陌道，四顷地之间以封、埒（即疆）为界，若干个四顷地又组成更

大的地块，其东西两边围以阡，南北两边围以陌，由此形成完整的农

田规划系统。其中，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的设置均属

于“开阡陌封疆”，其目的实际在于维护“顷”之地积。“顷”即百亩

是基本的授田单位，因而是战国普遍实施的国家授田制之基础，同时

也是征收赋役的基本依据。云梦秦简《田律》就有“入顷刍●，以其

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

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７页。）。因此，实施

“开阡陌封疆”的新制度，目的是确立一种新的经济关系，本质上属

于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但是，除此而外，秦《为田律》还有一

些内容无法归入“开阡陌封疆”之内，这就是亩与畛的设置，畛作为

亩界实质是为亩服务的，因此这部分内容的核心是确立宽一步、长二

百四十步的亩制形状，笔者以为，这正就是与“开阡陌”对应之“制

辕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内容当然远远超出亩的形状这一点。 

田块的形状与耕作方式有密切关系，在漫种耕作方式下，田地形

状无一定之规，既不必方正规则，也不必有确定地积，这种现象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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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农业史上、在民族学资料中比比皆是。先秦两汉，亩的概念在用

于地积时，很少规定其形状。西周时已有亩之概念，它在两种意义上

被使用。一训为垄，即田埂，如《国语·周语下》韦注：“下曰畎，高

曰亩，亩，垄也”，《庄子·让王》司马彪注曰：“垄上曰亩”。《诗·信

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此亩即为垄。一是表示确定地积。《贤

簋》曰：“公命事，畮贤百畮□（粮）”，据郭沫若先生释文，“畮，古

亩字”，前一畮假借为贿，后一畮即地积之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

簋》，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表明

了亩的地积数量，并未提及形状。西汉时期的亩一般并无固定形状，

这可以从《九章算术》中看到，其中“方田”一卷专论土地面积的计

算，所用亩积为二百四十方步，然田块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

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等等。将亩与一定形状联系起来的史料

有四项。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佚篇《吴问》，

文中记叙了春秋时晋六家大夫竞相扩大亩积的情况，“范、中行氏制田，

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

（畹），以一百八十步为畛］”，“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

百步为畛”，“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银雀

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

１２期。此释文及《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均隶定“畛”为“●”，释为“亩”。）。据青川

出土秦《为田律》，畛为亩间界限，若干步“为畛”，即作畛以定出亩

界，故此处之畛既可解为亩界，又可解为两畛所夹地块，与亩等义。

“畹”，《说文》曰“三十亩为畹”，《楚辞·离骚》王逸注曰“十二亩

为畹”，都与《吴问》不合，王逸注又说：“或曰田之长为畹也”，此解

甚合。据此，晋六家所制亩均为两步宽的长条状地块，区别仅在亩长

和亩积不同。二、秦《为田律》所述战国时秦国亩制，是一步宽、二

百四十步长之长条状地块。三、《汉书·食货志》所记赵过“代田”亩

制，文曰：“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

于甽中”，“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由此可见，其亩地积

为二百四十步，每亩由三条“广尺深尺”的甽贯穿始终，有甽必有垄，

故其亩宽仍为六尺，即一步，长二百四十步，地积、形状与秦《为田

律》所述一致。四、《韩诗外传》曰：“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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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在对所谓“井田”的诠释中提出的，在有关“井田”的解释中

是最早提到亩之形状的，然此诠释似乎并非西周亩制的可靠描述，很

可能是根据西汉某些制度所作的推测。前三项史料所反映史实有一共

同点，即其亩制主要推行地区都是在黄土高原，《吴问》为晋，《为田

律》为秦，赵过代田法也是由三辅推及四周，“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

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

（《汉书·食货志》。） 

那么，商鞅变法为什么要在扩大亩积的同时将亩的形状确定为仅

有一步（１.３８６米）宽、却有二百四十步（３３２.６４米）长呢？

笔者以为，较合理的解释，当是推行某种新耕作技术之需。赵过确定

一步宽长条形亩制，是为其代田法服务的。《汉书·食货志》又声明代

田法乃“古法”，即承袭前代某种耕作方法而来，商鞅亩制与代田亩制

完全相同，或许正反映了这种“古法”。 

代田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广铁犁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

甚至在“民或苦少牛”的情况下，“教民相与庸挽犁”（《汉书·食货志》。）。

商鞅变法的农业技术改革主要内容也是推广铁犁牛耕，文献虽无直接

记载，但有明显反映。据《战国策·赵策一》，赵孝成王三年（公元前

２６３年），赵豹谏赵王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

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此处所列都是秦国的长处，政治上“令严

政行”，经济上通过“开阡陌封疆”使国家授田制得以正确执行，战士

都受到上地，由于发展水利事业而使军粮运输极为便捷，农业生产中

则是普遍使用牛耕，而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成果。既是特有长处，则

与此相对应，其他各国、或至少赵国牛耕普及程度当远不及秦。 

直到汉代，耕犁都相当原始，目前已知最早犁耕图见于汉画像石，

如陕西米脂、绥德东汉牛耕画像石，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牛耕画像石等。

由画面中可见，汉代耕犁的基本特征是：犁辕为独辕，长且直，辕前

端直接与犁衡联结，犁衡左右各一轭，各挽一牛，此即所谓“二牛抬

杠”，犁辕与犁床、犁箭、犁梢固定为一体，不可调节。战国以及秦代

的耕犁形制推测与汉代基本一致，如果要说差别，大概就是更原始一

些。这种耕犁由于辕长且直，耕牛又通过犁衡固定在犁辕之上，因此

工作时转弯和回头都不方便，且地头不能耕及的土地较多，需人力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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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地亩越短，缺点暴露越充分，地亩较长，则优点较易表现出来。

另外，这种耕犁耕地较浅，使用人力较多，与人力翻掘耕地相比优势

有限。耕地时须有一人扶犁；由于辕长且直、耕牛又与犁辕固定在一

起，为保证耕牛笔直前进须有一人牵牛；由于长且直的辕又与犁衡连

接在一起，扶犁者无法控制耕地深浅，须有一人持按犁辕予以控制。

因此，每耕地须有二牛三人，这是赵过代田法犁耕“二牛三人”的真

正解释。此种犁耕方式唐代在南诏地区被沿用，“犁田用二（“二”原

作“一”，据《蛮书》改）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新唐书·南诏传》。），

“每耕田，用三尺犁，格（即犁衡）长约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

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即犁）”（樊绰《蛮书》卷七

《云南管内物产》。）。直到文革以后，云南剑川、洱源白族和宁蒗纳西族中

仍保留有这种犁耕法（参见宋兆麟《西汉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考古》１９７６年

第１期；李朝真《从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汉代的耦犁法》，李昆声《唐代云南“二牛

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二文均载《农史研究》第５辑，１９８５年。）。战国及秦代

耕犁形制现尚未能见到，但估计只能比赵过时更为原始，相对人力掘

耕的优势就更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普及推广牛耕，必须尽量发挥其

长处，弥补其缺点，将亩确定为较长的长条形不失为一个切实有效的

措施。 

比较汉代的犁与先秦的车，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除战

国时期可能出现的少量双辕车而外，先秦车制基本上是一辕、一衡、

一轴、一舆、二轮，大多为二轭（如陕西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

所见），少数为四轭（如陕西临潼秦陵兵马俑坑所见），辕长且直，辕

与衡、轴、舆联结为一体，不可调节。除实物而外，甲骨文、金文中

车字字形表现也极为清楚，甲骨文车字多作“●”（如刘鹗《铁云藏龟》１

１４·１。），早期金文多作“●”（如《●父簋》。）或“●”（如《兮甲盘》。）。后

方简化为“●”。汉代二牛犁与先秦车之牵引部分完全一样，犁辕与犁

架、车辕与车体的联结方式也完全一样，这就启示我们，汉代耕犁前

身春秋战国时期的犁，大概是由车演化而来的。可以推测，在激烈的

车战之中，车体或有损坏，牛马拖曳残余车体奔跑，从而掘破土地，

人们由此得到启发，添加耒耜之类破土工具的刃部，从而产生原始的

耕犁。有的学者认为牛耕由耦耕演化而来，如孙常叙先生说：耦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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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面对面共用一耜，一人蹠耒入土，一人曳绳拉耒使耜发土；拉绳

者变换方向后，便成为犁地；此后耜之形制发生相应变化，铧出现，

又以牛力代替人力，改人耦为牛耦，于是出现牛耕（孙常叙：《耒耜的起源

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３页。）。本文不打算详评这种的观

点，只想指出一点，如果犁耕由此产生，那么牛与耕犁之间应该是用

绳索联结起来的，其发展结果应是形成隋唐时期的短辕犁，用人少，

更便于操作，而不会自找麻烦，再重新创造出一种用人多、操作不便

的长辕犁。 

基于上述认识，再从文字学角度对“爰（辕）田”加以探讨，就

有豁然开朗之感。甲骨文、金文均无“辕”字，只有“爰”字。“爰”，

甲骨文多作●，个别亦作●，为双手牵引状，因此，牵引、援引当是

“爰”字初义。金文字体略有变异，作●，由此字形大致确定。《说文》

字形与金文差不多，释曰：“引也，从●从于，籀文以为车辕字。”可

见，自甲骨文至《说文》，“爰”字字体未发生多大变化，字义更是明

晰而确定，即牵引，车通过车辕被牵引方能行动，因此表示牵引的“爰”

字被用为车辕之“辕”字。显然，“爰”字本义与赏、换等等含义毫无

瓜葛。将本义为牵引、引申义为车辕的“爰”字，与田联系在一起，

只能理解为与牛犁耕作有关。“爰田”作为动宾词组，当是指用类似车

辕的东西以牵引的方式耕作田地。作为名词，则是指用牵引方式来耕

作的田地，也即牛耕田地。当它作为一种制度的代名词时，则显然是

指便于牛犁耕作的一种田地建设或田地规划。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

“辕”字从“爰”中分化出来，用以专指车辕，或许正说明，在车辕

之外，已经有了其他的辕用以牵引，例如犁辕。 

早期牛耕的形成及较大面积推广，除了耕犁的形成而外，还需要

三个条件，一是土壤疏松便于早期牛耕的田地，二是耕牛的大量繁育，

三是铁器的使用。早期耕犁粗笨，破土不力，若土壤粘重则很难耕动，

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是其广泛推行的最佳地区，而这正是春秋战国实

行爰田和汉代推行代田的主要地区，二者联系决非偶然。耕牛在秦晋

大地的大量繁育，文献中已可见端倪，《国语·晋语九》在文献中首次

提到耕牛，曰：“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战国策·赵策一》说“秦以

牛田”，表明秦耕牛数量不少，优于他国。这两条材料的时间分别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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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田”、“制辕田”之后，似乎也表明实行“爰田”制之后耕牛数量的

剧增。使用铁犁铧是普及牛耕的重要条件。当然，不用铁器也可犁耕

（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及良渚文化中出土有一些三角形石器，许多学者称其为石犁，但是否犁，

大可怀疑，特别是在土壤熟化程度较低的原始农业之中。季曙行依据机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

结论是：“真正有可能成为石犁的三角形器并不多”。参见其论文《“石犁”辨析》，《农业考古》

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王振中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所谓“石犁”，“出在北方的实际是石耜，

出在南方的实际是石锄。”参见其著作《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５２１页。），如唐代南室韦人“剡木为犁，不加金刃”

（《新唐书·室韦传》。），解放前夕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许多藏族人民使用硬

木削成的木犁，以二牛抬杠方式耕地，每耕不到十分之一亩就须更换

犁尖，耕深仅三、四寸（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藏族简志》下编，1963

年，转引自谢忠梁《几种研究我国牛耕起源时代学说的简述》，《农史研究》第一辑，1980年。）。

但是，不用铁犁铧效率就十分低下，相对人力掘耕优越性不很明显，

这就成为牛耕普及的障碍。在铁器的发明、生产和使用方面，黄土高

原也处于优先地位。文献中有关铁器的第一个明确记载在晋国，公元

前５１３年，晋赵鞅等人“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

九年》。）。考古发掘的春秋时期人工冶造铁器，也以这一地区为最早和

最多，特别是秦国。发现于甘肃灵台景家庄的一件春秋早期铜柄铁剑

（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４期。），被认为

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铸铁器件。春秋时期秦国铁器的发现，无论早、

中、晚期，都明显超过了东方诸国，遍布于当时秦国的整个中心地区。

近年在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中发现的二十余件人工冶造

铁器，更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在铁器方面的优先地位（以上有关铁器内

容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二十章“铁器”，文物出版社 1984年版；宝鸡市考古工

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张天恩《秦器三论——益门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

以上二文均载《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铁器的广泛应用使牛耕优越性较

充分表现出来，为其推广普及提供了充分条件。 

在前述基础上，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又进一步创造条件，国家为

农户提供铁器、耕牛。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铁器，销敝不胜

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

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２页。），对于借用国家铁器者，因铁器破旧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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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损坏者准予报销损耗。《厩苑律》又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

正月评比耕牛，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者，给田啬夫、牛长、饲

牛者分别予以奖励，反之则给予惩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

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０页。）。此条足见国家对耕牛饲养、使用

极为重视。律文未说明是官牛还是私牛，但似乎是官牛，云梦秦简《封

诊式·封守》可作为旁证。《封守》为查封家产记录，被查封者是某士

伍，其有家室子女，畜有臣妾，查封帐也细到“门桑十木”、“牡犬一”

均记录在案，唯无田地，此当为国家授田，亦无铁器耕牛，当由国家

借贷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

２４９页。）。国家又以法令形式规定亩制为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在

授田中严格执行。通过这些措施，以国家力量普及牛耕，真正广泛实

现了“以牛田”，达到了富国强兵、东雄诸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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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辕田”即推广垄甽耕作制 

 

“制辕田”的主要内容是推广牛耕，但仅仅以此还不能充分解释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亩制，理由有二。一、为便于牛耕，增大田块长度

即可，不必硬性规定亩之形状，特别是亩宽一步。二、李悝作“尽地

力之教”，“一夫挟五口”所能治田为百步之亩百亩。汉行代田法，“率

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一夫实际所耕亦百

步之亩百亩。解放前北方谚语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

头”，一夫所能耕田三十旧市亩，按秦尺２３.１厘米、旧市亩６１４.

４平方米折算，大致也是百步之亩百亩。秦亩制百亩相当于百步之亩

二百四十亩，以此授予一夫耕种，则大大超出其耕作能力，这正是《商

君书》所说“地不任”现象，与商鞅务尽地力思想相矛盾。因此，一

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的确定应当还有其他原因。 

这里，赵过“代田法”又给我们启示。代田法的核心是以牛耕为

基础、实行一亩三垄三甽的垄甽耕作法，其亩制形状是为正确布置垄、

甽服务的。《汉书·食货志》称其为“古法”，则它与前代秦的耕作方

法应当有直接渊源关系。成书于战国后期秦国的《吕氏春秋》中，收

入了《任地》、《辩土》、《审时》等几篇农家著作，其中详细描述了垄

甽耕作法的具体内容，这似乎就是赵过时所谓的“古法”，也当是商鞅

变法中农业技术革命、即“制辕田”及其以后成果的总结，商鞅变法

后的秦国亩制由此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吕氏春秋》所见垄甽耕作法的核心是整修垄、沟，以此为基准

进行耕作。《任地》曰：“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

耨柄尺，此其度也。”文中的亩即垄，甽即沟。整地之后的农田由垄、

沟相隔而组成，其宽度均与耨柄长度相同，为一尺（２３.１厘米）。

完成整地的工具是长六尺（１.３８６米）、宽八寸（１８.４８厘米）

的“耜”，这里的“耜”就是犁，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引黄东发曰：

“耜者今之犁，广六尺，旋转以耕土”。此处耜宽即犁铧宽，用八寸宽

的犁铧耕地，由于两边必然会带动土壤，所耕成的沟正好是一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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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犁铧宽度（八寸，合今１８.４８厘米）与考古发现基本统一，已知

出土战国犁铧宽度大致是２０厘米上下。关于出土汉代犁铧，黄展岳

先生依其大小分为三类，小铧长宽各２０厘米左右，中铧长宽各３０

厘米左右，大铧长宽在４０厘米以上，并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是小铧和

中铧（参见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１９８１年第一期。）。秦汉

尺一尺左右宽度的犁铧大概比较适应于牛耕和田间播种行距，因此这

个宽度沿袭至唐。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记当时犁头尺寸曰：“镵长一

尺四寸，广六寸”，据万国鼎先生考证，“唐大尺的标准长度在０.２９

４９米与０.２９５９米之间”，唐“后期渐有放长，有长到０.３１米

左右的”（万国鼎：《唐尺考》，《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依此，唐犁头宽度也在１８厘米左右。战国时期尚未产生犁壁，无壁

犁不能翻土，但可将土分向两边，形成沟甽，来回各一次，便形成一

垄两沟，连续进行，则垄沟相间而完成整地，同时也可以完成播种。

这种整地方式可以只耕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即完成整地，其余一半是未

耕地，被翻起的松土所覆盖，成为垄的基底，因此，以这样方式耕种

二百亩土地，只相当于全部翻耕土地一百亩。秦亩积由百步扩大为二

百四十步之后，一夫之力仍可耕种百亩，其奥妙大概就在于此。所整

之地只播种一半，即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甽”（《吕氏春秋·任地》。），

“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吕氏春秋·辩土》。），高旱田种于沟内，低湿

田种于垄上，有苗之地占全部田地十分之五，来年则垄沟更换。秦地

属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大概一般是将种子播种于沟甽之中，出苗以后，

通过中耕、锄草、培土，原来的沟逐渐变为垄，原来的垄逐渐变为沟，

第二年播种的沟正好是前一年的休闲地，即垄。 

《吕氏春秋》所见商鞅变法后推行于秦地的垄甽耕作法，可由解

放前东北地区普遍采用的垄、沟耕作法得到非常形象的说明。后者主

要有如下一些内容：一、垄台一般为南北向，这与秦《为田律》中亩

向完全一致，以便垄面多接受太阳照射，从而提高春秋两季地温，增

加产量，经对照实验，在东北北部地区，南北垄比东西垄增产１５％。

二、不管栽培什么作物，垄宽不变，东北地区南部为５１.４厘米，中

部为５６.９厘米，北部为７０.０厘米，不同作物只调整株距。这里

的垄宽实际上包含了垄台与垄沟、即垄和甽两部分，其形制与《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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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所述完全相同，只是宽度稍大一些，这大概与东北地区主要农

作物为大豆、高梁有关。三、垄台与垄沟的宽度大小，是由犁及犁铧

的大小所造成的，这与《吕氏春秋》所见也完全统一，后者用八寸之

犁铧耕地，两边各带动一寸（２厘米）土壤，从而耕造出一尺左右宽

的沟甽。四、具体耕作方式有反种、积种、坏种、劐种四种，其耕地

深浅及用工多少各有差别，积种最省事。“积种是在去年的垄沟里播下

种子，用装上‘犁铴头’（或草耙）的犁，把去年的垄台从中犁翻，把

翻起的土翻落到两边的垄沟作为覆土，这样只需一个来回就可播完两

垄，一天就可以翻耕播种两晌地（１.２公顷）”（［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

统耕作方法考》，《农史研究》第三辑，１９８３年。）。这是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

北方土壤气候条件的、便于牛耕而又比较省时省力的耕作方法，可以

推断，商鞅变法后秦国推行的耕种方法当与此类似。 

由上述讨论可见，秦“制辕田”，确定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

除了便于在长直辕犁条件下推广普及牛耕而外，也是为了推广以牛耕

作为基础和核心的垄甽耕作技术。据《吕氏春秋》总结，这种新技术

有许多优点。一、可以实现“息者欲劳，劳者欲息”（《吕氏春秋·任地》。），

使耕地每年都有一半休闲从而恢复地力，这实际上是变不同地块之间

的轮休为同一地块不同部分之间的轮休，在不增加耕作劳动量的条件

下加速土地熟化，改良土壤。二、垄、沟布置便于条播，“衡行必得，

纵行必术”，可以避免农业生产中“三盗”之一的“既种而无行”，由

于“茎生有行，故速长”（《吕氏春秋·辩土》。），这在耧车发明之前是十分

重要的技术措施。三、“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吕氏春秋·辩土》。），即禾

稼生长最有利的土壤条件是上虚下实，种子处于其间，下实则利于种

子吸水、扎根，上虚则利于种子发芽、禾苗生长，同时减少地表水分

蒸发，可能类如东北地区“积种”方式的垄甽耕作法正好能实现这点，

与现代农业中采用的免耕法或少耕法诸多类似之处。四、垄甽耕作条

件下的条播使间苗大为方便，“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吕氏春秋·任

地》。），间苗使禾稼“弱不相害，故速大”（《吕氏春秋·辩土》。）。五、垄甽

条播使禾行与余地界限清楚，从而利于中耕、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

工作的进行。中耕“使地肥而土缓”（《吕氏春秋·任地》。），起到保墒和释

放土壤肥力的作用。除草可以去除农业生产“三盗”之一的“草窃”（《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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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春秋·辩土》。），使禾苗茁壮成长。培土则使禾稼根系发达，既能更多

吸收水分养料，又能抵御风害抗倒伏。六、垄作条播利于禾间通风，

即所谓“正其行，通其风”（《吕氏春秋·辩土》。），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

光照。具有这些优点的垄甽耕作法与铁犁牛耕的推广普及相结合，形

成农业生产技术的一场革命，它必然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

了农业产量，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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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 

 

前面，我们集中讨论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土地制度，那么，这

是否秦国特有的现象呢？当然不是。与秦国对立于东方的齐国，同样

也实行了与秦国相类似的土地制度，这从《管子》以及近年出土于山

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竹书《田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

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本节以下有关引文均本于此文，不再

注出。《田法》及以下所引《王法》等篇未见标题简，但篇题木牍所记十三篇中有此标题，整

理者据此及简文内容推定篇名。《田法》断代、作者从裘锡圭推断，为战国晚期齐人作品，见

《啬夫初探》，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 1981年版。同出《王法》等篇断代和作者亦类

同于此。）等文献可以清楚看出。 

《管子》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经济巨著（关于《管子》的断代，

学者看法不同，本文同意顾颉刚、冯友兰、胡家聪等人战国中晚期齐人作品之说，不再考证。

文中所引《管子》文句据前人校释作了某些修改，为避冗繁，不再一一注出。），其中不仅

有许多关于国家授田制的叙述，而且与此成为对照的是，在这部大谈

特谈商品交换的巨著中，却找不到有关土地买卖的记述。这给我们以

重要启示：《管子》作者们所处时代的土地制度与两汉迅速发展的土地

私有制大相径庭，而与秦国类似。下面，我们就以《管子》为中心，

辅之以银雀山竹书《田法》等出土文献，试就齐国等东方国家的土地

制度作一些探讨。

 215



 

一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 

 

统观《管子》全书，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论述所集中反映出来的

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书中许多文句直接叙述了国家对农民的授田：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

尹知章注：“案家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数，当受地若干。”） 

 

凡国都皆有掌媒，⋯⋯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

然后事之。（《管子·入国》。） 

 

民人之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管子·轻重甲》。） 

 

这些叙述直接反映出国家授田制的实施。这种国家授田制度有时

又称之为“均地”、“分地”、“正地”。如：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故不均之为恶也。（《管子·乘马》。） 

 

 

命之曰：地均以实数。（《管子·乘马》。）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

不可理也。（《管子·乘马》。）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 

 

 

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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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

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子·乘马》。） 

　有时也使用“井田”名称：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管子·侈靡》。） 

 

此句中的“井田”一词如何理解，下章将作讨论，但不论如何理

解，它至少反映了国家给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事实。 

上述这些言论都说明，在《管子》作者所处的时代，基本的土地

制度是国家授田制度，即国家对直接生产者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制度。

这与地下发现的资料相一致，银雀山竹书《田法》明确说： 

 

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又说： 

 

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

□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

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 

 

这里不仅是授田，而且通过定期更换重授，使受田者可以均享良

瘠之田。还提到有基层吏员专门度量民之授田额： 

 

 

邑啬夫度量民之所田小⋯⋯ 

 

《王法》也说： 

 

⋯⋯上家□亩四，中家三亩，下家二亩。 

 

此处简残，似即言以家之等级授予不同廛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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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所反映的土地国有的事实，可以作为当时国家授田

制度实施的旁证。与土地国有相对立的土地私有权，其基本内涵至少

应当包括一定限度内的土地买卖权，但是，在大谈特谈商品交换的《管

子》书中，却找不到土地买卖的痕迹，相反，却有土地不能买卖的证

据，《管子·小称》曰：“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

而走矣。”农民逃亡，土地只能遗弃，这说明土地不能买卖，归国家所

有。由于土地国有，农民所需土地通过国家授田制得到满足，因此当

时的社会问题中没有土地兼并问题。国家害怕的是农民逃亡，离开国

有土地。《管子·立政》说：“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把农民不关心

授予他的土地看作国家的危险。《管子·轻重甲》篇中，作者将农民忍

饥挨饿的原因归结为商人囤积居奇，只字未提土地问题。在《管子·治

国》中，作者分析农民“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的原因，列举了农轻

商重、苛捐杂税、高利贷盘剥、“上征暴急无时”等，总括为“粟少而

民无积也”，亦未提及土地问题，又说：“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

轻家则易去”。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土地兼并问题，这说明当时社

会上不存在土地兼并。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土

地”、即国家授予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国家通过授田制度来维持和保护

这种结合，使他们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因此，农民不关

心自己的土地成为统治者最担心的危险之一。 

土地国有与国家授田制度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前提。

土地归国家所有，授田制方有可能实施，而通过授田制度的实施，国

家从农民身上取得了粮食等剩余产品和徭役等剩余劳动，土地国有才

算真正实现。所以，土地垦辟状况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管

子·权修》说：“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事语》说：“彼善

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等等，因为土地不垦辟，即土地上没有受

田农民在耕作，国家就得不到相应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土地国有

权也就无法得到实现。 

当然，土地国有制的存在形式除了国家授予农民的定量土地外，

还有其他一些形式。一种是屯田： 

 

（秋）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管子·四时》。尹知章注：“师旅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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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慎收之。”） 

 

请以令发师置屯藉农，⋯⋯（《管子·轻重乙》。） 

 

一种是因爵位或功绩授予贵族土地： 

 

度爵而制服，⋯⋯六畜人徒有数，⋯⋯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

田宅之分。（《管子·立政》。） 

 

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管子·君臣上》。） 

 

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管子·国蓄》。） 

 

 

这些，也都是国有土地的存在形式，但它们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中只占据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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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国家授田制度的特征 

 

就《管子》一书所见，对其中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度可以归纳出

如下一些内容和特征。 

 

１．国家严密管理社会生产劳动者，按“夫”或“户”授予定量

土地。 

首先，国家设立严密户籍，定时核查登记： 

 

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管子·乘马》。）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 

 

其次，按一定的行政组织强制编制生产劳动者。其形式或是以劳

动者“家”为单位进行编制：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 

 

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五长命之曰某乡，

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管子·乘马》。） 

 

或是按土地、生产活动将劳动者编制起来：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五聚命之

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管子·乘马》。） 

 

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

家，事制也。（《管子·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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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 

 

 

五人为伍，十人为连。 

 

再次，用行政的暴力的手段直接控制劳动者人身，禁止其迁徙、

流亡： 

 

（冬）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管子·四时》。尹知章注：

“分异谓离居者。”） 

 

逃徙者刑⋯⋯（《管子·治国》。） 

 

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凡出

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里尉）

无时。（《管子·立政》。） 

 

国家是在对劳动者人身予以严密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方才实施

授田制度的。授田按“夫”或“户”进行，一“夫”或一“户”授田

一百亩： 

 

 

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 

 

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 

 

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管子·揆度》。） 

 

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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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其中所言亩积究竟多大，是百步之周亩，是《礼记·王制》

所言之东亩，还是战国晚期流行西部的二百四十步之秦亩，仍不清楚。

《田法》有：“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

其中所称为大亩，与此相比，上引所言显非大亩（李学勤先生研究《田法》

后认为：“简文所说的小亩就是《食货志》李悝所讲的亩，也便是周制百步之亩”，“《田法》

的大亩应该就等于六小亩”。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 1994年版，第 371～372页。据此，则《田法》所说授田额也是周制百亩或稍多一些。）。 

另外，《田法》规定了受田者的年龄限制：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

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简文整理者认为此言为服役年龄，不妥，文中之“作”恐

不能解为徭役。此句后续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

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之，⋯⋯”

显然，不能说征发徭役越多国家越强盛、积蓄粮食越多。且其行文与《汉书·食货志》有关

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为受田并从事农作的年龄界限为妥。） 

 

２．设立严密田界系统。 

国家要实施授田制度，就必须确立和维护严密的田界系统。对此，

《管子》中有几条记载：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管子·乘马》。） 

 

（春）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阡）伯（陌）。（《管子·四

时》。） 

 

显然，国家定时组织对田界系统的维修和订正。其中阡、陌、封、

疆究竟为何，《管子》未作明确阐释。根据秦《为田律》，阡、陌、阡

道、陌道、封、埒（疆），皆有确定形制，互相联结则构成一套完整的

田界系统，这个系统是为推行授田制而建立的，其目的在于维护一夫

所受田百亩顷的确定地积。《管子》书中所说阡陌封疆当与此相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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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封、疆为“修”，称阡、陌曰“正”，其间区别也与秦《为田律》意

思相仿佛。 

３．以所授土地的质与量确定国家租税征收额。 

在国家授田制度下，国家征收的租税是地租与国税的统一体，即

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管子》书中所见的租税征收有两项

指标，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质量而定，即“相地而衰征”，一是根据所

授土地的数量而定，而不依据实际耕作亩数，即不“以田亩籍”，这两

个特点使国家租税征收更趋于合理。《管子》书中曰： 

 

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管子·大匡》。） 

 

相地而衰其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

定籍而民不移。（《管子·乘马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

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持也。

（《管子·乘马数》。“田策相圆”即税额与田等相符。） 

 

这些都是说，征收的租税必须与所授耕地的质量相应。《管子·乘

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 

 

一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

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

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 

 

租税的征收除依据地之肥瘠而有等差之外，授田数额也是其基本

依据。《管子·乘马》篇谈到军赋的征收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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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

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 

 

这里的军赋自然是按授田额征收，而不管其是否耕种。《管子·国

蓄》篇曰：“以田亩籍，谓之禁耕。”这是说，如果以实际耕种土地的

数量来征收租税，则必然挫伤农民耕作的积极性。若将此句解释为主

张不征收土地租税，显然与实际情况难以相符。《管子·轻重甲》篇中

有关于“正籍”的叙述：“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日本学者安

井衡《管子纂诂》注曰：“与，预也。正籍谓正户正人之籍。无预正籍

者，谓无本业者。”（转引自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

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43页。）正籍者正税也，此处所谓正籍显然是指依据

国家授予的足额田地而必须交纳的租税，因此有可不交纳正籍者与必

须交纳正籍者之分，其前提自然是得到了授田与否。 

国家征收的地租与国税合一的剥削，除上述实物的租税与军赋而

外，还有劳役。《管子·乘马》篇曰： 

 

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

功。 

 

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按定额服三天徭役。 

４．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予以行政干涉。 

就《管子》书中所见，这种干涉主要有三：（１）国家给农民——

特别是贫苦农民——以实物资助，并在灾荒和春秋物价变动较大时予

以保护，使之不受高利贷盘剥，以致力于农业生产；（２）国家以兴修

水利、不误农时等措施保护和促进农民的生产；（３）用行政手段对努

力生产者予以奖励，而对懒惰者给以督促乃至惩罚。 

国家给农民的资助有工具、粮食、货币等等，《管子》书中此类记

载甚多： 

 

故（人君）守之以准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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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管子·国蓄》。） 

 

泰春（国家）公布曰：⋯⋯无赀之家，皆假之器械：●、籯、筲、

●、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管子·山国轨》。） 

 

发故粟以田数。（《管子·五行》。尹知章注：“故粟，陈也。以田数多少用陈粟给

人，使得务农。”） 

 

百亩之夫予之策曰：率二十五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管子·臣

乘马》。） 

 

山田、间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管

子·山国轨》。） 

 

山田以寄君币，赈其不赡。”（《管子·山国轨》。） 

 

民之无本者，贷之圃镪。（《管子·揆度》。） 

 

由上述可见，国家资助的对象多是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

种劣等田土的农民，时间则是春种等急迫需要资助的时节。这种政策

对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具有重要意义，而高利贷盘剥是授田制度下

农民贫困、破产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还以调节市场物价、预付粮款或粮食、以工代赈等方式来保

护农民： 

 

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价，无倍

称之民。（《管子·揆度》。“夷疏满之”，即平衡供求、疏通有无；“倍称”，即成倍的利息。） 

 

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

子·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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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事，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

庸，⋯⋯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数》。） 

 

其次，国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并在征发民力时注意不误农时，

以此维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

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 

 

（春）三政曰：冻解修沟渎。（《管子·四时》。） 

 

 

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臣乘马》。）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

不害除田，此谓之时作。（《管子·山国轨》。） 

 

除上述两方面而外，国家对农民还以行政的暴力的手段奖勤罚懒： 

 

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

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管子·揆度》。） 

 

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管

子·轻重己》。）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管子·轻重己》。） 

 

国家对努力耕作者予以名誉和实物的奖励，而将不努力从事农作

者称为“贼人”、“不服之民”、“不令（善）”之民，轻则斥责，重则遣

戍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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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竹书《王法》、《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

冬衣毕具，无余布人卌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幠）。⋯⋯

（《王法》。） 

 

 

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

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

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田法》。） 

 

由上可见，《管子》与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是一套完整

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互相关联，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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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子》中国家授田制衰落的征兆 

 

齐国等东部地区的国家授田制度自管仲变革时即已建立，到了《管

子》各篇形成的时候，国家授田制似乎已呈现出某些衰落的征兆，这

似乎预示着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过渡的开始。 

从《管子》的有关叙述来看，这种征兆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

有时不能确保授田，《问》篇曾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官丞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 

 

不仅已牺牲战士的儿子、外来移民中有未得到授田者，官吏中也

有未得到国家所授禄田者。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因官僚主义等等而发生

的暂时性工作错误，《管子·禁藏》曰：“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

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似乎当

时已产生了授田不足、授田不等的现象，因而作者主张国家应使农民

得到足额的授田，这样才能使农民富足。这里的原因似乎并非无田可

授，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当然，国家掌握大量荒地是授田制实施

的基本条件之一，《管子》中也确有开荒耕种的迹象，《问》篇曰：“人

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荒地大量开垦必然使授田制走向尽头。上述

现象的原因不能排除国家无田可授的可能性，但这仅为推测，其详如

何，终不得知。 

另一表现是私人强占或用其他方法占有国有土地，不向国家交纳

租税。《管子》中有： 

 

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

（《管子·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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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弟、蒋弟、丁、惠之世功，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轻

重乙》。） 

 

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管子·山国轨》。） 

 

边境荒地为私人强占，而且不交纳租税；贵族世家拒绝交纳应交

纳的赋税；亩产十鼓的好地如果国家不设法控制，就会为私人所控制。

这些记述都说明当时土地国有制开始被冲开某些缺口，国家授田制度

的实施已经遇到了某些麻烦。关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

的过渡，本文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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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战国国家授田制度的普遍存在与其一般特征 

一 战国国家授田制的普遍存在 

 

前面，我们讨论了秦、齐东西两大国在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那

么，这是否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独有现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秦、

齐之外，国家授田制仍然是普遍存在，这在文献和考古发现中都有证

据。 

在考古资料方面，睡虎地秦简中摘抄有一条《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

（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这是魏国的法律。据该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廿五年”为魏安

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５２年），上距李悝、商鞅的变革已有百年上

下。文献中反映国家授田制存在的材料就更多：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

子·议兵》。） 

 

这是授一些农民以好田。授田的另一个叫法是分田： 

 

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缭子·原官》。文献本为“均井地，节

赋敛，取与之度也”，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为“均地分，节傅（赋）敛，□⋯⋯”见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３期。据银

雀山简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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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

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吕氏春秋·审分》。） 

 

也有将授田称之为“行田”者：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 

 

由于是授田制，故占用者无所有权，人死后受田收回，离弃农业

也只能放弃受田：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

宅容身，身死田收（一作夺），⋯⋯”（《韩非子·诡使》。） 

 

这里谈到了授田，也谈到了收田。 

 

战国时田土不可买卖，也是授田制存在的旁证。与战国时期田土

买卖有涉的材料，目前能找到的仅有如下三条： 

 

王登为中牟令，⋯⋯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

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无敢仰视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

而日视美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董仲舒曰：“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

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

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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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这三条史料作些分析。 

《韩非子》所言其实被一些人所误解，其中说得很明白，所卖是

“宅圃”，对于农耕田地，“中牟之人”是“弃其田耘”，且其中有王登

对“二中大夫”予之田宅的记载，此即授田。 

董仲舒所言对战国史研究影响颇大，云梦秦简发现之前，人们均

以此来描述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变化，但此说法并不足以作为依据。

这段话是董仲舒对秦自商鞅变法后社会弊病的描述，可是他与汉初其

他人的描述并不相同。汉初贾谊评论商鞅变法的效用曰：“当是时（孝

公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完全是正面肯定，并不认为其有土地

私有化的弊病。在谈到秦亡原因时，他假定说，若秦二世采取如下政

策，则秦安矣：“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

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

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

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史

记·秦始皇本纪》。）这里所谈方面不可谓不多，但无一言论及土地问题，

尤其是土地私有化问题。班固在谈到商鞅变法后产生的社会问题时说：

“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至秦始

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

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

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书·食货志》。）同样没有谈到土地私有化

问题。 

在谈到“接秦之弊”而来的汉初粮食缺乏现象的原因时，班固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

是天下之大残也。”晁错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初相对应的政策也是：

“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

书·食货志》。）这里同样没有土地问题，当然也没有土地私有化问题。 

显然，董仲舒是出于其儒家立场，认为汉武帝时一个重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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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兼并，但他不好直说这

是汉代形成的问题，便将其归之于商鞅，“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

货志》。）。因此，他关于商鞅变法后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兼并的描述实

在是以汉述秦，不足为据。 

这样，说战国时期田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只有《史记·廉颇

蔺相如列传》一条孤证，关于这条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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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国国家授田制的一般特征 

 

 

如果就社会关系角度着眼，战国授田制的本质是：整个社会的剥

削阶级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因此，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统

一关系是以国家与一般公民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出来的。国家依据权

力，通过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

地位，迫使被剥削者为其提供剩余劳动，然后，国家又通过各种形式，

将剩余劳动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分配。战国国家授田制不过是这种确

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上的表现，这就决定了它

必然有如下一些特征或内容。 

１．土地国有。 

在法权关系上，战国授田制表现为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土地

有全面的控制权。它可以对土地进行适和其授田需要的全面规划，可

以按制度授田予民，不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移，特别是不允许土

地自由买卖。正是通过这一特征，在法权上确定了国家在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主导地位。 

２．严密户籍。 

由于社会剥削关系的实现主要并非是以土地作为中介，因此战国

授田制的实现必须以国家对生产者的严密控制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

上方才可能有授田予民和征收租赋徭役。战国时期的人口控制主要表

现在三方面，一是严密的户籍制度，二是以各种行政的强制手段编制

劳动者，以联保制度控制其人身，三是禁止人口随意迁徙。 

３．计户（人）授田。 

在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之下，国家要保证剥削的实现，前提就是

要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从而保证生产活动正常、顺利

地实现，因此，授田就成为这种经济关系中的必需组成部分。战国时

期的授田或依人进行，或依户进行，但由于当时的趋势是建立以一夫

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例如商鞅变法时以法律强制实行的分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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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那样，因此二者可以说等价。或许可以说，在主要家庭形式是个体

小家庭的地区，通行计户授田，在仍然大量存在旧式大家庭的地区，

则以计人授田为主。在授田额上，一般是一夫或一户百亩，而且各国

都竟相扩大亩积，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不使“地有遗利，人有余力”，足

可以使劳动者充分实现其全部劳动，创造出尽可能多社会财富，从而

也贡献出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４．完整田界。 

既然国家控制着全国土地，而且它必须通过授田使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因此它就必须也有可能对土地进行全面规划，

设立完整严密的田界系统，如青川出土秦《为田律》所反映的那样，

以使授田制能顺利进行。从秦齐两大国的有关资料看，这种田界系统

一般包括阡陌和封疆两类。从秦《为田律》看，广义阡陌一称当包括

阡道、陌道，都是大的固定的田界，而封疆（埒）则属于每年都须“修”、

“正”的小的非固定田界，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田界系统。其中封疆

是沿用西周以来的旧制，而阡陌则是适应于新需要的创造。 

５．国家剥削。 

作为整个社会剥削阶级实现剥削的具体执行者，国家从劳动者身

上攫取了全部的剩余劳动，与此同时，国家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与实现者，社会必须提供赋税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因此，国家从劳动

者身上所获得的就包含了后来意义上的地租和赋税两部分，而这两部

分在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界限。战国时期，国家的这种收入大体分为租、

赋、役三部分，一般来说，租依田征收，赋、役依人（或户）征收，

其中赋一般重于租，役又重于租赋，因此国家从劳动者那里的收入主

要以人为依据，即所谓“舍地而税人”。国家收入又以各种形式在剥削

者中间进行二次分配，其中有的部分是官吏俸禄，有的部分是后来意

义上的地租，同样，这两部分在形式上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６．干预生产。 

在国家与农民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之中，土地虽然是必需的物质

条件和中介物，但并非充分条件，像后来较充分的私有制时期那样，

土地所有者可以丝毫不干预生产过程，“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

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马克思、恩格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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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６９７页。）人身控制依然是战

国时期剥削实现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国家必须也确实充分地干预生产

全过程。国家干预一般包括三方面，一是以强有力的行政奖惩督促生

产，一是以推广新技术、兴修水利、借贷籽种工具等方式组织生产，

一是以平籴法、适当减轻农业租税等行政措施保护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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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井田”论研究 

有了战国土地制度研究这一基础，便可以对“井田”论从新的角

度重新进行研究了。两汉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固定的看法：西周

田制是“井田”制。虽然自此而后直到清儒，学者们并未就“井田”

制究竟是什么达成共识，但也没有人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井田”制又

一次被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究，讨论辨析，众说纷纭，但主流是肯

定其存在，分歧只在于如何具体理解。最早系统否定“井田”制存在

的是胡适，他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胡适：《井田

辨》，《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 1989 年版。）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胡适

观点受到彻底批判，此后再坚持否定“井田”制的人便寥若晨星了。

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井田”制问题，而笔者的观点又不属

多数之列，因此只能单列一章详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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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孟子》“井田”言论剖析 

 

谈到“井田”制，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孟子》，虽然他尚未提出

“井田”一词。《孟子·滕文公上》的两大段叙述，几乎可以说是“井

田”论的经典性资料。为便于分析，下面先抄录其有关文字如下：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

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

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

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

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

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

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

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

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父母也？

夫世禄，滕固行之久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

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

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

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

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

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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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实际上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两段话，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

下说的。 

第一段话是孟子对滕文公问“为国”的答复。怎么样才能治理好

国家呢？在孟子看来，“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是重农的，他所谓“民

事”就是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只有搞好农业生产，才能治理好国家。

而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实行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制民恒产，这里的

“产”，就是土地，“恒”者，不变也，也就是说，要使劳动力能够与

定量的土地充分结合在一起，并且永远不变，从而能够创造社会财富，

同时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这与他一贯的思想是统一的，他认为在经

济方面，治民的理想状态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

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提供给农民以充分的土地，使其可以

充分发挥出全部生产能力，由此实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

寒”（《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王道”。这种思想不仅仅只是儒家的理

想，它与整个战国社会背景相统一，这就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为

了给其论点提供论据，他列举了三代的政策：“夏后氏五十（亩）”、“殷

人七十（亩）”、“周人百亩”，都是由国家提供土地，差别仅在于面积

不同。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无法落实。但是，孟子的意图十

分清楚，这就是要授予农民足额的土地。 

另一项政策则是取于民有制。也就是说，在保证生产者能够与生

产资料充分结合、顺利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还必须使社会剥削保持

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与形式之下，由此使劳动者有兴趣继续从事生产。

他主张剥削率为十分之一，作为依据，他说，夏、商、周三代不论采

取何种形式，都是十一之税。在形式上，他激烈反对定额制，认为这

种形式丰年不多取，歉年不少取，使“老稚转乎沟壑”，这是政府的失

职。他主张采取非定额的分成制，而且以“助”法劳役剥削形式为最

好。为了给其论点寻找依据，他指出，西周就是采取这种剥削形式。

他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

虽周亦助也。”他是从《诗经》中有“公田”一词出发，“由此观之”，

推测其剥削为分成制劳役剥削形式，这显然并非是有直接根据。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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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看出，孟子前面所说“周人百亩而彻”，其实也是推测。 

第二段话则是在另一场合下对毕战“问井地”的答复。在讨论这

段话之前，需要对“井”的词性作一些分析。“井”本为名词，下文“乡

田同井”、“井九百亩”之“井”都是在名词意义上使用的，但在“井

地”词组中，“井”一词则显然是名词作动词用，当然，这完全符合古

汉语语法，名词动词化在古汉语中比比皆是。所谓“井地”，就是按“井”

的形状或形式来划分土地。那么，这里的“井”之形状究竟是什么样

子呢？本章第四节中将详细讨论，“井”字在这里的实际含义就是方块，

“井地”就是按方块形状来划分土地。孟子认为，“井地”关系重大，

涉及“谷禄”是否合理、均平，即社会总剥削量及其在剥削阶级中的

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要实现“井地”之“均”，先要实现“经界”之

“正”，“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怎样实现“经界正”呢？

孟子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即以一里见方为土地划分的一个单位，这

样的一块土地由八家耕种，每家各耕种百亩，同时共同耕种提供剩余

产品的百亩“公田”，最后实现“九一而助”。这个方案属设想性质，

从孟子本人的话中就可清楚看出，他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

则在君与子矣。”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设想，如何具体实施，则在于滕文

公和毕战的具体规划与设计了。 

由上述讨论可以清楚看出，孟子在这里提出的确实是一种政治、

经济的设想，他列举出三代，只是为其设想制造历史依据，以增强说

服力。任何人都不会平白无故提出某种思想的，特别像孟子这样的大

思想家。那么，孟子提出这种设想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是什么呢？这就

需要分析一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代，古今有各种推断，莫衷一是，大致来说，

他的政治活动是在公元前 4世纪，或延续至公元前 3世纪初，比商鞅

进行政治活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但可以说属于同一时期。其活动区域

主要在东部地区，最西到魏。对于这个时期，司马迁有很好的描述：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

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

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春秋战国变革运动已接近尾声，各

国忙于兼并战争。孟子说这段话时，各国已普遍实行国家授田制，在

 240



西部地区，商鞅变法已经完成，而在东部地区，春秋前期管仲在齐国

的变革已过去了数百年，管仲所创立的以国家授田为重要内容的书社

制度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弊端愈积愈多，已不再适应社会需要。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孟子所说“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由于“暴

君汙吏慢其经界”，田界系统已被破坏，导致按方块划分土地不能实现

平均，从而导致“谷禄不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键是田界系统，如孟子所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针对这一现实

问题，孟子提出了一个“方里而井”的田界系统设想，试图予以解决。

在东西部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总体背景之下，商鞅在西部地区提出并实

施了他的变革方案，孟子则依据东部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经

济政策。孟子并不是一个仅仅怀旧的腐儒，而是面对现实的思想家，

“方里而井”的制度便是他奉献给社会的精神产品。当然，由于种种

原因，孟子的经济构想并没有得到实际推行的机会。 

 

其实，孟子决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热衷于复旧，不食人间

烟火，在《孟子》一书中，处处表现出他实行国家授田制度的积极主

张。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

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

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

矣。（《孟子·梁惠王上》。） 

 

另外也有一些言论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国家授田制事实。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

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孟子·滕文公上》。）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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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而去，⋯⋯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今也为臣，⋯⋯有

故而去，⋯⋯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 

 

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需求，必然导致各种经济思想本质上的统

一，孟子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不例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孟子的

田制思想，简略地比较一下商鞅和孟子的田制思想与政策，可能会有

一定意义。 

在商鞅和孟子那里，都看不到任何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或记载，他

们都主张由国家授田。在商鞅，建立了包容于“为田开阡陌封疆”中

的一整套授田制度。孟子则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家百

亩田、五亩宅是他理想的恒产标准。使民有恒产，则必须由国家授其

田产。要保证一家能得到百亩受田，就必须确立比较健全的田界系统。

商鞅建立了阡、陌、阡道、陌道、封、埒配套的完整田界系统，而孟

子的第一条经济政策便是正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

公上》。）为此，他设计了一个“方里而井”、内含九个百亩方块的田界系

统。建立完整的田界，达到使授田平均，其目的在商鞅为“赋税平”，

而在孟子则是“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见，商鞅、孟子在田制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差别只在

一些非决定性的方面，例如，商鞅在奖励耕战的前提下可以给某些人

授予较多的土地（同时授予的自然也有耕种这些土地的“隶臣妾”或

“庶子”），而孟子则是一家百亩；商鞅似乎是按夫授田，而孟子主张

则是依家授田；商鞅主张“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孟子则主张八

家共耕百亩公田的“助”法；等等。 

商鞅与孟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田制思

想，时代决定了其间本质上的相同。当然，孟子是一个思想家，不是

政治家，具有浓厚的书呆子气，因此，他的“八家共井”的具体构想、

规划自然成为无法实施的空中楼阁。商、孟相比，商鞅的政策比较实

用，孟子的思想则多空想。他看到了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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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它们，但又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只有参考古今，提出一个想

当然的规划。他的设计在现实中确实难以实行，例如八家共井，就对

各家的人口多少、人口变化情况未予考虑，也未充分考虑土地的肥瘠

差别，能否使各家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实现战国思想家普遍重视的

“地无余利，人无余力”，则更在考虑之外。又例如“死徙无出乡，乡

田同井”，也根本没有考虑人口的增减变化、男婚女嫁等实际情况。孟

子的思想未被当时的政治家们所采用，除了各种不利客观条件而外，

这是一个基本原因。人们只所以往往把孟子“八家共井”看为曾经存

在过的社会制度，甚至将此看为西周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于孟子的

构想与规划中糅合进去了许多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制度。他据《诗经》

推断的“助”法剥削形式，在西周时期确实存在过；他所说的一家私

百亩的授田制度、“八家共井”以及所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相类似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在书社

制度阶段也曾存在过。这些内容，再加上他针对当时现实所提出的正

经界、制民以恒产、取民有度、八家各私百亩而同养百亩公田等思想，

搅和成了他的一整套“井地”思想。这本来是一种思想，硬要将它看

作是西周现实的描述，当然会感觉到扑朔迷离。至于西周的社会经济

状况，孟子其实了解并不多，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关于西周行“助”

法，是他据《诗经》有“公田”一词推测出来的；北宫锜问他周室如

何班爵禄，他说“其详不可得闻也”（《孟子·万章上》。），因此，据孟子的

话来推导西周社会状况，实在是有点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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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井田”资料的流变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所谓“井田”制问题，从文献角度来说，除了

对《孟子》予以详细讨论而外，还需要从整体上分析“井田”资料的

流变，同时简略讨论一下其内部本身就具有的矛盾（关于这些矛盾，已有许

多学者作过阐述，其中以胡寄窗《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１９８１年

第４、５期）论述最为详细。）。 

通常被用来论述“井田”制的材料，是成书于战国的《孟子》、《周

礼》（关于《周礼》断代，自古众说纷纭，今学界有影响人物多持战国说，如钱穆、郭沫若、

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本书从之，不再讨论。关于《周礼》经济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历

史事实，请参看本书第三章。）、《司马法》（本书所引《司马法》有关内容为佚文。关于

其断代，因其内容多与《周礼》相出入，且《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

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故本书将其作战国文献对待，

暂排列于《周礼》之后，不再详论其断代。）和成书两汉的《谷梁传》（关于《谷梁传》

断代，一说为战国谷梁赤所撰，一说其在汉以前口耳相传，汉初方写定成书。不论采取何说，

其书汉初已写定，而主要内容当形成于战国，故本文将其排于《韩诗外传》之前。）、《韩诗

外传》、《汉书》、何休《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春秋井田记》已佚，

作者亦不知。原文系《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引《风俗通》所引，《风俗通》作者应劭

与何休相前后，故本文将其排列于《公羊解诂》之后予以讨论。），其中最早的是《孟

子》、《周礼》和《司马法》。《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孟子》

和《周礼》看来属于不同的系统。关于《孟子》，本章第一节已经作了

讨论，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周礼》。 

《周礼》谈到与土地有关的“井”的记载有两条，其具体记述如

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乃经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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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周礼·地官·小司徒》。）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

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

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

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周礼·考工记·匠人》。） 

 

此外，与其相类涉及授与农民定量土地的记载还有如下几条：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

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

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

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以土均

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

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

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

人》。） 

 

 

《周礼》的叙述显然与《孟子》大为不同。 

其一，不见专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孟子的设计专门在九

百亩中划出一百亩作为“公田”，以使各耕种百亩的八家在这里实现剩

余劳动。但《周礼》在与土地有关的场合中提到井时，都是说“九夫

为井”，并未保留出类如孟子所说的“公田”百亩，可见其所采取的剥

削形式是以定额制或分成制直接收取实物的。 

其二，授予土地的对象是“夫”而非“家”，除户主外，“余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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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根据《小司徒》中提到每家“可任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

之别来看，每家“夫”数并不相同，这样，一家所受耕地当不限于百

亩，而《孟子》所述为按家授田，若据《周礼》，则“八家共井”便成

为不可能，甚至一家所受土地分属于不同的“井”。 

其三，由于轮耕之需，每夫受田并不限于百亩，还有“莱五十亩”、

“莱百亩”、“莱二百亩”之别，《孟子》则无此考虑。按照《周礼》的

授田额，《孟子》式的设计便成为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在本章第四节的讨论中将要说明，“井田”制的内涵实际有两个来

源，一是反映了西周社会的“公私田”之别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

的内容，一是反映了春秋战国社会的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

内容，《孟子》杂糅了这两方面内容，而《周礼》只有后一项内容。因

此，《周礼》的有关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授田制度的设计或规整化的

反映。从它与《孟子》区别来看，除了上述来源不同而外，还表现出，

《周礼》考虑到了各种现实情况，如土地肥瘠的差别、一家人口多少

的不同等等，而《孟子》的设计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脱离实际的书斋特

色。另外，《周礼》以夫授田，也表现出了它出身于东部的地区特色，

西部的秦由于商鞅的分户政策，家庭多被分割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

个体小家庭，东部地区则似乎多有大家庭，如《管子·海王》所说的

“百口之家”，适应这种实际，国家授田只能按夫进行。东部地区的这

一特点，在银雀山竹书《田法》中表现很清楚：“五十家而为里，十里

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

人为区，千人为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

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对居民的行政编制，以“家”为单位，而

耕地的编制，则按“人”所受定额田为单位。 

当然，与《孟子》相同，《周礼》依然带有浓厚的书斋气。如果仅

就授田方面而言，《周礼》的设计是切实可行的，但它在授田以上的设

计则多属空想，特别是沟洫制度。《地官·遂人》有关于遂、沟、洫、

浍、川和径、畛、涂、道、路的一整套设计，在千里大平原上，由于

本来就存在着的山陵河川湖泊，这种设计既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

也没有任何实际必要性，如宋人叶适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叶适《水心别集·民

事下》：“夫畎遂沟洫，⋯⋯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耳。大陂长堰，因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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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钟固流潦，因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不在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

如果真要如此建设，则工作量之大难以想像，据《考工记》，遂广深各

二尺，沟各四尺，洫各八尺，浍广二寻（十六尺）深二仞（十六尺），

而在一“万夫”之国（依一夫百亩计之，不过方三十余里）中，需开

凿长６０丈之遂 ● 条，长６００丈之沟９００条，长６００丈之洫

９０条，长 　６ ０００　 丈之遂９条，按尺为 0.231米计之，暂不

考虑径畛涂道路的建设，仅沟洫之类总土方量为 　 4 366 500　 立

方米，“夫”均 436立方米，在工具落后的先秦，这是不小的工作量，

且不说自然及人文地貌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建设。宋人苏洵早已指出

过这一点（苏洵《嘉祐集·田制》：“非塞谿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

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划于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

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也。”）。这种设计与现实存在尖锐矛盾。 

与《周礼》相类，《司马法》也有将土地与“井”联系在一起的叙

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

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

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

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 

 

就亩百为夫、九夫为井而言，《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且同

样也没有“井田”字样，只是多出亩之地积的确定和夫三为屋之说。

由于《司马法》的断代以及整体情况很难把握，无法作出更细致分析，

故讨论战国有关文献时，本文主要着眼于《孟子》和《周礼》。 

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和《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出“井田”一词，

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经济设计的特色，而且两者之间在具体内容上

存在着巨大差异。到了汉代，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于

新的经济需求，汉儒们开始提出“井田”制概念，并把它作为西周甚

至更前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其源头，似乎都是《孟子》，《汉书》以

后方又杂以《周礼》。《孟子》只是作为一种经济设想提出“方里而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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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经界不正”的弊病，汉儒则将“井田”

当作西周土地制度，目的是为扼制汉代的土地私有化势头寻找理论根

据，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必然。但是，汉儒所能依据

的最早文献只有《孟子》，因此只能以修改、完善《孟子》的方式来阐

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只能离《孟子》越来越远。 

在涉及“井田”内涵的资料中，最早提出“井田”一词的是《谷

梁传》：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

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

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

尽取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此条说法沿袭《孟子》，只是增添了“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

尽取焉”一句，大概作者感觉到《孟子》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农民居住

地，是一缺陷。但是，它将实现劳役剥削的土地和作为居住地的土地

都放在公田上，如何安排？似乎并没有予以考虑。显然，这里作者已

经把“井田”作为古代实际存在的一种土地制度来加以描述。 

接着谈到类似内容的是《韩诗外传》：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

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

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

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

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韩诗外传》卷四。） 

 

作者又在《谷梁传》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设法解决农民的居住地

问题。他的思路很巧妙，首先将公田百亩划为两部分，其中八十亩作

为实现剩余劳动的场所，每家承担十亩，正好合于十一之比（关于“什

一之税”，汉儒理解亦多混乱。依孟子之言：八家共井，为“九一而助”，其“九一”是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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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总劳动的九分之一。依李悝所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

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其“什一之税”即十分税一，是指总产品的十分之一，

而非农民所得与税收之比为十比一，《韩诗外传》所说与下述何休《公羊解诂》所说，实际都

是十一分税一，而并非“什一之税”。），所余二十亩分与八家，每家二亩半，用

以“为庐舍”。然而，这里对庐舍用地的设计依然与《孟子》相矛盾，

因为孟子的理想是“家五亩宅，百亩田”，二亩半宅地其实只够一半。

同时，他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每家余夫各得二十五亩，但这就带

来一个新问题：各家余夫的二十五亩田地如何安排？《孟子》谈到余

夫时说的很清楚，卿以下有圭田五十亩，卿家之余夫有圭田二十五亩。

《礼记·祭义》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各级

统治者祭田规模各不相同，孟子所设计“卿以下”以及其余夫所受圭

田五十亩、二十五亩与此祭田数额吻合，此处圭田当即祭田，千亩、

百亩、五十亩、二十五亩之差也正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卿家“余

夫”之等差成比例。孟子此处所谓“余夫”，当即“余子”。“余子”，

即卿大夫家嫡子以外之诸子，显非一般农民。《周礼·地官·小司徒》：

“大故致余子。”郑玄注：“余子，卿大夫之子。”《吕氏春秋·报更》：

“张仪，魏氏之余子也。”高诱注：“大夫庶子为余。”《左传·宣公二

年》“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汉

书·食货志》：“余子亦在于序室。”苏林注：“余子，庶子也。”圭田显

然与农民每家所受百亩性质不同，无论解释为祭田，还是像有些学者

那样解释为畸零之田，因其数量大大少于农民每家所受之百亩，故都

不是由受田者自己耕种，当属孟子所说“公田”，是农民实现剩余劳动

的土地，因此，孟子的说法与“八家共井”并无冲突。《韩诗外传》将

余夫解释为受田农民各家之余夫，则其所受二十五亩土地实际上无法

安排，与孟子的设计形成尖锐矛盾。 

至《汉书》，则杂糅了《孟子》和《周礼》：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

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

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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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

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

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

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

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

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

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

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

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

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

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

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

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

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

“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

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

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

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

货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

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

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

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

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

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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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

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

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

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

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

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

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汉书·刑法志》。） 

 

上述所录《食货志》三段文字，第一段来自《孟子》以及其后的

《谷梁传》、《韩诗外传》，但是略去了《韩诗外传》所谓“余夫”之说，

第二、三段基本来自《周礼》以及《司马法》，其内容与第一段形成尖

锐矛盾，其实二者无法并存。除此而外，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诸如授

收田年龄界限、对于生产的直接干预、对受田农民更严密的管制，等

等。《刑法志》内容则基本来自《周礼》和《司马法》。《汉书》“井田”

论由于是杂糅了《孟子》和《周礼》两个系统的内容，其中的矛盾是

显然的。按夫授田，“余夫”同于“户人”（即户主），且按土地肥瘠有

百亩、二百亩、三百亩之差，按此则根本无法形成所谓“八家共井”。

另外，适应两种不同的土地规划的两种剥削形式，即公田“助”法剥

削形式与直接征收实物剥削形式，也形成尖锐矛盾，二者无法统一起

来。 

何休《公羊解诂》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

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

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

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

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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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

得有树，以妨五谷。还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

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

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

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

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

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

八家共一巷。（《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 

 

这里，明确了受田百亩之“家”的人口数量，为五口，同时明确

了“余夫”的定义，即一“家”多于五口者。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有关

社会风气、道德方面的叙述，主要是所谓贵人、重公贱私之类。但是，

他将余夫作为各家多于五口之人，且授予其二十五亩，田又有一岁一

垦、二岁一垦、三岁一垦之别，为“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

又须“三年一换土易居”，土地如何分配安排，仍是难题。其叙述前后

两部分依然矛盾，考虑到“余夫”和上、中、下三种田土的不同分配，

孟子所言“八家共井”在这里仍无法实现。 

最后是《春秋井田记》： 

 

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公

田十亩，庐舍五亩，成田一顷十五亩，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

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

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

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

引《风俗通》所引。） 

 

这里又有改变，将宅地扩大为五亩，突破一井九百亩之限，似如

《孟子》，实与《孟子》已截然不同，其所谓“八家共井”似乎是作为

一种社会基层组织，是以家而并非以土地为组织依据的，因为九顷二

十亩作为八家共之的一个方块，实在是难以实现的规划。它与《孟子》

的相同之处，只是同样有授田予民的内容而已。 

 252



从上述罗列可以看出，“井田”资料有一个明显的增补、发展的演

变过程。“井田”资料的源头在战国，主要是《孟子》和《周礼》二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大环境之下，思想家们不可

能脱离现实，他们为治国平天下设计了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各方面的规划与方案。这些设计在本质上属于新的精神生产品，但

在具体内容上，必然也必须借鉴前代和当代的许多适合其思想体系的

东西。在笔者看来，《孟子》是这样，他既借鉴了西周的“助”法剥削

形式，又参考了战国普遍存在的国家授田制形式，提出了全新的“方

里而井”设计；《周礼》也是这样，其作者既吸收了大量的西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成果，又吸收了自管仲以来的政治、经

济改革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统天下的统治体系。然而，就这两本

书有关所谓“井田”的内容而言，不管其包含了多少与历史上或现实

中相符的东西，在总体上只能归于设想、规划、方案一类，属于精神

范畴之内，而无法归于现实，因此，如果从实际施行角度来看，其必

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当然，从“设计书”角度看，这种

矛盾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正因为《孟子》与《周礼》是两套不同的

“设计书”，其间矛盾也是完全正常的了。《孟子》和《周礼》都没有

提出“井田”一词，“井田”制作为对西周土地制度的一种描述，应当

说在汉儒那里方才形成。由于“井田”资料有两个存在矛盾的不同源

头，而这两个源头都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设计而将“井”与土地联系

起来，与社会实际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凡是试图延袭这两个源

头、并将其作为一种现实制度来理解的努力，都必然因内部存在尖锐

矛盾而不能成功。汉儒是这样，后人也是这样。胡适从文献角度着眼，

考察“井田沿革史”，“以为大概井田论是到汉代方才完备的”，从而否

定井田制的存在（胡适：《井田辨》，《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 1989年版。），应当

说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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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比较研究 

 

“井田”制究竟是否存在？《孟子》、《周礼》等文献中所说的“井

田”究竟反映了什么历史事实？仅仅局限于有关文献还难以得到最后

结论，要打破僵局，目前还有一个途径，这就是把它与战国田制联系

起来，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无论对中国古史分期持何种观点，学

者们都承认，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

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社会经济结构。古人早就看到了这点，如王

夫之就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必然的推理：作为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的土

地制度，肯定与战国土地制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人们对西周土

地制度的描述与战国相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描述是不可信的。

因此，如果将“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进行比较研究，寻其同异，看

看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对于最后解决“井田”制问题，

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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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异同 

 

通常被使用涉及“井田”制内涵的材料，仅见于成书战国的《孟

子》、《周礼》、《司马法》和成书两汉的《谷梁传》、《韩诗外传》、《汉

书》、何休《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其间不乏矛盾抵牾之处。战

国授田制的内涵，不仅见于地下材料，亦散见于战国及秦汉的各种文

献，经过学者们多年研究，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廓（参见本文第四

章的讨论。），当然，由于材料仍相当缺乏，我们尚难以完整地叙述出它

的法律形式，也无法充分把握它在地域上的差别。为使叙述简明，本

节暂不考虑有关“井田”制材料的内部矛盾，按照有则录之的原则归

纳出其内涵的一些条目，以此为基准，逐条比较它与战国授田制的异

同，并进行简略的分析。由于“井田”制是一个古老而庞杂的问题，

为尽量避免误解和无谓争论，本节不得不罗列有关各种材料，并将历

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暂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的比较可从下述十六个方面进行。 

１．受田单位 

“井田”制： 

有家、夫两种。《孟子·滕文公上》、《周礼·大司徒》所述受田单

位为家（《孟子·滕文公上》有“余夫二十五亩”，据文意，此指受圭田的“卿以下”之家

的余夫，非直接生产者家庭的余夫。关于圭田，“官吏受田”一条将予以讨论。），《汉书·食

货志》有一处叙述同此。《韩诗外传》除家而外，开始列出余夫。《公

羊解诂》更明确为一夫一妇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五口之家。《周礼·遂

人》所述受田单位为夫，《汉书·食货志》另一处记述同此。《春秋井

田记》亦为夫，但又进一步说明，该夫受田“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

父母妻子也。” 

战国授田制： 

亦有家、夫两种。《魏户律》有“●（假）门逆吕（旅），赘婿后

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９２页），可见立户为受田前提。所谓“家五亩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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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亩田”（《荀子·大略》。），即为以家授田。银雀山汉墓出土战国齐人作品

《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

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即在以家为单位组成的行政区划州、乡中按夫授田，百人、千人所受

田组成相应地块区、域。“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地

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等等，皆为以夫授田。 

比较与分析： 

二者受田单位皆有家、夫两种。战国授田制中这种差别可能与不

同地区家庭结构不同有关，但其着眼点都在主要劳动力“夫”身上。

商鞅变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李

悝尽地力之教所述标准生产单位为“一夫挟五口”（《汉书·食货志》。），可

见，秦与三晋受田之“家”是以一夫为核心的小家庭，授田予“家”

和授田予该家主要劳动力“夫”可以说完全等价。而齐鲁之地多未分

居之大家庭，如“八口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下》。），“十口之

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因此必须以夫授田。“井田”制材

料中的家、夫之别，从《公羊解诂》和《春秋井田记》看，似乎亦出

于同样原因。 

２．受田者年龄限制 

“井田”制： 

着眼于是否成为劳动力。《汉书·食货志》曰：“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

上所强也。”《春秋井田记》曰：“人年三十，受田百亩。” 

 

战国授田制： 

亦着眼于是否成为劳动力。银雀山竹书《田法》有：“□□□（疑

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

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

<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简文整理者认为此言为服役年龄，不妥，文中之

“作”恐不能解为徭役。此句后续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

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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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显然，不能说征发徭役越多国家越强盛、积蓄粮食越多。且其行文与《汉书·食

货志》有关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为受田并从事农作的年龄界限为妥。）。此处

受田者限于十六岁与六十岁之间，十四至十六岁、六十岁以上（可能

至七十岁）授以半额田。 

比较与分析： 

《春秋井田记》所述始受田年龄偏大，不合情理，“三十”可能为

“二十”之误。此外，两者具体年龄限制虽略有差别，但都着眼于劳

动力，成年劳动力皆授以全额田。《汉书》所谓“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即勉强、强迫其参加一定劳动，有可能是指授予一定量土地，与《田

法》半劳力使之半作，即授以半额田相类。至于两者中以家为受田单

位者，其核心当然是成年男劳力。 

３．授田者 

“井田”制： 

授田由国家实施。《孟子》是建议滕文公实施；《周礼》中为大司

徒、遂人等官员之职；《汉书·食货志》记曰“先王”、“圣王”“制土

处民”。这些，都代表着国家。 

战国授田制： 

亦由国家实施授田，并以法律形式固定化。云梦《秦律》为证。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由国家授田，表明授田以土地国有为前提。 

４．授田额 

“井田”制： 

一般为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孟子》、《韩诗外传》、《汉书》、《公

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为一家或一夫授私田百亩。除《孟子》为

八家同养公田百亩外，余皆家或夫授公田十亩。另，《韩诗外传》、《公

羊解诂》又有余夫授田二十五亩之说。《周礼》则为依田等授田，“不

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

司徒》。）；“上地夫⋯⋯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田百亩，莱

百亩，⋯⋯下地夫⋯⋯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皆相同（《周礼·地官·遂

人》。）。《汉书·食货志》另一处记述与此类似：“民受田，上田夫百亩，

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余夫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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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家⋯⋯百亩田”（《荀子·大略》。）；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一农之壤，量百亩也”（《管

子·臣乘马》。）；“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轻重甲》。）；“魏氏之行田

也以百亩”（《吕氏春秋·乐成》。），等等。有因土地瘠薄而多授田者，“邺独

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有因亩积小而亩数多者，“为国

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亦有因亩积大而亩数

少者，如《田法》：“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银雀山汉墓竹简

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 

比较与分析： 

两者均为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土地瘠薄者多授，以供轮作耕休。

两者差别，“井田”制材料中多数有公田十亩之授予。关于公私田之分，

本节后面集中分析。另外，《韩诗外传》、《公羊解诂》曰余夫受田二十

五亩，大大低于正夫，不合情理，显系对《孟子》卿以下之家余夫受

圭田二十五亩的误传，不足为比较的基准。 

５．宅地 

“井田”制： 

授以定量宅地。《谷梁传》称：“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但未指明一家宅地多少。《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为一家授

庐舍地二亩半。《春秋井田记》为一家庐舍五亩。《周礼·遂人》曰授

田时夫授一廛，郑玄注：“廛，居也”。《说文》：“廛，一亩半，一家之

居”。不论面积大小，授田同时总要授予定量宅地。 

战国授田制： 

亦授定量宅地。通常一家五亩左右，《荀子·大略》曰“家五亩宅”。

银雀山竹书《王法》有“⋯⋯上家□（疑为地）亩四，中家三亩，下

家二亩”（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

年第 4期。），此处所言当为授宅地亩数，依家大小而有等差。 

比较与分析： 

两者数量不一，但皆授以宅地。地域不同，宅地面积有差，此亦

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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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官吏受田 

“井田”制： 

《孟子》有：“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圭田为何，解释不一，但为卿以下官吏及其家属所受田无疑，其上所

得自然为该家收入。 

战国授田制： 

亦见对官吏类如俸禄田之土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

收地”（《韩非子·喻老》。）；齐国臣下离“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

娄下》。）；秦甘罗出使有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有相似的官吏受田。其上劳动力如何解决，收益如何分配，

不清。战国授田制可能同时授予一定劳动力，《商君书·境内》曰：“能

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孟

子》所言圭田数量很少，就文义似可推测为公田的分割部分，即圭田

由井中农民代耕。 

７．田界 

“井田”制： 

高度重视田界问题。《孟子》谈“井地”时，置田界问题于首位，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汉书·食货志》谈到“先王制土处民”时

亦言：“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周礼》每

言规划土地，必有田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周礼·地官·大

司徒》。），“⋯⋯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地官·遂人》。），还设计有沟洫与

道路配套的规整的田界系统，“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

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人》。）。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亦将田界问题置于极重要地位，“为田开阡陌封疆”（《史

记·商君列传》。），即确立起以固定田界阡、陌、阡道、陌道和非固定田

界封、埒（疆）配套的田界系统，以保证授田的实施。东部地区也有

类似设置，“春三月以甲乙之时发五政，⋯⋯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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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千（阡）伯（陌）”（《管子·四时》。）。 

比较与分析： 

细节虽有差别，但重视田界、确立田界系统，两者相同。授民以

田，自然必须有相应田界系统保证其实施。 

８．耕休与换田 

“井田”制： 

有耕休与换田之制。《周礼·大司徒》记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

地，《遂人》授田中有莱田，郑玄注曰：“莱，谓休不耕者”；《汉书》

记授田有不易上田、一易中田、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这些都是说授田中包括耕休之地。《公羊解诂》曰：“上田一岁一垦，

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

年一换土易居。”这里不仅谈到耕休，也谈到定期更换耕地的制度。 

战国授田制： 

亦有耕休与换田之制。“魏氏之行田”，“邺独二百亩”（《吕氏春秋·乐

成》。），倍于通常之百亩授田，是因“田恶”，当实行耕休。《田法》有

“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

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

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

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其中赋田即授田，《国

语·晋语》“赋职任功”韦注：“赋，授也”；《吕氏春秋·分职》“出高

库之兵以赋民”高诱注：“赋，予也”；《汉书·哀帝纪》“皆以赋贫民”

颜注：“赋，给与也”。该句即曰，根据庄稼生长状况确定田之肥瘠，

三年更换一次授田，十年全部更换一遍。 

比较与分析： 

两者基本相同。耕休轮作作为耕作制度，在任何田多人少之地都

可以实施。换田制度则不仅皆有记述，而且都是三年更换一次。 

９．公私田之别 

“井田”制： 

除《周礼》而外，皆有公田与私田之别。《孟子》为八家同养公田

百亩，《谷梁传》为九百亩中“公田居一”，其余材料皆曰家受公田十

亩。《谷梁传》还有“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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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公田、私田与吏、民相对应，公田由官吏管理，农民耕作，收入

归官府。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两者完全不同。对此，本节后面集中分析。 

１０．亩积 

“井田”制： 

亩积皆为百步。《韩诗外传》：“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汉书》：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孟子》：“方里九百亩。”《谷梁传》：“三百

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 

战国授田制： 

亩积不一。秦制二百四十步为亩。齐鲁等东部地区大约是百步为

亩。《礼记·王制》云：“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又曰：“古者以周

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

亩三十步。”其谓“东田”，当指战国或秦汉时期东部地区亩积，似为

六尺步之百步之亩。武帝末年行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

亩五顷”（《汉书·食货志》。），以班固之言：“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

为井”（《汉书·食货志》。），一井一屋共一千二百亩，折为五百亩。可见当

时仍行两种亩积，大约前者为东田，百步为亩，后者为西田，二百四

十步为亩。东西田之别当为战国旧制，残存于汉初（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

卷三“王制东田名制解义”，《癸巳存稿》卷十“亩制”。）。与亩积西部大东部小相对

应，西部有“小亩”之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

君书·算地》。），东部齐国则有“大亩”之称，《田法》云：“一人而田大

亩廿［四者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

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此种亩积变化春秋时即已产生，《孙子兵法》

佚篇《吴问》述晋之亩积变化曰：“范、中行是（氏）制田，⋯⋯百六

十步为畛，⋯⋯［智是（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畛］，⋯⋯韩、

魏制田，⋯⋯以二百步为畛，⋯⋯赵是（氏）制田，以二百卌步为畛”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

４年第１２期。引文中“畛”原作“●”，释为“亩”，据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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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９期）改。），此处之畛实际为亩的代名词。 

比较与分析： 

战国时各地亩积不同，且多有变化，但若不考虑一步尺寸长短的

差别和变化，东部地区一般亩积大致为百步，这与“井田”制材料中

的亩积是统一的。而有关井田制的早期文献，恰恰也都出自东部地区，

两者间自然会有某种联系。 

１１．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 

“井田”制： 

有三方面的干预：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一、督促农

民生产。《周礼》记一些官吏之职曰：“趋其稼事而赏罚之”（《周礼·地官·县

正》。），“教甿稼穑”（《周礼·地官·遂人》。），“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

官·酂长》。），等等。还规定：“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

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周礼·地官·闾师》。）。《汉书·食

货志》所记则有如监督囚犯生产，“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春，“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

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且民出入之时，有“里胥坐于右塾，邻长

坐于左塾”，直接监督。二、组织生产。《周礼》所述亦多。有沟洫水

利设施和道路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

夫有沟，沟上有畛；⋯⋯”（《周礼·地官·遂人》。）。有耦耕的组织，里宰

之职，“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有掌握

土地情况以定作物和施肥的种类，草人之职，“掌土化之法，以物地，

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汉书·食货

志》所述对作物种植亦有种种规定，如“种谷必杂五种”，“田中不得

有树”等等。三、提供保险。《周礼》有记载，司稼之职，“掌均万民

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周礼·地官·司稼》。）；廪人之职，“若食不

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周礼·地官·廪人》，郑玄注：“六

斗四升曰●”。）；旅师之职，“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

致民，平颁其兴积”（《周礼·地官·旅师》。）。 

 

战国授田制： 

亦有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三方面的干预。一、督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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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田法》等篇明确规定，一年受田收获粮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

百斗者，分别处以罚为公人一岁、二岁、黥刑以为公人的刑罚；家中

没有一定数量余粮、余布帛，亲属死不得唅，不得以衾复尸（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卒岁田

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

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岁

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衣毕具，无余布人卌尺、余

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幠）。⋯⋯”）。《魏奔命律》规定，带头不事生产者，

遣入军队干苦活危险活，每天只给口粮三分之一斗，不给肉吃（睡虎地

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９４页：“●（假）门

逆●（旅），赘●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

（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文献记

载也很多，“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

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行罪无疑”（《吕氏春秋·仲秋纪》。）。“魏三月上祀，

农官读法，法曰：⋯⋯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则有罚”（董说：《七国考》卷二

“农官读法”条引桓谭《新论》。）。二、组织生产。就目前所知，有两方面。

一是国家主持大规模兴修农田灌溉水利。如西门豹治邺，组织开凿了

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又如都江堰、郑国渠的建设。一是某

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提供籽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云梦秦简

有律文言，县仓库专门存放作物籽种，仓库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各种作

物的亩用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版，第４４页：“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第４３页：“种：稻、麻亩用二斗

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

（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可能类如江陵凤凰山西汉前期墓出土贷谷

帐所反映的，国家借贷种子与贫苦农民（参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

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７期。）。秦简中所见定期评比耕牛并行

赏罚的律文，借铁制农具因破旧而损坏者准予报销的律文（睡虎地秦墓竹

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０页：“以四月、七月、十

月、正月肤（胪）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

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

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３２页：“●（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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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似说明国家借耕牛、铁制农具予农

民。《封诊式·封守》记查封某里一士伍之家产，他有家室子女，有房

产，畜臣妾，查封帐也细到门前桑树十株、公狗一只俱记录在案，但

其中不仅无田，亦无耕牛、铁制农具（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

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４９页。），此为旁证。三、提供保险。如李

悝曾针对“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情况，设平籴之法，“取有余以

补不足”（《汉书·食货志》。），为农民提供灾年保险。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从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三方面干预农业生产。

如果说它们有差别，除了具体措施有些差异而外，“井田”制材料所记

似过于规整而难以实施，不如战国授田制中政策之切实可行。 

 

１２．剥削形式和剥削率 

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依据所授土地而进行的剥削。如上所述，“井田”

制与战国授田制从所见材料看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这种情况

下如马克思所说，地租与赋税合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８９０页。）。为叙述方便，本节以国家剥削

称呼这种租税统一体。 

“井田”制： 

国家依据所授土地而攫取的剥削，形式有劳役剥削与实物剥削两

种，剥削率大致在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之间，最低二十之一，最高百

分之二十五。《孟子》“请野九一而助”；《谷梁传》“古者什一，藉而不

税”；《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为家受私

田百亩，公田十亩，这些都取劳役剥削形式，剥削率分别为九分之一、

十分之一、十一分之一。《孟子》“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地官·载

师》“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

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这些都取实

物剥削形式，剥削率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仅园廛二十之一，漆林百

分之二十五。从字面看，这种实物剥削皆为分成制。《周礼·地官·载

师》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

者，出夫家之征。”似乎也取定额制。另外，还依地征军赋。《汉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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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志》曰：甸（六十四方里）“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备，”《公羊解诂》曰：“十井（九十顷）

共出兵车一乘。”《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记则为军役，“凡令赋，以

地与民制之，上地，⋯⋯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其民可用者

二家五人；下地，⋯⋯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战国授田制： 

国家依据所授土地而征收的剥削基本上是实物剥削，剥削率已知

者大致在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之间，亦有高于或低于此者。国家实物

剥削有定额制和分成制两种。云梦秦简有：“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

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

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７页。），此为定额制。“案田而税”（《管

子·大匡》。），“相地而衰征”（《荀子·王制》。），都是根据土地肥瘠程度确定

剥削定额。商鞅变法定“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此为分成制。就

分成制而言，剥削率大致在什一到什二之间。什一之税大约是战国儒

家的理想剥削率，故儒家文献多见什一之说，《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曰：“什一者，天下之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

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李悝估算农民收支帐，即以什一之税计

之（《汉书·食货志》。）。《管子·大匡》曰：“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

下年什取一”，则平均大致在什二左右。有低于此限者，《管子·幼官》

“田租百取五”，《孟子·告子下》记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此为二

十税一，剥削率偏低，不一定实行。亦有高于此限者，《管子·臣乘马》

“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藉九矣。”此言什伍之税，

似为夸大之词。 

比较与分析： 

如果暂且抛去“井田”制材料中有关公田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

则两者剥削形式与剥削率基本一致。战国授田制下虽未见以地征徭役

者，但在对劳动力授以定额土地的前提下，以人征徭役与以地征徭役

可以说等价。至于两者有无公田劳役剥削形式的差别，本节后面集中

分析。 

１３．户口管理 

“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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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禁民随意迁徙。据《周礼》，地官首位大司

徒之职为“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专

人掌管户口，“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

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周礼·秋官·司民》。）。另如司书、遂师、遂大夫、

鄙师、酂长、里宰等官吏都有掌管户口之职，必须按时予以清点。同

时，禁民随意迁徙，移居须得官府批准，“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

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周礼·地

官·比长》。） 

战国授田制： 

亦有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禁民随意迁徙。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

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守法》

有“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

>、<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 年第 4 期。），可见制县之前有一定户籍。户

籍经常检阅，“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

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

政》。）。亦“禁迁徙，止流民”（《管子·四时》。）。“废逆旅”，“使民不得擅

徙”（《商君书·垦令》。），擅徙者处以刑罚（《管子·立国》。）。云梦秦简中有律

文规定，迁徙者必须得到官府批准，有帮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处

以鬼薪、城旦的刑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２１３～２１４页：“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

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１３０页：“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

士以下刑为城旦。”）。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有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随意迁徙。不论国家以何种

形式授田予民，户口是其直接依据，也是征收赋税徭役的基础，因而

必然严加管理。 

１４．对劳动者人身的超经济控制 

“井田”制： 

按一定规格强制编制劳动者，施行联保，并以暴力予以控制。《周

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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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其他职官、《韩诗外

传》、《汉书》、《公羊解诂》中，都有关于这类编制的叙述。编制如此

规整，显非自然形成，只能由国家强制实施，是一种行政组织。《周礼》

还有：“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

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

相葬埋”（《周礼·地官·族师》。）；“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

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

贡赋”（《周礼·地官·小司徒》。），等等。这里，对劳动者的编制与联保制合

一，功同赏，过同罚，并以此征发劳役，征收贡赋。另外，还以直接

的暴力控制劳动者人身。《汉书·食货志》叙述曰：“春，将出民，里

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这里的里

胥、邻长简直就是狱卒。 

战国授田制： 

亦强制编制劳动者，设什伍联保，并用暴力控制民户。《田法》曰：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银雀山汉墓竹

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即为强

制编制。亦立联保制，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

列传》。）。齐地类似，“五人为伍，十人为连”（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

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也严密监视劳动者，“筑障塞匿，一道

路，抟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

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

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管子·立政》。）。居民点定时启闭，出

入人员稍有变异，则上报予以处罚。 

比较与分析： 

 

两者基本相同。以超经济手段控制劳动者人身，才能在授田条件

下保证国家剥削的实现，这种手段是国家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经济关系

中更为直接和核心的内容。 

１５．使民互助 

“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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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田者互相帮助。《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韩诗外传》、《汉书》、

《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有类似叙述。《周礼·地官·大司徒》

也有“相救”、“相受”等内容。 

战国授田制： 

《田法》有：“⋯⋯五人为伍，十人为连，贫富相⋯⋯”（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 4期。）简已

残断，有可能为贫富相助之类语句。 

比较与分析： 

我们不能断定战国授田制下也有类似政策。这属于社会的风气、

习俗，对经济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注

意的是，《周礼》记有调人一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

人》。），专门调解民间杀、伤、言语争斗等，这反过来说明使民互助更

多属于儒家的理想。 

１６．国野之别 

“井田”制： 

部分材料有国野区别的叙述。《孟子》有：“请野九一而助，国中

什一使自赋。”《周礼》有国中、野（《周礼·地官·乡大夫》。），国中、四郊

都鄙（《周礼·地官·小司徒》。），国中、园、近郊、远郊、甸、稍、县、疆

（《周礼·地官·载师》。）等等之别；从职官名称看，亦有乡、遂之别。不

同的地区，施以不同的政策。 

战国授田制： 

战国时至少当有国野区别之残存，但目前尚不知战国授田制度对

国、野的政策有无差别。 

比较与分析： 

国野之别，形成于周灭殷前后的武装殖民，既有阶级差别的因素，

又含部族差别的内容，因而它延续时间相当长。《周礼》所言与《孟子》

的国野有何关系，历来说法不一。战国授田制对国野是否有不同政策，

目前也不清楚。但可以说，“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有关这方面的政策

是否统一，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来说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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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异同之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井田”制提出了种种假说性质的解释，

有的甚至只使用了“井田”之名，任意解释，而将明确谈及“井田”

制内涵的材料大部分不予考虑。如果抛开这种种解释，探讨一下“井

田”制内涵的构成，从上述简略的比较研究中可见，除去“使民互助”

与“国野之别”这无关紧要的两项而外，“井田”制的内容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公私田之分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助”法劳役剥削形式，一

是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相对于这两个部分的区分，

“井田”制材料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有公私田之分与“助”法的《孟

子》，一是无公私田之分与“助”法的《周礼》（胡寄窗认为：自先秦两汉以

来，人们对“井田”的理解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孟子》中所记的原始模式，这一模式

的基本特点是有公田而不附沟洫系统。另一种是《周礼》一书出现后才形成的派生模式，其

特点是附有沟洫系统而无公田。”见其《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１９８

１年第４、５期。）。《谷梁传》、《韩诗外传》、《春秋井田记》承续《孟子》，

《汉书》《公羊解诂》则杂糅《孟子》与《周礼》。相对于战国授田制

来说，《周礼》系统与其基本统一，而《孟子》系统则和它存在着矛盾。

如果按照“井田”制内容的这两个部分，将“井田”制同西周社会、

战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作一番比较，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私

田之分（《孟子》所说的公私田之分，实际是指由于采取“助”法而必须将实现剩余劳动的

土地与农民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区分开来，这两种土地分别被称为公田和私田，本文肯

定孟子所说公私田之分与西周实际统一，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于西周社会实际存在的公私

田之分，即在作为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田”意义上的区分，则与孟子所言大相径庭。关于

这一点，参见本文第二章。）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西周社会存在，战国

社会不存在；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内容，西周史料中不见，而战

国社会则全部存在。 

西周社会存在公私田之分，《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为证。西周时期的公私田内涵究竟为何？与《孟子》所言是否

统一？诸家说法不一，本文第二章提出了笔者的一种解释，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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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如何解释，劳役剥削是西周社会的主要剥削形式，这大概没有

问题，《诗·豳风·七月》为证。战国授田制下未见公私田之分，以所

授耕地为依据的劳役剥削亦仅见痕迹。在这点上，“井田”制材料可以

说反映了西周社会实际，而与战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矛盾。 

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内容，即，国家以土地国有为前提，在

对劳动者人身予以很强直接控制的基础上，授予农民以适应其生产力

水平的足够土地，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合，同时，多

方面直接干预社会生产过程，并最后实现对农民的剥削。这部分内容，

除去那些过于理想化、规整化的色彩而外，广泛存在于战国社会，但

在确认产生于西周或反映西周社会的史料中，无论是彝铭，还是《尚

书》、《周易》、《诗经》、《国语·周语》等文献，都很难看到痕迹。相

反，有一些与之矛盾的记述。例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之前

国家并不直接掌握人民户口，自宣王始方有“料民”之举。这样，国

家既不掌握全部土地，又不掌握人民户口，当然无法授田予民。不论

给这些史料予以何种解释，对其性质和程度有何种看法，它们都与“井

田”制材料有尖锐的矛盾。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井田”说实际上有两个来

源。有关公私田之别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来自反映西周

社会实际的记述；有关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则来自

对战国社会实际以及社会需要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是对历史和现

实有一定歪曲的反映。它们被规整化、理想化，而且往往将属于两个

不同时代的东西糅合在了一起。“井田”制材料中的《周礼》系统，仅

仅有后一个来源，因此，它与战国授田制基本精神一致，而《孟子》

系统，则糅合了这两个来源。成书于两汉的“井田”制材料，杂糅了

两个时代的现实，予以规整化、理想化的歪曲，然后又一股脑套在西

周头上，这就是“井田”制两千余年来扑朔迷离，真真假假，使人难

辨真面目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个罪过并不能归于孟子本人，他是在

两个不同的场合，分别谈到这两方面内容，而且说得很清楚，周行“助”

法，是他根据《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作的推测；所谓“井地”

办法，是他“请”滕文公与毕战尝试实行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予以

改变，“润泽之”，可见这是他的一种经济设想和规划。但是，《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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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它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成为所谓对西周社会土地关系、土地制

度的记述，后人大多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孟子》，这就完全改变了孟子

的本意。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说，从整体上看，“井田”制并非一

种现实的土地制度，它是一个建立在现实之上、然而又不反映这些现

实的经济构想。 

这个推论，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

生了巨大变革，这是不论持何种古史分期意见的人都承认的。这种社

会大变革必然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关系变革为核心和基础，而经济关系

的变革必定要求其重要表现形式土地制度也有相应变革。反过来可以

说，如果不存在土地制度的一定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也

不可能存在。从上述的比较研究可见，“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的基本

区别，仅在有无公私田之分和“助”法劳役剥削形式，这实际上可归

纳为一点，即是否以劳役剥削作为依据土地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除

此而外，两者大体相同。如果假设“井田”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土地

制度，仅仅靠基本剥削形式由劳役剥削转变为实物剥削，而剥削者与

被剥削者关系无任何根本改变，是不足以解释春秋战国期间的社会大

变革的。因此，唯一合理的结论只能是：“井田”制并非西周社会的基

本土地制度。

 271



 

第四节 “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真正含义 

 

明确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史料，大概最早出现于春秋。

除了上述列举的“井田”制资料而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一些含

有“井田”字样、或将“井”字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这些史料

应当说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反映，其中有几条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革

密切相关。对此，也应予以较为合理的解释。 

古代文献在它流传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发生改窜。例

如《尉缭子·原官》宋本有“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一句，

银雀山汉墓所出竹书则为“均地分，节傅（赋）敛，□⋯⋯”（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３期。）

文中“地分”二字被改窜为“井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与“井田”

有关的其他史料，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未发现确证之

前，只能以并未被改窜这一假定作为分析的基础。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史料，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井”字。 

“井田”之说，不论《孟子》系统或《周礼》系统，都与“井”

字形状有关。后人一般理解为一块方田分割为九块，成“●”形，中

间为一“井”字，故曰“井田”，如程瑶田所说：“井之名，命于疆别

九夫，二纵二横，如井字也”（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井田沟洫名义记》，《皇清

经解》卷七二。）。其实，这种理解不一定符合先秦“井”字的本义。 

“井”，金文中通常为“●”（金文中“井”实际上包含了“开”与“井”两

个字，陈梦家先生区分这两字曰：“开”，“两横平行，两直不平行而向外斜，中无一点”；“井”，

“两横两直平行，常有一点。”(《西周铜器断代·免簋》，《考古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４期。)

本文讨论所涉仅水井之“井”字。）。《说文》曰：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

就是说，“井”本方形水井之象形，“井”为水井井盘，“·”为汲水瓶

罐。水井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产生，而且这时也有了方形的井盘，

如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眼水井，该井在居住遗址附近，

井口近方形，上口约５．７米见方，向下约半米后即收缩为３．７米

见方，井底更小，约１．２米见方，井深约１２米，井内有加固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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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井字形木架，共四十六层，井架用木棍作成，交叉处有榫，井底出

土大量碎陶器，当即汲水器具残片（《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１９

８０年第３期。）。此后的有井盘水井出土不少，例如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

址中的两眼水井，这两眼井井口为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内有木质井盘，

为原木按井字形两两叠压，水井内还有木桶、陶罐等遗物（河北省博物馆

等：《蒿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 1977年版，第６６～７１页。）。“井”字之象形，

当就是取这类水井在井盘限制下的方形井筒之形状。有趣的是，金文

“井”字在作为“静”字偏旁时，有的直接写作“□”，例如在《静簋》、

《静叔鼎》（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周法高：《金

文诂林》卷五“静”字条，香港中文大学 1975年版。）中，这就更表明“井”字象

形之本义。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当先秦人将“井”字与田地之类词

汇连起来使用时，实际所取即“井”的方块形状之意。 

如本文第二章已经讨论过的，在计量手段还不发达的古代，对土

地的度量开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采取间接的方式，民族学资料

中常常可以看到类似情况。有的以种子来度量，如云南景颇族以箩种

度量土地，一箩种水田约４亩、旱谷约２．５亩（马曜：《关于潞西县遮放西

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版。）。藏族也是这样，其类似于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２５～２

８斤），同时也是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种一克种子

的土地（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27页。）。有

的以牛耕来度量，如云南怒族以“架”度量土地，所谓一“架”，就是

在正常情况下一条牛一天能够犁耕的土地面积，约折合两市亩（《碧江县

一区九村怒族社会调查》，《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可以想象，

在尚未产生牛耕的西周时期，大概是以人力作为耕地度量标准，即所

谓一“田”，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后来演化为“一

夫”耕作之“百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着需要直接度量土地的

时候，方块田，无论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都是确定定量土地的最好

形式。“井”是当时人们熟悉的方形器物，用其作方形标志，以表示方

形田块，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因此人们将“井”与耕地联系到了一起。

所谓一“井”之田，即一个方块田，在国家授田制下，它大概就是指

一个劳动力所受的具有百亩的一个方块田，这是它真正的含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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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亩面积的方块田，是国家授田制的一个特征，因而，随着国家授田

制的开始实施，“井田”一称或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现象也就

应运而生，这是它始见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文献，并作为齐、楚

等国经济变革内容之一的根本原因。以这个推定看先秦将“井”字与

耕地联系起来的资料，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显得更通畅、简明。 

《国语·齐语》：“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

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

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此为管仲变革时“五鄙”措施

之一。对于“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一句，韦昭注：“高平

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墐，沟上之道也。九夫为井，井间有沟。

谷地曰田，麻地曰畴。憾，恨也。”此处“井”字，韦注沿袭汉儒之说，

本文不取。其中“墐”、“井”均为名词动词化。“陆阜陵墐”，意为将

道路布置、建设于“陆”、“阜”、“陵”之上。“井田畴均”，意为按井

状、即方块形状来平均地划分土地，或者说划分土地使之平均。该句

大意即，在不同的各种土地上布置道路（这可能类如秦“为田律”所

记的阡道、陌道，既为道路，又作田界），将田地划分为方块，使之平

均。这是管仲经济变革的一项基本政策，与“相地而衰征”并行，显

然并非沿袭前制，而是新建制度，这就是意味着开始实行国家授田制，

即将土地划分为整齐的方块，授之予民，然后根据土地肥瘠状况征收

定额的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

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

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文中“度”、“鸠”、“辨”、

“表”、“数”、“规”、“町”、“牧”等均为动词，“井”字亦然。“井衍

沃”一句，杜预注曰：“衍沃，平美之地，则如《周礼》制以为井田，⋯⋯

亩百为夫，九夫为井。”杜注依汉儒，本文亦不取。据前所说，“井”

字作动词时是指按方块划分土地，“井衍沃”意即将平坦肥美之地划分

为方块。楚蔿掩为改革军赋制度，将各种土地进行规划登记，其中平

坦肥美之地被划分为方块，然后根据各种土地上的收入确定征收军赋

的数量。这是楚国的一次经济变革，此类政策显然前所未有，而系新

建。“井衍沃”作为一种新建立制度，也意味着实行国家授田制，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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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良田平均地划分为方块，授之予民，然后征收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庐井有伍。”杜预注“庐井有伍”曰：“庐，舍也。九夫为井，使五家

相保。”此亦依汉儒，解“庐”为“舍”，即“家”，解“井”为“九夫”，

解“伍”为实行联保制，既然是联保，所谓“夫”显然是指人。这种

解释本于汉儒“井田”说，又与“井田”资料相矛盾，当然不妥。《周

礼》等文献谈土地时讲“夫”均指一定量的土地，而非指人。如《小

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此处

之“夫”系划分田野所产生，当然是指一定量土地。《遂人》：“凡治野，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考工记·匠人》：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里“夫”也都是指定量土

地。《汉书·食货志》所言更清楚：“亩百为夫”。因此，这里被“伍”

之的对象，当是以劳动力即人为依据的“庐”，和以一定量土地为依据

的“井”，“伍”即强制编制。子产对土地的强制编制，《左传》同年后

文即有说明，曰：“取我田畴而伍之。”这种编制，与《田法》的一项

规定非常相似，可互为注解。《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

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

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

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对“家”按一定数量强制编制为“里”、

“州”、“乡”，对“田”，则以每人所受定额土地为单位，强制编制为

“区”、“域”。子产的这项变革，与商鞅变法诸多相似之处：在土地上

设置田界系统（“田有封洫”），划分为方块田，对劳动者人身和土地都

予以编制，此种设计，似乎也是为了实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即国家

授田制度。 

这三条史料所反映史实都是一种变革，也就是说，其所立制度均

为新设立制度，以前没有。它们都是按“井”字形状、也即方块形状

规划土地，与此相应，都有赋税制度的改革，可以推测，这些改革都

是实行国家授田制，或与之有关。 

以本节对“井”字的解释来看其他一些将“井”与土地联系起来

的史料，也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国语·鲁语下》：“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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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出●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韦昭注：“其岁，有军旅之岁也。

缶，庾也。《聘礼》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一

作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六百四十斛也。”●、

秉、缶三字除韦注外亦有他解。“●，犹束也”（《周礼·秋官·掌客》郑玄注。）；

又作●，“●，束也，或作●”（《集韵》。）；“秉，禾束也”（《说文解字》。），

“秉，把也”（《诗经·大雅·大田》“彼有遗秉”毛传。）；“缶，瓦器，所以盛酒

浆”（《说文解字》。），“盎谓之缶”（《尔雅·释器》。）。此处之“井”，若依汉儒

之说，以九百亩计之，●、秉、缶依韦注，即军旅之岁加征６４０斛

禾、１６斛饲草、１６斗米，则数额太大，依后一解，即军旅之岁加

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则数额太小，均不可信。若以一块方

田，即一夫所受之百亩计之，则按后一解非常通达：军旅之岁在正常

租税而外，再加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因此孔子称其少，曰

“不过是也”。 

《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田之众，制之。”尹知章注

“断方井田之数”曰：“谓分人之地，每断定其方而立之田数，屋三为

井也。”句中，断，“截也”（《说文解字》。），“段也，分为异段也”（《释名·释

言语》。）；数，当解为常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赋车兵、徒兵、

甲楯之数”杜注：“使器杖有常数”；井，亦动词，“断方”与“井田”

同义重复。此句大意即：将分割方块田的尺寸常数，定量军赋“乘马”

所由征自的方块田数量的多少，确定为制度。这一方面将土地规整地

划分为方块，另一方面又改革军赋征收制度，似乎也是实行国家授田

制度，尹注“谓分人之地”，看来是恰当的。 

即使以本节对“井”字解释来看《孟子》、《周礼》，也显得更为通

畅、简明，并不发生矛盾。 

《孟子·滕文公上》记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此“井”为动词，

即问如何按方块划分土地。从孟子关于“为国”、“井地”的答复看，

当时用以授田的方块田制已在实行，孟子认为它有两个弊病。一是行

“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实即“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之

类，其弊端为“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

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一是田界混乱，“经界不正”，它带来的

坏处是“井地不钧（划分的方块田大小不一样），谷禄不平”。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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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弊病，孟子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请”滕实行“方里而井”、即

以九百亩为一大方块田的办法，以八家共受边长为一里的规整正方形

田块的形式，防止暴君汙吏“慢其经界”，以八家同养百亩公田的劳役

剥削形式，消除定额实物剥削的弊病。由于这仅仅是个方案，因而他

请滕文公和毕战酌情修改补充，“润泽之”。 

《周礼·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井

牧田野”，即按方块形状规划、分割、管理田野，九夫所受田是一个基

本的方块田。这里，它与《孟子》并无不同，都是规划一个大的方块

田，其内容为九百亩，其目的，自然都是为了使一夫所受百亩田平均、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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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家授田制的演化与最后消亡 

历史是一个过程。只有在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变动的过程之中，

历史才能存在。对研究主体来说，只有将对象和自己都置身于这样的

过程之中，才有希望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充分、准确的描述和

解释。本书已经就两周土地制度及其来源进行了讨论，但这还远远不

够，要充分、准确地把握它，还需要对它的演化、消亡过程作一些探

讨。笔者以为，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国家授田制度，以种种形态一直

延续至唐代后期，而宋初确立的、“不抑兼并”政策，形成的“田制不

立”局面，方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要充分把握两周土地制

度，必须对战国至宋代土地制度的变化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章

即试图对这一过程作一个粗线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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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崩溃——“使黔首自实田”新

解 

 

肇始于管仲、集成于商鞅的春秋战国大变革，确立了国家授田制

度，那么，这种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秦始皇三十一

年（公元前２１６年），颁布了一条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它便

标志着战国国家授田制崩溃的开始。这个法令仅见于《史记·秦始皇

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由于秦代土地制度史料极缺，因而

它显得特别珍贵，为当代史家普遍注意。正确解释它，对于把握战国

到两汉土地制度的演变，填补其间的缺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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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诸说驳议 

 

当代学者对这条法令的解释，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类。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法令是命令黔首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

土地数额，目的是确定赋税，它意味着在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人所有

制。郭沫若先生说：这条法令“就是命令有田的黔首向政府呈报占有

土地的数额”，它标志着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１２１页。）。范文澜先生说：

“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

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土地个人私有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范

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１４页。）。杨宽先生说：这

个法令“命令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税，

同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杨宽：《战国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３９２页。）。现行的各种教科书及有关专著

基本上都取这种解释。 

有少数学者将这条法令解释为使黔首自由占有土地。翦伯赞先生

曾说过：“所谓‘自实田’，即自由占有土地之谓也”（翦伯赞：《秦汉史》１

９４７年版，第３５页。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中，校订者张传玺等先生将这句话改为：

“所谓‘自实田’，即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之谓也。”）。但他的观点后来似乎有所

变化，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这个法令使农民户籍中增加

了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９３页。），这意味着，他后来也认为这个法令包含有呈报土地数额的内

容。任再衡先生认为，这个法令的意思是“让百姓开荒，扩充土地，

‘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任再衡《“使黔首自实田”解》，《黑龙江大学学报》１９

７５年第１期。）。李福泉先生也解“自实田”为自由占有土地，但他怀疑

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认为秦代不可能实行自由占有土地的政策（李福泉

《秦代实行过“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政策吗？》，《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笔者认为，这两类解释都难以成立，仅就文字上来说，它们都有

“改字解经”或“增字解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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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类。这类解释将“实”解为“呈报”或“如实呈报”，查

遍文献，“实”字并无呈报之义，古代汉语中是这样，现代汉语中也是

这样。《说文》：“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段玉裁注：“以

货物充于屋下，是为实。”这当是“实”字本义，它在使用中包含了两

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解为财，转义为器物以至爵禄之类。如《左传·文

公十八年》“聚敛积实”注：“实，财也”；《礼记·表记》“耻费轻实”

注：“实，谓财货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

注：“军实，军器”；《吕览·下贤》“既受吾实”注：“实，犹爵禄也。”

一是解为充实，与空、虚、无、假等义相对，又转用为植物种子等义。

如《玉篇》曰：“实，不空也”，《诗·小雅·节南山》“有实其猗”注：

“实，满也”；《诗·召南·小星》“寔命不同”注：“寔，韩诗作实，

云：有也”；《广雅·释诂》曰：“实，诚也”；等等。在现代汉语中，

使用后一意义，解为充实，充满、真实等义。亦引申为植物种子。因

此，解“自实田”为“自报田”，在文字上没有依据。 

这种解释似乎是逐渐演化而产生的。自裴骃《史记集解》引述这

条材料后，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了它，但未作解释。郑樵《通志·秦

纪》引为“此年使黔首自实其田”，亦未作解释。马端临《文献通考·田

赋考一》载录了这条史料，其按语曰：“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

仍未加解释，只是主观地将这条法令的目的解为确定赋税。到清康熙

年间，王之枢等编纂《历代纪事年表》，才给它添加了呈报的意思，其

曰：“自实，令民自具顷亩实数也。”这个解释似为今日众说之始祖。

它似乎是从马端临衍化而来的，既然要确定赋税，就要登记田产，要

登记田产，又须使田主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这样，便产生了将“自

实田”解为自报田产实数的说法。 

再看第二类。这类解释解“自”为“自由”，亦出于杜撰，古代汉

语和现代汉语均无此种用法。《说文》：“自，鼻也，象鼻形。”此其本

义，极少用，引申为己、从、率等。如《孟子·离娄下》：“夫人必自

侮，然后人侮之”，自即用为己；《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注：

“自，从也”；《礼记·杂记》“客使自下由路西”注：“自，率也”；等

等。因此段玉裁说：“此以鼻训自，⋯⋯而用为鼻者绝少也，今义从也、

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现代汉语亦用此引申义。可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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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并不含自由之义，解“自实田”为“自由占田”，在文字上也没有依

据。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对“使黔首自实田”重新作出解释，使之既

在文字上有依据，又符合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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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实含义 

 

那么，“使黔首自实田”究竟应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由“鼻”

之本义出发，按其引申义解为“己”，即自己。“实”，取其“不空”、

“满”、“有”之解，即充实、充满、具有之义，用为动词（此处“实”

若取“财货”之义，则只能用为名词，显然于句不通）。这样，“使黔

首自实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

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足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

证按规定授田。这样解释，不仅在文字上没有矛盾，而且密合于目前

我们对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变史的认识，填补了战国国家授田制与

两汉较普遍的土地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缺环。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国家授田制度是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

然而，经过秦代，到西汉时期，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度开始崩溃了，

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在汉初，国家授田制仍在实行（汉初实

行授田制，目前尚无公开发表的明确证据，但据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中

有关授田的材料是“大量的”，有一些与秦简记载相似。我们希望这批资料能早日公布。），

并以授田型“假民公田”的形式延续了下去（参阅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

制的两种类型》，《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但是，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基

本标志的土地私人所有制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汉代社会土地关系的

主要组成部分。从萧何“贱强买民田”（《史记·萧相国世家》。）开始，土地

买卖史不绝书，武帝时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哀帝以后到东汉则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那么导致这个重大变化的契机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就是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与实施。 

战国国家授田制度本身存在着导致自己瓦解的因素。在这种制度

下，社会总剥削收入在剥削阶级具体成员中的分割形式决定了一些人

可以控制大量土地，他们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多，则国家实际占有的土

地越来越少，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便使国家授田制的实施越来越困

难。 

在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下，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社会剥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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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亦归国家，因此，剥削阶级具体成员对社会总剥削收入的分割表

现为对国家总收入的分割，其分割形式可区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官

俸形式直接给予实物，如《商君书·境内》有“千石之令”、“八百之

令”之称，这是以官俸数量标志官职级别。一是直接分割国家的租税

收入，如《商君书·境内》所说“税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就是

指将这些劳动者原应交与国家的租税转交予受赐者。“食封”、“食邑”

也是这种形式，即得到了征收封户租税的特权，因此，《史记·孟尝君

列传》载“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索隐》即解为“收其国之

租税也。”秦汉分封承袭此制，故《史记·货殖列传》曰：“封者食租

税。”第三，则是采取国家授予或赐予多量土地、同时给予役使定量劳

动者的特权之形式，以分割社会总剥削收入。这种形式多用于军功授

田之类。在这种形式下，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分割者仅仅具有占有

权，他同时从国家那里获得控制相应劳动力的权力，其剥削所得仍是

国家租税的分割。《商君书·境内》有两条材料，很值得注意。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衍字）除

庶子一人。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

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 

 

这就是说，具有杀死敌人一个甲士功劳的人，可以在原受田的基

础上，再增授耕地一百亩，同时增加役使一个劳动力的权力。其庶子

平时每月服役六天，恰为全部劳动时间的十分之二，与战国时期国家

租税剥削率统一。如《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说，晋之六家除赵而

外皆“五税之”，即取什二之租税；《管子·大匡》曰：“上年什取三，

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平均亦为十分之二。这种统一表明，得到

增授耕地者实际是以劳役形式取得了庶子应交与国家的租税，仍然是

国家租税的分割。 

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因功授田或赐田数量急剧增加，规模越

来越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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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

（《战国策·魏策一》。） 

 

（魏王对公叔痤）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战

国策·魏策一》。） 

 

卫嗣君谓薄疑曰：⋯⋯请进爵以子为上卿。乃进田万顷。（《韩非子·外

储说右上》。） 

 

（赵烈侯曰：）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史记·赵

世家》。） 

 

这类赐田给国家授田制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些土地是否可以

传予子孙，目前可见两类矛盾材料。有收回授田或赐田的记载，如《韩

非子·诡使》“身死田收”，《韩非子·喻老》“（楚）禄臣再世而收地”，

《孟子·离娄下》齐臣属离去，“遂收其田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

传》记甘茂出亡，田宅被收，后赐其孙甘罗。也有可传予子孙的材料，

如《史记·王翦列传》“（翦）请园池以为子孙业”，云梦秦简《秦律杂

抄》“战死事不出，论其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

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１４６页。），《法律答问》“官其男为爵后”（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１８２页。），皆讲子袭父爵

之事，袭爵者当继承与其爵位相应的田宅。对此，我们尚难以得出完

整结论，但至少他们是终身享用的。这样，便带来两个直接结果。一

方面，国家实际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不得不停止对某些人授田。《商

君书·徕民》说三晋“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者比比皆是。魏《户律》

规定不给“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授田。《管子·问》篇亦问曰：“群

（原文为“君”，据王引之、猪饲彦博改，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 页。）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

者几何家？”等等。另一方面，一批因种种原因被赐、授予大量土地

的人手中有了可以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土地，从而造成劳动力从国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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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势之家转移，使国家授田制达不到其原定目的。《韩非子·诡使》生

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它说，“陈善田利宅”，实行授田，是为了鼓励

战士，但他们“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

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优先受田，受好田，这就造成“士卒之逃

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役，而上不得者万数。”国家实际占有的

土地越来越少，可以控制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这样，国家授田制不

仅失去了实行的条件，也失去了实行的意义，逐渐走向崩溃，而私人

手中控制的土地和劳动力却越来越多，为土地私人所有制的形成创造

了充分的条件，后者需要取代前者的统治地位。“使黔首自实田”法令

的颁布，便是这种社会变化趋势的表现。 

“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正式宣布了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崩

溃的开始，国家不再按制度规定向黔首授田，黔首应占有的土地由他

们自己去设法解决。这个政策，无疑给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基本标志的

土地私人所有制开放了绿灯，但它并未公开宣布土地私人所有为合法，

也未放弃国家对社会土地关系的严密控制。这个政策的施行，便形成

了西汉前期的所谓“名田”制度。 

“名田”一称，始于商鞅，商鞅变法时规定：“名田宅臣妾衣服以

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其内容，即以该家所处的等级地位，占有相

应数额的国家授予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时所谓的“名田”，实际就是国

家授田制的另一种称呼。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占有国家土地者必须

将自己的姓名、爵级等等登记于国家户籍；二、国家依此户籍对有名

者按制度授予相应数额的土地，其中既有对一般劳动者的授田，也有

对军功者增授的土地。因此，《商君书·徕民》说三晋许多人“上无通

名，下无田宅”，将户籍中的名与实际占有的田宅密切联系在一起。司

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名田曰：“以名占田”，正好反映了战国时期所

谓“名田”的内涵。 

西汉前期，仍然沿用了“名田”的名称，但其内涵已发生巨大变

化，它显然指私人通过各种途径所占有的土地。如董仲舒所言：“限民

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武帝时公卿曰：“贾

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颜师古注：“一人有市籍，则身及

家内皆不得有田也”（《汉书·食货志》。）；哀帝时有司奏曰：“诸王列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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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

过三十顷”（《汉书·哀帝纪》。），这些都是称私人占有的土地为“名田”。

所以沿用“名田”之称，说明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并未放弃对全国土地

的所有权。它作为一种土地制度，就是严格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

武帝时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曾专门颁布六条诏书，其第一条就是禁

止“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颜

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其所谓“制”就是“名田制”。颜师古注释名田

甚得汉代名田制精要，其曰：“名田，占田也，各立为限，不许富者过

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它不禁土地买卖，但严禁占田越出限额，如

武帝时，乐平简侯嗣侯侈“坐买田宅不法”而死（《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可见，汉代名田制与战国不同，它着眼于按制度限田，而战国名田制

着眼于依制度授田。国家保持对全部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按照制度

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这是汉代名田制的基本内涵，而这与本文

所解释的“使黔首自实田”相符。自己设法依制占满土地，同时也就

意味着私人占有的土地数额被严格限制在制度规定范围以内。这说明，

汉代的名田制，正是“使黔首自实田”政策的延续和结果。显然，在

这种制度下，土地私人所有制始终受到国家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发

展。 

那么，两汉发展较为充分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始于何时呢？《汉

书·王嘉传》记王嘉奏曰：“（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

余顷，均田之制由此堕坏。”孟康注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

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今赐贤二千余顷，则坏其等制也。”

这里所谓均田，即国家对私人占有土地数额依照制度按等级予以明确

限制，其实就是名田。自哀帝开始，名田制度被公开破坏，此后史籍

中不再见名田之称，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摆脱了国家的限制，有如脱

缰的野马，迅速发展，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

内容。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变

的线索：随着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逐渐瓦解，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

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宣布不再按制度授田；这条法令实施的

结果形成了西汉前期的名田制，其特征是国家名义上具有全部土地所

有权和依制限民占田；由于土地私人所有制的迅猛发展，名田制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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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崩溃，自汉哀帝始，名田制公开废除，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有了较

为充分的发展。

 288



 

三 一条旁证 

 

秦代的粮价变化，似亦可为上述解释提供间接旁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这条

记载与“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同年，它的出现显得很奇怪。战

国至两汉，除楚汉之争时因战乱造成的经济破坏，使米价增至一石五

千钱至一万钱而外，平时一般一石数十钱。战国时期李悝作尽地力之

教，粮价按一石三十钱计算；《管子·国蓄》记粮价曰：“中岁之谷，

粜石十钱。⋯⋯岁凶谷贵，粜石二十钱。”秦代也是一石三十钱，云梦

秦简《司空律》曰：“●（系）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睡虎

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８８页。墓主人喜秦始

皇时为吏，死于始皇三十年，其所抄律文当是当时实施的法律，故断定此律中所记粮价是当

时一般粮价。）西汉自文帝以后，粮价平岁一石大致十余钱，宣帝时低至

五钱，河西等边地粮价较高，但只有百余钱。元帝时积年饥荒，粮价

暴涨，也不过“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汉书·冯奉世

传》。）。相比之下，始皇三十一年粮价高得出奇。另外，查《始皇本纪》，

记始皇年间灾荒变异者有十余处，其中如三年“岁大饥”、十七年“民

大饥”、十八年“大饥”等，均未记粮价上涨之事。三十一年未见灾荒，

而记粮价空前暴涨至一石一千六百钱。这个现象用灾荒之类难以解释，

一是就《始皇本纪》来看，三十一年不见灾荒之类记载，有灾荒之年

亦不见粮价记载；一是与西汉灾年相比，粮价上涨幅度过大。这件事

可能与“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有关。然而，按以前对这个法令

的理解则很难解释：若是命令黔首呈报占田数量，则不改变现实的土

地占有关系，从而不会引起粮价的过分上涨；若是使黔首自由开荒占

田，则随耕地增加，粮价理应呈下降趋势。笔者认为，可以设想，由

于国家宣布不再按制度授田，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土地、以及土地

上生产的粮食马上成为奇货，商人乘机屯积居奇，利用国家经济政策

的变化哄抬物价，由此导致了粮价的突然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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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比较研究 

 

从宣王料民开始、经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持续的变革造就了

一整个时代，其结果是确立了以国家授田制度为标志的一整套新的社

会经济关系，它是导致强盛秦汉帝国的历史与经济前提。以“使黔首

自实田”为标志，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逐渐崩溃，但是，国家授田

制度并没有死亡，而是继续存在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一是

国家设法直接保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的结合，汉初仍在实行的授

田制度，两汉授田型“假民公田”（参阅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

《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他将汉代“假民公田”分为租佃制与授田型两类，认为授田型

“假民公田”存在于西汉昭宣之后与东汉时期。）和屯田制度，曹魏屯田，北魏初

年实行于代北的“计口授田”等等就是。一是国家以各种手段限制地

主私有土地的发展，西汉的“名田”、“均田”、“限田”，王莽的“王田”

试验，西晋的“占田制”等等就是。以这两种形态残存下来的国家授

田制度在北魏有如火凤凰般复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数百年的均

田制度，它导致了与秦汉帝国相媲美的强盛隋唐帝国。从北魏开始的

均田制度并非少数民族从边地带入中原的新制度，实滥觞于战国授田

制。从战国到隋唐，表面上看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曲折，其间是间断的，

但表面的曲折与间断之下却是实质的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就经济关

系和土地制度方面来说，应当将其视为同一个历史时期。战国授田制

导致强盛秦汉帝国，北朝均田制导致强盛隋唐帝国，这两段历史有惊

人的相似之处。将这两种田制进行比较研究，寻其同异，究其规律，

对于在历史过程之中理解和把握两周土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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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异同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随着资料的逐渐丰富，我们对战国授田制

度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大概轮廓。北魏均田制度的实施，目前也为多

数学者所公认，尽管在实施程度上还有不同看法。它的内容以法律形

式集中反映于太和九年均田令之中（本节所引用太和九年均田令文字均据《魏

书·食货志》，不再一一注出。）。下面，笔者以太和九年令为主要基准，分十

三个方面，简略比较两种田制的异同，同时试加以分析。 

１．受田单位与受田者年龄限制 

北魏均田制： 

以人为受田单位，分男夫、妇人两类。其年龄限制，“诸民年及课

则受田”，男夫为十五岁以上至老免（七十岁），妇人未指年龄，据“寡

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以及征收民调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

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并未言及未嫁者来看，当指已婚且配

偶在世之妇女。 

战国授田制： 

有以户为授田单位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曰：“●（假）门

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

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９２页。），可见立户为受田

前提。所谓“家五亩宅，百亩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等等，

都是以户为受田单位。也有以人为受田单位者。《田法》曰：“五十家

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

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即在以家为单位编制组

成的行政区划“州”、“乡”中，按人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组成为

相应的大块田地“区”、“域”。《管子》书中许多一夫百亩的授田记载，

也是以人为受田单位。关于受田者年龄限制，《田法》有“□□□（疑

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

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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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简文整理者认为此处所言为服役年龄，

似不妥。《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

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行文与此类似。且简文前半言“食于上”，恐不能以此称免

役。此段后续文字为“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

四人作者亡。”其中之“作”更不能解为劳役，当指农作，因此，文中年龄解作受田年龄为妥。）。

可见此处受全额田者限于十七岁至六十岁之间，十四岁至十六岁、六

十岁以上（可能至七十岁）授以半田。 

比较与分析： 

名义上受田单位有人、户之差，但实质都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战

国授田有以户为单位者，但这种户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

庭。商鞅变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目的是以行政手段建立这种小家庭。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记“某

里士伍甲”的家人共有夫、妻、子、女共四人，另有臣、妾各一（睡虎

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２４９页。），就是

实例。这种小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一夫一妻，其农作的核心是一夫，

因而，无论以一夫、以成年男女、或以户授田，实质上都是等价的。

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才能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创

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也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 

２．授田数量 

北魏均田制： 

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

倍之，以供耕休（依《通典》改“作”为“休”）及还受之盈缩”；桑

田，初受田男夫二十亩；麻田，麻布之土另给男夫十亩，妇人五亩；

榆枣之田，初受田男夫一亩。其中倍田情况复杂，一是桑田通入倍田

分，一是“地狭之处，⋯⋯又不足，不给倍田”，可见倍田的授予与否

及数量依具体情况而定。更有甚者，不给倍田仍不足则“家内人别减

分”。按此标准估算，桑乡一般情况下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额较少者为

八十一亩（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桑田二十亩，榆枣之田一

亩），较多者为一百二十一亩（再加倍田男夫二十亩（男夫露田倍田四十亩，

其中二十亩以桑田充倍，故余二十亩。参见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６８页。）、妇人二十亩），平均大致在百亩上下。麻乡再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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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亩。 

战国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百亩。“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一夫挟

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吕氏春秋·乐

成》。）；等等。有多授田类如倍田者，“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

秋·乐成》。）。也有材料记为一夫授田百亩，“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

子·臣乘马》。）；“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一农之事，

终岁耕百亩”（《管子·轻重甲》。）。 

比较与分析： 

两者大致都是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百亩上下。北朝法定亩积依汉

制，六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唐改为五尺步，但仍是二百四十步为

亩。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

亩，亩百为顷。”（《旧唐书·食货上》。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附录一、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战国期间，亩积则多有变化，因

地因时而有不同。《孙子兵法》佚篇《吴问》所记晋六家亩积有一百六

十步、一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之别，秦相对于一般亩积有

“小亩”，齐相对于一般亩积有“大亩”，但就最终统一六国的秦而言，

由《为田律》及文献可见，其一般亩积为二百四十步，此种亩积大概

随着秦并六国后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而逐渐普及

于全国。如果以战国后期之秦与北魏相比，则亩积一致，授田百亩之

地积亦一致。此种授田额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以汉代考察，

一男丁一般大约可耕种田地四、五十亩。汉初，“一人蹠耒而耕，不过

十亩”（《淮南子·主术训》。），此数甚少，与不用牛耕有关。河湟屯田，“田

事出，赋人二十亩”（《汉书·赵充国传》。）；居延屯田，有“率人田卅四亩”

（新出居延汉简７２．Ｅ．Ｊ．Ｃ：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

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８７～８８页。）；玉门屯田，有“班田七顷，给弛刑

十七人”（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５６页。），人均四十一亩，这些都有戍

事干扰。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

过百亩”（《汉书·食货志》。），看来一家有两个劳动力，即可治田百亩。北

魏农业生产率大致也在此水平。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诏曰：“一夫制治田

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魏书·高祖纪》。），此

 293



数略低，与上年耕牛因瘟疫死伤太半有关。太和九年令规定正常情况

下授以倍田，一夫一妻授一百二十一亩，加进再倍田可达一百九十六

亩，数量较高。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授

田中包括大量耕休之地；二是均田令中有一些非常灵活的规定，根据

这些规定，狭地授田也可不及百亩，甚至不仅不给倍田，最低者露田

数也保证不了。战国授田制一般一家百亩，而《管子》书中多记为一

夫百亩，这可能与齐地多大家庭有关，如有所谓“十口之家，⋯⋯百

口之家”（《管子·海王》。）。这种家庭除主要劳力而外，必然有其配偶及其

他人口，因而，一夫百亩之制实际上相当于给一夫一妻小家庭授田百

亩。总之，这两种田制都试图使劳动者与充足的生产资料土地相结合，

实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战国与北魏生产力水平类似，因而授田

数也相近。 

 

３．奴婢受田 

北魏均田制： 

露田、桑田、麻田、榆枣之田授还一如良人。受田奴婢人数是否

有限制，未见规定。 

战国授田制：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衍字)除

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对作战有功士兵，增授耕地百亩，同时给

“庶子”一人，此“庶子”当为所益百亩田上之劳动力，实即百亩田

为其而授。该授田额同于普通农民。商鞅变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其中亦似有踪

迹，即所“名”（商鞅时即为授予）田宅、臣妾与其家次匹配，这也就

意味着该家所受田地与臣妾数量相对应，实际相当于给所占臣妾授予

相应土地，这样，才能保证对臣妾剥削的实现。 

比较与分析： 

战国有关材料目前所见极少，其中“庶子”可类比于北魏奴婢。

从此极有限材料可见，两种田制下奴婢受田额与普通农民相同。其目

的，是保证作为奴婢的农业劳动力也能与充分的土地相结合。关于受

田奴婢或“庶子”数量，战国时有限制，即由其主人家庭的政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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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北魏均田令未见限制。据北齐河清三年均田令，可受田奴婢

人数依官品有差；隋制“未受地者皆不课”，而炀帝继位时“乃除妇人

及奴婢部曲之课”（《隋书·食货志》。），可见已终止奴婢受田；唐对奴婢亦

不授田。由此演化过程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北魏均田制存在着限制

受田奴婢人数的潜在趋势。 

４．耕牛受田 

北魏均田制： 

“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北魏时予耕牛授田，为战国所无，这当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

人少地多特别突出等具体因素有关。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生产的发

展，到隋唐时，耕牛受田制度便被取消。 

５．社会救济性质之授田 

北魏均田制： 

“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

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救济事业，战国亦当有，只是形式可能

与北魏不同。《田法》所说“□□□（疑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

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

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这就属于社会救济之类。 

６．官吏受田 

北魏均田制：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剌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

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这种俸禄与

班禄制下之实物俸禄互为补充。 

战国授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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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此类俸禄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

子·喻老》。）；齐国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秦甘罗出

使有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

列传》。）。与这类俸禄田并存，有实物俸禄，如秦有“千石之令”、“八

百之令”（《商君书·境内》。）等等；也有分食地税者，如秦“就为五大夫，

则税邑三百家”（《商君书·境内》。）。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授以官吏俸禄田，而且都作为俸禄多种支付形式中之一种。

俸禄田上的劳动力如何解决，不清。西晋称此类俸禄田为“菜田”、“厨

田”，每给菜田一顷，同给田驺一人，给厨田一顷，同给厨士一人（《晋

书·职官志》。）。北魏、战国应当有某种类似解决办法。 

７．田土买卖 

北魏均田制： 

一定程度允许土地买卖。对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

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战国授田制：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土地不可买卖。 

比较与分析： 

战国授田制下禁止土地买卖，北魏均田制下耕地的多数（露田、

麻田等）也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这是两者的统一之处。不同者，

是北魏均田制下桑田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买卖。北魏之前，土地私

有制就有相当发展，北魏国家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因而制定土地政

策时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 

８．还田规定 

北魏均田制： 

“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超过限额者亦如之，“于分虽盈，

（以下依《通典》删去“没则还田”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数”。露田

及麻田，“老免（七十岁）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俸禄田“更代相付”，职去则田还。 

战国授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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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法》可见，年六十以上仅受半额田，即归还半额田，可能

到七十岁时，归还全部受田。也有身没则还田的记载，“夫陈善田利宅，

所以厉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收”（《韩

非子·诡使》。）。俸禄田如第６条所引资料，也是职去则田还。 

比较与分析： 

除桑田外，两种田制下的土地归还都是以失去劳动能力为标准。

其目的，仍然是使定量的土地与相应的劳动力相结合，以创造剩余产

品。北魏均田制下桑田不还，这自然是土地私有制已有相当发展的表

现。 

９．授田顺序。 

北魏均田制： 

“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

放此为法。” 

战国授田制： 

一方面，对农民授田实行定期更换制，“巧（考）参以为岁均计，

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

□均之数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另一方面，以政治等级爵秩决定受田的顺序，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

传》，优先考虑政治等级地位高者。 

比较与分析： 

北魏均田制下授田“恒从所近”，是为了便于生产。“先贫后富”，

则含有抑富扶贫的意思，目的是维持一个较为广泛的小农阶层的存在。

战国授田制采取授田定期更换的制度，意图在使授田良恶趋于平均化，

并不包含抑富扶贫的意思。它不仅在授田时优先考虑政治地位高的人，

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惩治贫穷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规定“赘婿

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

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９２页。）赘婿一般系因贫穷而出赘，《汉书·严

助传》曰：“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贾谊传》

也说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后父，当即赘于有子寡妇之赘婿，都是

贫穷者，而《魏户律》竟然规定不给他们授予田宇。商鞅还明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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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其目的则是最大限度

地促进生产发展。两种田制间的这个差别，表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

渐成熟，它已经懂得了，把剥削比率和阶级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而不至过分激化，对于维护剥削者整体的长远利益，对于维护整个社

会的稳定存在都具有重要意义。 

１０．设立严密户籍 

北魏均田制： 

建立三长制（三长制建立与均田制实施的时间先后，文献记载矛盾而不能决。此处

取韩国磐先生的一种推测：“颁布均田制只是先公布法令条文，待次年立三长、括户口后，才

实际上进行均田工作。”(《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８８页。)

此说较合理，因为没有严密的户籍，均田制是难以实施的。），“五家立一邻长，五邻

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靠此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劝课农

桑，催督租课。检括户口，必然要设立严密户籍。早在平城计口授田

中，就有设立严密户籍之举，拓跋晃明令：“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

亩，明立簿目”（《魏书·恭帝纪》。）。要使户籍严密，就需在一定范围内禁

止人口迁徙。太和九年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时即设立严密户籍，“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而且经常检阅，“常以秋岁末之时

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

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另外，设什伍联保制

控制民户，“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十家为

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亦禁止随意迁徙，“废

逆旅”，“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

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擅徙者

及其帮助者被处以刑罚，“逃徙者刑⋯⋯”（《管子·治国》。）。云梦秦简中

有规定，迁徙者必需得到官府批准，有帮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处

以鬼薪、城旦的刑罚，即三至五年苦役（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

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１３、１３０页。）。 

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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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田制实施中都设有严密户籍，这是实现国家授田制度的基本

前提。不同的是，战国授田制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控制更为严密，控制

手段也更加多样。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诸雄并立、竟相争夺劳动力

等原因而外，早期国家授田制下实现剥削的依据更侧重于控制劳动者

人身，这是更基本的原因。 

１１．国家对生产的直接干预 

北魏均田制： 

其一为督促、强制农民生产。太和九年令有“唯不听避劳就逸”。

其实早在平城计口授田时，拓跋嗣就有劝课农桑之敕令：“凡庶民之不

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

丧无衰。”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诏更严厉：“民有不从长教，惰

于农桑者，加以罪刑”（《魏书·高祖纪》。）。均田令颁布后仍然如此，太和

二十年五月丙子诏“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

名闻”（《魏书·高祖纪》。）。此类政策，为北魏代北计口授田后之惯例。其

二为规定必须种植一定量的某些农林作物，在桑田上，“课莳余，种桑

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限三年种毕”；另“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这是对生产的具体组织。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如解决耕牛

缺少问题，太和令虽无规定，但早在平城计口授田之时，拓跋晃就令

“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魏书·恭帝纪》。），此类政

策当有某种延续性。 

战国授田制： 

首先，也是督促、强制农民生产。《田法》、《王法》等篇规定，一

岁受田收获粮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百斗者，分别处以罚为公人一

岁、二岁、黥刑以为公人的刑罚；家中没有一定数量的余粮、余布帛，

亲属死不得唅，不得以衾复尸（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

〈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类似规定，战国文献记载很多。

其二为设平籴法保护农民免受商人盘剥而破产。李悝曾针对“籴贵伤

民，籴贱伤农”的情况，设平籴法，由国家组织适时籴粜，平衡粮价，

“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

向农民提供籽种、铁器、耕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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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４４、４３、３２、３０页。）。 

比较与分析： 

国家授田予民的目的在于从农民身上获得剥削和国税收入，而生

产状况则直接影响到这种收入的实现以及实现水平，因此，在北魏均

田制和战国授田制下，国家都积极从各方面干预生产活动，强迫农民

尽力去从事生产，如果要说两者的区别，那么，战国时期的国家对生

产的保护似乎更有力一些。 

１２．鼓励开荒 

北魏均田制： 

“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乐迁者听逐空荒，

不限异州他郡。”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竭力扩大农业生产，他以及其后继者明确主张，“为国之

数，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因而“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利

其田宅，而复之三世”，“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商君书·徕民》。），用

以开垦荒地。《商君书·垦令》每项政策之后都曰“则草必垦也”，说

明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使荒地得到开垦、农业得到发展。不仅秦如此，

战国齐人作品《王法》曰：“凡欲富国豤（垦）草仁（仞）邑，必外示

之以利，内为禁邪除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也是将垦草同富国、仞邑并列视为国

家大事。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都鼓励开荒，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

的社会中，这极为正常，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生产，从而为国家创造更

多的剩余产品。 

１３．国家剥削 

北魏均田制： 

 

以户为基准取之，为定额。“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

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

 300



下至牛，以此为降。”未明言徭役数量，但肯定并非轻缓，例如均田制

推行十余年后的宣武帝年间，“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李瑒上奏言曰：

“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

孝慈，比屋而是”（《魏书·李孝伯传附李蠩传》。）。民为避役而抛弃父母，成

为沙门，可见徭役之酷重。 

战国授田制： 

以受田额取之，有定额制与分成制。云梦秦简有“入顷刍●，以

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

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年版，第２７页。）此为定额制，

战国齐国的“以田亩籍”（《管子·国蓄》。）、“案田而税”（《管子·大匡》。），即

为此类。《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记晋之六家除赵而外，皆“伍税之”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

４年第１２期。），取什二之租税，此为分成制，商鞅变法定“訾粟而税”

（《商君书·垦令》。），亦此类。此外，还有军赋，“以县小大为赋之数也，

车可用者，大县七十乘，小县五十乘”（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有人头税，商鞅变法之

后，“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有类如北魏户

调之布帛的“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等等。另有“力役之征”（《孟

子·尽心下》。），亦未见定制，然适逢战乱之时，徭役必然酷重，且征发

不时，例如秦、赵长平大战时，秦将河内之民凡十五岁以上者皆征发

投入战争，对此，董仲舒曾说，商鞅变法后“力役二十倍于古”（《汉书·食

货志》。）。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下的国家剥削虽然形式多样，征发依据在形式上亦各不

相同，但由于对农民授田有定制，因而在保证基本授田额的情况下，

根据授田额或农民人、户征收国家剥削，其实是等价的。如果要说区

别，战国时还采用一定的分成制剥削，表明国家对生产活动干预较深，

而北魏则完全取定额剥削，国家对生产的干预已逐渐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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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异同之分析 

 

由于材料仍然有限，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北魏均田制和战国授田制

进行完全充分的比较研究。但是，仅仅从上述有限材料的排比和分析

中，已经可以大致看出，这两种田制的根本性内容是一致的。它们的

基本精神，就是试图将社会基本剥削关系规定为以国家和农民为两极

的简单关系，在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通过国家授田的方

式，使农民和与其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定量土地结合起来。从而维护和

促进社会生产，同时使剥削得以实现。 

这两个时期土地制度的一致性，起码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北魏社会和战国社会，两者经济发展条件的主导方面大致类似，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从而确定

了本质上一致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法律表现形式。如果这个推论能

站住脚，那就意味着必须重新研究战国至唐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土地

所有制形式，重新把握这段表面看来似乎并不统一的历史。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它在经济上的基本成果之一，

就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

它把社会剥削关系规定为国家和受田农民两极之间的关系。被剥削者

不再以集团形式出现，而是分化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

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也不再终止于“族”、“邑”之类公社，而是深

入到了其“夫”与“家”，凭借国家权力，通过授田制度保证被剥削劳

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合，从而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

时保证社会剩余产品与剩余劳动的顺利形成。而每个具体剥削者的剥

削收入，则表现为国家剥削的分割。或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爵秩），

占有一定的劳动力（臣妾之类）和相应数量的土地，据此获取剩余劳

动。或依据官职和军功，直接从国家剥削收入中分割得一部分，如所

谓食俸若干，“税邑”若干家，“赐邑”若干家，等等。 

相对于自宋开始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那种土地私有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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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展的状况而言，我们可以说，战国至初唐是一个有“田制”的时

期，也就是说，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予以强力干预的时期，特别是其

中以种种措施保证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相应土地实现结合的那一部分，

更表现了国家干预程度之深。战国授田制所开始建立的国家直接干预

全社会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在战国之后以两种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一直延续了下去。 

一种方式，是国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各种方式授田予农民，保证

一批小农（即国家控制的劳动力“编户齐民”）的存在。西汉，有“假

郡国贫民田”，“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汉书·宣帝纪》。），有

边地由徙民而非单纯兵士开发的屯田。东汉，有“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后汉书·樊宏传附樊准传》。），也有徙民开发之边地屯田。三国，曹魏广行

屯田，几乎遍及全境，吴、蜀也不同程度经营屯田。西晋，有占田制，

它规定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晋书·食货志》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

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通典》无

“外”字。笔者以为从当时生产力水平看，当从后者，即无“外”字，课田包括于占田之中。），

这就需要国家授田予民，而看来当时确实进行过授田（西晋占田制是否实

施，看法不同，史书中相关材料极少。史籍未明确记载占田制颁布时间，但指明在“平吴之

后”(《晋书·食货志》)，灭吴之年为太康元年，该年民户为二百四十六万(《晋书·地理志》)，

太康三年猛增为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注引《太康三年地记》)，两年增

长一百三十一万户，此当为占田制实施的有力佐证。），《晋书·食货志》明确谈到：

“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东晋南朝历朝

都有授田之举。如晋，安帝时“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

赐贫人”（《晋书·安帝纪》。）。如宋，文帝时“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迁于

京口），给以田宅，并蠲复”（《宋书·文帝纪》。）；刘劭曾令，“田苑山泽有

可弛者，假与贫民”（《宋书·二凶传》。）；孝武帝亦下诏曰：“诸苑禁制绵

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宋书·孝武帝纪》。）。如齐，郁

林王曾诏令“御府诸署池田邸治，⋯⋯于今无用者，详所罢省，公宜

权禁，一以还民”（《南齐书·郁林王纪》。）。如梁，武帝曾诏：“其无田业者，

所在量宜赋给”（《梁书·武帝纪》。）。如陈规定对北来流民，经州县甄别后，

“良田废村，随便安处”，“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陈书·宣

帝纪》。）。十六国，亦间有授田记载，成汉李班向李雄建议，以“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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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平，贫富获所”，来改变“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

所余而卖之”的局面，李雄采纳了这一建议（《晋书·李班载记》。），实施这

一制度，则必然有授田；前燕慕容皝亦曾下令“苑囿悉可罢之，以给

百姓无田业者”（《晋书·慕容皝载记》。）。北魏自拓跋跬始，首先屯田于棝

阳塞外，然后又迁徙大批吏民至京师平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

授田”（《魏书·太祖纪》。），拓跋嗣时又徙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

田”（《魏书·太宗纪》。）。 

 

另一方面，国家竭力阻止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抑制兼并，以

保护小农的土地占有。西汉武帝时，初设刺史，其职责为“六条问事”，

第一条即“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

公卿志》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同时抑制商人兼并土地，“贾人有市籍者，

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史记·平准书》。）。哀帝时，国家曾

试图限制私有土地的过份发展，“有司”提出无论贵族平民，“名田皆

无过三十顷”，“贾人皆不得名田”（《汉书·哀帝纪》。）。王莽的王田试验，

则打算将已被地主兼并的土地没收而成为国有土地“王田”。东汉光武

帝之“度田”亦对地主占田数额作出明确规定，这从刘隆所说可以清

楚看出，其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

为准。”（《后汉书·刘隆传》。）。所谓“制”，即国家有关占有田地的制度，

实即占有田地的限额。西晋占田制规定了各个政治等级地主占田的最

高限额，“国王公侯⋯⋯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

官员“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

第九品十顷。”（《晋书·食货志》。）东晋时虽未见关于占田具体限额的记载，

但荫客制中的一些规定仍表现出国家对大地主的限制，其曰：“官品第

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九品五户，其佃

谷皆与大家量分。”“官品第六以上，并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

第九品⋯⋯一人。”（《隋书·食货志》。）对地主所控制劳动力的直接限制，

便限制了其剥削收入，其实与对其占有土地的限制等价。刘宋大明年

间，亦曾规定占山限额，“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

品二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上述两条演变线索的汇合，成为北魏均田制产生的历史前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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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均田制是战国授田制的必然延续，两者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是两种

田制在根本上一致的直接原因。 

有人认为，北魏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非常奇特的土地制度”，

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氏族制土地制度，“由于落后民族的入

侵，使中国北部的经济生活竟倒退了两千年。”（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３５６、３６２页。）这种看法难以成立。从理

论上讲，暴力征服必须在根本上服从经济发展的制约，落后民族对先

进民族的暴力征服，除了个别情况下由于驱走或杀光某个国家的居民，

使社会经济大倒退而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征

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

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１９９页。）北魏自拓跋珪进入中原，“离散

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北史·贺讷传》。），

同时实行屯田和计口授田，就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到孝

文帝太和年间，行均田，立三长，改租调，全面推行了以汉化为基本

内容的改制。这段历史，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拓跋鲜卑把

均田制带入了中原，而是在征服过程中，拓跋鲜卑学会了并发扬光大

了中原汉民族社会的授田与限田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国家

授田制度。因此，它才能持续三百来年，成为强盛隋唐帝国的经济基

础。自然，拓跋鲜卑氏族制组织及其习惯，曾为国家授田制的重新发

扬光大创造了便利条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社

会经济结构之中，在于国家授田制存在的历史延续性之中。 

当然，北魏距战国六七百年，社会经济状况毕竟发生了许多变化，

复活了的国家授田制度必然带有新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相当程

度上允许土地买卖，这表明，土地私有制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

奠定了相当牢固的基础，地主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阶级，

国家制定的土地制度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地主阶级出于其固有的贪

欲，总是希望土地私有的发展，以使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获

得更多的剥削收入，而国家则出于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维护剥削阶级

的长远利益，必须限制这种贪欲，把阶级“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

围以内”，以避免地主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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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１９４页。）。地

主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右着战国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随着矛盾的发展，矛盾两方面的平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最终形

成了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而开始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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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家授田制的最后消亡与较充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 

 

在均田制中复活了的国家授田制度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就像“使

黔首自实田”宣布了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崩溃的开始一样，唐代的

“两税法”也宣布了均田制消亡的开始。宋代则完成了自中唐以来的

土地关系变化，最后结束了自战国一直到唐代国家机器以行政手段积

极干预社会土地关系的状况，开始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

地关系发展新时期，并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这种新的土地关系，以往论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宋代的不抑兼

并政策造成生产者同生产资料更进一步的分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更趋深刻，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影响

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历史现实中，虽然我们看到的宋王朝是“积

贫积弱”，但这仅仅是在国家财政和对外关系上而言，其主要原因实际

是宋王朝在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政治腐败。宋代人口相当于汉、唐两倍，

赋税收入“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一《外

稿·财总论二》。），但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都被腐败的宋政府浪费殆

尽，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在对外关系上屈膝投降。但是，这并不反

映社会经济本身的停滞或衰败，相反，宋代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这种状况当然与土地关

系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宋代土地关系对整个中国古代土

地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是又一个重大题目，本节只能就

其与两周土地制度有较密切、较直接联系的部分作简要讨论，以交待

清楚从战国形成的国家直接干预社会土地关系之制度的最后消亡。当

然，讨论仍然必须从两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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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地主、农民三角关系的形成 

 

由前述讨论可见，从宣王料民开始直至战国时期国家授田制的充

分形成，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其核心与基础的剥削与被剥削

关系之中，变化剧烈、深刻的方面在被剥削者一极，他们从“族”“邑”

等形式的公社开始，经历了书社这一中间形态，最终变化为以“家”

为单位的个体小农。而剥削者方面，尽管在社会大变革中其具体成员

浮降不定，贵者贱，贱者贵，富者贫，贫者富，但作为剥削者这一极，

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结构并无多大变化。这一极的特点，是其中成员同

时具有剥削者与统治者两重身份，也就是说，凡是剥削者，他得以成

为剥削者的基本前提是他又作为一个统治者，而统治者之一员又必然

就是剥削者，贵者必富，富者必贵。因此，就整个社会的剥削者这一

极来看，它表现为国家，而且社会总剥削也是以国家租赋徭役为基本

表现形态。当中央集权国家尚未形成时，一个个独立性较强的权力体

系同时就是其统辖范围以内剥削者一极之整体，而当中央集权国家形

成以后，这个国家就是其统辖范围之内的剥削者整体。至于每个具体

剥削者的经济收入，不管其形式有何种差别，都是从国家剥削整体收

入中以各种形式的分割，其前提，就是他同时又在国家体系中扮演着

某种角色，如王侯、官僚、吏员等等。 

然而，在这个时期，始终有一支游离于社会基本的剥削与被剥削

关系之外的力量——商人，从十二牛救国之弦高、孔子弟子子贡直至

受到秦始皇礼遇之巴寡妇清。他们并不直接参预到国家对农民的剥削

之中，但他们通过经营工业，对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奴婢进行剥削，通

过经营商业，从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收入中进行分割，从而成为最早的

富而不贵的阶层，尽管其中个别人曾得到国家的特别礼遇，如乌氏倮

被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为秦始皇器重，“为

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自战国至西

汉，商人始终是国家所压抑的对象，抑商政策层出不穷，抑商思想一

直是经济思想之主流，其原因，就在于商人始终是社会基本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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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异已力量，对社会基本经济关系始终构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威

胁。当他们将手伸向土地的时候，这一威胁就显得尤为突出。而自从

秦始皇实行“使黔首自实田”政策之后，商人购买土地开始具有了条

件，于是，威胁便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迫使国家采取更为强烈的

措施，汉武帝时实行的告缗政策便是一例。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

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

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 

 

但是，这种政策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无法根治，作为一种经济力

量的商人开始将其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方面，商人凭借其经济力量

设法谋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官僚也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将手伸向

工商业领域，大发横财。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官僚、地主、商人

甚至高利贷者为一身的社会阶层，他们贵且富，表面看来似乎与社会

基本经济结构并无冲突，但实际上，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在经

济结构中并不一致。在政治结构中，他们是国家官僚，其基本职能就

是维护国家的存在，保证国家顺利调控社会各阶级关系，以保持社会

秩序稳定。在经济结构中，他们又是地主，经济身份必然导致他们从

事直接依据土地的剥削活动，而不再经过从国家总剥削收入中进行分

割这一中间过程，因而又成为国家的异已力量，成为国家的对立面。

具有政治身份的地主阶层一经形成，便会影响整个社会，与此相应，

很快便会形成不具有政治身份但仍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 

当然，最初与国家对立而又属剥削者一极的经济力量不只是商人，

还有贵族官僚本身，他们同样是对立统一体，他们的政治职能是维护

国家的存在及其正常运转，然而在经济上，为贪欲所驱动的他们总是

试图削弱国家，以由此获得更多的剥削收入。这种现象自战国便已产

生，如《韩非子》有如下言论：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

富。（《韩非子·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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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

有威之门而上不得者万数。（《韩非子·诡使》。） 

 

他们在农民被国家加重负担的过程中致富，收容隐匿应由国家控

制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已经明显是国家的对立力量。这一支力量也是

与国家对立的地主集团形成来源之一。 

独立于国家之外直接依据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阶层的形成与壮

大，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两极变为三极。原来是国家与

农民两极，农民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国家获取这些，然后通过

各种形式的二次分配，再达到各个剥削者具体成员手中。现在是国家、

地主、农民三极，被剥削者的农民没有大的变化，剥削者却分化为两

极。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限定下，在社会各阶级力

量对比条件的限定下，社会所能提供的总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是确定

的，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分配，便在国家与地主之间导致尖锐矛盾。两

极的比较简单的矛盾关系，转变为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其中的每一

极都与另外两极发生矛盾，一方面，它制约着其他两极，另一方面，

它又受到另外两极的制约。这种三角关系决定了从两汉直到清代社会

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 

地主是其中的一极，形成为一大经济利益集团，其共同特征是占

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剥削农民的重要依据。当然，

仅仅有土地所有权还不足以成为地主，还必须使农民——不论是依附

农民还是自由的租佃农民——在他的土地上耕作，从而生产出剩余产

品或支付出剩余劳动，地主身份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吸引和控制农

民是地主存在的必需重要条件。在后期较自由租佃关系形成之后，地

主的土地所有权对于控制农民并实现剥削来说是主要条件，但在早期，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相对于控制劳动力来说并非处于绝对主要的地位，

大部分时候和情况下，通过人身依附关系直接控制农民人身比占有土

地重要得多。地主要剥削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必然要与之发生矛盾，

受到他们的抵制与反抗。另外，地主作为土地私有权的人格化，必然

对地产有着无限的追求欲望，所谓“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

 310



求田问舍”（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而获得更多土地的办法只能

是兼并自耕农土地，这样，潜在和现实的威胁又使之与自耕农处于尖

锐的矛盾之中。与此同时，地主又必然与国家发生尖锐矛盾，虽然从

本质来说，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它必然要为剥削者服务，例

如唐太宗就曾坦率地对臣下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

卿等长守富贵”（《贞观政要》卷六《论贪鄙》。），宋代文彦博也赤裸裸地说：

国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

《职役考》。）但国家的首要职能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以使之稳定存在。由

于对一个确定的社会来说，其所可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在总

量上是确定的，因此，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就是控制社会总剥削

量，使之不致超限，尽量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避免因过量剥

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而使社会崩溃。地主的剥削欲望是无限的，这与

国家控制必然形成尖锐矛盾。另外，国家本身并非一个虚幻的存在，

它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现实机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

而这些利益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实现。同时，国家本身的运转也需要

物质条件，因而国家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两种利益以国家经济利

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试图从社会剥削总量这一蛋糕上切得尽可能大

的一块，这也必然与地主发生尖锐冲突。 

农民是其中的又一极，也形成一大经济利益集团。农民中包含不

同的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形态不断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特

点是，生活资料来源于自己的劳动，同时以不同形式和份额为社会提

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他们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所决定，必须从事农

业生产，而为此就必须与一定量的土地相结合。对农民来说，最理想

的状态是他们拥有所结合土地的所有权，由此成为自耕农，然而更多

情况下却是必须付出若干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换取与定量土地结合

的权力，后种形式可以是自由的租佃农民，也可以是附加有不同人身

依附关系的农民。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看，自耕农

当然不会受到剥削，他们必须支付赋税，但这属于国税范畴，而且表

面看来自耕农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但实际上，真正的自耕农较少存

在，特别是在宋代以前，他们往往除了必须缴纳国税而外，还必须在

国家赋税的名义下缴纳大量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以今天的常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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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述，即地租，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自耕农——特别是宋代

以前的自耕农，实际上依然是国家的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无地农民

或缺地农民要实现与相应土地相结合，就必须向地主缴纳地租，接受

其剥削，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至于自耕农，虽未直接受到地主

剥削，但地主的兼并趋势使其受到严重威胁，二者的矛盾也是必然的。

另外，租佃农民也好，依附农民也好，自耕农也好，他们都要接受国

家的剥削，因为国家收入不光是国税，还有类似地租的剩余产品和剩

余劳动，皇室、贵族、官僚，他们从国家所获收入中只有一部分属于

职俸范畴，另一部分属于剥削收入。当一个王朝开始时期，政治清明，

国库充盈，那么国家剥削一般还可以为农民所接受，而到王朝后期，

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国家剥削越来越重，农民与国家矛盾便急剧尖

锐，甚至发展为严重社会危机，导致社会秩序崩溃，爆发农民起义。 

国家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第三极，它是游离于地主与农民两大利

益集团之外、又凌驾于其上的一种经济力量和利益集团。它首先表现

为一整套国家机器，它必须起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

转的职能，为此，它必须有确定的经济收入，这便是国税。同时，国

家又表现为由皇室、贵族、官僚等一部分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他们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必然要从农民身上获得剩余产品和剩余劳

动，但表面上，这部分收入表现为国家赋税徭役的分割。这样，国家

机器本身的经济利益和组成国家机器那部分具体的人的经济利益融合

起来，形成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当然要与地主利益发生冲突。

首先，国家职能要求地主必须把剥削量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之内，

避免因超限而导致社会崩溃，但这与地主的本性是相冲突的。其次，

无论是地主的剥削收入，还是国家的租赋徭役收入，都是农民所创造

剩余价值的分割，在确定的社会里，剩余价值总量是确定的，谁都想

分得更大的份额，因而国家与地主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国家利益当然

也要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国家毕竟是无偿地从农民那里攫取着

国税以及国税以外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 

矛盾机制本身就是制约机制。在三极结构中，每两极之间存在的

矛盾，同时也是互相制约。如果仅仅是地主与农民两者之间的矛盾与

制约，那么其间的均衡很难维持，矛盾的发展必然使其中一方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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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另一方削弱，最后在不均衡条件下导致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崩溃。

但是在三角形的关系之中，就很容易达到一种均衡关系，因为每一方

对另一方的作用力都会通过第三方这一中间环节又反过来作用于自

己，形成对自己的制约。例如，地主对农民的过量剥削，必然影响国

家利益的实现，影响社会稳定程度，从而迫使国家对地主剥削予以限

制，使其局限于正常限度之内。这三大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

构，就好像三条边构成的三角形，三角形决定了三条边的稳定性，而

三条边也决定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中国古代自汉代开始的社会稳定性

实质就是这个三角形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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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调控经济方式之转变 

 

一定的剥削要能够存在，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剥削关系包涵于其中

的生产关系——或者再宏观一些说，经济结构——能够存在，生产关

系的稳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秩序，而且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一种秩序，

因此，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关系到社会本身的存在，对一定的剥削关

系来说当然至关重要，无序状态无法使具有确定结构的社会存在，当

然也无法使确定形态的剥削存在，而维护秩序，这便是国家的首要职

能。恩格斯曾经对国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

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

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

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

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

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１６６页。） 

 

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在于调和阶级矛盾，而不是镇压某一阶级，

因为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存在的各主要社会阶级，互为存在依据和条件，

其间的均衡对各个阶级的存在都必须的，一方面过分削弱，打破平衡，

必然会危及另一方面的存在，只有在“秩序”之中，才能使各阶级都

得到正常的存在。当然，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有一个阶级处于主导的

方面，国家不能不表现和维护这个阶级的主导地位。 

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时又作为一大利益集团的国家究竟是

怎样实现这一职能的呢？毫无疑问，这一职能的实现是与国家经济利

益的实现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

了其社会职能，而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同时又实现了其经济利益。从国

家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职能的实现，可能更为方便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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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税收，一是经营。税

收包括实物、货币、劳役。观察税收演变史，唐两税法无疑是一个转

折点，在此之前，人头税为主，此后，财产税为主。均田制、占田制

下，法律明文规定租赋徭役以人头为基本征收依据，即使在两汉，人

头税仍然是主要部分（马大英先生算过一笔帐：据历朝垦田数和户数统计，汉代农民

平均每户耕作土地约在６７．６６～７９．２４亩之间，姑以７０亩计之；平均亩产据仲长

统“今通肥墝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后汉书·仲长统传》)，平均以三石计之；

平年粟价以３０钱计之；则每户农民粮食生产总收入折钱６３００钱。税收中田租（以三十

税一计）为２１０钱；以一户五人计，其中应纳算赋者以２/３计，则须交４００钱；应交口

赋者以１/６计，须交１９钱；服役者以每户１．５人计，过更折钱４５０钱，践更折钱１５

００钱。以上各项合计２５７９钱，已占自耕农总收入的４０．９３％（马大英：《汉代财政

史》第二章、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3年版）。上述数据尽管可能还有可讨论之处，

但已足反映两个事实。一是国家租赋徭役征发繁重，其中显然已不仅是后来意义上的国税，

而还包括一部分类似后来地租的剥削收入。一是人头税在赋税徭役中占有绝大部分，其与地

税之比为１１．２８比１。）。唐两税法之后，财产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内

容，两税中的地税依亩征收，户税依户等征收，而划分户等的依据是

该户资产的多少。尽管宋代之后增加了种种以身丁为对象而征收的杂

税，总名之“丁口之赋”，其中包含有人头税内容，但也不尽然，如明

代丁役并不单纯以人口计算，而是“量地计丁”，有地一顷，征丁一名。

同时，从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的“摊丁入亩”，人头税一次又一

次被并入财产税之中，清雍正年间的“地丁合一”终于最后废止了人

头税。 

国家经营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两方面。农业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屯田、

营田、官庄、学田等土地上对农民的各种类型的剥削。农业方面的经

营有时规模相当大，收益也相当多，如明初洪武年间全国屯田数为 　

８９３ ０００　 余顷（《明史·食货志》：“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

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永乐年间虽低于此数，但估计相差不至太

远，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所收屯田子粒为 　２３ ４５０ ７９９

　 石；同期民间垦田约４００余万顷，所收田赋米麦为 　３１ ２９

９ ７０４　 石（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版，第３６０、１８６页。），多出屯田所入仅三分之一。工商业方面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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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包括各种专卖经营，如汉代的盐铁酒专卖，宋代的盐茶酒矾专卖等，

也包括一般商品经营，如汉代的均输平准，既收到了平抑物价、稳定

社会秩序的作用，又为国家获取了一定的商业利润。 

国家正是在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

控。在以人头税为主要税收的时期，控制人口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基本

前提，因此国家以赋民公田、占田制、均田制等等措施扶植、维护小

自耕农的存在，同时又以赈济等行政措施救援破产、流亡农民。与此

同时，还以各种方式限制、清查地主占有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国

家与地主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直接劳动者农民，从刘秀“诏下州郡

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之“度田”，一直

到隋代之“大索貌阅”，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现。而争夺的最有效手段还

是经济手段，国家剥削过重，农民则逃亡成为地主的隐户，相反，则

农民又从隐户变为编户。正是在国家与地主的这种斗争关系中，农民

所承受的剥削被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国家、地主、农民三大利

益集团的关系在一定秩序之中稳定了下来。在以财产税为主要税收的

时期，控制实际垦田数额是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

以种种方法与地主的隐冒土地进行斗争，从王安石“方田均税法”，张

居正丈量全国田亩，一直到清代编制《赋役全书》和鱼鳞册。在保证

税收的获取、从而使自己经济利益得到实现而外，国家没有必要再去

过多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在自运转过程中实现了自平衡。由

于怎样使现有财产带来更多的剩余产品成为关键，这就迫使地主不得

不千方百计吸引劳动力，例如宋代在佃户较缺乏地区，每有农民流徙

而来，地主“争欲得之，借贷种粮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

例不取息。”（薛季宣：《浪语集》卷十七。）而且平时还须尽量“抚存”，“富户

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

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在这种关系之下，国家通过财

产税获得了较稳定的收益，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地主之间互

相争夺劳动力而达到平衡，使社会剥削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两汉直到清代，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并没

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是以两税法为界，国家与地主关系发生了重

大变化，或者说国家与地主分割社会总剥削收入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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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控制、

争夺劳动者人身，转变为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即以财产税为基本税

收内容，解脱农民人身依附关系，让地主与农民在自由的斗争中自我

调控。宋代土地关系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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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代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 

 

两税法将税收依据从人头转变为财产，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剥削

关系实现条件的转变，也就是说，剥削的主要依据从控制人身转变为

控制生产资料。然而，剥削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攫取，如果没有相应

的劳动者，控制生产资料并不能达到剥削的目的。因此，要使依据生

产资料便可实现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得以确立，首先必须使劳动力相

对自由化，也即解除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人身控制关系，而这一点，在

宋代得到了实现。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

曰：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

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主。多被主人折勒，不放

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

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

详。（《宋会要辑稿·食货·农田杂录》。） 

 

这里对比排列出旧新两种条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农民人身依附

关系的解脱过程。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令也规定：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

亦毋得勒令佃耕。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顾契敕’

科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变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较少人身依附

的经济关系，较自由的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

础上，较充分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终于形成，并奠定了此后土

地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格局。宋代土地所有制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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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关宋代土地关系特点的叙述许多内容依据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 1983年

版)第三章《宋代的土地占有制度》，非直接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１．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土地买卖盛行，例如宋高宗时，四川立限

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此时四川地价

每亩为近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依一般情况下税率

１０％计，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则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

共有四百万亩，足见土地买卖之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由于“不

抑兼并”政策的实施，大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如官僚地主朱●被籍没，

仅浙西田数达三十万亩；又如世俗地主，“有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

其家收谷七十万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陈子长筑绍熙堰》。）。三是私田

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全国垦田四

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

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

五分之一。四是出现了明确为土地兼并辩护的言论，如苏辙说：“城廓

之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

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苏辙：

《栾城集》卷三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２．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

日无之”（《宋会要辑稿·食货·营田杂录》。），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

“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最高楼》。），“贫富无定

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室置产当存仁心》。），“人家田产，

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九《论

取士》。），等等。宋人的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

点。 

３．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

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

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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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

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江

苏金石志》卷一七。）。 

４．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

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

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

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

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

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

之何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三。）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

“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七。）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

异。

 320



 

四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经济意义 

 

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变革，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的经济含义究竟是

什么呢？笔者以为，它可以归结为两个分离，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

的分离，国家同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离，而这两个分离在新社会历史条

件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表现主要可

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劳动者人身的解放。 

从战国直到唐代，剥削都是以人身控制为首要的或主要的条件，

无论是地主的剥削，还是国家的剥削。控制的形式形形色色，但其都

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劳动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有着相当紧密

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捆绑到了一起。对于国家剥削来说，各种各样

的国家授田把受田农民与所受土地紧紧地绑在一起。对于地主剥削来

说，极为强烈的超经济强制、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各样以人身依附关

系为基本前提的地主庄园，把地主所控制的农民与地主的土地紧紧地

绑在了一起。这种状况到宋代终于被打破了，新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

系形成，以土地为剥削之基本依据、以劳动者人身相对自由为基本前

提的租佃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土地所有权集中同时发生的土地经

营越来越分散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革过程。这一变革对改善

农民状况、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相当的作用。仅有土地，并不能保

证剥削的实现，因此，在地主阶级成员中，始终存在着争夺劳动力的

斗争，这就迫使他们以各种经济手段控制农民，高利贷是其中之一，

但这种手段的作用极为有限，地主必须时时“抚存”客户，否则客户

会转佃他人之田，使自己的剥削不能实现。如苏轼说：“民庶之家，置

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

借贷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四五一。）王岩叟亦言：“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

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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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七。）当然，有宋一朝，宋以后各朝，有的地区，有些时期，对农民

的人身控制仍然较强，甚至有进一步加强的现象，但这都是局部的暂

时的现象，并没有影响劳动者人身控制关系减轻的基本趋势。 

２．推动社会积累与土地开发。 

随着土地成为获得剩余价值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直接依据，土

地的边际效用价值急剧提高，这就推动、迫使地主将剥削所得积累下

来，去开发新的土地，改善土地经营，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宋代开发新土地之广泛，土地种类之多，为前代所未见，仅从田

土名称即可看出，如“圩田”、“山田”、“淤田”、“湖田”、“沙田”、“架

田”等等。宋代的水利建设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局部地区性水利建设

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其中基本或主要部分当出自地主），例如神宗熙宁

三年至九年共七年时间内，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 　１０ ７９３　 

处，受惠耕地达 　３６１ １７８　 顷，可谓空前未有。土地经营也

开始向着多种方向发展，开始形成了一些充分利用有利自然条件的经

济作物区，如太湖洞庭山之专种柑桔，福州、六化军之广种荔枝等等。

也出现了专营某种经济作物种植的地主，如四川有专门的“茶园人户”，

其岁出茶叶可达三五万斤，在明州、福州、广州等地有专门种植甘蔗

制糖的“糖霜户”等等。随着土地经营的改善，土地投入工本的增多，

精耕细作的发展，单产明显提高，如苏州亩产谷四至六石，两浙上田

亩收谷五六石，明州民田亩产谷六七石。 

３．迫使地主阶级不断进行自我更新。 

由于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

关系，不再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土地开始成为这

种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剥削关系被掩盖于土地的自然属性之下，仿佛

地租是土地本来就具有的属性。随着这种变化，地主阶级职能的主要

体现者，已不再是具体的某一地主，而是抽象为土地这一自然物。这

样，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的经济地位，就不再由其出身来决定，而取决

于他在土地上的经营，如果经营有方，勤于积累，他就有可能保持以

至扩大土地，继续保持地主地位，如果不善经营，且淫佚奢侈，他就

必然丧失土地，失去地主身份。脱离生产、腐败堕落是地主阶级的本

性，然而这一机制就使其可以不断清除其中丧失活力的成员，不断补

 322



充进新生力量。这种现象在宋人言论中多有表述，如吕皓曰：“今之富

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云谿稿·上邱宪宗卿书》。），张载说：“今骤得

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

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黄震曰：“财

货不过外物，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朱熹弟子刘爚

还把富贵者之财宝田宅很少再传、三传的现象称为“盈虚相代”，是“天

之道也”（刘爚：《云庄集》卷四。）。地主阶级的自我更新，当然有利于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４．使社会经济有条件自我调节。 

宋代以前，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强力干预，大部分时期这种

干预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家经济政策毕竟是人为规定，

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中错误部分在所难免，再加上官僚的腐败，执

行政策的偏差，这些时候便会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巨大阻力。宋代国家

在保证农民有可以迁徙、可以选择剥削者权力的前提下，只问赋税收

入，不管其余，就使社会经济活动有条件在运动过程中自我调节，自

己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选择到比较合理的发展路径。例如，

国家除了维护自由租佃关系的存在，并不干预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

这一关系在租佃过程中自然达到相对平衡。地主利用农民之间矛盾，

用增租刬佃方式试图增加地租，而农民则利用地主之间矛盾，用转佃

他人之田的方式来达到降低地租的目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地租剥

削率自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结构与土地关系的变革，终于

最后结束了春秋战国变革所确立的基本格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而关于两周经济关系和土地制度的讨论，至此也终于可以划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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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但也是近二十年来研究先

秦土地制度的所得汇集，心血所在，敝帚自珍，笔者是很疼惜他的。 

先秦土地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史学家们研究得相当充分的

一个领域，不少人认为，这个领域不再有什么大的可研究余地，也很

难获得重要成果。笔者斗胆进入这一领域，除了个人兴趣而外，一方

面是遇上了好时机。近二十多年的考古新发现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

新资料，其中一些资料直接推翻了成说，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线

索和依据。“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使理论研究有了一个宽松科学的环

境，获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这些则为笔者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全新的

基点。上述两个前提促使笔者从新的视角和前提出发，对先秦土地制

度史研究中一切以前认为不存在问题的定论或没有研究余地的领域重

新进行研究。 

促使笔者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另一原因，则是前辈的引导和鼓励，

笔者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笔者永远忘不了恩师王玉哲先生给笔者上的第一课。关于笔者的

学位论文，他明确指出，一定要把写论文与写书区分开来，论文一定

要有新东西，要敢于写出自己的新见解，不成熟、不完善都不要紧，

可以慢慢修改完善。在王先生的引导和鼓励下，笔者着手进行这篇论

文的写作。在论文的审阅过程中，王先生对其中引用的资料和一些技

术性问题进行了严格审查，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但涉及观点方面，

却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一些观点王先生不同意，但他只是与笔者

进行讨论，不要求一定按先生的观点进行修改，而且一再鼓励笔者，

只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就要敢于坚持，不要轻易改变。没有王先

生的指导、修改、宽容和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形成的。王先生高尚的

道德修养、淳厚的长者风度、大度的宽容精神，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是笔者在求学中获得的最大财富，笔者将努力学习，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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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发扬光大。 

本书能够写成，恩师赵俪生先生的引导和鼓励起了极大作用。大

学时代，有幸系统听过赵先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这门课是研

究生课程，但我们被准许同时听讲。赵先生精辟透彻的讲述，给笔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笔者下决心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先秦土地制度进

行研究。1982年大学毕业，笔者有幸留校作为赵先生的助手，自此而

后，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而笔者也是明里暗中，学习琢磨，自

以为得到不少“秘诀”。在这些“秘诀”中，笔者以为比较重要的，就

是以理性思维来驾驭、统率史学研究，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进行探

索。由于笔者哲学兴趣比较浓厚，学起先生这一“秘诀”，自觉如醍醐

灌顶，豁然开朗，再加上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笔者逐渐形成了

本书所陈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证。没有赵先生的引导和教育，本书

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本书能够写成并得以出版，也要感谢恩师詹子庆先生。1984～1985

年，笔者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进修，詹先生既是指

导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对笔者的学术发展予以了很大关心。有关本

书研究内容的第一次报告，就是由詹先生组织和主持，笔者在进修班

上关于战国授田制特征的报告。此后，先生对笔者的科研活动予以了

很大关注和支持，使笔者开始有条件在一些新的领域展开科研。先生

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主动向笔者提出联系解决此书的

出版问题。没有詹先生的大力支持，本书也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包瑞峰先生为本书出版，多方操劳，

焚膏继晷，付出了很多心血，笔者在这里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书生，出本书、而且还是学术方面的书，自然是值得高兴的

事，但仅止于此，如果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有所推动，实在也没有

太大意思。如果仅仅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那就更没有意思。笔者自

以为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推翻了一些成说，并试图对先

秦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解，这些东西是否正确，尚

有待进一步讨论研究。笔者恳切希望一切对本书涉及问题有兴趣的同

道，对本书进行严厉的批评，以期在讨论中推动先秦土地制度研究的

发展，这是笔者看到校样后所最先想到的。希望读者能恩赐批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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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笔者对自己劳动所想得到的最好回报。 

是为后记。 

 

袁林于古城西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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